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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可口可乐（Coca-Cola）、德国妙卡巧克力（Milka）、西门子（Siemens）、德国电信（Telekom）——这些品牌将我们的生活重重包围，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尽管它们无处不在。不论是购买实物，还是在服务行业，我们总是离不开它们，我们依赖它们，信任它们。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是一种极有趣的现象，但品牌是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被阐释的呢？迄今为止，这都体现在市场研究的管辖范围内——对品牌进行科学性研究。本书尝试将“品牌”现象——沟通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探讨，依据经济社会学的中心纲领，如市场、广告和消费，来发展一个独立的品牌社会学科。

凯—乌韦·黑尔曼教授曾在德国多所大学任教，从2014年10月开始担任柏林科技大学的消费及经济社会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消费及经济社会学、军事及管理社会学、社会理论及系统理论，著作颇多。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政治理论——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政治社会学》［与赖纳·施马尔茨—布伦斯（Rainer Schmalz-Bruns）共同主编，苏尔坎普口袋书学术系列第158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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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历时颇久的翻译过程终于见到曙光，在此写下几句用以纪念这本《品牌社会学》的颇费脑力的翻译过程。这本书由德国社会学教授凯—乌韦·黑尔曼所著，2003年由法兰克福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德国的一些品牌发展进行了梳理，并从理论及历史的角度将其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将品牌的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将视野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学研究角度，并大量地引用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的理论。

《品牌社会学》这本书的作者凯—乌韦·黑尔曼教授，1962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瓦尔斯罗德，20世纪80年代在汉堡、图宾根、法兰克福以及柏林学习哲学、政治学以及企业管理学，在1995年以论文《系统论以及新的社会活动》（Systemtheorie und neue soziale Bewegung）获得社会学博士，2003年在马格德堡以论文《知其所拥有——品牌社会学研究》（“Da weiß man, was man hat.”Eine Studie zur Soziologie der Marke）获得教授资格。黑尔曼教授曾在德国埃森、莱比锡、汉堡以及维腾—黑尔德克大学（Witten-Herdecke）等多所大学任教，并参与多项与品牌相关的研究项目，2006年在柏林成立了消费及品牌研究所。黑尔曼教授从2014年10月开始担任柏林科技大学的消费及经济社会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是消费及经济社会学、军事及管理社会学、社会理论及系统理论，他的著作颇多，这本《品牌社会学》于2003年在德国首次出版后，广受好评。

尼克拉斯·卢曼是德国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赫赫有名，也许中国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他发展了社会系统论，也是一位“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主张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全部纳入一种系统的理论框架中去解释。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的艺术》（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社会的法律》（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尼克拉斯·卢曼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之一和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之外。他为社会学、系统科学和诸多其他学科开创了惊世的见解与崭新的视角。他是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之一：从结构—功能主义到功能—结构理论，以及问题—功能主义理论，从行动社会到沟通和语义学理论，从社会“机器”到自我再生。

他接受了马图拉纳和瓦芮拉关于生命组织的理论，结合自己在法律学方面所接受的精确、复杂的推理训练，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移入社会学，不久便建立起他自己的纪念碑式的理论建构基石。他毕生的众多工作体现在将其抽象而又复杂的理论参考框架切实地运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中，从行政管理的内在运行到全球的生态问题，从政治、经济到艺术、爱情和宗教。他在努力应用、检验和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以建立一种普遍社会理论为目标，没有遗漏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他所运用的是自己通过卷帙浩繁的阅读积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视界是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系统论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尔曼教授从品牌创立、发展、彼此影响和联系的角度展开研究，并借此将品牌研究纳入广阔的社会学中，是颇有新意的。

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本书，我的同事张雪老师也参与其中，翻译了本书第二章“品牌社会学”中“消费和品牌”及“环境和品牌”子章节及后记部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将德文变为中文是很开心的。因我事务繁忙，所以翻译过程颇为漫长，在此感谢歌德学院翻译资助项目姜宁馨女士给我提供这本书的翻译机会，还要感谢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赵延召、华丹、刘文硕、苏雪莹编辑对我的大力支持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当然，在翻译过程中，尤其要感谢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黑尔曼教授，在我与他的多次电子邮件联系中，黑尔曼教授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并给出了专业的指导。同时也感谢中方版权代理蔡鸿君老师和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版权代理克里斯多夫·哈森查尔先生（Christoph Hassenzahl）在此书版权及延期方面的大力协助。

我非常高兴黑尔曼教授的《品牌社会学》一书的中译本能在国内问世，虽然其中提及的若干品牌并未惠及国内的家庭，甚至可能绝大多数人对其闻所未闻，但这是一个用来普及德国的一些品牌知识的良好开端，从卢曼的社会系统论角度，既具备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具备趣味性和知识性。每本译介到国内的书，都是在打开一扇沟通和理解的窗户，以便让互相学习变得更为容易和普及，这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吕律
2018年9月






前言

品牌主题是一个外延和内涵极其广泛的超级主题，它不仅涉及令人目不暇接、浩如烟海的出版物，而且还涉及被纳入这个主题的丰富多样的见解。因此这项有关品牌社会学的研究绝对不是将公开发表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各种学术文章、理论和方法一一列举出来，而更多的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对这繁复主题的简化，通过选择出一些能够充分论证品牌社会学的内容进行讨论。

在开展和完成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我要感谢许多对此提供帮助的人。首先要感谢的是埃克哈德·迪特里希（Eckhard Dittrich）教授，他在我完成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可谓鼎力相助，因为从社会学视角在实践中研究品牌主题，无论从专业视角，还是个人原因，都比想象中要难得多。除此以外，许多个人和公司用不同的方式，对此项研究的成功完成提供了很大帮助，很遗憾在行文中不能一一列举出来。我要特别致谢的是C.C.科巴克（C.C. Cobarg）、赖纳·格里斯（Rainer Gries）、芭芭拉·赫尔泽（Barbara Hölser）、凯·福尔克·科舍尔（Kay Volker Koschel）、克劳斯·里希特（Klaus Richter）、瓦尔特·塔克（Walter Tacke）。特别是约尔根·迈克斯纳（Jürgen Meixner），于我1996年在汉堡的AC尼尔森公司（AC Nielsen）的市场和观点部门做研究阶段，首先启发了我将品牌研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另外，还要感谢的人实在不胜枚举，有的人为我收集资料、参加研讨和经济支持都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来自以下公司：德国佰克尔（Birkel）公司、博朗公司（Braun）、德国民意调查公司（Emnid）、辉柏嘉文具用品（Faber-Castell）、德国GEO视界杂志（GEO）公司广告部、消费者研究协会、品牌学研究协会（GEM）、葛兰素史克药品及保健品公司（Glaxo Smith Kline）、国际传播集团葛瑞公司（Grey）、美国爱康公司（ICON）、德国法森糖果公司（Katjes FASSIN）、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烹调品牌美极公司（Maggi）、修女牌天然草药制剂公司（Maria Clementine Martin Klosterfrau）、野格牌利口酒公司（Mast-Jägermeister）、默克药厂（Merck）、雀巢公司（Nestle）、标致汽车公司（Peugeot）、波特拉克杜亚尔丁两合公司（Pott-Racke-Dujardin）、瑞果夹心水果糖公司（Ragolds）、德国著名起泡酒生产商小红帽酒庄（Rotkäppchen Sektkellerei）、西门子公司（Siemens）、朗格表业（Söhne & Lange）、明星周刊广告部、斯沃琪表业集团（Swatch Group）、网络趋势顾问公司（Trendbüro）、途易旅游集团（TUI），以及银河出版集团（Milchstrasse）。

本书是以我2002年在马格德堡大学（Otto-von-Guericke-Universität Magdeburg）提交的教授资格论文为基础而完成的，在此我感谢卡斯滕·费舍尔（Karsten Fischer）、爱娃·吉尔莫（Eva Gilmer）、米歇尔·哈瑟（Michael Hasse）以及我的父母，他们通读了这本书。

凯—乌韦·黑尔曼






导论

一切皆品牌，还是？

阿波纳里斯矿泉水（Appollinaris）、德国亚拉润滑油（Aral）、阿司匹林止痛片（Aspirin）、贝克啤酒（Becks）、佰克尔面条（Birkel）、博世电器（Bosch）、可口可乐（Coca-Cola）、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Dr. Oetker）、辉柏嘉铅笔（Faber Castell）、家庭创伤护理品牌汉莎普拉斯特（Hansaplast）、喜宝奶粉（Hipp）、修女牌纯天然草药酒精混合药剂（Klosterfrau Melissengeist）、家电品牌克鲁伯（Krups）、起泡葡萄酒酷菲堡金樽（Kupferberg Gold）、利市文具（Leitz）、马克林火车头玩具模型（Märklin）、美极烹饪汤料（Maggi）、美诺家电（Miele）、奥朵漱口水（Odol）、欧宝汽车（Opel）、百利金钢笔（Pelikan）、菲利普—霍茨曼建筑企业（Philip Holzmann）、萨拉曼鞋子（Salamander）、西门子（Siemens）、施多威克巧克力（Stollwerck）、德宝力娇草药酒（Underberg）、瓦尔塔电池（Varta）、唯宝餐具（Villeroy & Boch）以及众多其他人们熟知的品牌，它们都是百年老品牌，自从市场经济存在以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们。它们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时出现，与它相映成辉，是市场的产物，是商品汪洋大海中的“灯塔”，是“消费崇拜”，我们每天都活在被它们所包围的环境中。“品牌环绕着我们，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我们用品牌包围着自己，我们需要这些消费品，每天如此。也就是说，品牌具有当下性，无论是作为生活必需品、生活服务品，还是消费和投资品。”（博伊森，1993，19页）品牌确保品质，标明了安全性，传递出信任感，一言以蔽之：“知你所拥有”，正如一则1969年大众汽车的出色广告口号所言。

就品牌的“生平”而言，已确认1894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因为就在这一年颁布了被广泛实行的“商标保护法”。从那以后出现的“商标名册”有了监管，并在柏林正式使用。虽然商标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只有随着商标名册的设立，才开始实行具有法律效力的预防措施，来广泛有效地确保商标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像品牌一样申请了民事权利。因为在这部法律实行之后，短时间内，就涌现出了商标登记的狂潮，在每年约20000商标的申请中，将近10000商标被注册，以至于在1894年到1910年期间，在卡尔·黑泽尔（Karl Haensel）出版于1912的图书中，做了首次统计，记录了在134540个注册登记中，申请的数量达到了244462次——“最多的申请是来自食品和嗜好品工业以及化工企业”。［豪斯（Hauß），1910，583页］

作为超级主题的品牌

目前，在德国有受法律保护的品牌680027种[1]，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研究所AC尼尔森（AC Nielsen）在1997年统计得出，仅在德国申请的品牌就有54478个[2]。仅关注一下德国跨越各个行业的十大著名品牌，就能得出以下汇总（表1）：


表1：1999年德国十大名牌（在受访者中的知名度用%表示）[3]

[image: ]


与此相应，如果提及在德国最具吸引力的品牌，扬格及鲁比坎广告代理（Young & Rubicam）列举出了2000年的调查结果（表2）：


表2：2000年在德国最具吸引力的品牌[4]

[image: ]


如果问及品牌的“魅力值”，Ires市场研究所给出了如下研究结果（表3）：


表3：2001年在德国最具吸引力的品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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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费者进一步关注德国的消费品行业，并询问那些最频繁消费的品牌以及相应的忠诚度，可参考以下列表（表4）：


表4：1999年德国顶级消费品品牌（在受访者中的影响力用%表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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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加入德国品牌协会的品牌商品，仅是所有在德国经营的品牌商品的一部分，而它们2001年的销售额就已达到了3390亿欧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率明显超过了4%（2000年的销售额为3250亿欧元）[7]。这种增长趋势还明显不断被超出，如1988年到2000年期间新登记的品牌，它们的增长率每年几乎达到了9%（表5）：


表5：2002年德国国内品牌登记增长率示意图[8]

[image: ]


与此同时，2000年登记的86983个国内品牌中，有81969个（1999年为71563个品牌）是在国外登记，增幅达到了13.8%，而由国外企业登记的品牌从1999年的4871个增长到了2000年的5014个，增长率仅为2.9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登记的服务业品牌再次大幅度增长：这一年收到的服务业品牌登记申请为41990个，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幅达到30%；在全部品牌登记收入中，服务业品牌占48%（1999年为39%）[9]。

在品牌登记中，服务业品牌增长百分比最大，从列表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这种事实。因为在此期间，“品牌技术”——汉斯·多尼茨拉夫（Hans Domizlaff，1939）将引领品牌（Markenführung）的艺术赋予此称谓——很久以来已经不再是用于单独的产品或者产品系列，而是也要更常用于培养整个企业的“公司品牌（Corporate Branding）”，对这一点的“导演”日益占主导地位。除此以外，不言而喻，品牌绝不仅仅只应在消费品市场——“市场的最早形式”（Kasuga，1987）——中被发现，而是更多地在所有其他市场中出现。这不仅包含了狭义上的服务业，像大众生活服务，比如电或水；体育俱乐部，比如“法兰克福的世界品牌和睦家”或曼彻斯特联盟；体育赛事，如F1赛事或冰球[10]。因为在此期间，人们甚至将个人作为品牌商品推向市场，只要想一下美国篮球明星空中飞人迈克尔·乔丹，德国超级模特克劳迪娅·席弗以及德国喜剧演员哈拉尔德·施密特，后者甚至自称为“品牌商品”；还有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他在1998年的大选中说道：“我就是一个品牌！”除此以外，就连最小的制造构件，比如英特尔芯片，政党如“劳动党”，机构如纳斯达克，许多非营利组织（基督教教会、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甚至英国和美国的个别大学，进一步说还有大众活动如“爱的游行”，游客云集的旅游胜地，如瑞士拉克斯和圣莫里茨，都被视为品牌。此外，一些地区（巴伐利亚州和鲁尔区）和整个国家（德国、美国、爱沙尼亚、南非）均作为品牌被宣扬——即使是作为秩序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在其中被当作品牌。显而易见，品牌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适应力，除了将它们按照品牌适应性分类，逐渐建构并完善品牌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种趋势下，全球性品牌数目的不断增长就显得步调一致了，也就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并对地区的事务做出不可忽视贡献的品牌[11]。正如多年来担任雀巢全球董事会主席的赫尔穆特·毛赫尔（Helmut Maucher）在书中（1992，第122页）所写：“像雀巢这样的企业，使用各种现代沟通方式，能够在这儿就将一个地区的消费者习惯迅速地普及全世界。”其中，那些已公布的100个世界名牌中的多一半在美国，每个品牌的市场价值均超过1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欧洲的27个品牌和亚洲的7个品牌，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一个品牌被列入。以下表格中列举出了其中排名在前十位的品牌，可以见得，7年来可口可乐一直占据着首位（表6）[12]。


表6：2002年全世界十大最具价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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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虑到这些世界品牌的传播，将品牌符号划为一种世界语言就合情合理了，它们几乎在世界各地沟通无限，理解无难度。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1992，第11页）认为：“品牌是唯一现存的国际语言，是商业世界语。”这种想法至少在一些特定符号和“商标标示”的情况中容易理解，只要想一下可口可乐瓶罐上那红底白字的弧形字母，麦当劳商标中拱形的黄色M或者万宝路商标中的骑马牛仔就行了。“商标标识因为具有现实性，即将成为另一种世界语言，它们会在更多地方像英语一样被使用。”（克莱恩，2001，第20页）与此相反，如果处在本国的语言环境中，一些用于品牌广告中的标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接受度，比如“不会永久，只会长久”，“我拥有我自由”，或者“一切皆有可能”。

在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学中，品牌主题在其中具有中心地位。德国市场学的创建者之一赫利伯特·迈福（Heribert Meffert）（2002，第74页）这样认为：“塑造品牌是一个关键主题，是市场学的一门艺术和基础。”弗朗茨·埃施（Franz Esch）和安德列亚斯·威克（Andreas Wicke）（1999，第5页）甚至认为：“品牌是一个超级主题，毫无疑问的——就是这样！”因为几乎不存在品牌不涉及的机会了。“品牌商品的意义变得如此之大，在今天几乎没有它们不存在的生产领域了。”（科特勒/布里莫，1999，第696页）此外，品牌的影响早就不再局限于只在经济方面用于开拓市场和促进销售额。品牌更多地拥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意义，在许多孩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眼中，都是万能的，因为它们几乎对人们所能想到的领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使用品牌在对当前社会进行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装扮”，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性意义。“品牌是经济的驱动因素，在此期间……也是社会的重要驱动因素。”（莱因哈德，2002，第54页）

社会学和品牌

如果将这些与“品牌”主题息息相关的数据、事件、评论和观点一一摆在眼前，那么就能断定：存在这样一些品牌，它们数目繁多，传播广远，影响巨大。显而易见的是，品牌是一个社会性事实，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一旦将社会学引入这一概念，那么问题就随之产生：我们应如何通过品牌这一全世界都存在的现象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沟通？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一研究课题在社会学领域的探讨一直缄默无声。

因为品牌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学现象，如果将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调查作为一个起点，那么成果是有限的。在相关教材和类似的专题论著中可以确定，在关于“市场”“金钱”“广告”或者“消费”等引用文献和相关章节中，都证实没有明确涉及品牌商品的记录或文章[13]。大部分书籍、专题研究、文章和其他的出版物都是这种情况。虽然在部分章节可见到关于此主题的零星描述，涉及现代社会中商品的存在和作用，但是基本都是一带而过[14]。最多只有几十篇论文是对品牌现象做了详细阐述，尽管这些论文非常独特和详尽，但是没有一个是将品牌主题作为独立的研究专题，而仅仅是将其作为贯穿全文的一个要点[15]。被选出的这些论文并不强调对品牌主题详解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迄今为止，它们更多的是仅将品牌主题明确为一种目标介质，而不是将其作为针对品牌的独特的社会学研究的自身目标来研究。

在《繁荣的社会学》一书中，欧内斯特·扎恩（Ernest Zahn）（1960）阐述了将商品包装的特殊功用引入自助服务，在当时只有品牌商品才可以，因为商品包装替代了当时在销售柜台顾客和销售人员之间通常会发生的咨询和售卖交谈。除此以外，包装还能让生产厂家摆脱“不在场”和“匿名”状态，从而让生产厂家清晰可见——名称和特点。之后扎恩转向对广告的论述，因为通过自助服务的广泛传播，品牌使用者只有通过广告才能了解品牌，才能获得最新产品的信息。扎恩随后强调，一个产品并不仅仅通过广告才成为品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对它的实际性接受和认可”（扎恩，1960，102页），这甚至可以导致一种“观点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产品和品牌进行了严格区分：产品是在工厂中被生产出来的，与此相反，品牌只有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能成功。扎恩（1960，101页等）因此也将品牌商品称为一种市场现象：“品牌商品是一种市场现象，也就是说，一种必须根植于使用者意识和潜意识中的社会现象，以便在现实中存在。”在这些阐述之后，他突然展开了新的主题，就好像对自助服务和品牌没有兴趣了。此外，他对包装的作用和产品品牌的差别的阐述不具备系统性，也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

这种情况在其他论文中也出现过，比如拉尔斯·克劳森（Lars Clausen）1964年在他的论文中对“经济广告的社会学因素”阐述了一些品牌主题的内容。克劳森的兴趣首先专注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广告的产生和发展情况的再次建构。其中，他将广告理解为“生产的完成”，因为产品通过广告囊括了那种“整体性”的特点，这种特点从纯技术视野强调产品并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形象的产品”。也就是说，产品作为“品牌”，进入了公众意识。因此一个产品首先通过广告才有一种形象授予，从而获得作为经济产品的原有殊荣。“从与生产相关同形化大众产品转变为与销量相关的同形化‘品牌商品’，并且原则上被构建成‘品牌商品’。”（克劳森，1964，93页）在他随后的论证中，克劳森得出以下结论：一旦涉及技术上同质化的商品，品牌倾向于构成垄断，从而降低市场透明度，因为它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印象——不存在“可替换性竞争”。在论证这种观点后，克劳森再次离开品牌主题，转向其他论点的论述，因为品牌主题对他而言仅是一个“中转站”。

扎恩首先关注的是富裕，克劳森关注广告，因此两人仅将“品牌”主题的原本作用付诸研究，而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在他1971年所著的《商品美学批判》一书中，从某种程度上涉及了品牌的关键所在。豪格一直致力于卡尔·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研究，因此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文章构想的出发点。在他的文章中，涉及了商品的“拜物特征和它的秘密”的核心。品牌被理解为商品的增值或剩余价值，豪格将其特点归纳为“商品的作用和丰富联系性的不断强调”。品牌被证实为一种纯粹的“意义物质”，它的意义来源于在消费者的社会行为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拥有品牌能够起到以下作用：引起消费者认为自己属于权力精英的幻觉，最终甚至赋予其一种意义和幸福许诺，而这种许诺在迷失方向的环境中具有导向性作用。除此以外，豪格（1971，29页）还认为“对‘品牌’的建设最初并不与应该行使品牌商品作用的产品有关”，而是“只与大众对品牌的观点有关”（豪格，1971，37页）。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品牌的目标就会走向垄断，这其中首先涉及的是它们对大众观点的影响和所造成的印象。因此豪格（1980，41页）在文中也谈及了“以印象竞争取代使用价值竞争”，这种取代的整个关注点在于，如何让品牌广告“抵达”大众。也就是说，确保售卖过程成功完成。值得注意的还有，豪格察觉到，在其他的消费市场，比如在家居用品市场，也存在着介于摇摆不定的消费者和不断增长的品牌认知之间的一种补充关系，以及市场技术的日益广泛传播——关键词棕色设计。除此以外，他还注意到在区分和定义其他匿名存在的产品和它们的生产者时包装的作用。最终豪格（1980，126页）得出结论：大众的需求结构首先是通过广告获知自身的“模型化”，以便“将其现象和符号语言适应于所选择的需求部分，就好比钥匙之于锁”。总而言之，可以确定，对于品牌主题，豪格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它们部分与扎恩和克劳森的论点相关，部分有所超越。豪格基本只专注于品牌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神秘的对商品的拜物特点，并没有不断转向新的主题。因此，令豪格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商品美学批判”一说原则上可视为品牌社会学的第一个构想。

直接吸收豪格的观点，仅在广告方面着力更多的是罗尔夫·林德纳（Rolf Lindner）的论文《自由和冒险的感觉》，副标题为“广告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其中，林德纳将广告从“产品”直接与“品牌商品”视同一致，“因为广告的作用是将无名的商品转变为知名品牌”（林德纳，1977，111页），也将其称为“形式转换”。再者，林德纳认为，品牌广告的目的在于垄断观点，只有单个品牌汇集起来，成为一组商品的总称，这种观念垄断才能得以实现，例如膳魔师（Thermos）——壶，维客（Weck）——玻璃杯，得宝（Tempo）——纸巾，阿司匹林——止痛片，美极——汤料，或者可口可乐。除此以外，林德纳还将品牌商品与“Ubiquität”相连，也就是“随处可得”以及价格质量关系——按照美国经济学巨擘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著名论点——“贵即为好”。而他将长期以来品牌商品尽管并无非议但具有决定性特点的“约定价格”，在1974年1月1日失去法律效应后，还视为一个过去时代的遗留。林德纳还对豪格的“品牌是意义物质”的观点引入了新的见解。因为按照林德纳的观点，豪格的商品美学概念局限于品牌商品的包装角度。与豪格不同，针对品牌的纯粹交际性区分或者语义区分，正如林纳德所言“理想的区分”，他提出了“商品象征性”这个概念，“商品象征性即为通过具有典范意义的商品之间的广告交际性耦合（werbekommunikative Kopplung）来区分产品。通常，这种意义典范不涉及那些产品世界，而是代表了特别的来自与社会关联的、对于那些接受群体非常重要的（或者认为重要的）需求、感觉、兴趣、想象、意义关联等。”（林德纳，1977，93页）除此以外，基于品牌的优势和价格来购买和展示品牌表现出“在社会阶层中商品购买者的定位”，“它说出你的身份”，因此品牌是有目的地被用作自我展示：

“目的就是，商品应被赋予生活意义，商品的贵重价值能够成为个性的指示标，商品作为表达和交流介质，作为工具，能用于自我展示和寻找自我意识，这一切充分展示了个体在整体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拙劣的产品’（马克思）所控制的。广告商用商品耦合了各种象征性维度，它们本来就是用来将消费与阶级和阶层划分联系起来。”（林德纳，1977，126页）

能够确定的是，“形式转换”和“商品象征性”这两个概念，以及对品牌概念的广泛的具有启发性的功能性定义——品牌作为生活意义的传递、表达和交流介质、自我展示和自我意识定位的工具，构成了品牌社会学的建设性基石。

与此相反，在君特·维斯韦德（Günter Wiswede）1983年所作的论文《市场社会学》中，并没有开宗明义地发展品牌社会学——对这一观点的论证他一笔带过，但仍然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有趣的详细解释，首先是提出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哪些机制，它们替代了现如今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能基本上使交换过程成为可能，并能成功完成交换过程。维斯韦德的回答（1983，173页等）非常简洁：

“这些新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功能性的等值物，用于创建特别的信任关系：保修说明，用高质量品质来彰显品牌商品特别的信任度；名牌商品的发展，能部分取代市场伙伴之间私人交谈的抽象化广告等。那么，相同的‘机制’就能根据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商品提供商从自身角度出发通常都希望降低复杂性的意图，实现对复杂性的简化作用。”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修说明、名牌商品以及广告都深具信任度。通过这一结论，维斯韦德就完成了对“品牌”这个主题的阐述。维斯韦德还对品牌信任度的概念进行了一个简短深入的解释，即重复性购买，他的名言是“商品购买者应成为‘持续性顾客’”。（维斯韦德，1983，180页）但是即使这样的表述也与商标主题本身不相关，而只与其有松散的联系。维斯韦德所提出的观点——将信任和品牌联系起来，对于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品牌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此期间，非常明确的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品牌，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理由去谈论与此类似的一种（一直在形成中的）理论引导与经验作用并行的平台。每种立场的观点都是高度异质的，每次都有其他新观点引人注意，但无一建立起独立的品牌社会学理论。要补充的是，所有迄今为止主攻品牌主题或者涉及该主题的作者，尽管还有更多不知名的，都有相同的特点，都是在利用非本专业的广义上属于经济科学的文献。以上列举的三个例子正符合这种情况。[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

在托马斯·贝克尔（Thomas Becker）（1998）的论文《金钱的话语》一文中，正如小标题“战略性企业交际的基础”所述，能找到关于“品牌作为交流介质”的单独章节。我们尚且不考虑贝克尔的论点，即品牌构成了企业的公共关系形式，他的描述更加倾向于介绍品牌商品的企业经济管理专业（BML）文献，符合观点明确的教科书中的论点。首先涉及的就是品牌的作用、特点，以及作为单独品牌、多品牌、家庭品牌、伞状品牌和企业品牌的多种论述，却没有对于“品牌”主题的独立的专注社会学角度的阐释和新论点。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ierer）（1999）的《广告社会学》一书也是如此。不出意料的是，正如其他论文，施耐德的文章中也涉及了品牌主题，但他不仅将品牌阐述为产品，而且当作广告目的论，因为广告的作用是有目的地将产品“制造”为品牌。因此施耐德用多种品牌为例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更接近探讨相关的品牌战略，其相关文献来源于消费者研究和市场营销领域。就这点而言，施耐德也是遵循相同的轨迹，直接引入经济学的理论，并从中引出社会学的理论支持。

接下来关注欧根·布斯（Eugen Buss）的理论。在浩如烟海的社会学出版物中，他的一篇篇幅不长的论文十分引人注目。谈及品牌主题，首先会读到他对品牌的描述，其第一印象是，他的遣词造句、语义结构明显出自社会学——题目就已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作为社会象征的品牌”。文章中，布斯将品牌定义为“象征性交际”，它同时包括了有声及无声的符号和象征。品牌的象征性表明，品牌具有意义，而且是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个层面仅涉及产品描述，而第二个层面就涉及了一个象征性的“导演剧目”，它围绕着产品衍生出了丰富的含义。其中，一个品牌首先通过自身特点才获得“公众性”，并因此被接受和评价。“并不是产品本身决定了品牌形象，而是公众通过象征对品牌进行的各种阐释决定了品牌形象。首先它构成了品牌在市场定位的基础，并且构成了它在公众中的联系、认同和评价过程。”（布斯，1998，97页）在这里，布斯对品牌的产品层面和意义层面进行了区分，并提出问题——产品层面是否与意义层面没有丝毫关系。另外，布斯还补充了一个时间维度，因为每种品牌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同时也包含着过去，其中就一定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机会。因为“品牌……就其特点而言，始终是具有传统价值导向的。”（布斯，1998，98页）布斯进一步探讨了每种品牌都具有的六种功能范围：生物功能、引导和秩序功能、认同功能、阐释功能、状态功能，以及跨文化理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后还介绍了一种品牌交际的多维度性，也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多语义性”。“因此象征性的品牌交际应该被放置于更明显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即融合了事实信息、表义信息、含义信息和状态信息。”（布斯，1998，100页）

如果考虑到社会学对“品牌”主题的贡献几乎是建立在借用经济学的基础上的，那么这种微不足道的借鉴，较之这种现象的经验重要性，现象性财富和勉强存在的理论建构，是令人惊叹的，可以借用尼克拉斯·卢曼（1984，8页）的表述：“社会学理论中找不到相关描述，这是不可原谅的：社会学忽视了一个领域。”本书中，将进一步研究社会学中的这一盲点，不仅将“品牌”这一主题视为用于其他目的的介质，而且将其作为观察重点来研究。其中，与其他概念相较，如“有商标货物”“品牌货”或者“品牌商品”，通常优先使用“品牌”这个概念，因为它最常出现[16]。

本书构架和结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品牌科学的一种知识社会学方式，探讨对品牌的研究，简言之，讲述品牌研究这一概念在它出现的前几十年里如何逐渐形成。因为其中主要关注用“品牌”现象进行交流的特殊形式，当时还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针对这一目的，主要重构19世纪下半叶第一批经典品牌的前传和产生过程，紧接着阐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品牌研究中众说纷纭的主题研究，这可视为对此领域研究的接受理论。最后，主要探讨品牌研究的环境关系，即在品牌研究中更多地用市场研究和消费者研究的形式来研究市场和市场参与者。

在第二部分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将品牌主题与经济社会学联系起来，目标是研究各种联系的可能性：在哪些方面以及证明为什么经济社会学对品牌主题具有功能性需求，从这个设问出发，进一步关注经济、市场及金钱，广告与产品交流以及消费等各主题领域，以及在各领域中品牌主题以何种程度凸显出来。第二部分以一整章的篇幅阐述社会不平等，因为在这个主题中，表明对品牌的使用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充分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的描述，以便留有将各个主题链接的框架。

本书的目标是，为将来创建品牌社会学的理论打下坚实基础并创建一个平台。它类似一种“纲领书籍（Programmbuch）”，正如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第一本专著《性与事实》中提到的概念，这是一种需要长期进行的项目，在本书的行文中还可被理解为“在不断前进中工作”。论文的大部分篇章都用来探讨经济社会学中的专业性问题，在涉及品牌主题时，这一点从其中各章节的探索创新性特点中体现出来——这通常在于品牌主题触及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学而言一直鲜有涉及，不是最重要的兴趣之所在（相同论述参见凯姆，1999，“导论”）。在本书中，对品牌社会学的论证与品牌研究并不是对立的，本书更多的是借此来寻求交流对话和理解。出于此原因，市场研究的这个广泛的理论和方法工具得到了广泛关注，能够为建立品牌社会学做出意义重大的贡献。在知识市场上，这主题下的知识供需是否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我们将拭目以待。



[1]出自：《慕尼黑德国专利和品牌局年刊会议》，2003年3月14日。

[2]出自：G+J广告-Extra-Ticker GEO 98，第2页。参见西蒙，1997；霍克斯/维佩曼，1998；伯格曼，1999。

[3]出自：J.沃尔特·汤普森（J. Walter Thompson），参见《生活消费品报》（Lebensmittelzeitung），1999年2月5日第5期，第54页：“‘贸易必须走向品牌’对品牌知名度的多种品牌研究在3500个企业和生产商中进行。”

[4]出自：扬格及鲁比坎广告代理，参见2001年1月31日《法兰克福汇报》第26期，第20页：“奥乐齐超市是德国最强的品牌，奢侈品的品牌丧失吸引力。据扬格及鲁比坎广告代理调查。”

[5]出自：Ires，参见《生活消费品报》，第9期，第64页。最高评分是10分。

[6]出自：GfK板面咨询公司（GfK Panel Services），《消费者研究》。

[7]品牌协会2001/2002年的年度报告，德国威斯巴登，此外还有在品牌上所花费的巨额广告预算。比如，1999年大约3500个品牌的广告预算超出了100万马克，参见伯格曼，1999。

[8]出自：德国专利和品牌局年度报告。

[9]但在此期间，2000年到2001年品牌登记数量大幅度减少了近22.6%，明显可以看出萎靡的宏观经济的影响，从2001年到2002年品牌登记再次下降，达到了近14.8%。有意思的是，这种整体降幅与服务业品牌登记的降幅趋同。

[10]其后的论证参见黑尔曼，2002。

[11]参见威廉斯，2002；霍克斯/维佩曼（1998，第14页）：“名牌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早就成了大使，它们将令人堕落的公告不断植入他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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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品牌经济学




每种社会体系都需要目标，目标能够引导行为。目标给予行为以方向，它们能够按照符合目的行为和无目的行为来规范各种可能性。缺乏目标，没有考虑到目标应该怎样，只会让所有可能性趋于一致，导致其随意性。问题在于，人们如何获知目标的来源，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

在一个以唯一的神（ein Gott）作为法律指导的世界里，所有的目标都是由它而起，最终的裁决权也由它而定。那么如果目标的合法性与外界主管机关的存在不能相符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人们不能将与其相关的取证努力授权于第三方，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确保，获得目标的准确性呢？如果孤身一人，那么该如何证明目标的正确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自我推荐无法继续，因为它只会导向冗言赘语且无合法性的决断论，但是目标确定的随意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规则独断专行的危急和最终无法抉择的风险：哪种目标享有优先权？哪个紧急？哪个可以等待？基于哪种措施如何决定？

这里涉及的情况是目的论和自我推介的统一：没有目标不行，但在目标建构中，单纯的自我推介只会最终导致反复，循环无结果。尼克拉斯·卢曼（1981）在文中提到，一旦人们将目标建构重新回溯到外部主管机关，就能打破这个圆圈。在系统理论中，这种情况被称为中断依赖性联系。根据卢曼的理论，在中断依赖性联系情况中，至少存在三种选项：时间、反射和环境。

时间要素在多数情况中，需参阅个人的过去：“观察你的历史来决定现在怎么做。用你之所以能成为你自己的独特性塑造自己，从而找出什么才是最适合你的。”

反射是指，一个人通过观察自己与他人有何不同，从而获知自己应该如何决策。“观察你与他人的关系，询问自己：你在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你与他们有何不同？你将会认识到自己该做的事。”

关键词环境最终与观察自我环境的行为过程有关：“接下来观察你的环境对你的期待，从而规范你的行为——按照期望，或者与此相悖。”

在建构目标时，每个选项都能起到避免圆圈循环问题的作用，人们获得建议的可能性越多，处于无法决策危机的风险就越小。目的就是，避免因一人忙碌而造成的可能决策封闭状态。

如果让我们回到品牌经济学的概念，即无论身处经济学领域，抑或关注这个领域，用何种方式方法理解“品牌”这个主题，那么就立即会遇到确定目标的问题。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品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并不全部以明确的方式不间断地发生。但是与品牌打交道，就不能避免做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能够解释决策的正确性，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目的论和自我推介如何统一的问题，就与品牌经济学不谋而合，因为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让品牌的成功成为可能。

关于此主要与经济相关的品牌话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第一批经典品牌陆续出现，其标志之一就是1894年颁布的商标法，催生了许多品牌的诞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出现了许多关于“品牌”主题的出版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此话语的学术化研究随之而来。起初这个研究分支还被称为品牌科学，之后，这个诱人但又变化多端的“品牌”现象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定义、阐释、出版物如潮水般涌来。对多种范式的培训层出不穷，它们互为补充，又彼此排斥。但总而言之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一个品牌如何才能成功？这个问题蕴含着品牌经济学的存在目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三个出发点是：研究品牌历史，质询品牌科学，致力于市场研究。

在品牌历史这一项中，关系到品牌尤其是成功品牌的成长史和个性化，它们就如同出色的“历史个体”被仔细观察，以便从中举一典范为例。一直被寻找的是日常消费快消快长的另一方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支点能躲避转变，指引方向——就像一个立于充斥狂风暴雨的海面的灯塔。

在品牌科学中关注的是比较、保持距离、认识的普遍化和灵活的方法论，其目的是，将品牌与其成功条件的一般性知识普遍化，只有当品牌运行的实践活动对品牌成功不再提供可靠的支撑点时，这种普遍知识才能继续存在。

在研究市场，即消费者研究这一环节，市场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外部的动机（购买原因、感觉、“喜欢与不喜欢”以及可比较的商品吸引力），以便当企业使尽全身解数，将自身所有的吸引顾客做决定的因素都用尽了，还能调整对品牌的“运行”——“外部”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人们在市场看到的东西的专业内在描述。

通过任一上述措施，市场研究能利用补充信息不断得以丰富，从而改善自身的决策和行动能力。尤其是它们的交叉重合能有助于提高循环式论证性角色出现的难度，它们喜欢一不留神就寄生并孕育扩散。虽然这些措施中没有一个能保证达到让品牌成功的目的，但是毕竟能防止自我导向的可能性泛滥，在过多自我推介之前就进行自我免疫。

由此再回到卢曼的观点，这些措施中的每一个都证实是对依赖性联系中断的尝试。因为每次都涉及通过参考外部信息来源回答一个该品牌成功的问题，无外乎过去、科学或者消费者。与此同时还显示了依赖性联系中断中的这三个形式彼此交替支撑——如果依赖性联系中断交替式互相减压，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个依赖需求：只有团结起来它们才能发挥威力。至少在对品牌经济学描述的过程中能看到，每种单独的措施从某一点上被过度要求了，即仅从品牌自身出发回答品牌成功的问题，这会引发依赖性联系中断的其他可能性，并引起讨论话语的不竭活力。

接下来的三章直接涉及19世纪以来品牌的来历、品牌出现史和品牌发展史，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品牌研究学术化历程，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消费者研究日益增长的关注。研究材料基于数量众多的文章，从多领域异质化人群中选择，首先是国民经济研究和心理学、广告学和市场研究领域的学者，还有专业记者、品牌实践人员，甚至是著名品牌的建立者和发明者。时间上的研究视野从19世纪延伸至今，空间上则首先限定在德国。

第一节　品牌简史

自己的历史总会与现在挂钩，回忆有助于自我意识的寻找：如果人知道人从何而来，以及人是谁，那么人就会知道，人是谁。在这种意义上，弗里德里希·尼采（1952）区分了历史关怀的三种类型：恢宏的、古旧的、批判的。历史关怀的恢宏化方式体现在自我发展的起源和高潮点：一次伟大，便能够再次伟大。将自己的过去作为典范和激励，照此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这样对自我历史的关注往往导致对似锦前程的建构，这种前程主要基于丰富的创见和自我激励，并且不仅仅归功于命运，而且归功于自我抉择。历史关怀的古旧化方式是指，同样从保存价值和值得敬重的人的视角观察自己的过去，但首先是出于保守的目的，对古老生活方式的不变维系，以“美好的旧时代……”为座右铭。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过去作为有约束力的指标，作为深处其中、熟练掌握的传统，从属于传统，并确信还要并永远与传统保持一致。与此相对，变化则被唾弃，因为没有能比得上过去的未来存在。对待历史的批判性方式是指，最终不再以赞赏崇敬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过去，而是对其拒绝、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历史不再作为典范或者指标，而是被看作危险，如果不否定自己的过去，它就会威胁到自己。对自我历史的批判性关注，能打开一直以来因对自我忠诚关注而封闭内向的视野，即批判性意图。通过极端且不考虑后果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来保护自己的未来，似乎以这种出发点来作为唯一的机会，拥有一个未来。尼采就上述三种观点，主张三种方式同等使用，不要对一种方式固执己见，因为每一种方式因其片面性都隐藏着风险。

如果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关注品牌经济学，就会想到，历史关注即关注记忆起源，具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实践和理论都是如此。在实践中，这一点通常表现为对一个品牌产生和发展史的回忆和唤起[1]。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关注的是一个品牌的创立者或者发明者——大部分为男性，只要这个人很有名，品牌就会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如果一个品牌历经几十年还一直成功的话。这一点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格拉苏蒂创立的朗格钟表厂（A. Lange & Söhne）的一则广告文中充分体现出来，文章以“现在，朗格总店终于允许追随自己的决定。作为杰作的诞生地”开始，下文是：

“只有少数传统企业能够荣幸地在成就发源地工作——在一个喜欢维系古老价值的老房子里。朗格钟表制造艺术的典型特征回溯到费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他在1845年放弃了作为萨克森公国宫廷钟表匠的特权地位，在矿山建立了德国精密钟表制造厂。在格拉苏蒂地区，他培训年轻人成为技术娴熟的钟表匠，发明了指导性的设计图和制造方法。朗格钟表历经百年，成为全世界人所追求的品牌，直到德国被划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后，这个令人引以为傲的名字才不允许被装饰在钟表盘上。朗格钟表成为一代传奇。德国统一后，阿道夫·朗格的曾孙瓦尔特·朗格（Walter Lange）回到格拉苏蒂，重新展示朗格钟表制造艺术，充满了革新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曾让这个小镇一度成为世界闻名的地方。正如以前，如今这些独一无二的钟表完全是手工制造。朗格钟表一直是独特的，就像全世界少数几个朗格钟表专卖店和珠宝店一样特别。在那里，顶级钟表制造艺术爱好者能够拿到详尽的商品目录，其中充分展示了朗格钟表的主题。就应该这样，钟表再一次成为传奇。”

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在品牌创建者和品牌之间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形式：在品牌诞生后，品牌创建者赋予它灵魂，让品牌焕发生命的力量，让自己最终在品牌中继续生存。1888年，奥朵漱口水的发明者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Karl August Lingner）创立林格纳工厂，在它成立百年纪念之际，当时的企业负责人吉尔斯伯格（Güldenberg）（1988）说道：“强大的品牌个性传递出了强大的企业家的一些人格信息，引人瞩目的轮廓，他们的个性、气质和不变的成就。”在克劳斯·布兰特迈尔（Klaus Brandmeyer）（1999，第399页）的著作中提道：“如果说品牌创立者还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但是品牌管理者和品牌领导者就不再是了。因为品牌创立者全身心地将自己融入一个深具活力的体系中，它具有自身的规则和特殊的自我限制。在实践中，品牌体系的个性替代了品牌创立者的个性。”但即使人们更为理智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也通常会下意识地察觉到，在品牌建构中蕴藏的游戏性，会存在一种神秘化的倾向。只要有可能，成功的品牌就会被置入创建者遵循的传统，并且与品牌一直以来忠诚遵循的价值观和理念紧密相连[2]。1997年在美极企业在德国创建一百周年庆典之际，企业管理者回顾创建者尤里乌斯·美极（Julius Maggi）对企业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及社会责任和热情，做出如下表述：“回顾往昔，企业文化延续百年，今后仍将发扬光大。”（美极有限责任公司，1997，19页）这其中就似乎凸显出一个观点：谁能够向历史学习，稳抓市场的脉搏，并且信心百倍地展望未来，就完全遵循了以下箴言：“百年品牌，指导未来”。（舒尔茨，1997）以这种关注传统来成为品牌成功之道的广告并不稀奇，例如菲利普·霍茨曼（Philip Holzmann）建筑公司就是用口号“连接传统与未来”做到这一点的。或者正如德国布德鲁斯公司在最新的企业年鉴的篇头提到的，都是表达了同样的含义：“愚人愿意追逐当下，了解未来，而不注重当下和未来的源头，一切将成的均来自已成的[3]。”不言而喻，对于一个品牌的这般描述符合（尼采）的历史关怀的宏大化模式，即需要将往昔荣耀作为未来成功的铺垫，并且从中引申出对自我认知的大部分自信，即自我应验的预言[4]。

但在关于品牌的资料中，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纯粹的实践记录，都常常能找到引用的关于品牌历史的小论文，在这种论文中通常遵循“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的座右铭，涉及此品牌的前身、建立时间、品牌形成的特殊环境、它的不断发展和时至今日的影响，以便通过此方式赋予品牌更多的理论化指导和它的经验多样性[5]。1960年的一篇文章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品牌商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仅……成为可能，即人们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历史现象，将其存在理解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只有在一个为顾客服务的经济体系中，并且让消费者能够自主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那么这种品牌商品才是不可替代的。”（威廉，1960，678页）这其中，最早一批已经被视为经典的品牌周围通常有着各种传说。即便美国人也对此兴奋不已：“一个经典品牌和它的美学体现是不可触犯的，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有自己的游戏联盟规则。”（施密特/西蒙森，1998，226页等）对于如何领导一个品牌则有如下建议：“一个品牌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独特形象，而这种独特性允许它与大众理念构建起一个共同的连接。形象原则和形象忠诚度是非常必要的，历史意识也很重要，在构建品牌过程中必须要让最初的灵感火花再现。”（戴克瑟尔，1995，383页）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关怀的重新定位和确定才可能成功，尽管对品牌历史的宏大化或是古旧化观察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同等重要，但是历史关怀的批判性方式明显不流行，可以说很少使用，因为这一行业非常珍视传统。（参见布斯，2000）

品牌经济几乎能系统地推动对历史关怀的重新确定和定位，接下来的章节将尝试描述简短的品牌史。品牌史将从现代品牌的“祖先”和前身讲起，可谓品牌的家谱。重点要讲述的是19世纪下半叶现代品牌学的开端，那时，它的出现恰逢各种品牌层出不穷，它们构成了今天的许多经典品牌。在对一个经过精挑细选并延续至今的经典品牌奥朵漱口水的出现历史进行勾勒的过程中，应该最终展示出各种经典品牌商品的成功现象。

论品牌家谱学

如果人们在阅读经济史学和广告史学的过程中，关注它们对现代品牌发展的起源所付出的考古发掘式的努力，去感知现代品牌的起源，以便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建构“品牌学”家谱的历史渊源，寻找这种研究领域之前是如何被命名的，以及它如何在“品牌学研究协会”（已注册社团，简称GEM）这个著名协会的题目中被采纳，那么人们就能一览无遗地回溯并看清人类历史的灰暗前期。不管怎样，罗尔夫·W.席尔姆（Rolf W. Schirm）（1982，69页）做到了将“品牌标志”与这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本身相联系，如果他将生活条件进行简化并述之于表达，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一个人将自己合适定位所不可缺少的[6]：“在进化的每一层面中，要想获得生存，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就是，从纷繁复杂的信息来源中过滤出真正重要的少数生命攸关的信号，并且它们都是能够被加工的。但这种情况仅仅在这些性命攸关的信号模式‘已知’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以便将它们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供给中‘再次认出’并且从中选择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就为社会秩序的建成赢得了一个关键的定位价值，因此，按照席尔姆的观点，完全将品牌当作一种生产者的“发明”，也就是仅将品牌视为尤里乌斯·美极[7]、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8]或者奥古斯特·欧特克博士（Dr. August Oetker）[9]的天才之作，就像在文献和实践中发生的那样，是不恰当的。与此相反，品牌应该更多地被当成“在一个信息和信号日益繁复冗多的世界中，消费者在寻找下决定的标准中，可获得的一个必要的回应”（席尔姆，1982，75页），因为品牌通过清晰的信号帮助做决定，并且传递出可依赖性和信任度。

当然，席尔姆的观点，即在品牌的信号作用中看到生活的基本条件，仅是一个单独的情况——我这不是反对席尔姆的观点。因为尽管席尔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将现代品牌的起源重构，以至于这些现代品牌虽然一直需要一个重要的家谱系列，但仅能回溯到古典时代[10]。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品牌概念通常被当成符号概念的同义词使用或者两者被放在一起称呼，而没考虑到这种并列需要更多解释来证明。乔治·贝格尔勒（Georg Bergler）（1961，125页）在一篇词典文章中写道：“私人财产品牌、住房品牌、手工业者符号和艺术家符号被当作品牌商品的始祖。”除此以外，还列举出了众多的符号称谓以及品牌称谓，但没有清楚地说明它们之间在何处或者是否存在差异。个人符号及人称符号也是这样，还有生存、起源、创作者、来源和家乡符号，农业、畜牧和工具符号，财产和质量符号或者还有艺术家、手工业者和工匠符号。品牌的情况也类似，人称品牌、住房、家乡、起源、创作者和私有财产品牌，手工业者和行业品牌以及商业和商人品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合。最后，正如在这些概念中，符号和品牌被并列出来，具有各不相同的作用，从最简单的标示性作用，将其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展示起源和个人所有物的关系，直至确保一个已标示对象的某种质量。在这种意义上，该文献的第一篇文章就通篇留给读者这样一种非系统性的印象。

欧根·莱特雷尔（Eugen Leitherer）（1956，685页）的一个注释对明晰这一概念有所启迪：“从历史发展来看，非经济性的符号构成品牌的发展基础。这一点在中世纪的品牌中明确展示出来，它们的起源来自家庭品牌。”根据这一点，只有当涉及对物体的定义，为了将它们简单区分，或者为了证明一个物体的来源（它通常是一个特定的房子、家居或者居所“oikos”），符号概念才逐渐形成，其中也可能涉及所有物的意义，只要它们在交换和商业意义上没有经济功能。“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在实践中，所有商品符号主观指向所有者，与竞争无关，几乎也与货物无关。”（梅尔道，1967，427页）与此相反，在品牌概念中经济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如果正如对品牌一样，把符号理解为对物品的标示，那么品牌就能与符号区分开来，即符号是没有经济功能的标示，而品牌则是具有经济功能的标示[11]。

如果将品牌和符号按照这种方式加以区分，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是莱特雷尔在谈及中世纪品牌。因为在中世纪才开始能够用已标示的商品进行交易，这样就可以避免交易中有所混淆，加重经济原因方面的难度。这一现象出现的明显原因就是13世纪城市的兴起，因为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历经几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量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参见Pirenne，1994）——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中行会和帮会的出现和发展，而它们都要宣布为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而实行严格详细的行业准则，以便维护和实施城市中的经济秩序。“对商品的严格控制，并规定未经行会允许和未在商品上明确标示商品质量标记，绝不允许销售任何一件商品，这些都用于确保‘行业组织’的声誉。”（屈恩，1963，19页）特别是用来检查产品质量的检测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管理角度而言，这主要是涉及一种“产品观测”，是时所有行会成员都必须对其产品进行评定，只有他们的产品满足集体制定的质量标准，产品才能自由流通：“产品观测……构成了行会经济中对品牌塑造的最重要并富有特色的特点。”（莱特雷尔，1956，699页）如果检测合格，商品能够获得一个行会品牌标示，有时也会成为城市品牌，如比勒菲尔德（Bielefeld）的亚麻或者索林根（Solingen）的钢材——用来证明它们属于行会所在地的行会或城市，并且贴有与此相应的质量标志[12]。简言之：“通过采用一个公开的检测标示对商品进行标注，能实现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控制。”（莱特雷尔，1956，704页）这其中，可将让“检测官员”实行对商品的检测和标示，与之前的品牌注册形式相比较，一定程度上它也应该在事实上起到了品牌注册的作用，而这一切又涉及了中世纪“品牌法”（Markenrecht）的话题，自然仅与城市相关[13]。

这种严格的且不允许特例出现的质量检验[14]，从表面上看，也可能在一种目标明确的划分政策中体现。至少在路德维希·阿斯特海默（Ludwig Astheimer）（1932，14页）的文中，有比较接近这一假设的描述：“当时，人们区分两种商品：行会商品和自由商品。行会商品由行会工匠生产，而这些工匠必须经过多年严格的学徒训练，通过毕业考试才能出徒。因此，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优质商品的质量。自由商品则是由自由手工业者生产的，即所谓的波西米亚人。这些商品的品质从行会这方看来是缺乏保障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仅与一种联合会协议相关——倾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应该明显获得优惠。除此之外，对商品进行标示也能令人们在城市外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即在“确保本地产品的销售”的意义上（莱特雷尔，1956，691页）超越本城内的贸易，因为一种以严格和可信赖闻名的测试和标示允许至少在一定范围外仍能成功地解决产品匿名问题[15]。“由此可见的是考虑到城市消费的商品质量，但也要考虑到城市中商品的美誉度，这可以确保商品在其他地区的销售。就这样，例如，若干城市的织物按照某种规则生产出来，经过严格检测，并标示上某种标签，最后进入销售渠道。”（西夫金，1923，9页）

但仅用这种视角研究还是不够的。在这种现象背后不仅仅有“消费者保护”（莱特雷尔，1956）作为动机，与今天不同的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似乎要比商品标示更重要[16]，而且在这种现象背后还有一种尝试，即通过一种有整体约束力的生产和商品贸易框架条约，来确保城市内部的社会秩序获得一种足够且有集体约束力的稳定性。“justum pretium”（公平价格），即针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商品的公平价格观念也属于这一点。一方面称为针对平等商品的平等价格，以便禁止城市内手工业者和商人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针对不平等买主的不平等价格，因为定价与当时买主的地位相类似。“‘价格’只有在与团体中参与者的地位相符合时，并且加强团体赖以支撑的良好意愿时，才是‘正确的’。”（鲍尔/Matis，1988，96页）因为在城市秩序中，一个仅靠销量支撑，并且牵扯到每个个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的竞争行为对此是要求过高了，它并不是为此设置的（参见Rothmann，1999）。另外，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与城市之外的商人进行交流，因此要严格区分开城市内部的市场交易和城市外部的市场交易，这种区分从社会角度上通过角色分配，空间上通过城市边界，通过不同的市场时间，以便能看到并预防各种商业行为的碰撞，以及对不适于普遍性的优势的尝试[17]。

要坚持的是，品牌科学的经济基础能够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经济。“中世纪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封闭完整的品牌科学，它以行会和帮会为载体，囊括了整个经济领域。”（屈恩，1963，16页）因为据推测，在中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带来深远影响的商品标示的经验，它们不仅给出了商品的产地与形成，而且首先给出了经过检验的质量标准的一些信息，以便将经质量检测而得到保证的品牌商品和匿名商品区分开来，因为在拥有商品之前，人们对它们了解甚少。

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工匠品牌”，或者也称为“工匠标示”，它们不像通常那样是一种集体标示，而是个人标示，是个人化的，因此具有可继承和可售卖的优点（参见莱特雷尔，1956）。因为这些标示仅为个人拥有，可被视为该商品品牌类型的原型，这种品牌类型在19世纪随着中世纪品牌学的衰落[18]——这种衰落主要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职业自由而出现——在文艺复兴后，市场学又在市场经济中新生，也就是制造商品牌开始出现。在这种衰落趋势中也有例外，就是制造商自己确保品牌质量并赢得信任度——莱特雷尔将“制造商品牌的前身”（莱特雷尔，1956，707页）的出现甚至确定到了1293年[19]。如果确实如此，要追问现代品牌的起源，可以在行会经济的行会品牌和工匠品牌中看到它们的前身。

现代品牌学的开端

自然，行会品牌和工匠品牌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并不能体现在行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品牌中。因为在19世纪，一方面行会经济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石，随之而来的各种变化纷争为这一时期烙上了重重“灾难”的印记，它们都表明了在世纪转折之际的纷乱中是如何生产商品，如何进行交易的。“只有在19世纪才出现如此严重的社会变动，以致人们可以将其称为一个动荡的时代，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现代品牌的开端。”（贝雷科芬，1992，34页）在19世纪这一重大事件频发的时代，迫切要求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经济行为，并且由此也出现了新的对品牌学的挑战。相应的条件提到很多，变化也不少，其中将经典品牌商品的诞生时间定在了1890年，但是这是一系列形式。

按照埃尔文·迪西特（Erwin Dichtl）（1992，3页等）的观点，从1850到世纪之交之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现代品牌成熟期的时代特点[20]：

“品牌学具有决定性的时期是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工业时代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是职业自由的蓬勃兴起以及行会和手工业者的日益衰微，这一切不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改变了各阶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也产生了日益扩大的裂痕。机构性质的商业自动发展出各种新的任务，为了填补它们之间的裂痕而不断付出努力。”

在此可以设想，所有随着现代品牌学的开端在各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整体因素不断交替，彼此交织，以至与日本跨学科学者丸山孙郎（Magoroh Maruyama）（1968；1968a）交流关于“相互的因果关系”的观点，其周期性排除了简单的因果圈的计算。

在此背景下，尤里乌斯·赫希（Julius Hirsch）（1925，9页）列举了四个条件及变化，与行会时代相反的最重要的改变可能就是：产品制造流程的专业化，需求的统一化，同时还有品位的不断变化，陌生人之间发生的各种购买行为。“在这里，首先提到的改变，即生产制造流程是脱离仅为顾客生产目的的前提，正如这种以固定顾客为生产对象的行会经济所示，在行会经济中，很多商品的生产“通常在预订之后才进行生产”（科赫，1951，23页），以便使顾客不仅在商品制造过程中或多或少了解相关详细知识，而且也通过这种方式与商品制造商建立私人联系，这是对有效确保商品质量信任度的一个有力补充。除此之外，在这种方式中，对品牌生产的特殊性也有所表现，通常这不再是为单个顾客预订产品，而是要为普通大众生产同样高品质的商品，是以高水准的需求结构为前提的（同样参见Spiekermann，1999）[21]。赫希也持同样观点，他谈及品味的统一化，认为这首先是通过“消费风格的逐渐城市化”而得以加强的（Tenfelde，1997，259页）。其中需要补充的是一种持续的对名望的热衷追求，在大多数情况中仅是“商品美学”（豪格）的各种变量，也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通过在最小程度上对产品做出微调，让顾客满意。因为在其中可以看到，在品牌生产中一个决定性的后果，即顾客不再参与产品生产过程，从而缺乏对商品各方面知识的了解[22]。“而在手工业生产过程中，产品制造者自然对自己的产品了如指掌，与原材料条件和生产条件相关的产品制作过程中的各种特点，即使是顾客或者消费者也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过程的不断复杂化，这种产品控制的可能性也逐渐削弱。消费者失去了对产品的了解。”（埃特默，1959，15页）除此之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存在一种私人关系，因为这两者在市场上不再直接相遇。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使得陌生人之间的购买行为成为一种惯例，从而使顾客被欺骗的风险大大提高了。因为这样一来，在缺乏对产品的了解之外，更多被抱怨的还是失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个人信任——这是确保产品质量的最后的支撑点（参见赫希，1925；莱特雷尔，1955）。最重要的是，这同时也涉及几个在19世纪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件。

“从行会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经济行业的销售效果，以人为本的为顾客生产被利润导向的为市场生产取代。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个性鲜明的个人化顾客被消费大众所代替，大众在作为产品消费者的作用中个人化特色（Menschsein）将消耗殆尽，趋于无差别。企业家和消费者之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之间个人化的、私人的交流将消失殆尽，并导致在很多经济领域的关系完全破裂。”（莱因哈特，1993，430页）

另外，莱特雷尔（1955）认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不了解，以及消费者和经销商对工业化产品特点的不了解，是构成现代品牌形式大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品牌恰恰导致消费者因对产品知识缺乏了解和对市场参与者的不了解而丧失的信任度。（施瓦茨，1999）

“因此在一个日渐发展并匿名化的市场中，需要出现一种介质，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赋予消费者对产品提供者和产品本身的信任，这种介质就是现代品牌。生产者及其下游经销商通过将商品品牌化让他们的商品在浩如烟海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一种针对他们得到证明的著名品牌的盲目性购买成为可能。商品购买者如果碰到一个对他而言非常有名的商品，就不必自己去验证商品的价值，而是有生产者和经销商通过品牌来明确商品的某种特点。”（莱特雷尔，1955，548页）

汉斯·多尼茨拉夫（Hans Domizlaff）（1939）在此基础上，甚至明确提出了“品牌信任度”的概念。将商品进行市场化，塑造成品牌会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传递给消费者一种感觉，让他们觉得对商品的了解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和在行会经济中一样多，除此之外甚至还更有信任感，有比之前直接与生产者个人交流更多的安全感[23]——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他们盲目地、不加思考地加入购物大军。除此之外，莱特雷尔的这一引文非常出色地表达了许多学者同样的设想，即市场经济和品牌商品就像问题和答案一样相辅相成，其中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商品交易的种种复杂性和匿名性中清晰可见。

如果涉及品牌发展的时间划分问题，莱特雷尔（1955）认为“现代品牌研究的发展”起始于拿破仑时代，并且将之划分为三个时期：[24]

（1）第一阶段从1815年到1840年，包括最早期的小工厂制造商品牌和实物品牌，它们主要针对当时的具体个人、工厂和企业，比如钢铁生产企业、香水工厂或者当时才兴起的发泡葡萄酒生产企业，但是它们都不具备经受严格培训的工业化生产的知识，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也没有任何对消费动机的设定，而这恰恰是品牌之后举足轻重的发展因素。

（2）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890年，此时出现了第一批大企业制造商品牌和实物品牌，它们优先在化学和制药领域发展起来，后来也在化妆品工厂中被使用。与此同时，市场化的新技术也蓬勃发展，比如广告业，后来的广告宣传和今天的广告就由此而来——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冒险性的，后来又具有可控性：

“借助影响大众理念的工具，品牌业作为一种销售系统（Absatzsystem），也能用于一种极端的欺诈性生产，而当时在品牌保护方面，为避免市场恶性竞争，针对品牌业缺乏普遍性的法律条文。因此，我们必须将19世纪的9/10阶段均视为现代品牌业的所谓前期，即未成熟时期。”（莱特雷尔，1955，551页）

（3）而这种情况在1890年起有所改变，即莱特雷尔提出的第三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品牌的销售完全不再出现新的形式”，莱特雷尔在写于1955年的论文结尾写到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1890年起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实物品牌或者品牌商品迅速发展起来，它们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也在消费方面获得相应的发展条件，首先就是大众需求的日益蓬勃发展。正如莱特雷尔在文中所写：“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生活的大众需求，迫使品牌商品大发展。每日多次出现的需求，就是对在大众心理刻下最深刻烙印的品牌形式的塑造，它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控制性极强的。”[25]除此之外，从这时起，与潮流并行出现的城市中铺天盖地的交通广告宣传显示出它能够确保为品牌宣传带来足够的关注度和传播度，以便使品牌商品在销售中获得足够多的消费人数[26]。

莱特雷尔将1890年明确标示为德国现代品牌业的开端之年，这一观点因这一时期建立起一系列的品牌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部分品牌使用至今[27]。“最重要的品牌商品……逐渐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比如1892年卡特琳娜马尔茨咖啡（Kathreiner's Malzkaffee）、莱布尼兹蛋糕、1893年奥朵漱口水、1899年欧特家博士、1900年Tropon衣服、1906年哈克咖啡（Kaffee Hag）、1907年宝莹洗涤用品、1912年妮维雅护肤霜。从1894年到1914年，根据当时德意志帝国专利局的商标登记记录，企业家们塑造了超过20万个品牌商品，其中74000多个是食品和消费品（包括饮料和烟草产品），超过14000种药品和超过13000种清洗剂和化妆品。”（莱因哈特，1993，179页）

在莱特雷尔的文章中，对这一重要时间的确定也专门提出了切实证据，虽然在1894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首部商标保护法，但它在各保护条例的规定范围和可实施性方面却具有明显的缺陷。直到19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缺陷——在各工业协会的大力推动下——才针对当时法律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后得以克服，随后在1894年以“商标保护法”之名颁行，直到1934年都没有进行改动[28]。这其中，商标保护法的颁布给经典品牌的发展带来多少影响很难估计，即使莱特雷尔（1994，142页）写道：“没有法律的保护，仅有所谓的商业买卖基础，是不可能培育出更重要的品牌形式的。”至少商标法的实施，为现代品牌业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地位，标示出了意义深远的一大步，品牌业的开端从经济结构上而言，不可避免地带有从行会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系列问题，而从时间角度而言，1890年被提议为现代品牌业的诞生之年[29]。

经典品牌商品

如果现在转向对第一种现代品牌形式进行研究，它具备的特点是：至今作为经典的品牌商品被探讨研究，而在理论和定义方面不曾众说纷纭，那么这种品牌形式最初就只有如“食品和消费品，烟草、饮料、化妆品和衣服”[30]生产领域符合这个条件（莱因哈特，1993，436页等）——只要这些产品适合大众化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同样制造和安装过程下的大批量生产，并且获得足够的广告宣传，最终还和具有相当购买力的足够大的消费需求相匹配，而且这种购买力乐意为不论是经济角度还是生产技术角度的“浪费”辩护。这一切都恰好说明了当时生产力大膨胀时代的特点——我们还是一直停留在19世纪90年代——但仅仅适用于少数产品。其中一些品牌带来何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更为令人震惊的，也就是从在大众化生产、广告宣传和大众需求之间成功进行协调的开拓性成就的角度而言。

在这些成功品牌中，由来自德累斯顿的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创建的奥朵漱口水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31]。“在德国，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生于1861年）大概是第一位认识到需求和广告宣传之间的依赖性和对其有意识地进行评价的人，人们将他誉为现代品牌商品之父，今天沿用至今的广告宣传方法也得益于他。”（莱特雷尔，1955，560页）因为林格纳成功地从多种角度为后来的经典品牌设定了一个至今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标准。[32]“当1892年林格纳的企业为他的奥朵漱口水投入系统的广告宣传后，他自己就站在了广告业的前沿，基于他的成功，在同时代的品牌商品企业中，该企业被视为榜样。”（莱因哈特，1993，26页）因此在研究这一品牌商品时，就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整体和细致入微的剖析。

林格纳工厂于1888年建于德累斯顿。当时德累斯顿已经是德国的十大城市之一，随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1890年到1910年，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居民人数从276522增加到548308人。这其中，德累斯顿从19世纪中期就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地区。[33]尤其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个城市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金融和工业中心，随之对居民结构、居民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因为当时德累斯顿的建筑密度是德国最大的，这种情况也是林格纳当时致力于自身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卫生（参见费特—欣茨，1985；诺依曼，1988）。当林格纳1885年来到德累斯顿，开始供职于赛德尔和瑙曼缝纫机工厂（Seidel & Naumann）的销售部门时，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建筑业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阶段，随之而来的可见变化就是如潮水般涌来的移民潮、迅猛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的飞速膨胀”（施塔克，1993，15页）。

林格纳在赛德尔和瑙曼缝纫机厂的任职应该是成功的，他的各种广告宣传品持续获得很大成功，这些让林格纳逐渐有了个想法——自己独立建立一个公司。因此1888年他成立了“林格纳和克拉夫特”公司，生产已获得专利的日用品，产品由技师乔治·威廉·克拉夫特（Georg Wilhelm Karft）研发，然后由林格纳销售，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见诺依曼，1988；施耐德，1993）。但是1892年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因为林格纳当时致力于研发一种抗菌的漱口水，而克拉夫特则相反，他想在纯机械领域研发产品。于是林格纳付给合作伙伴相应的结算报酬，随后成立了“德累斯顿林格纳化学实验室”，一年后奥朵漱口水就问世了[34]。

1893年，林格纳终于开始进行当时运用广泛的成功的广告宣传——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奥朵漱口水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口腔卫生的代名词[35]。“广告宣传成功的决定性要素首先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和带有侧瓶颈的独特的瓶子样式。”（费特—欣茨，1985，12页）因为“奥朵”（Odol）这个品牌名简短有力，另外当它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时，也不会令人产生疑义[36]。特别是这个品牌名也被当成一种符号理解，可以把它当成是希腊语“odontus”（牙齿）和拉丁语“oleum”（油）的组合（参见居尔登堡，1988；Täubrich，1993）。

除了“奥朵”这个名称，该产品对瓶子样式的设计也是独一无二的，不会产生任何混淆，因此这种造型和包装形式大获成功，仅有少数品牌商品如美极汤料或者可口可乐可与之匹敌。因为白色的瓶身和侧瓶颈这种形式和造型就已经彰显了瓶子的功能。“在设计中，这种瓶子本身早就满足了建立于1907年的工厂联合会（Werkbund）和后来包豪斯（Bauhaus）所设计的那种风格，其形式与功能丝丝相扣。”（费特—欣茨，1985，13页）除此之外，奥朵品牌几十年都未曾对品牌名和瓶子做太大的改动，因此产品本身就建立起深刻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而这都是对品牌高品质的可信度的明证。

林格纳广告宣传攻略的大获成功，其中第三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是他出色的广告宣传方法，他特意强调产品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混淆的特点。即使当时的林格纳&费希尔（Lingner & Fischer）的企业负责人曼弗雷德·舍斯克（Manfred Scheske）（1993a，210页）也倾向于这种夸张的表达，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品牌商品广告是奥朵漱口水在世纪之交所发明的。”[37]但显而易见的是，林格纳对自身产品的关注无人能敌，目的就是为奥朵赢得广大消费者。为此，林格纳一直领导着一个不到十人的广告部门，收集企业产品相关的报纸档案，已经有针对性地进行“媒体分析”[38]，他的广告策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893年前到世纪之交，他将广告宣传重点放在奥朵的品牌名和瓶子样式上。“‘新！’就是有关奥朵的第一批广告所强调的信息。”（费特—欣茨，1985，46页）这一宣传在1901年达到了高潮：“林格纳在当时毫无疑问地创立了一种世纪之交最大的，也可能是最具有方向引领作用的广告宣传。他花费了100多万帝国马克，就为了能让全世界所有的重要出版物上都在同一天刊登奥朵的广告。”广告由一个不成比例的黑色小四方形组成，被放在一个更大一些的白框内的最右下角，里面用白色字体写道：“奥朵就是世界最佳漱口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产品信息（参见费特—欣茨，1985；费尔斯珀，1988）。在1901年到大概1910年的第二阶段，林格纳的通常占据半个页面的广告大部分都由女人像、建筑物或风景装点。在1910年到1914年的第三个阶段，从对第二个阶段的一系列重复开始，但是不断增加广告宣传的规律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6年，林格纳于德累斯顿去世。

林格纳所致力的“广告战役”（柯尼希），其特殊性清晰可见，他的广告全部都具有一种明显的对受众施以强烈影响的逼人力量，它有时表现得很明显，有时不明显，尤其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与一种包含/排斥模式相关。[39]在第一阶段，林格纳在奥朵广告中还添加了一些信息，如奥朵是药用漱口水（Medizin），并通常用来自科学界的支持强化这一点（参见费特—欣茨，1985）[40]。因此20世纪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广告宣传：“根据优秀的研究者的一致证明，奥朵是目前最完美地满足牙齿卫生需求的漱口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广告转向加强寻求当时呈上升阶段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的社交能力尤其体现在对健康和美貌的重视上，于是广告口号转变为：“干净如小猫咪，财富就会多多。”[41]亨丽埃特·费特—欣茨（Henriette Väth-Hinz）（1985，53页等）在研究当时的广告主题时，对此作了出色的总结：

“不仅仅是健康和美貌紧密相连，整洁和美貌也密不可分，这种种都促使卫生状况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就是说一种美学感受，但仅能在遵循广告宣传所确立的整洁规则下才有权利得到——它不会通过口气或是一口烂牙在生活里令人不舒服。持有这种观点，随之而来的广告宣传就深入人心：‘美之巅峰——无瑕美牙’或者‘如果牙齿丑且未经打理，美丽面容终将失去吸引力’或者‘美足和美牙是人最重要的装饰品，或者在‘训诫布道’的时候，……无法忍受的糟糕口气基本一直是备受忽视的牙齿清洁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应该出于礼节性让它随时相伴，习惯于持续不断地保持口腔健康’。从这些广告词中，可以得出结论：美学的（美）=干净=健康，而非美学的（丑）=肮脏=疾病。换言之，只有使用奥朵的人，才是干净的，而且是美丽的；不使用奥朵的人，则是不干净的，会生病的，并且是丑陋的。”

在此，奥朵宣传广告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市民地位意识的一种问题，它不是通过出生来区分，而是按照个人的成就在社会性的分化中能达到的享受。与此同时，奥朵漱口水也是纠正下层人士的缺陷的一种解决方式[42]，因为这种选择是很少值得追求的：“不纯洁变成一种缺陷，会带来被排斥在市民生活外的后果。”（费特—欣茨，1985，56页）

第三种主题最终表现为大量植入古典时代场景和田园风格的风景画，它们同样都是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对文化的热衷，因为只有这一阶层才有能力正确地解读这些主题。此外，奥朵广告宣传因为不断加入各种古典时代的城邦和各种具有永久性和永恒价值的前现代时期的象征，而失去了自身的一些可信性。在与自然相联系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一种假象，令人觉得一种完全人造的产品仍然能与自然和谐一致——所有这一切都是假设、愿望和梦境，就好像它们的这种品质仅适用于某一些人。

更进一步，这些广告信息能留给受众这样的印象：这些广告词在指导使用奥朵时通篇都是告诫、教诲和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教性的要求，它甚至毫不畏惧地公开定义性别关系：“女人在奥朵宣传画面中被描绘成被动的、客体化的，而男人则表现为主动的。女人的微笑暗示着一种无危险性的安抚目的，表明想购买的意愿。而男人果断出现，则扮演着一种富有经验的专家的角色。”（费特—欣茨，1985，6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广告宣传和公开宣扬的方式逐渐不常用了。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持续性的抓拍，将不平衡的关系组合如男人/女人、成人/孩子、父/子，或者教师/学生罗列出来，从而指导民众，它所宣扬的就是用现代的方式消费：变得现代。

最后，不能忘记介绍的是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这个出色的人物，他迅速积攒了巨大的财富，搬到德累斯顿，住在名为“易北宫殿”的房子里，据称这是“德累斯顿有史以来最值钱的市民住宅”，（Büchi，1993，82页）作为名人的他生活方式也名扬德累斯顿之外。最后，在他的推动和资助下，1911年德累斯顿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卫生用品展览，而他则赢得了“卫生教皇”的美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当时将奥朵品牌塑造成著名的成功品牌。

基于此背景条件可以得出为什么恰恰是奥朵成为经典品牌商品中的榜样的结论，正是品牌名、瓶子样式和色彩，以及林格纳特别的广告宣传风格，这种广告风格虽然并没有隐瞒产品的使用性能，但是也没有完全遵循产品本身的特点，因为它主要是与目标客户交流某种感觉和心理状态，而品牌就是其中的媒介（参见Vincon，1995）。最后，这个品牌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甚至在和生产者建立联系之后也是如此。“相对于内容本身，形式具有目的明确性、抽象性和匿名性，这些条件都构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品牌形象，通过广泛传播得以打造出品牌商品。”（费特—欣茨，1985，14页）另外，这也是首先由欧根·莱特雷尔（1955）提出的一个观点，按照他的观点，随着实物品牌的出现，就达到了品牌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因为与制造商品牌不同，实物品牌的使用与制造商的存在和知名度无关，而仅仅关系实物本身（同样内容也参见多米茨拉夫，1939；舍费尔，1959）。“将一个商品独立于个人的名望制造出来，并且借助品牌的帮助在市场立足。”（屈恩，1963，26页）换言之，正是奥朵品牌脱离了林格纳这个人，才可能有助于让林格纳的广告攻势大获成功，因为这种关系脱离能为奥朵到处开拓市场提供良好的机会，即使当地无人认识品牌创建者也无所谓。在这期间，奥朵甚至被提升为神话般的存在，它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表达方式，正如奥托·博德纳·比希勒（Otto Bodnar-Büchler）（1982，48页）在一个章节所表述的，一个年轻女人于1956年在匈牙利监狱期间的回忆：

“奥朵漱口水对于我们来说，与自由、安静的工作日和春日，瓷砖铺地的浴室及舒适的睡眠一样重要。早晨醒来，仔细地洗刷牙齿，奥朵成为我们监狱围墙内的一个象征。没有任何品味，香味对我来说，像奥朵一样，如此持久，如此令人盼望。现在当我正在说话时，我便能感受到这种品味。”

显然，这种观点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也显示了为什么恰恰是奥朵和其他经典品牌在20世纪曾经并且仍将引领潮流，成为品牌榜样，特别是这种历史关怀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43]。在历史关怀中进行再定位与确认总会看到循环不休的一面。因为今天询问一个经典品牌商品的标志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引导一种纯粹文化的首要产品，比如经典品牌如奥朵、可口可乐或者宝莹，应该考虑到，对经典品牌的挑选——不考虑它们的成功——总是要最终归于今天视为基础的寻找标准和实物标准［参见舍费尔，1959；格罗斯，1991］。仅仅因为这一点，维尔纳·祖尔（Werner Suhr）（1961，17页）才会声称：“对‘经典品牌商品’的理解，几乎不必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了。想一下一些著名品牌就行了，如阳光防晒霜（Sunlight）、宝莹洗衣剂、奥朵漱口水、施多威克巧克力、卡特琳娜马尔茨咖啡。”祖尔的论断最终还是基于已存在40年的市场研究。如果愿意脱离这种周期性，就必须要进一步考虑品牌业科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如何定义它的标准的。

第二节　品牌科学

普通科学的本质所具有的特点是，在某种特定的基本假设角度对“科学界”多方面进行一致性协调，它引导这种研究机制并就整体而言构成每种研究分支的特殊“范式”（德国帕拉迪格玛公司）。这至少是托马斯·S.库恩（Thomas S.Kuhn）（1976）的观点，他是主要定义了普通科学的研究者。此外，库恩对科学行业中的范式研究更多地赋予了入门的基础意义，因为他原本的兴趣更多地倾向于回答一个问题：为何会导致这些范式的科学性革命，它们又是如何被解释的。在细节上，库恩将一个“范式”理解为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特殊的接受感知及评价模式，借助这种模式，所有研究者统一观察自身的研究对象并对此进行描述——大家同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所发生的一切都因此服从被准确定义的评价标准，并且着重用于不断检验这个模式与“外面的世界”是否协调一致。其中，对范式的研究分为三个任务范畴，它们必须被同时掌握：对重要事实做决定，事实和理论得彼此适应，将理论明确表述。在研究者中，对这种任务的分配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条，它不允许出现任何质疑，而是总是出自对论点的真实性的质疑，即使同事对此有异议。因此，普通科学就具有以下特点：在普通科学中，这些范例并不探究普通科学，因为在其背景中会出现剩余的可能性条件，借助这些条件“科学界”追随它的认知工作——与此同时也可称其为一种将研究视为宝藏和家园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普通科学不能推动基础科学研究，仅是不能推动对它自身基础的研究。与此相反，这里涉及的是检测每一种范式的可使用性、详细程度和范畴，并对此进行改进，其目的是最终准确总结“谜团”，即使必须为此容忍更多调整和仓促的建构。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根据商品和注重细节的论文的数量，一种特别的书的“类型”被列入计划：教材[44]。因为教材是用于“处理一些已有定论的问题、数据和理论，经常会适用于一些特殊范式，而科学研究的共性恰恰在完成那些文章时能感受到与这些特殊范式密不可分”（库恩，147页）。因此在教科书中，在范式之内对科学性概念进行系统描述并建立联系是非常经典的，也是教科书所讲事件的中心之所在。通常，它们会对迄今为止的与事件相关的历史作一简短概括，来导入教材内容，并且通过很多练习或者实践工作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加以支持和巩固，从而让教材中的核心概念和纲领作为教育手段对普通科学的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与此相反，没有比记录下错误、失误和修订更好的事了，它们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因为教科书有为知识中的以确定真理做广告，从而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掩盖一些曲折路径的趋势。如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某些事情仍然坚持避开借助范式进行系统化的把握和加工，因为没有一种范式是完整的，而只能一直是有选择地认知这个世界，那么这——正如库恩将这种方式称为“现实测试”——可能会导致“失常状态”，这种失常状态会将迄今为止所运用的范式导向其本身能力的边界，从而带来范式的更换。当然，也就是这些事件不会在教科书中被提及，或者充其量被当作另一个“谜团”，在研究中将确定会深入探讨这一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品牌经济，所发现的结果是很矛盾的。毫无疑问，对品牌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有科学性要求的，这一点并无争议。毕竟几十年来，“品牌和品牌塑造”这个主题一直属于研究机构的研究范畴，是“市场学”专业的固定研习项目，并且具有日益增长的重要意义。[45]除此之外，更多不可忽视的小论文或是大的研究专题，均针对品牌及其构成，塑造和维护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专业杂志《品牌商品》，其中还有《品牌技术年报》和显著增多的论文集都非常引人注目。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仅仅针对一些大家都想得到的视角，其中品牌当时被作为研究对象[46]。与此同时，其中却没有一篇论文是满足做教材的要求的[47]。这种观点可能与以下观点联系起来：品牌和对品牌的塑造和引领，在市场学中一直是被当成与其他许多专业领域并列的一个专业领域，即使弗朗茨—鲁道尔夫·埃施（Franz-Rudolf Esch）（1999a，S.V.）也持这一观点：“‘品牌’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都被当作市场学中的超级主题。”出现这种矛盾观点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品牌学被称之为一种科学还是一个待确定概念，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门科学还没有达成一种状态：通过对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了解，已获知的知识的存在不再从根本上受威胁，也就是说是不需要修改的。因为教材不是经典耐用，就是昙花一现，这是库恩对教材的评判标准。对这种可能性的进一步的观点是，在有关文献中并不会首先带给读者如此的印象，就好像读者会忽略研究对象待解决问题的整体复杂性，而对品牌之谜有整体把握，就好像各个部分归纳成为一个整体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样。其中，“品牌”现象变化得太迅速，以致品牌研究必须始终不断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从而能使该现象的各种变化细节有迹可循。

在此期间，如果观察品牌科学持续的自我改变，那么就会在此过程中发现某一种目的逻辑论，这种自身变化不断紧跟着那些品牌在市场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变化。路德维希·贝雷科芬（Ludwig Berekoven）（1979，37页）认为，这种对品牌的使用在20世纪受到了如下决定性的影响：“重心从生产转移到了销售，即在销售方面做出极大努力，这种努力的表现就是要始终如一地适应已改变的市场关系，并以大众生产和大众需求为特点。”除此之外，品牌技术在使用性方面已获得令人惊异的发展，它——从消费品领域出发——在此期间不仅仅涉及服务业，而且还涉及投资性产品、机构、城市、国家和地区，直至各项活动和具体个人[48]。换言之，在品牌科学的历史中可以了解到，一方面定位从提供品牌的生产商转移到需求品牌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对现有品牌的使用扩展到实物和消费性产品，它们长久以来仅仅被当成可标示的、可塑造成为品牌的。它们围绕非物质服务产品（服务业）构成了产品的极大丰富性。如果这些结论能得到论证，那么在专业角度也是可见的。

延斯·阿本德（Jens Abend）（1986）区分了尝试定义品牌的三个阶段：第一代是从20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一阶段中仅对商品特点列出目录并加以确认，这些商品特点必须要满足成为一个品牌所必要的条件；第二代从1930年到1955年，转向对销售空间、市场设定和交通影响的询问，这一切都是品牌在市场中得到的优待，消费者从而首次进入游戏规则；第三代从1955年开始，首先关注的是品牌功能是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消费者。

就在对这样趋势的理解上，即从生产者转向对消费者的关注，路德维希·贝雷科芬（1979）就已经分析了品牌学的发展，他区分了对品牌的四种解释方式：首先是关注品牌特点，然后是区分目的和产地划分，接下来是试图将品牌的销售方式纳入研究视野。最后是与品牌影响相关的销售状况，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对品牌进行理解，并从而关注其社会心理学因素，并且将品牌成功标准列入分析研究的重点[49]。“‘品牌商品’（或者缩写为‘品牌’）这些概念如果在品牌未获得成功的前提下是不需考虑的，这有些相互矛盾，因为所描述的需求设想和需求行为方式不仅仅是后果，而且还是品牌称为品牌的前提。”（贝雷科芬，1979，45页）对此贝雷科芬还表示诧异，这种对品牌成功的证据尽管是可信的，但是很晚才得到重视。对此，“机械性的”“纯粹手工—技术性的”在此期间不断地贯穿在前面这些解释片段中，这就不符合品牌的特殊性。当然，贝雷科芬（1979，45页等）提出质疑，品牌基于这种特殊性表现出“非理性因素”，而这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会提出某些问题[50]：“原则上这就在于，不可能通过经济学工具和方法来解释一个首先是社会心理学的现象。因此品牌自己塑造自己，它们不应被归入任何‘模式’或者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在根本上说必须非常有必要对迄今为止的市场理论进行持续的修订。”在这种联系中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贝雷科芬（1979，38页）将业内对品牌准确定义的争论与对“世界观”的争执相比较，甚至谈及“品牌学的意识形态满溢性”。

另外，曼弗雷德·布鲁恩（Manfred Bruhn）（1994a）在他的对品牌进行概念界定和品牌出现形式的基础论文中，再次采用了这种观察方式，他的文章符合对此观点进行评论的目的，并且继续支持贝雷科芬的观点。在文中，他关注到在品牌生产者和交易中无休止的争吵，将其称为“品牌政治的意识形态”，以此与“品牌政治作为技术”和“品牌政治作为统一的市场纲领”相区分。除此以外，布鲁恩还饶有兴致地关注在消费者商品市场另一边的品牌政策，这种研究兴趣有助于将关于塑造品牌可能性条件的争论从仅立足于产品的一面性上挣脱出来，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品牌交际的意义上。（同样参见温克豪斯，1993；埃施，2000）。

这也显示出在这一专业中，主题就是对所阐述的内容不断进行交替更改，甚至还谈及修订需求，这首先就植根于品牌的自我活力中。因此迄今为止，品牌学在自我定义过程中试图阶段性地唤起读者对品牌学的印象，即具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片段式的接受和评价模式，它允许所有品牌研究者以范式为基础对各自的研究对象领域进行研究，并且为此，用以教材形式出现的已收集知识为依据。因为迄今为止，品牌革新还是留待给大家许多令人惊异的空间，这些非同寻常之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更新如此之快，使得这些已发表的项目迅速地变成废纸一堆。当然，这并不叫作“一切均可”，因为品牌的相关研究一直跟踪品牌的发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只需要有比看待一种普通科学更多的质疑态度来看待这些研究。

在这儿，并没能对品牌学的发展再次给出一个严密的、系统性的描述，品牌的这种发展应该更多地依据三种对关注度转移与关注度延展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范式”，至少要得到额外关注（同样参见格肯1993；Weis/Huber 2000）。首先涉及的是“品牌作为技术”的概念，在第一阶段归纳总结这一概念，并且还要详尽地阐释生产者角度，即将品牌首先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随后，研究视角关注的是品牌研究的一个特殊发明，即将品牌描述为个性，这种观察方式很早就尝试适应品牌的“自在生活（Eigenleben）”，并且服务于大众心理学。最后应该探讨的观点虽然很早就为人所知，但是直到90年代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将品牌视为交际，因为只有将品牌研究导向交际视角，才不但能将关注度移置从供应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而且能持续将品牌影响力扩大到所有可能的市场。[51]

品牌视为技术

当第一批品牌商品，如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建立于1892年的莱布尼兹糕点或者建立于1893年的奥朵漱口水，尝试为自己赢得德国市场时，它们没有可参照的典型和先行者。在这种程度上，若干生产者的这种“发明”等同于一场革命，它虽然多年来预示来临，但是在突然出现的时候，还是让世人深感震惊。特别也因为在推迟了30多年，在许多生产者品牌早就在市场立足之后，才开始进行对“品牌商品”现象的第一次严肃的具有科学性要求的研究。因为到那时为止，“品牌商品”这个主题最多出现在季刊和一些出版物中，并主要关注“广告宣传”，只偶尔会论及个别的品牌[52]。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现象得到了显著改观：突然之间，针对品牌主题出现大量反馈性和明显众说纷纭的争议，这一切都在开始建设相关专业的文章中有所记载（参见瓦德勒，1997）。除此之外，关于品牌主题的出版物也大量涌现（参见贝格尔勒，1960）。

如果仔细阅读这些二三十年代的相关文章能确定，为什么贝雷科芬将品牌学的第一个阶段称为“商品特点目录”，因为大多都是将“品牌商品”现象做简单分类。其中，成功品牌商品的出现形式，如奥朵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具有若干特点，随后再次添加到这些特点的目录中，得出结论：只有在满足了这些特点之后，一件商品才能被冠以“品牌商品”的称号（参见舍费尔，1959）。这其中在语用学研究角度可能会涉及归纳法，即品牌每次推陈出新都可以重新用到这种归纳总结的方法，只要将品牌特点列表不断扩展即可。

弗朗茨·芬德埃森（Franz Findeisen）（1924，77页）文中也谈及相关论点——从某种意义上，品牌科学从他开始——他的总结相当简明扼要：“在新引入一种品牌商品时，首先要检测的是，它是否符合三种基本要求，即质量、合适的价格、满足需求。”值得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排列中缺少了标示，也就是作为（首要）区分特点的商标，还缺少了广告宣传。当然，芬德埃森在之前就已提及区分性特点“标示”，而关于广告宣传在他著作后面的章节中才谈及，但并没有把广告列入他的特点目录中。

路德维希·阿斯特海默（1932）也描述了相似的情况，在查阅当时可找到的文献时，他将品牌商品定义为具有相同方式和装备的商品，它们的产地和质量能通过大部分受法律保护的包装和其他商标明显辨别出，并且凭商标所有者所列出的条件才能出售到各地。因为即使是阿斯特海默也很晚才提及广告宣传，而没有将它当作品牌商品的根本性特点（同样参见舍费尔，1935b）。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相当棘手的主题“二手价格约束”，即生产商设定一件商品的终端消费者价格，这就在论及商品交易时恰恰证明了贝雷科芬的论点“品牌学的意识形态满溢”。

西格弗里德·科赫（Siegfried Koch）（1951）将品牌商品定义为一个优质产品，它以大众产品面世，并标以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品牌，它在价格、包装和销售技术方面具有某种连续性，并且通过强化的针对顾客的广告攻势，将产品销售到尽可能大的经济区，达到的争论状态就是，市场研究的发展阶段就此告一段落。因为不久以后康拉德·梅莱罗维奇（Konrad Mellerowicz）（1955）发表了经典著作《品牌商品及其价格设定和价格约束中的经济法则》，1963年重新改写后再版，下列引文大概是被引用最多的关于品牌的定义：

“品牌商品是针对满足私人需求的已完成商品，在一个更大的销售空间标以一个特殊的明示产地的特点（品牌），统一制作，具有数量相同、质量相同或者质量提高的特点，借此或者通过相关广告获得所加入经济圈（使用者、交易商和生产者）的认可［交际效果（Verehrsgeltung）］。”（梅莱罗维奇，1963，39页）

某种意义上，在这一定义中，达到了对经典品牌商品定义的第一阶段的最高峰也是终点，关于品牌商品的定义争论告一段落。在这第一阶段中，人们借助品牌学获得了经典品牌的特点归纳。因为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对品牌商品定义的值得一提的补充或者更改，从经典品牌例如奥朵的定义就能看出，只要涉及品牌定义都无出其右[53]。只要后来涉及此主题的论文，首先将梅莱罗维奇的定义作为权威引用，长时间以来，这个明确品牌商品特点的定义在市场研究领域一直被视为经典[54]。

通过特点目录来对品牌商品进行概念定义的方式，其原因可能是每种科学都必须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只要想对此开展研究，否则空话会导致随意性。在研究前期，首先要考虑的是尝试按照非此/即彼（Entweder/Oder）的原则进行界限划分，以便能够为自身的问题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霍斯特·克里斯蒂安·埃特默（Horst Christian Etmer）（1959，18页）的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章节：“一个产品……不是被当作品牌商品，就是被当成非品牌商品看待，在此过程中，它不是被当成一个‘已标示被品牌化的’商品，就是被当成一件‘匿名的’或是‘非标示的/非品牌化的’商品。”当然，在品牌商品领域的差别之处还众说纷纭，就像贝格尔勒（1961，126页）所指出的“会出现三种差异：（1）经典品牌商品（已取得自我创新性的独一无二的成就）；（2）真正的品牌商品（通过革新已获得的完美形式）；（3）假品牌商品（徒有其表，而无所要求的高质量实质内容）”。此外，还有生产者品牌、交易品牌和折扣品牌的区分[55]。其中，正如贝格尔勒在文中所定义的那样，“经典品牌商品”一直占据着这“金字塔”的顶端，以便以其为出发点从内及外打下品牌商品排列顺序的基础（同样观点参见吕舍，1986）。对此还有的观点是，这一个品牌及非品牌的等级顺序可以在它们的价格等级表中找到各自的相应匹配物，因此品牌被重点使用，比其他商品要贵很多（参见贝克尔，1992；科勒，1993）[56]。

如果观察一下每种品牌商品特点列表的制作方式，就像梅莱罗维奇所出色阐释的那样，那么就会得出以下设想：首先利用产品使用说明书来进行对产品的建设，这可视为一种方法——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首先取得一件据测能有很大消费需求的商品，它具有保持稳定的相同外观、质量、数量和价格，然后对其大加宣传，并做好大量产品储备——棒极了，一个品牌诞生了！”与此相反，涉及品牌商品的学科就会从生产者角度谈及一个品牌的生产过程中的反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市场研究角度对一个品牌的生产过程进行映射。这种解读方式是全面的，因为品牌学科的义务已经非常明确，即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利用一种科学启蒙的方式，对所发生过的一切来进行品牌形象塑造。这一切均证明了这里所说的：莱特雷尔（1994）所提出的“为经理所用的驯兽师语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这种解读方式的最佳例子是汉斯·多尼茨拉夫的《品牌技术教科书》，1939年以“赢得公共信任”为题出版。多尼茨拉夫在20年代首先在雷姆茨玛香烟公司供职，1933年后在西门子股份公司担任顾问[57]，他被德国许多（早期）的广告从业人士尊称为“品牌技术之父”，因为他是最早定义“品牌塑造的成功规则”的人（西蒙，1997，7页），并且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且深具影响的，尤其适应大众心理俚语的语言[58]。就这一点而言，“品牌技术”这一概念恰好给人带来如此印象，就好像借助这本教科书可以掌握一种“技术”，可以借此用品牌塑造成功形象，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品牌塑造的技术员了，他只需开动特定的按钮，调节适当的杠杆，品牌这台机器就可以开始运行[59]——塑造每个品牌的目标明确且一致：“品牌技术的目标是在消费者的心中确保一种垄断定位。”（多尼茨拉夫，1939，76页）

但恰恰这种表述方式也显示出这样的解读方式太过武断了。因为最后多尼茨拉夫所关注的“消费者的心理”并不像对待一件产品那样以同一种方式可控。多尼茨拉夫自己对此也格外注意，他谈及这点时会说是消费者的“个性”，并将自己称为“赋予灵魂特质的品牌”，它甚至能过一种“自在生活”。对于这一点，如果有人认为足够的广告投入仅为了实现目标，那么多尼茨拉夫接下来则对此发表了不同观点：“尤其是广告中的命令式无一例外地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效果很差。因为大众只有在之前认为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处于服从地位，才会让自己心悦诚服地被命令，大众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动性。他们愿意首先承认一个品牌，像信任自己的一件产品一样依赖它或是依靠自己主动地发现品牌。品牌实际上是大众的产品，在他们的大脑中会构成自身想象世界的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常说是品牌技术员创造了品牌，但是这仅是在语言上将其简单化了。品牌技术员在某种程度上仅提供了一种材料组合，它们尤其适合诱惑大众接受品牌并唤醒一种品牌的生命力。一个还没被引入市场的品牌是死的。只有大众才能给它注入生命力，但是这不能以强迫手段，只能用激发手段。”

基于这种观点，多尼茨拉夫的视角完全改变了：不能仅将品牌技术视为涉及一个机器的运行，这机器会自动完成余下的所有工作，就好像在生产一件成品时达到的完美结果，是完全按照标准化运行的[60]。生产一件产品或一个品牌更多的是要考虑到其中的巨大差异：如果说产品是生产者一方的产物，品牌则是消费者一方的“产物”。“品牌自身完全是一件大众心理的产物。”（多尼茨拉夫，1939，159页）多尼茨拉夫也因此谈到，如果一个品牌广受欢迎，确是一件“幸事[61]”——恰恰因为在品牌的“制作”过程中不可能施加任何控制，而生产一件产品这点则是必需的。

再举一个配方比喻，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为何在对品牌特点的关注中会将这一点留到最后：对品牌的认可或交际效果[62]。因为正是这最后一个特点摆脱了生产者坚持不懈的对产品的干预，而不应该说是生产者就不该对此插手。“但还没有一个如此有想象力的产品提供商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如果不是消费者做好准备去购买由他生产的或是提供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恰好具有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特点。”（威廉，1960，679页）因为在梅莱罗维奇所列举的八个特点中的最后一个在很特别的程度上具有“不可拥有性”品质：所有其他的都能用金钱或是管理获得，唯独品牌在市场上的认可不行，至少不会在相同的程度上[63]。对此这个配方说明书本该这样开始：“希望……”这一点针对急剧增长的产品数量肯定是一种更为恰当的口号。

除此之外，维克多·马塔亚（Victor Mataja）（1910，360页）已经明白地说出了区分商品和品牌过程中的矛盾：“占领市场还远远不是占领需求。”埃特默（1959）针对这一观点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一开始仅认为两个“主要特点”对品牌是起作用的：“标示”和“交流效果”。“标示”具有将商品摆脱匿名性和对其施以关注度的作用，前提是商品具有相应的产品质量和合适的广告在默默地发挥作用，“交流效果”则将商品变为品牌。

“整个消费者市场对该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它的决策……对该产品的交流效果影响较深，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即当一件商品在消费者中被认可或是被拒绝决定了一次交流达成的效果是实现了还是未实现，并且有时也决定了交流效果和所带来影响的规模。”（埃特默，1959，16页等）

当然也可以按照具体的原因对商品的交流效果进行研究，以便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或是进一步加强产品影响力，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梅莱罗维奇所列举的产品的其他特点。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归根结底到一个关键问题：品牌拥有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欲望吗？因为只有这种认可或是交流效果才能很好地说明，大家是在谈论一个品牌，而不仅是一件特殊定制的成品。这种应私人需求而特别定制的商品虽然有可能使得销售区域更大，并具有特殊的标明产地的特点，具有统一外观和相同数量，以及相同或是更佳质量，并被广告大肆宣传，但是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它“是”一个品牌（参见蒂尔曼1961）。另外人们也更加容易理解，贝雷科芬（1992）为何会非常惊讶地认为，品牌研究如此之晚才会将成功标准的问题放在研究的重点上，既然成功对于品牌商品而言是一个关键的生存问题，正如迪特里希·屈恩（Dietrich Kühn）（1963，110页）明确（同时也和梅莱罗维奇）表述的观点[64]。

品牌视为个性

在这种的确奢侈而又简洁地对品牌商品的特点进行收集和归类逐渐不流行后——首先是因为从50年代开始蜂拥而至的品牌大军几乎不能通过纯粹的分类来进行控制了，并且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别也会逐渐变得细微，对成功的品牌塑造的可能性条件的关注逐渐增加，而对特点列表的关注则逐渐减少。因为当更多产品增加，生产用于满足私人定制需求的成品——它们具有标示、统一外观、相同的数量，以及同等的或是更好的质量，具有更大的销售区域，并有铺天盖地的广告作为坚实后盾：如果不再遵循传统的品牌政策，那么大家追求的差异化盈利在哪里呢？如此一来，品牌将要依赖什么获得成功呢？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使用至今的品牌政策一直被证实是一种假想的“死胡同”（舍费尔，1959，406页），所以这种政策明显不再适合市场的新要求，寻找新的出路是必然的。但鉴于产品质量差异的趋同性日渐减小，比大家所逐渐获知的那种品牌特点维度要明显得多，多尼茨拉夫称这种维度为品牌的“自在生活”或是品牌的“灵魂”。应该如何来理解隐藏在这种少见的语义学中的含义呢？

这种语义学的出发点似乎是基于经验之上，即仅仅按照特点列表对品牌进行区分，不能再对市场进行令人信服的品牌可区分性方面加以保证。因此开始要做的第一步是，必须要将这些“客观的可测的”品牌特点，诸如外观、数量或特性进行可信的商品测试，而不需要考虑产品观察者的“主观”心理，从而将其补充到产品特点中，而这些特点恰好能将观察者——无论是消费者、买主还是顾客——的“主观”心理提升至一种能实现品牌区分的新标准。[65]综上所述，现在这种差异性首先出现在那些消费者已经看到产品差异的地方（或者能让消费者看到这样的差异），那么结果就是，消费者在针对产品的品牌特殊性时眼界会扩大，会突然间置身品牌研究的中心位置。

威廉·费斯霍芬（Wilhelm Vershofen）在文章一开始的效果设想也是用来区分和定义这种维度的，他以一个商品的由生产者所预定义的基本效果为基础，不断扩大这件商品的附加效果，而这种附加效果从消费者也即使用者的角度才能体现出来[66]：“在基本效果和目的效果——也可称为直接的使用效果——并且体现对产品的理智性思考之外，还有一种附加效果，这一功能本身又可分为社会性效果（影响作用）和一种专门产生美感的效果，我们可以简称它为‘和谐’。”后来对这一概念又继续增加了一些分类，现在大多见到的是一种语言规定，它区分了一件产品的“理性”角度——它涉及由生产者预先制定的使用价值和“情感”角度——它是额外可能（或是应该）在消费者角度体会到的体验价值[67]。对此，“理性”和“非理性”的角度被理解为功能，因为对产品功能的提问是对动机的提问，在了解仅依靠“客观”的产品特点不再奏效时，需要对顾客的消费动机有更多了解。除此以外，对品牌商品针对消费者发展出的产品功能的研究，如同对产品特点的研究一样，独特地采用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新的功能列表会不断创立[68]。在询问品牌功能时，直到目前也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典范，虽然实际上总是涉及，品牌不再仅仅从生产者角度，而且还要从消费者角度进行理解，因为只有将这两者区分并统一来看，才能抓住品牌的特性。

对于品牌科学而言，这种转变意味着，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对品牌的技术性兴趣，正如同与生产者角度相吻合的一样，通过一个明显外化的心理学观察方式得以补充，它尝试从消费者角度描述品牌，如果没有被逼迫[69]。因为从那以后关于“品牌技术”的谈论不再主导话语权，而是由“品牌心理”来主导[70]。

如果现在进一步观察自60年代以来的品牌研究文献，展现在眼前的是浩如烟海的解读模式，它们将品牌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从无所顾忌地借用心理学术语到一直坚持使用大众心理学理论语言。在很多研究中对消费者作了问卷调查，看看他们对品牌有什么观感和期待。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对品牌的介绍、图画、公众形象和感情，通常由特定的品牌在消费者心里唤起这些情感或是它们传达给消费者这些信息[71]。这里引用莱因哈德·贝格尔勒（1963，150页等）的一组问题为典型例子：

“谁使用什么品牌？出于何种原因？用于何种目的？在何种情况中？也就是说个人是何种角色身份，为什么？（下面意思上有所变化的问题非品牌使用者也必须回答）还有：对不同品牌的体验是怎样的？它们的形象如何？这种形象应该可能是怎么样的？”

首先，在这种对“品牌”现象的心理学阐释中，关系到消费者对品牌的设想[72]。很重要的是对这些问卷调查结果和品牌鉴赏告知的再现和阐释，而不是一个持续的用心理学对品牌概念进行“充电”[73]。这只有在谈及品牌代表了生产者的个性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为“企业家个性的晴雨表/开关指示和风格载体”（多尼茨拉夫，1939，28页）。克劳德·M.贝克（Claude M. Beck）（1982，180页）对这一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品牌是个性/重要人物的烙印，个性/重要人物身居其后。”也就是说，在这里品牌因表明来源而提高了身价，它从良好的声誉中获利，也从由它所创造的品牌光环中获利，这一切都在品牌上刻下了它独具个性、独一无二的痕迹[74]。

最后谈及对品牌的理解，这明显占据了最大的篇幅，并且随后解释了一个“范式”的含义。这种阅读方式不再关系到剥离身居品牌身后个性/重要人物中的品牌特殊性，而是关系到如何描述品牌的个性。对此，海因茨·约阿希姆·西蒙（Heinz-Joachim Simon）（1997，64页）还提供了一种引导性的表达形式，他写道：“品牌是一种个性，通过让个性发挥作用而获得品牌特点。”因为这种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将个性/重要人物的特点直接传递到品牌上，甚至通常不通过第三方直接传递，在“自成一格效果”（sui generis）的意义上。然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还可能出现的变化是，一个品牌是否被视为或者视同为一个重要人物/名人。

“视为变量”（Wie-Variante）同样地使用“似乎辩证法”来进行论证。海纳·埃克（Heiner Erke）（1984，400页）对此阐述得简明扼要：“一个品牌商品被视为一个重要人物。”其中也包括消费者将品牌商品拟人化的说法[75]——对此对一个品牌的拟人化在广告中可能并未起到非主导性的作用[76]。

与此相反，“视同变量”Als-Variante忽视了这种细微的差异，而直接将品牌等同于重要人物（参见Plaikner，1975；阿诺德，1992；Breidenbach，1994；西蒙，1997；卡曼辛，1998）。让—诺埃尔·卡普费雷（1992，51页）对此将其定义化表述：“品牌是一个‘名人’，具有自身的‘个性’。”这种说法在约阿希·姆凯尔纳（Joachim Kellner，1994，620页）的文章中也可寻觅到更清晰的痕迹：“一个品牌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具有一种个性。”在诸如此类的表述中，早就无关所谓消费者具有的投射观点，而实际上谈及的是消费者具有的一个品牌的“自在生活”或者称之为“品牌精神”，正如同多尼茨拉夫（1939，108页）一直不竭余力地强调的：“付诸品牌以精神特质是很好的宣传途径[77]。”

针对此观点，斯蒂芬·格里华德（Stephen Grünewald，1993，70页）的表述方式还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如果品牌是一个重要人物/名人，那么（1）在最大限度上的广告宣传措施（广告、宣传、广告短片、大型活动等）可视为他的手势、发声、行为方式和做事技巧；（2）品牌特点（价格、质量、加工和品味等）可视为他的能力和天赋；（3）品牌的包装可视为他的面部表情、着装和配饰。”但一旦大众对那种部分程度上被植入的将品牌过度心理化的程度产生质疑，那么品牌从业者就会将其付以一种现代版的“万物有灵说”（福尼尔1999，140页），卡尔·马克思（1984）的关于“商品世界的偶像崇拜特点”也就不证自明了（也参见Vasata，1987；戴克瑟尔，1992）。因为有时品牌科学在笔触之间也会转变为“品牌—生灵”（戴克瑟尔，1992，275页），准确地说就是会“生长、开花并且枝繁叶茂，生生不息”（Menzel，1993，51页等），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将品牌比为植物甚至人类”也是被视为合法的，正如多尼茨拉夫（1939，167页）在下文中，以及他的追随者所言及的[78]：

“如果人们有权利将品牌比作一个活着的生物体，如果人们能恰如其分地谈及品牌或产品的个性，如果人们知道，那些特点鲜明的品牌和特殊消费者群体的近乎完美的认同之间拥有多么紧密的联系，那么人们也就能清晰地认识到他的高度敏感性。”（梅辛，1986，356页）

如果将品牌不仅仅比作一个活着的生物体，或是视为有灵魂的生物，而是也将它定义为上述种种，那么也就不必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究竟为何意的提问了，因为目前整体上不存在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与此相反：恰恰是这种想法出现的经常性和一致性，即通常不具有值得提及的论证要求，而总是从不言自喻的立场——也就是证据的立场出发，传达出一种印象，即人们在这里论及的是一种范例，而它为许多品牌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不容置疑的共性——仿佛是为所有人提供的同一种语言。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种习惯能够证明贝雷科芬的关于品牌学的意识形态的满溢性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借助将品牌视为重要人物/名人的争论，实现了把品牌概念作为技术的一种连续性转换。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对于品牌如何走向成功这一疑问也不仅仅单纯地从生产者的角度得以解答，而是一直也需要允许消费者的介入。仅存的疑问是：为什么恰恰是重要人物/名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品牌具有如此的作用呢？

在这一点上，能在唤起对品牌学历史的回忆上得到明确印证，其中经典品牌商品的出现与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市场经济来压制行会经济有着直接联系。因为通过大规模生产，和与之相伴的对商品认知的损失以及市场伙伴的陌生化——这一现象在19世纪后三十多年开始司空见惯，直至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信任模式直接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彼此信任构筑而成，被逐渐剥夺了可能存在的先决条件。

鉴于这些时代变革，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即这种个人之间彼此信任模式的传递已经在第一批出现的品牌上发生了，这在生产商品牌如美极或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上不难理解。这些品牌借助生产商的姓名或是也用其作为肖像，甚至还将生产商直接展示出来（参见祖尔，1961；施瓦茨，1999），但是这也适用于奥朵或宝莹这样的实物品牌，它们“这样就能够使‘实物信任’成为可能，能够使‘品牌忠诚’与产品相关，而不是与生产者相关。因此商品成为‘品牌名人/拟人化品牌（Markenpersönlichkeit）’，脱离‘个人信任’，这种信任类型与制造一个生产者品牌的企业能力相关”。（莱特雷尔，1994，146页）因为在此期间，人们对许多生产商品牌早就建立起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信任关系，所以整体而言，一种之前在个人之间建立并传递的信任关系被对品牌的信任取代，并且在生产商和实物品牌中也同样如此。通过这种方式，两种品牌类型都被拟人化，并且被视为品牌名人/拟人化品牌，人们也与以前习惯的那样同样信任这种品牌名人[79]。“品牌商品必须不仅能够在实物本身上令人信服，而且必须是一个令人有好感的名人，让人们能够信赖、信任并且逐渐喜爱。”（Schöttmer，1982，116页）但由此对品牌主题的信任就会减少最大优先权（参见迈耶，1999；Weizsäcker，2001）。“对一个品牌商品的决定性评判标准是消费者的信任。”（吕舍，1986，217页）而且这种标准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因为如果人们既不认识商品的生产者也不了解商品的生产过程，那么商品购买的过程岂不就是要通过信任来完成吗？

但是不仅仅其他选择性的缺乏会表明——如果这样强调，品牌恰恰就是重要人物/名人，而不仅仅是有标牌的产品，它们同样能够表示个人化关系和信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从一开始就特意用于品牌，并被品牌使用的一种特殊性，它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特殊性可在成效许诺的持续性中略见一斑，而这种许诺是每个品牌都要具备的[80]。这种情况甚至在政治中相当常见：

“政治的品牌商品（人物）仅仅能够在困难境地自证时，才能够真正表达自身，他的出色品性就是持续性。政治性的品牌商品（人物）的危机事件恰恰就是他证明自我的时机，其低谷时期就是试金石。正是在低谷时有些政治首脑能达到他们真正的人生顶峰，有几个也达到了他们唯一的顶峰时期。”（Lueg，1982，59页）

因为脱离掉一个品牌的成效许诺——不考虑它的质量，显然是先决条件——在个人体验中所愿指向的问题，品牌在它们的自我描述中突显自我，但是也更多地在消费者的评判中展示自身，通过长时间内出现在消费者面前都保持一致来达到这种效果：稳定的质量、包装、广告和稳定的价格，这并不排除品牌改善的可能性，品质的上升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81]。但具有决定性的是，消费者能获得一种印象，即一个品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忠于自身的——广告语“宝莹永远宝莹”正好说明了这一点[82]。因为在一个品牌的持续性中品牌成就品牌的前提是，如果在一个品牌中，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没被视为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条件[83]。在这种意义上，科特勒/Bliemel（1999，692页）言简意赅地谈道：“信任产生于可预见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持续性在品牌研究中可被视为重要人物/名人/品牌个性的证明：“一个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恰恰是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角色，常年不变。”（里格尔，1985，58页）如此看来，如果品牌能够展示自身持续性的证明，那么显而易见它被视为重要人物/名人。“交际性场合出现的持续性，以及长期稳定的品牌建设构成了成就一个名牌中心成功的前提。”（梅菲特，1998，791页）反过来说也就是，一个品牌具有名人效果，如果他的交际性能体现出持续性。[84]如果人们继续展开品牌需求目录，还能看出人和品牌的并行性：

“看待一个品牌和看待一个人具有很多共性：他是整体性的、概括性的、可评价的，具有坚固和稳定性的，历经多年仍然可以通过高度的可再辨认性凸显自身，以‘独特的’特点为标志。”（特罗姆斯多夫，1997，4页）

通过这一视角可以获得圆满结论：如果信任构成持续性和稳固性的前提，并且对一个品牌个性的谈论，再次意味着这个品牌在他的交际过程中表明了进一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那么对这些品牌的信任就是称其为重要人物/名人的最重要条件——无所谓这些品牌是假定还是真正具有这种个性，重要的是，消费者赋予他们这样一种个性。因此从品牌研究的角度出发的论证基础至少可以暂时重新得以建构，因为根据在品牌科学内这些联系被很多人当作理所当然的情况，为对将品牌信任度和品牌名人主动并统一联系在一起的论证所付出的努力，是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尤其是科学界内不同立场的对错之争明显很少停止。

结论就是，一个品牌的“特点/个性/名人效应”经证明是可信赖和信任的典范，并且因为品牌在特别程度上被赋予激发信任的作用，所以具有高度完善、内在和谐的无可指摘的“特点/个性/名人效应”的品牌，代表了品牌学的巅峰。“如果尘世儿童的最大幸福就是成为重要人物，那么这也同样是‘商品儿童’的最大幸福。这可能是唯一不会展示软弱的幸福，因为重要人物的特性就是持之以恒地保持强大。”（祖尔1961，20页）从实用性的运用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品牌拟人化的隐喻可同时为成功的品牌政策起到符号、典型和榜样的作用。

品牌视为沟通

恰恰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可以察觉到，即使是这种范例也已经逐渐再次式微。因为最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确认的是一种起先还谨慎，中期愈发明显，至今仍存在的注意力转移，也就是从将品牌名人效应作为预定目标的讨论，直至能达到此目标的方式和媒介。虽然在研究文献中关于品牌名人效应的探讨不一定损害现实性和重要性，但是在此期间也很少涉及对这一观点意义和目标的理解——这早就可见——更多涉及关于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实施和传达。对此观点产生的“魔法词汇”[85]就是：如果一个品牌的交流能证实持续性，它就具有名人效应。因为从那以来不断引发这个争论并且被这个争论所引发的，就是关于对“品牌视为沟通”的研究。

对于这种新的一元论的典型表述出自20世纪80年代海迪格尔·西查理斯（Rüdiger Szallies）（1987，326页）的文章：“凸显强大品牌的是其强大的交际能力。”如果将加强语气去除，那么保留的就是一个简洁的表达：凸显一个品牌的恰恰是它的交际能力。在大多数最新出版的品牌研究的文献中都能找到这个口号，例如在汉斯·W.巴赫（Hans W.Bach）（1994，75页）的文章中简明扼要地谈道：“交际效果成为成功市场化的前提。”沃克尔·特罗姆斯多夫（Volker Trommsdorff）（1997，1页）也将这一观点用简短的语言表述出来：“品牌政策就是交际管理。”

这里肯定也要列举一些更早日期的提及品牌交际功能的文献[86]。在戴特雷夫·马特斯（Detlef Matthes）（1967，58页）的文章中就已经提道：“品牌商品是一个具备系统的基础结构并持续起作用的交际手段。品牌商品表达了对基于实物性的具体客体，即基于已标识产品建立的市场上的‘彼此理解’。”但“交流”这一概念在10年到15年前才具有一种范例的特点，许多作者将其与普遍固定下来的语言规律联系起来，正如之前在品牌名人/品牌名人效应这一概念中长时间以来遇到的情况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尼克拉斯·阿德巨喏（Nicholas Adjouri）（1995，30页）的文章中可以找到这一评价：“交流/交际发展为确保品牌成功的一种主要工具，是能时时刻刻证明品牌内涵效果的重要工具。”

对此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发展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毕竟消费者在20世纪50年代当从自身的角度，而不仅仅从生产者的角度赞成还是反对购买一个品牌时所交谈的内容，就已经被当作交流这一现象来理解，当时他们就已经触及了这一现象的核心（也参见亚利，1990）。特别是因为上述原因，品牌科学也脱离掉品牌特点目录中的决疑论，并且转向质疑品牌成功的问题，即关于品牌如何在市场上获得认可的问题。正如马特斯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关于品牌如何获得认可的问题不与理解问题，不与“彼此理解”相关，那么这一问题还会与什么相关呢？这明显需要20多年——即使在实践这一原则就应时刻引起重视（参见迪施，1982；施哈德，1984）——并且需要少走心理学实践中的弯路，才能明确构成一个研究主题，即一个品牌的成功与交流的成功息息相关（参见布鲁恩，1994；Bergmann，1999）。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品牌研究的话语中不再允许众说纷纭，只是这些差异性更多地被边缘化了。

如果人们将这种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年代顺序重新建构，那么直至20世纪80年代几乎找不到明确将品牌作为交流主题论证并且分析的研究论文。交流虽然一直起到某种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本来就要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得出品牌与广告之间联系的必要性（参见福尔特默，1979；Eggers，1988），但是通常只是将交流理解为一种工具和品牌众多研究角度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比如克劳斯·许特尔（Klaus Hüttel）（1978，86页）论文中的视角，是关注品牌按照消费者信任程度在消费者需求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品牌商品能够并且应当考虑这一点，通过一种平衡的价格质量关系，可检测的质量保证，谨慎的品牌现代化以及与此同时用来维护和建设品牌形象的交流/交际。”[87]

在品牌研究中，与这种对交流概念真正有分歧的使用情况相对立的论点出现在迪特·乌尔（Dieter Uhr）（1981）的文章中，他是首先突破上述模式的研究者之一。虽然乌尔于1981年9月9日在纽伦堡以及随后在慕尼黑做的报告[88]评论中提到，他只有几个疑问，“这些问题就是在一种自由的交换经济中，品牌的心理学意义”，这也符合他作为心理学家的职业特点。但是在他对名为“品牌——没有语言的符号”报告的进一步阐述中能看到，他更多地对“品牌的交际意义”感兴趣，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报告中他在第一部分转向“品牌的感知成分”，比如视觉和听觉特点，从而在随后的论证中讨论了一个品牌可能对消费者起到的“品牌心理学作用”，在此期间他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得出结论：

“列举几个最重要的品牌心理学作用表明，它们最终都是为交流服务的：一部分是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流（比如安全作用和质量作用），一部分是为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交流（符号作用、信任作用、差异性作用和归类作用），一部分是为消费者和他的环境之间的交流服务（表达作用和效果作用）。”（乌尔，1981，o.S.）

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尔强调了他的立场：“品牌事实上是复杂的交流信号”，虽然他对品牌交流的含义仅理解为“非语言信号”，当然他还同时谈及一种“品牌语言”[89]，其中关键涉及的是一种持续的“在（信息）输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话”，因为最终“交流的艺术”（Volk 1986）旨在达到“品牌信息的输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反馈”，借此来将一个品牌的自身形象和他者形象达成最优化一致。除此之外，乌尔认为相对于产品，品牌具有“独立生活”，这恰恰是在品牌信息输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话中实现的。但品牌据此似乎通常产生于交流中，并且可能对这种交流的理解在心理学角度被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事后能确定的是，乌尔对于品牌交际功能的观点在索引文献中无迹可循，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告本身并不是作为杂志或论文文章发表的，而是以特别发表的形式在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出版社出版，除此以外也可能是论文准备时间不够充裕。因此除了乌尔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系列其他作者同样指出了品牌的交流功能，恰好就是在关注到获得及赢得消费者目标群体和老主顾日益艰难的前提下[90]。但这些论文中没有一篇对品牌的理解和理论建设产生任何可以获得认可的反响，更谈不上具有范例式的重要性[91]。

弗劳科·亨宁—博德维希（Frauke Henning-Bodewig）和安妮特·库（Annette Kur）1988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品牌和消费者：品牌经济中的品牌作用》也同样遭遇了这种“命运”，它虽然更受读者欢迎，但是最终也同样寂寂无闻。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两卷本的著作定价过高的原因[92]——虽然如此，这本书在图书馆却是颇受欢迎的，借阅率极高。

亨宁—博德维希/库同样在他们文章的开头论及品牌的经济作用。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其中他们作为法律研究者回顾了品牌研究的状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首先是从消费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品牌对于消费者有哪些功用？关于品牌被赋予的其他普遍功能的讨论也是以此为导向的，比如可识别性和消解烦冗信息的作用，市场透明度和质量保证，并且一直都是通过顾客的视角：顾客应被引导激发去认知某一特定的产品，（再次）找到它，（再次）购买它，从而为完成一种长期持续的成功销售创造前提。（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6页）

在本书结尾，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22页）得出结论：只有两种功能对理解品牌的特殊性具有真正重要的作用：“在品牌的各种经济作用中差别功能则和交际功能具有关键作用，其他的按照传统方式同样属于品牌的功能则与此相反，仅在部分领域被视为与品牌化标识现象相联系的‘市场效用’。”由此立刻就能看出差异功能名称的由来：只有在品牌化后，一个产品才能从大量的无品牌的货品中脱颖而出，否则消费者关注这种产品就近乎具有纯粹的偶然性。除了品牌化也还需要交流，因为最终每一种品牌都关系到传递这种信息：“买我吧，因为我更好！”——从这种观察角度而言莫不如此。“与此相反，消费者的角色正是接受品牌信息，并且对此作出反馈——通过不尊重、拒绝或者是肯定以购买相关产品。”（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10页）至于就个体而言，一个消费者的肯定是借助哪些评价做到的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在单独情况下市场营销的整体努力都倾向于此。但在这儿仅仅涉及在一个遗传基因意义上的品牌，而这种遗传仅具备一个任务：将任何一种类型且对质量的要求不随意的特定货品变得有名并卖出去。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交流，无所谓选择了哪种产品、哪种媒介和哪类目标群体。就这点而言，亨宁—博德维希/库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即将品牌仅用两种功用来决定：差异和交流[93]。但因为差异功用在研究领域始终毫无争议，这两位女作者的天才性革新恰恰在于将品牌的交流功能视为品牌的固有特点——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与产品有关，而不是品牌本身，也就是所指（Signifikat），而是不是能指（Signifikanten）。但亨宁—博德维希/库始终认为这本著作没有获得成功。

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氛围发生了改变：突然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和交流[94]。至少“交流”这个概念在品牌学的专业内部争论中和更多倾向实践的品牌研究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与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营销中交际的日渐集中[95]，“伞状品牌”[96]的广泛传播以及服务业品牌[97]的迅猛增加，所构成的整体市场蓝图的出现有关系[98]——就好像一个整整10年更迭的市场孵化期结束了一样。这种新萌芽的对交际/交流作为品牌研究对象的兴趣能够在下面找到些许根据：1991年，《品牌商品》首先以两卷本形式出版，它整体上是研究“市场化交际”的意义，专注于研究品牌的战略性交际政策：

“虽然品牌的战略性交际政策不依赖行业依旧保留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在消费品领域对于品牌商品生产者尤其重要。这种观点确定的根据来源于企业巨大的交际政策方面的‘竞争压力’和品牌商品蓝图中对系统性交际的要求。”（Bednarczuk，1991，39页）

经验性交际研究教授克劳斯·默滕（Klaus Merten）（1991；1992）也被请求做关于交际科学发展现状的报告，他特别提及了系统论。

但不仅仅在专业杂志的若干篇幅不长的论文中能找到其相关论证[99]。1992年，一篇译自瑞典语的文章发表，题目是“超级产品：品牌商品的产品发展和市场营销”。作者卡尔·埃里克·林（Carl Eric Linn），一位瑞典当时享受国际声望的品牌专家，用“超级产品”这个概念，试图消除品牌相较于产品差异中的特别之处，在文章的一开始也并不乐观地表示：“需要解释的是，超级产品是人们除去物质产品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林，1992，24页）因为超级产品这个概念，林也称为成功品牌，也在服务业中使用，而服务业大多数是非物质形式的。

首先林对品牌的理解是非常传统的，认为它是制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产品的尝试，从而消除与其他产品的竞争力，使其获得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可能——就这点而言完全能够令人回忆起多尼茨拉夫在品牌研究中经常引用的表述：“品牌技术的目标是确保对消费者心理的垄断性地位。”因为林认为这仅是一种尝试——这里也不能缺少对多尼茨拉夫（1939，134页等）的致敬——这就说明，仅仅对一个产品的塑造和市场化还无法构成一个品牌的成功。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服务于市场，或者按照多尼茨拉夫的观点是服务于“大众”，因为只有市场才能从品牌商品塑造出一个超级商品。林（1992，86页等）对此做出如下表述：

“生产者为顾客提供一个新的产品。顾客评价产品，据此消费者集体和市场达成‘一致’，这正如产品首先应该在社会关系中被理解和把握，这种‘一致性’是对超级产品的原本建构。超级产品正是一种社会现象，并因对生产者所提供的货品的相应反应而形成。市场接受货品，并对此做出评价，市场视产品的价值来决定评判标准，也作为对顾客的信号指引。只有当市场也表达了它的观点后，所提供的产品才会鉴于其内容而被最终决定。市场，而不是生产者，才是超级品牌的所有者。”

林的原文的新意在于，他将品牌和超级产品从外化的交际理论角度理解，即作为信息的传递和加工过程，根据这些信息，作为所有顾客代表的市场能够按其所好来采取行动，正如亨宁—博德维希/库所描述的那样（也参见阿德巨喏1995年的文章）。

“超级市场的活跃度包括信息的相互交换。‘销售者’提供信息，‘购买者’‘购买’信息，通过吸收信息对其加工，接受信息并继续传递。如果‘购买者’接受了销售者的信息，那么自然这个生意就是成功的，因为购买者继续传递的信息按照销售者的意图能塑造出一个超级产品。”（林，1992，164页）

在负面情况下，顾客会拒绝接受信息并且转向其他物品：没有市场上的认可就没有品牌的成功。由此而来，品牌却是完全脱离产品的，恰恰是“超级产品”，即具有不掺杂产品特性的纯粹的交际功能。除此之外，林明确表示：只有理解并追随品牌交际功能才能将一个产品塑造成超级产品，只有消费者才能决定一个品牌的成功与否，这通过大量并重复性购买产品的方式体现[100]。

1992年对于德国品牌研究而言成果丰硕，因为同一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翻译著作，这次是由法语翻译而来，题目为“品牌——企业资本”，作者是卡普费雷——市场营销教授，他在市场研究领域也颇具“权威”，正如书中所载。卡普费雷在著作中从整体上回顾了研究者深为关注的观点，修正了几十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假设，即一个企业的价值仅由它的物质和经济价值衡量。原因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合并和收购，这一切都明确表明，在对一个企业的购买价格进行评估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企业的形象如何、声誉如何或者从那以后所显现出的公众“品牌价值”[101]。虽然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不具备物质质量，但是从经济角度，它能达到十几亿的价值[102]。

卡普费雷的著作让人印象深刻，他在其中表明了一系列有趣的与林的著作并行不悖的观点。第一点在引论中就能发现，观点如下：“对产品和品牌的区分是非常主要的：产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而品牌是顾客所购买的。”（卡普费雷，1992，10页）因为这恰恰也是林区分产品和超级产品的论证和根据[103]。卡普费雷也同样从这点出发，认为品牌建设中的基本任务在于，借助将一个产品品牌化明确其身份和相对于与其竞争品牌的差异性：“品牌不等同于产品，品牌定义了产品今天乃至未来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认为：“产品是品牌最重要的身份来源。”（卡普费雷，1992，69页）除此之外，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动性都要由生产者出发，好像这种主动权传递到了品牌上，因为它甚至“能分配它的价值并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割市场”（出处同上，29页）。另外关于一个品牌的身份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塑造一个成功品牌首先与“持久性和连续性”（出处同上，40页）相关——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品牌的个性范例中看出。

与林的观点最一致之处在于，卡普费雷（1992，79页）也将品牌理解为交流/交际，“因为品牌依其表现力生存，通过交流而生存”。换言之：“没有交流就没有品牌。”“如果一个品牌太久寂寂无闻，不被使用，它就被毁掉了。如果一个品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能像其他品牌那样被分析。”（出处同上，56页）在分析品牌的交际性时，卡普费雷再次建议要研究品牌自身的“基因密码”——密码在这里指的是对品牌特点和文化的表述并且同时被视为品牌的记忆[104]。但品牌交际的各种变化形式并没有被排斥，卡普费雷特别举了线束延展为例质疑了这种视角，也就是将品牌身份延展到新的产品上或是所有品种上。在过度延展［比如“百乐顺（Bahlsen）的电池！”[105]（译注：Bahlsen是德国饼干品牌“百乐顺饼干”，生产食品，不可能生产电池）]甚至过度拉伸品牌忠诚的消费者将“他们”的品牌包括在一定范围的“信任线”，品牌就会有损害其身份和伤害消费者对它的信任和信赖度的风险——在这一点上也能令人想起品牌的个性范例。就这方面而言，卡普费雷一直保持这种观点，他从一开始就将品牌放置于消费者的手中，当他赋予了品牌自主权并确定了那些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的品牌以个性的时候。

最后还能看到林和卡普费雷文章中另一并行不悖的地方，两人都对交流这个概念没有做深入阐述，正如他们处理名人/个性这个概念一样。他们所论述的一切都是浮于表面，给人一种先己了然、不必再论的印象。卡普费雷和林的观点相似，他写到：品牌会交流，却没有明确指出为何品牌具有这种能力。卡普费雷也不仅区分了品牌和产品，而且也明显区分了品牌和交流，正如林在著作中区分了品牌和超级品牌却没有说明。品牌除此之外还应该成为什么，或者，品牌除了交流的作用外还能被如何观察，但恰恰是这一点正如人们所大方承认的那样凸显出了一个范例。

可如果将这种情况用作评判品牌研究者在科学界中的归属性，那就必须要列举海伦娜·卡曼辛（Helene Karmasin）的著作《产品作为信息》，这本著作1993年出了第一版并且同样关注这一领域。因为卡曼辛在维也纳领导行为动机研究所，她所关注的是同样的主题，即将品牌描述为交流或符号系统（同样也参见弗里茨，1994；阿德巨喏，1995）。不过她对品牌交流中所设想的问题和质疑的研究，要比林或卡普费雷深入得多。在文中她引入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贯穿其中，比如符号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社会人类学或者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理论。整体而言就形成了各种理论的交融，将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和作为特殊情况的品牌均描述为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使用了愿望价值的文化构想，并将其和所有与此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的规则模式一起传输”（卡曼辛，1998，193页）。其中所表述的观点就是，产品和商品更多的是核心的意义载体，能够向外部自动换位并设限（也见Muniz，1997）。卡曼辛（1998，234页）在文中写道：“这些功能的共同点在于，允许个体表达意义，借助自身表述信息：这个个体是怎样的，想如何被看待，他觉得自己属于哪些团体，拥有哪些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不是谁。”但这不能理解为，好像使用品牌和产品的这种意义系统是一个完全个体的行为。因为产品和品牌的社会意义抽离了对它的任意阐释，卡曼辛认为，我们所有人均受社会影响，行为方式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公式化。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卡曼辛在建构这一设想时受到布迪厄的影响非常之深。因为这种意义系统的观点核心涉及生活机会和价值的一种等级森严的模式，它首先是按照精英/非精英进行区分，视社会威望为具有追求价值的资本，最后将购买产品或品牌理解为“一种具有包含及排斥密码的游戏”（见同样出处104页），正如它们在每个社会中都会遇到的那样。因为每个产品、每个品牌都被归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或者是视为能使用的密码，只要人们还为自己或在公共场合使用这种产品或品牌。“恰恰就是这点构成产品和品牌的信息。”（卡曼辛，1998，482页）对此按照以前的学说，一个高昂的价格代表了高品质，同时也代表了高地位。

最后论及对产品和品牌的区分时，卡曼辛（1998，483页）认为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品牌赋予了产品一种稳定、持久的意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种意义。”这样就又重新将品牌的持续性视角提上日程，正如在谈及个性范例时一样，它起到了鉴于身处一个高度复杂并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关注安全和导向的作用（同样参见弗里茨，1994）。

不考虑从细节上研究卡曼辛的理论建构的重大意义，这本著作也符合在20世纪90年代的范例研究趋势，也就是将品牌作为交流而不是作为重要人物或干脆当作技术来描述，对这一系列论著的描述只是用来展开对品牌理解的起始阶段。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关于将品牌与交流方式相联系甚至将品牌视为交流的一系列出版物的出版热潮[106]，其中也包括将“融合交际”这一表述更多地运用于品牌交际中[107]，因为“融合交际”这一概念如今就是一个关键词。维护建设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要求在所有的交流工具中保持和谐一致，更要求能将其彼此交替地加强作用，还有尤其是——在单独个体的所有形式更迭中——要求在时间推移中，基本的使用性承诺的长久持续性。（科勒，1993，346页）或者引用前几年毫无争议的最成功的品牌经理之一罗尔夫·库尼施（Rolf Kunisch）的言论，他来自拜尔斯多夫公司（Beiersdorf AG），妮维雅和德莎胶带（Tesa）就属于他的品牌建设业务范围，他简明扼要、直言不讳：“在一个成功的品牌中，一切都必须是正确的[108]。”

当然这关系事实上是对一个品牌早就形成的信任度和可信赖度的设想，在对一个品牌的整体表达方式被视为有说服力并且彼此协调一致时，这个品牌达到了巅峰[109]。19世纪的著名例子就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百乐顺饼干（Bahlsen）和百利金钢笔（Pelikan）（参见Bäumler，199；Buddensieg，1996；Ottomeyer，1996）。在20世纪20年代能读到下列文章：

“对于品牌商品而言，目的明确地针对每一个产品及更多产品的宣传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整个广告宣传，从三角楣饰图片到报纸广告，从信纸到包裹地址，从价值不菲的目录到大众宣传单，都必须能具备确定的、在千万种类似宣传中能一眼就识别的、令人过目不忘的风格，但绝不能令人反感。”（福格特，1929，194页）

莱因哈德·贝格尔勒（1963，121页）强调了同样的观点：“风格是对整体构想的表述，也就是针对广告风格及品牌风格：风格必须在对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公司的整体的广告宣传语中，以统一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有交际概念也在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给人明显的印象是与品牌心理学的传统相联系[110]。特别是这种对品牌交际意义的注意力增值，通过持续出现的新的市场营销标签得以大力促进，如个人市场营销、新市场营销、微观市场营销、体验式市场营销、关系市场营销、对话市场营销、一对一市场营销、目标市场营销或者是交际市场营销，它们都是将品牌与消费者的“交流”“对话”和“关系”置于关注的中心位置[111]。甚至趋势研究也不应被忽略——它是“市场营销的早期启蒙系统”（拉斐尔，1989）中新流行的研究趋势[112]——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研究，关注重大事件[113]。这里特别说明了这种情况，因为各种关系的“融合”能令其显得合适，不再过于自我确定。对这种类型的持久过渡现象，“趋势”正是理想的代码[114]。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确定，虽然从语言角度根本没有很大改变，而是仅仅从品牌研究者和品牌实践者的反馈能力和关注度而言有所变化。

如果一直关注市场营销和市场及品牌研究，这种观念转换的原因就在于日渐增大的市场饱和度及市场的不透明度，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环境的逐渐衰退，也就是整体上各群体中各阶级的社会结构的转化，这一点卡尔·祖特夫（Karl Suthoff）已经在1960年提出了质疑——所有举措，借此来赢得更多消费者并且确保市场成功显然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不再知道所有行为的针对者究竟是谁：消费者已遁入“黑匣子”。如果对此一无所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与消费者进行交流，以便使得消费者不仅仅能理解那些品牌信息，还能遵循它——这个问题最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被不断地抱怨。因为与产品不同，品牌被证实是一种“现象”，正如卡普费雷所言，它不断摆脱外部的束缚并走上自己的路。

如果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此项研究进行回顾，那么现在重新捡起这个几乎被遗忘的问题是可能的：当多尼茨拉夫谈及一个品牌的“自在生活”或“精神”时，这些少见的符号学概念背后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交流这一构想不仅是对品牌个性的隐喻，还包括了品牌特殊性，即品牌针对市场营销的控制和掌控需求的可见的及所赋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尤其是“精神”这个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必须要说清楚。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用作对一个“准客体（Quasi-Objekts）”（拉图尔）的自主性形式的隐喻。

企业管理教授维纳·佩珀斯（Werner Pepels）（1991，511页）在专业期刊《品牌商品》中将其解释得非常清楚。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在信号被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在经认知过滤的情况下，被接受、被加工和被反射后”，才能实现交流/交际[115]。许多品牌研究者一致认为，对于品牌交际而言，品牌只有在市场内和通过市场才能做到自我决定，也就是只有在那儿并从自身出发才能开始“生活”，从外部却不可企及也不可获得，正如生活本身——只要它没有被有意或是忽略的方式毁掉。

可以确定的是，名人范例在前10年到15年间进一步被交际范例所取代。在现实的各种争议和纷争中，一直有个问题有待解决：人们是如何实现并确保品牌交际的成功的。但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对消费者理解力的理解问题，即试图去理解，当消费者看到品牌时，他是如何理解品牌并将品牌理解为何物，因为仅仅消费者就能决定品牌的成功与否，这就是在这个范例更迭中的重要一课。但消费者一直都会因此陷入一种品牌学的“十字路口”[116]中，这随后更多转向市场和消费者研究。其最终结论说明，如果人们想获知品牌“究竟”是什么，必须追问市场和消费者研究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　发现消费者

控制论是关于交流以及控制信息的科学。这个概念本身源自希腊语，是“掌舵人”的意思。诺伯特·维纳作为“控制论之父”，1948年在一篇《控制论或对动物和机器的控制和交流》文中提出了控制论的宣言。其中维纳（1968，63页）将这种目标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可被称为时钟的时代，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是蒸汽机的时代，那么现在就是交流和规则的时代。”

把控制论过程形象化的，并具有典范特点的最著名例子是调温器。调温器以一种调节和控制系统为特点，并承担保持恒定温度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点，这种系统具有一种返回机制。借助调温器可持续地测量一个空间的温度，并且如果室温低于预设温度值，暖气就会启动，直至室温回升到目标温度。这种系统就以这种方式运行，因为它丝毫不需要外界调控。这种调节系统对待其环境如同对待一个“黑匣子”，即将其视为一个系统不可见的区域。唯一能从周边环境获得的信息就是低于及重新达到一个特定界限值，即作为一个纯二元限定的关系。对于系统面临一种不规则输入频率，并且与输出毫无可见关联的情况，可称之为“非阿基米德（nicht-archimedisch）”（Günther，1963）或者“非平常性机器”（弗尔斯特，1990），其“行为”因其无法测量而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可以尝试着观察这样一种具备“黑匣子”特点行为的规律性，对此有针对性地将输出变体，以便接下来可明确记录下这些输出变体会带来哪些输入。这样一来，这种调节系统可以自己对研究环境做出贡献甚至进行自体研究，并利用此机会，将在系统中所显现出的“黑匣子”（至少在特定的领域中转变为一种透明盒子，或者为了保留影像）转变为一种“白匣子”，而调节系统随之可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并可靠地进行调节。

在每一种情况中，这样的一种系统都作为情景的调控者显现，预定的室温正是基于此而得以重新设定。但在更仔细地观察中也会有疑虑随之而来。毕竟输出“打开暖气”的指令只有通过输入“已低于临界温度值”的指令才得以实现，并没有异于在重新回到预定临界值的时候所输出“关闭暖气”时的表现。这种观察方式表明：只有一个特定的输入才能驱动一个特定的输出，反之则不行。换言之，并不是系统控制情景，而是情景控制系统。其结论就是，经典的控制论长期以来所承载的这种控制假设不成立。因为从现在起，这种系统和场景之间的影响关系被证实是一种双向影响，从而对控制选项仅在规律系统上的使用不再能够被坚持到底。

哈努尔夫·格兰威尔（Ranulph Glanville）（1988）对因果关系和周期性之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两难境地总是出现在这种关联中，因为人们从不能百分百自己决定交流和控制之间的可能性条件。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认知获取——格兰威尔将这种认知获取与从控制者到被控制者之间的视角迁移联系起来——就存在于对以下幻觉的消解中：控制者处于（环绕他的）系统之外，并且独立于此，从而是“客观”的。与此相反，在从外部而来（输入）的一切信息中，应该将自身部分一并纳入其中，并且在输向外部（输出）的一切信息中，应该不忽略陌生的部分，因为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明确区分不再存在。其后果即是一种认知批判性的敏感化，“因为从根本而言这涉及如下问题：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理解什么（关系到理解之理解问题）”（格兰威尔，1988，214页）。自然，这种视角转换并不能被每个人认可，因为当“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在迄今为止的形式中逐渐萎缩，情景的复杂性就会显著提高。“人们并不喜欢观察者陷入复杂情形”，因为这种复杂情形不仅是“非客观性”的，它对于科学界而言，构成了极大的低俗品位，而且这种复杂情况面临超理论方式的逻辑问题，大概如同面对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可信赖问题。（格兰威尔，1988，105页）但如果继续以个人感受的客观性为出发点，对什么是“自我”概念存疑，则行为少有意义。古典控制论中所假设的最初控制假定已过时，因此格兰威尔主张控制论的第二代理论，他称之为第二质询的控制论、控制论之控制论或者简单称为“新控制论”。

按照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对品牌经济的论述上，在控制论的语言游戏和品牌研究的情景中可以建立一些值得一提的相似情况，从而可以将品牌研究完全与这样一种规则和控制系统进行比较，而这种系统恰好可在经济内部面临一种特殊的环境：市场（参见卢曼，1988）。与此相对的是，一方面特定的信号被传送，首先就是通过已有商标的产品和广告出现；另一方面特定的信号被接收，最初就是以“购买行为”的形式出现[117]。对于那种特定信号可以按照期望自行发展的情况，用已经引用的观点说明：“尝试正确阐释这些结论的人，才能够成功地掌控市场。”（温克豪斯，1993，400页）不需强调的是，只有决策者才能做到这点——正确阐释这些结论，或者引用维克托·福格特（Victor Vogt）（1929，414页）文章中的话：“这当然一直是由工厂主说了算。”

作为系统中的“控制者”，大部分情况下市场在起作用，市场将输入输出的信号按照特定的标准协调一致并发展出相应的战略，比如输出过程如何才能被最优化，以至于输入过程能带来预测的结果：更多的销售额或者更多盈利，更多知名度或者更多大众喜爱度，在不同的受众领域。（参见Conzen，1975；施勒特，1997）

接下来，从市场营销的视角出发，如果市场不会或者几乎不准备改变，以便市场营销仅仅通过自然而然的能量削减达到一种“降温”（换言之，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满足市场需求），以便能够反复地对规律性的升温热潮（换言之，广告宣传）做出相应反应，这样的信号输入输出过程则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情景同样符合海因茨·冯·弗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所定义的“一般机器”的概念，因为在输出和输入之间存在一个线状关联——没有任何“惊讶时刻”。然而在此时，即当市场内部变得不平静，从而在输出和输入之间不再能建立起线状联系时，这种“惊讶时刻”就会占据上风。如果人们随之还想在市场上确定信息交流和信息控制时，就需要对周边环境进行研究，换言之，市场研究。

接下来，如果我们转向市场研究或者对如贝格尔勒（1963，72页）所称之为的“环境研究”做进一步探讨，则在此领域呈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在德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不存在方法意义上的市场研究，正如福格特（1929，316页）所定义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旨在呈现事实作为对一件产品的价值、生产方法、市场、出售、销售人群、竞争和广告宣传准备事宜的判断基础”。因为“以前企业家总是准备着并热衷于展示自己和产品。他们从不询问报纸和杂志的读者以及电影观众和电台听众希望获得什么，而是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告知需求”（布罗泽，1958，12页）。因此自然也几乎没有对市场研究的需求——即使专业人士比如维克托·马塔亚（1910）、派特·海恩（Pet Hayne）（1927）或者福格特（1929），后者借助自己的著作《销售指南手册》令所参照的美国版本《市场研究》为大众所熟知。这些专家很早就明确指出，归根结底市场研究的要素不取决于生产者，而取决于消费者[118]。“接受还是拒绝一件新的品牌商品是大众说了算！想获取成功的人，必须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福格特，1929，197页）此外，尽管人们的购买和消费行为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是一目了然的，但也无法构成足够的动因来进行坚持不懈而又规律的市场研究。就这点而言，当时消费者还是被视为“白匣子”——甚至可能如同瓦尔特·舍勒（Walter Scheele，1978）所言，被当作“空盒子”，就像（几乎）未经过描画的纸张，可以展示出任何来自外界的“描绘”。

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才得以逐渐改变。（参见卡普费雷，1994）至少当时已做好了对各市场进行深入研究的准备，具体体现就是——特别是在威廉·费斯霍芬的倡议和不懈努力下[119]——于1925年在纽伦堡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市场研究的大学研究所，名为“德国商品经济观察研究所”[120]，是1934年至今存在的“消费研究协会”的前身[121]。但是“市场研究”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虽然在经济领域对“市场分析”概念的实践早就被运用。（参见福格特，1929；舍费尔，1961）

在这种关系中，埃里希·舍费尔（1961）将市场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商人的“简单化市场关注”，来了解市场研究是如何被不断从事的；第二阶段指明了一种“有意识的市场把握和市场了解”，来明确市场研究是如何零星地在中世纪晚期，比如在富格尔家族中（译注：富格尔家族是15世纪至16世纪德意志著名的工商业和银行业家族），或者随后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第三阶段最终宣告了“系统化、组织化的市场研究”的到来，伴随着大批行业专家的任职和相关部门在企业内部的设立。舍费尔（1961，155页）甚至将这个第三阶段与如下期待紧密相连：人们可以“将市场研究的经济性功能视为企业建设的科学化的一部分”（参见祖特夫，1960）。与此相对的是，维纳·奥特（Werner Ott）（1976，948页）仅仅将市场研究定义为“一个器具，一个工具，它可通过努力获得合适的日期和对市场掌握的信息来进行企业管理，目的就在于促进市场营销”。除此之外，奥特还认为，在德国，市场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伴随着市场营销行业的急流猛进，作为新哲学[122]在经济领域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认可（参见克鲁泽，1959）。

奥特这样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汉斯·W.布罗泽（Hanns W. Brose）[123]的观点——他是20世纪20年代与汉斯·多尼茨拉夫齐名的最早一批职业化广告咨询家之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在市场供给情况得以持续稳定之后，才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且跨行业的“发现消费者”行为，正如布罗泽1958年恰如其分表述的那样[124]。可想而知，这种发现对广告业从业人士和市场研究者的职业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们就被赋予使命，将迄今为止被恶意忽略的名为“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它一直远离工厂厂房和管理大楼，被视为单调乏味、不受尊重的存在体——纳入关注的视野，对其尽一切可能做深入研究[125]。但是这还需要长年累月，至少几十年的时间，这种消费者理解艺术才能达到一个方法上足够成熟的水平，并且在所有市场类型中运用这一研究。与此相比，这一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初露端倪[126]。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在当时对市场研究的自我理解被视为“经验性社会研究”[127]，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犹如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期，以至于在内部还要对诸如“不道德的动机研究”的批评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甚至被强迫自我审视，在此期间与美国的“深入宣传分子”划清界限[128]。

市场研究最终的突破口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出现，并且显著加速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广告代理机构返回德国，对于他们而言，与各大德国市场研究所的合作早就是惯例了。（参见莱因哈特，1993）谁有异议，就被视为非职业化[129]。“广告业人士要是对市场研究置若罔闻，至少就像那些对破解敌方信号毫不理睬的将军一样。”（奥格威，1984，158页）与此同时，消费者在购物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惯性同质化越来越被重视，商品品牌数量不断增加，且显而易见的是，更多市场陷入一种运动，借助这种运动，商品供货趋向变成流出模式[130]。“从繁荣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桑德勒，1983，148页）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殊时期开始接近尾声。特别是卡尔·祖特夫也已经在60年代就唱响了古典社会的终曲，当他声称，在此期间（即40多年前）应该从“发展群体思考”出发，它体现为一种多样化并比如今的情况更细微更活跃的思考方式，并且从整体上要求行为研究的新方法出现，“从而将光亮带进越来越不能看清的市场”（祖特夫，1960，87页）。简言之，最晚只有当消费者行为对市场营销而言不再显示为可预测时，市场研究才会被提上日程，并且这一时刻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参见古思，1954；拉泽尔，1964）。

新消费者

如果人们继续追踪市场研究的发展轨迹，并了解它从市场研究的视角是如何得以展现的，那么就会确定，在最初的几年内，甚至在几十年内，市场研究一直都以蜗牛般的速度发展。如果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到将发现消费者作为市场研究的重点，那么充其量一开始“消费者的跳跃性、非理智性、适应能力和影响力”（克鲁泽，1959，246页）都要被严肃地问题化了，而这一切都是市场研究者在瞬间就要面对的。有时这种惊讶时刻甚至表现为某种无计可施，就如同要以适当的方式对待这种新发现的消费者的“活力（Vitalität）”[131]。

“在一个时代，一个具有千差万别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诉求、观点和行为方式——所有顾客圈的整体心理结构每日都在不断改变——的时代，‘顾客需求是什么’这一诉求就应该摆脱掉每个个体的个性化经验游戏空间。即使是专业人士，如市场营销行业的广告咨询者，从事消费者心理研究的市场以及动机研究者，他们尽管已经拥有了各行业的丰富经验，但还是不断震惊于顾客愿望和产品介绍方面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些特点最终在购买一个产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随后在阐述一个产品特点时有所体现，前提是此产品应该是已获得成功的。”（克伦普，1959，784页）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市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情况，这样一种表述是极大地夸大了事实情况的[132]。因为当时根本谈不上所有顾客圈的整体性心理结构每日都在发生变化，并且维尔纳·祖尔（1961）的观察——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将会消退，因为更新换代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参见内勒—诺依曼，1975）。这样的担忧更多地传达出一种相当好的对当时时代的品牌研究者心理结构的认识。（参见Pehnt，1991）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不确定的阶段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很快就已显示出，这些变化绝不会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巨大。与此相应，随后的研究显得不那么惊人，比较谨慎，所以几乎不存在阐述清楚的消费者类型学，如果有，那大部分也就未经任何变动地在常见的第二或第三阶层模式的框架中运动，这种框架具有阶层内部的区分选项[133]，其唯一的具有决定性的革新已在对消费者永远持续的心理学“透射”中体现出来，因此市场研究也通常被视为“动机研究”[134]。对消费者的发现，首先表现在一种可被理解为“心理逻辑（Pyscho-Logik）”的过程中（参见克伦普，1959）。与此相应，市场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立场、习惯、期待、愿望、喜好、动机、自我评价、认知差异、感觉行为、学习行为和革新行为”（Groh，1974，1414页），其均在购物及消费时出现（参见克鲁泽，1959；维斯韦德，1965；1972）。其次，品牌的额外作用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度，这就如同费斯霍芬所定义的：额外作用着眼于一个品牌会带给消费者哪些持续性的满意度，以及哪些超越基本使用功能的愉悦度？彼得·汉森（Peter Hansen）（1970）甚至已经提及一种“商品体验中的复杂特性”——几乎在20年后才真正引人关注的语义学[135]。

“消费者在获得一件产品的时候，通常并没有仅实现一个孤立的基本需求，而是由许多消费者愿望构成的多样性达成的一个主观情景导致最终的购物决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对生存必需品的基本需求被第二位的需求以极其迅猛的增长势头所叠加。通过近似商品的数量剧增以及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的满足不再被置于首要地位的事实，这些需求的附加的、通常仅偶然出现的特点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通常是实现购物环节的决定性因素。”（汉森，1970，20页）

但所有这些努力和言语练习最终都以一种更确切地说是形式化的方式显得抽象而且不精细，通常甚至并不直接涉及消费者个体。虽然这一切逐渐被归为一种固执和正如在提及品牌时所指出的“精神”，但是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方法出现的，而没有进一步地进行区分，更谈不上调查结果的个性化了，并且这种情况还在20世纪70年代被描述为“平常性商业”（参见内勒—诺依曼，1975；Gröll，1985；西查理斯，2000）。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不平静的情绪又重新在市场营销和市场研究中蔓延开来，例如在沃尔夫冈·K.A.迪施（1982）的领导下，1981年夏天，一项针对“品牌商品的未来”的德尔菲法（Delphi）问卷调查由来自12个国家的119名专家完成。在这次问卷调查中，不出所料——所有人都一律鉴于各种市场不断增强的不可透视性强调了品牌商品的必不可少性。除此之外，众专家还同时为品牌将来可能取得的市场成功列举了多种“潮流”，它们以以下关键词出现：价值转换、消费舍弃、消费主义、权威缺失、享乐主义需求的增长等。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从每个单独的观察汇总来看，整体上显现出了现代消费者一种可以说是非统一性的并从根本上而言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图景，而这种图景透露出了某种不确定性，而市场的发展恰恰就导向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明显的是，目前的消费者也被在多种购物和消费行为的潮流上加以划分，而没有预见到的是，这种消费者类别的划分仅是一种暂时性划分的天性，还是会继续有所发展。（参见施哈德，1984）

恰在五年后，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得到重视，因为其区分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并且不可阻挡。如果回顾1987年《市场营销周刊》中以“新消费者”开始的一系列文章，至少这种情景中就已做了详细的展现[136]。也就是说，系列文章中的所有作者都在其中一致同意，在购买消费产品时，阶级或者阶层行为——正如同这些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在绝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一样——在此期间是属于过去的。尽管如此，关于消费者类型的一个整体多样性图谱被描绘出来，这些类型彼此之间不仅被证实几乎没有共同点，而且还应该涉及每一个单独的消费者个体[137]。由此一来，所有消费者和每个单独的消费者个体的购物以及消费行为，被揭示为比以前所想到的要层次多得多（参见Zühlsdorff，1990）——而这一切并非对品牌研究的声誉毫无影响。

“鉴于面对一个变得更加个性化且更加难以捉摸的消费者，品牌研究在效果上大有损失。消费者希望生活得更健康，更合群，更倾向于享受，更活跃，并且更有自我意识，他能交替地融合差异最大的各种生活模式的要素，接受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并将其植入自己的身份认知模式，会尝试各种冒险直至令自己置身于险境，比如自由攀岩、蹦极和轻轨冲浪（S-Bahn-Surfen）等运动的兴起。（译注：S-Bahn，德语全称为Stadtschnellbahn，即城市快速铁路，简称‘轻轨’，起源于1928至1930年间的柏林，使用的是火车的技术和运行规则。）‘轻轨冲浪’是一种新兴的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跑酷类运动，类似的还有铁路冲浪、地铁冲浪等。”（施密特/施皮斯，1996，326页）

但恰恰这一点说明了这种消费者类型的新意：该类型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多个差异极大并在部分上甚至彼此矛盾的消费风格于一身，随之带来并不令人愉快的后果，即一种可信赖的对消费者行为的预报和施加影响几乎变得毫无可能。与此相应，对这些消费者类型的称谓也丰富多彩，没有条理。进一步看，这些称谓更多地具有权宜之计的套话特点，而没有精细准确的定义的特点。所以突然之间会出现“富于幻想的”“网格化的”“漫游型的”“复合型的”“多维度的”“后现代的”“消息灵通的”“交流型的”“职业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享乐型的”“积极能动的”“物质化的”“居家型的”“诉求型的”“毫无兴趣型的”，以及“杂质型的”消费者，这些特质就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出现[138]。

“做问卷调查的人今天所想，并不一定就是他明天所念；这儿能吸引他的，在那儿就排斥他，他是跳跃的、情绪化的，并从这种不可捉摸中获得乐趣。随后，市场和观点研究者的无计可施也会导致最大胆的分类。”（拜尔林，1987，219页）

尤其是“不可捉摸”这个单词在后来的争论中被证实是典型的，但这个单词明确表达出了市场营销和市场研究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完全丧失可估算的购买和消费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可被有针对性地施加影响的[139]。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1998，49页）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品牌经理的新噩梦：我花费了几百万几千万做广告——但我究竟应以何种方式为谁做这些广告，尽管对其做了所有的市场研究，我却更一无所知了。”虽然盖尔德·格肯（Gerd Gerken）（1993，332页）难掩兴奋地直接对这种发展表示欢迎：“所未知的将会成为我们文化的新家园。”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将消费概括为更大的整体，用来归纳相似的购物和消费模式，那么路茨·拜尔林（Lutz Beyering，1987）在其作品末尾所宣称的恐怕会变成现实：“每位消费者都是个体。”对于市场营销和市场研究而言，这种可能性可能并不意味着个人使命的不可能性，但是却有可能意味着这些“活动的目标”最大限度上的不确定的相遇，因为毕竟存在如此众多的目标——消费者[140]。“新消费者不属于任何目标群体，他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意归类，已经完全不涉及社会人口统计学。他的举止‘不特别’，也不‘充斥悖论’。”（Walther，1987，559页）在随后的文章中这种模棱两可、不可评断性的语义学不断出现[141]。

“在纷繁复杂的消费者行为中的极端情况中，只有每个消费者个性化的和模棱两可的使用感知，作为消费行为的声明保留下来。随后每个消费者针对每个购物情景重新个性化地定义自己的市场板块（Marktsegmente），并且将每个产品的经销者定义为不可估量的，在其中不能对可观察的变量进行解释和计划。”（弗里茨，1994，59页）

直至不久前，我们还能够看到这样醒目的大标题[142]：“最大的未知是并且一直是顾客。”（Bülow/Corner，2001）

盖尔德·格肯（1994，151页）从这样的发展中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所有的结构和责任均被瓦解并消除。”但是这似乎能够证明阿尔布雷希特·克鲁泽（Albrecht Kruse）（1959，251页）早在40多年前就已证实的一种猜测：“我们越试图深入地……进入消费者的心理结构，就离有可能宏观地看待这其中的经济重要性越远。”换言之，市场研究越接近消费者，并尽可能最大化地迎合消费者，就会越来越远离它。我们还可能将其理解为“理解的悖论”：“理解的先决条件被理解得越多，理解就越不可能。”（卢曼，1986，82页）无论如何，这种争论引起一种假象，好似与消费者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并且“消费者”在微观结构中最终还是未解之谜——与发现一个未知的新大陆相似：人们已经抵达彼岸，但眼前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事物[143]。“消费者作为社会性生物，对于广告而言只是未知的领域。”（Heller，1991，217页）从控制学的角度而言，消费者最终以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突变”成“黑匣子”。对此人们极少谈及，毕竟不想冒大失所望的风险。但在此之前，“黑匣子”早就作为语义学一个重要概念进入市场研究领域[144]，虽然在此期间关于“杂质型”消费者的定义更加普遍。无论如何，市场研究凭此需要面对它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说随后还要理解并获取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恐怕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更加具有矛盾性，更为不可预见，更加不可捉摸，并且越来越个性化”（海纳，1989，332页）。就大势所趋而言，消费者的个性化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在购物行为和消费行为中很快就不再有相似性了，每个人都必须被个性化地加以广告宣传并令其满意[145]。或者正如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67页）所表述的：“不再存在消费者，也不再存在六到七种生活方式，而是几乎只存在一种原子化和一种个性化，这一切不断地为这些商品提供机会。”至于是哪一些商品，毛赫尔没有明确指出。

黑匣子和消费者洞察

这种争论自然也有夸张的倾向，这一点西查理斯在自己文章末尾几乎讽刺性地加以评论[146]。尽管如此，消费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次失去了市场研究的熟悉面貌，只不过这次持续得更久。至少从那以后那种越来越多样化，更加具有矛盾性，更不可预见，更加不可捉摸，并且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者行为特质，对他们而言，作为缺陷保留下来，即使这些特质并不同时涉及所有消费者（参见Steinecke，2000；Grasskamp，2000）。因为品牌战略和广告战略的成功机会基于这种不可捉摸性将这个名为消费者的“黑匣子”复杂化了。这一点在将来也似乎不会改变，正如德国广告经济中心联合会在1999年底所提出的口号：“消费者的世纪正在来临”，因为人们必须越来越努力去竭力争取消费者。

如果我们在此背景下转向市场研究的方法，并凭此试图将“光明照进黑暗中”，就会看到眼前的一个巨大的工具箱，它被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所装备，并且同样地收集质量方面和数量方面的数据[147]。从整体而言，其中涉及那些适合于某一特定产品的消费者的辨识，并且最好情况下甚至购买这一特定产品，以便随后发展出与自身协调一致的交际策略。因为几乎没有一件产品会被所有人购买，因此它在整个市场中被视为能感知那种特别的局部市场，并且仅被这些购买者占据（参见Heller，1984）。那么，如果着眼于这些购买者，我们将其称为目标群体分析或者市场划分[148]。相反，如果只关注单个环节，就会涉及一个尽可能同质化的顾客群体和购买者群体，而他们的同质性在于，它们以一个与其他环节相比过大的，并由某些特点所组成的共同性为特征，并且恰好借此与其他的市场各环节区分开来[149]。“把握市场环节的基本前提是，实际的和潜在的消费者表现出了各种差异性，无论在购买行为中，还是在对市场营销工具的替代物的反应中。”（梅菲特，1998，177页）

如果我们仅谈及这些特点本身，特别是在消费者终端市场，被用来告知并研究目标群体的特点，那就指的是“基本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的、地理学的、心理学的特点，以及财产特点和消费特点”（Berndt，1978，416页）[150]。因此，对于这样一种集合所有特点的综合论点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已使用了“生活方式”这一概念[151]。另外，首先采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一构想的市场研究者之一是威廉·拉泽尔（Wilhelm Lazer）（1964，130页）：

“什么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系统构思。它指的是各种不同并各有特点的生活方式，在其丰富并最广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各种不同并各具特点的整个社会或其中各环节的模式。它涉及那些独一无二的要素及质量，它们表述了某种文化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分辨这种从某种文化或团体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并且将其与其他方式区分开来。它包括以下模式，用来发展并摆脱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生活的动力。”

基于虽然缓慢但是不停歇的传统社会环境的衰落，尤其这种对心理学视角的关注，在对目标群体的区分的过程中——它们相对还能很好地用纯粹人口统计学的特点，例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和职业来理解，其重要性已经日益显著（参见Groh，1974）[152]。除此之外，从产品一方出发，消费者的心理学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因为各产品的基本用途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153]，以至于在此期间，这一点大部分取决于产品的额外使用功能，而此功能能够作为最终具有决定性的区分特点[154]——这种额外功能同样也可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155]。因此人们大都质询两种不同的特点维度：大量的普遍社会学特点，它们持续地独立于产品，并大部分从数量上被提及；大量特殊的心理学特点，被特意铭刻在待售商品上，并且通常从质量上被查问。

对于品牌研究而言，它目前主要涉及建设一个品牌的交际特性，以便于它首先从一个市场研究的角度被定位为被与其相匹配的目标群体所正确理解。对此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识别出，这个品牌的交际性以目标群体的期待值为导向，或者恰恰相反（参见奥特，1992），虽然克劳斯·布兰德迈尔和亚历山大·戴克瑟尔（Alexander Deichsel）（1991）明确声明支持榜样策略。据此，品牌指出了方向，目标群体紧紧跟随。在品牌研究的专用语中称为：“市场通过品牌确定，而不是通过消费者确定！”（西查理斯，1987，326页）只要遵循品牌建设的要求，令品牌走向成功，那这一点也就非常清楚了——在这里，信念虽然不能转移，但还是人们将行为准则运用自如的前提。同时也显示出，一个品牌的交际性只有基于变化才会在市场上具有多样性才能满足需求。正如哈尔姆·G.施勒特（Harm G.Schröter）（1997）举伞状品牌妮维雅为例所言，因此研究的视角和运动方向已完全相反（参见佐默，1998）。除此之外，今天几乎没有企业完全不进行市场研究，以至于一直有很多专注目标群体的数据大量涌入品牌交际中，结果就会导致一种循环的缘由关系。品牌管理的目标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于将品牌交际和目标群体期望值进行优化满足（参见福尔特默，1979；威舍曼，1995）。如果这一目标达成，一个品牌的交际性就在市场获得承认，而品牌的成功最终还是依靠这一点。

除此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谈及品牌的忠诚[156]。品牌忠诚指的是那些顾客，他们在购物行为中证实对品牌特别忠诚，在该品牌与其他具备可比性或者保证具有更好的基本使用效能并且/或者额外效用的品牌的具有吸引力的竞争方式中不会被迷惑，并保持持续的购买愿望——这就是对品牌忠诚这个概念的理想化诠释。因为品牌忠诚的顾客虽然不一定易于维护，但是维护成本更低，因此品牌忠诚的顾客也是一个品牌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本[157]。“在任何一个具备高度影响力的品牌之后都站着众多的忠诚顾客，他们的品牌熟知度、品牌信任度以及购物愿望都是品牌资本的最根本价值。”（科特勒/Bliemel，1999，694页等）

为了在供求之间达到最优化一致，必须明确哪些目标群体何时何地、多久一次并且为何购买某一种品牌。这样一来，品牌研究就转变为动机研究。“事实上，在对质量进行的市场研究和消费研究中，最根本的是要努力了解购物行为的移动原因，而这些是在获取市场的过程中消费者做出决定的基础。”（费斯霍芬，1959，75页）对此，对品牌购物动机的询问就回溯至针对消费者而言对品牌功能的询问。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品牌功能构建出完整统一的目录，并且在个别情况下也存在着观点差异——恰好在定义并解释单个功能的过程中存在，但是也有与品牌基本功能相关的某种一致性[158]。不涉及对品牌描述方式的最终责任要求，以下功能——区分和辨识功能，减压和导向功能，保证和信任功能，知名度和身份认知功能，交际和融合功能——均属于品牌的基本功能。

品牌的区分和定义功能与一个产品的标识直接相关：名称、笔法、标牌、广告语、颜色、包装、标识性旋律等[159]。因为只有品牌标示才允许对一个产品进行不混淆的辨识，以便在与其他产品的竞争中有所区分。除此之外，品牌标示首先在足够的广告攻势下才构成一个品牌知名度的基础，才会使自发记忆和冲动购物成为可能，正如同这些功能在品牌获取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品牌的减压和导向功能可以直接与其区分和辨识功能一起阐述。因为基于其容易识别的可辨识性和可重新辨识特征，品牌可以帮助购买者不必花费更多精力均可在任何一种方式的市场上自我定位——买所欲买。此外，这些特点还能使一种近乎无风险的决断成为可能，因为每种品牌都能确保质量并从而被“盲目购买”，这一点减轻了购物者对产品进行无穷尽的比较的必要性[160]。

品牌的保证和信任功能始终与其减压和导向功能紧密相关，因为基于消费者不可能对在市场上出现的所有可获得的生产性及服务性商品均熟知其特性并对其中途进行检测，所以基于品牌的质量保证，品牌赋予消费者信任，至少购买品牌商品——名牌商品——不会犯错（参见内勒—诺依曼，1975；许特尔，1978）。就这点而言，品牌信任度起到了替代商品知识的作用。

在一开始谈及上述各品牌的作用时，这些并不一定适用于一个品牌的知名度和身份认知功能。假如一个品牌被完全用作“象征资本”，这些功能只有随着一个品牌的额外作用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才发挥作用。因为购物，尤其是品牌使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以便提高购买者或者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并且如果它重点在于外部作用，那么随之便具备了知名度功能（参见Menzel，1993；卡曼辛，1998）。同样，如果内部作用占据重要地位，那么一个品牌也可被用于自我价值的提升（参见凯尔纳，1994；佐默，1998）。

最后列举亨宁—博德维希/库所提及的品牌的交际和融合功能[161]。因为在此期间品牌被很多人视为信使，可给消费者提供品牌的全部使用可能性（参见魏因贝格，1992）。除此之外，一个品牌自身也可以被用作与其他品牌的交际媒介，因为正如乌尔所提出的观点，这是为了标识出各个品牌之间的所属性和界定性[162]。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上述所列举的品牌功能，既不完全，而且各单独功能也不涉及全部的不同的相关问题，但是品牌研究通常很少重视与此相关的后果问题。在有需求时，才能谈及精细度。灵活地看，品牌的这五大功能也可以用于与以下不同的购物过程建立联系：寻找、购买、使用，甚至最终清除一个品牌，其中，每个单独的功能都指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之所在（参见梅菲特，1991）。“因为顾客并不寻找产品，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163]。”

这种确定甚至如下所示得以普遍化，即所有产品和服务性行业归根到底都起到“问题解决方案”（魏因贝格，1992，31页）的作用，这一点清楚地在美国著名工具品牌Skil工具的广告中表现出来，其中，极其简单地展示出问题所在及与此适应的解决方案，一目了然。“产品、服务业和市场营销过程，今天越来越多地成为针对文明问题的解决方案。”（霍克斯/维佩曼，1996，111页）对此，成功的品牌恰好在这种意义上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品牌整体上将一系列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时集于一身，并且借此展现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个系统[164]。“品牌是一个独具风格的问题解决型服务，建构于其特殊性之上，其出发点就是此想法：品牌技术发明。其中，问题解决方案首先在品牌的非物质性一面，其次在物质性一面可以看到。”（里格尔，1987，399页）

如果我们首先从科特勒/Bliemel所提议的购物过程的五阶段模式出发，就可以每次将一定的品牌功能归类于品牌以下各阶段：（1）承认问题；（2）寻找信息；（3）评价类似情况；（4）购物决策；（5）购物后行为。这些功能都有助于解决每一阶段所出现的问题[165]。

在每个购物环节一开始，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并伴随着解决方案，这一问题被科特勒/Bliemel描述为处于“应处状态”和“存在状态”之间的分歧，而他们在减少甚至消解分歧矛盾中看到了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如果基于在之前的情况中，问题解决方案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情况——通过将品牌社会化以及个人抑或他人的经验——品牌就已经在此阶段将自身纳入关注领域，随后的寻找和决策阶段就继续自动进行了。

在信息寻找这一点主要涉及感知合适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此阶段，问题在于找出从何处获知正确的信息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评价。与此同时，既不是消费者也不是生产者能够完全毫无准备地彼此偶然相遇，因为他们已经多次在之前的相遇中彼此了解，并且彼此产生好或不好的体验。与此同时，作为信息来源，家庭、朋友和熟人能够通过口口相传，利用广告或者商品测试基金会作为导向帮助，均会被考虑到。正是成功的品牌才能在基于熟悉度、高度的回忆值以及很好的声誉的共同作用下，多次对尽可能地缩短信息寻找的阶段——即使不能完全因习惯而购买——做出贡献，并且也能对迅速做出购物决定有帮助，这样一来即可节省时间并极大降低购物中衡量估算所费的时间和精力。

在评价相似物的过程中，主要涉及在各功能性上等值的问题解决方案中找到针对特殊问题的相应解决方式，如果事实上的可比性存在的话。这个阶段的问题就在于，要对每个单独的信息源进行可靠性和可信度的测试。与此同时，比较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会随着问题解决方案的使用频率、使用时长和费用，以及针对消费者问题的特殊意义（“低程度/高程度参与性”）发生变化[166]。即使在这里，品牌也表现出极大的优点，因为在品牌中，进行比较通常是多余的，所以品牌的自我要求就在于，对品牌进行比较时不存在其他的能够同样提供此问题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原本的购物决定大部分还是一个实施的问题和激发冲动型购物的各种机会，比如一些特殊的活动，用来在“销售点”促进销售——只要不完全依赖习惯，并且纯粹的“盲目购买”（多尼茨拉夫，1939，52页）能在无意识的购物决定产生时达成。因为必要时，在大部分偶然方式下，偶在情况还会带来更多问题，如果品牌不能在通常的购物场所，不以通常的购物量，不在计划的时间点获得，或者应通过一个未预料到的支付方式结清（参见科特勒/Bliemel，1999）。那么，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大多数就是品牌忠诚度，是否要选择另一个购物场所，另一些购物数量，一个晚些的时间点或者还选择另一种品牌或者非品牌商品。

最后是购物后阶段，在此阶段问题首先在于，事后必须确定人们有可能会进行错误性购物。为了应对此问题，必须事后证明自己购买决策的正确性。“那些刚刚购置了汽车的人，首先倾向于阅读那些称赞他们所购买的车型号的广告。”（鲍尔，1976，216页）因此，这也适用于，即使在购物行为完成之后依旧对一次购物服务进行辩护——恰恰是在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借助乌多·科佩尔曼（Udo Koppelmann）（1987）的解释，可将其称为“购物后的安全感”，尤其是在顾客购置了昂贵的物品后急切地需要证明这一点，以便在购物决策中证明自己的正确性[167]。归根到底，带来的结果就是务必要确保所购置服务的质量。恰恰就是这一点，品牌从它的良好声誉、可信赖度以及其他的产品相关服务，比如保质期、优惠程度、处理偶然的赔偿情况以及其他措施中获利[168]。

自然，品牌的问题解决能力不仅仅局限于购物过程，因为一直要取决于最终购买品牌所必要的特殊的解决问题的需求。对此可能涉及一个非常实用的起因，以20世纪初宝莹洗衣剂的发明过程为根据。毕竟很久以来多人口家庭在洗衣服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极其多（参见舒尔德，1990），因此这一洗涤剂的发明令洗衣过程中的大部分体力消耗变得多余，它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恰如上天的恩惠——至少人们在1907年6月6日关于宝莹洗衣剂的第一篇广告文中明确相信这一点：

“接下来，新的洗衣剂‘宝莹’（PERSIL）即将上市，只需一次水煮，毫不费力，不需搓洗，衣服就可洗得白又亮，工厂主可以确保绝对无损衣物。任意使用，绝对无害。——注意，‘宝莹’上市时间，即将广而告之。”（Schnurdel，1990，325页）

但是人们不应弄错：即使在引入宝莹这一广告概念时也并不仅仅涉及洗衣服本身。在广告信息的重要位置肯定包括了直截了当地节省劳动力的信息。这些信息背后还一定涉及如何解决生活中通常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的戴姆勒—奔驰的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维纳（Helmut Werner）曾经表示：“我们不想仅出售一部汽车，而是在提供一揽子运输服务[169]。”因为在谈及问题解决方案时绝对不会仅仅指品牌所要求的基本用途，而是还有额外用途，它不仅能够在公共场合，也能从私人角度用于生活和个人的自我价值提升，并且毋庸置疑的是“情绪体验值”（Konert，1986；博尔茨，1994）的最后一个领域在此期间在许多品牌中被证明是对消费者有优势的——即使在一个几乎纯粹的“商品”如矿泉水（参见弗兰克，1995；Sesterhenn，2001；Karolefski，2002）中也是如此[170]。德劳特沃矿泉水（Gerolsteiner）品牌就是这样——在矿泉水市场上明确的市场引领者——从1998年至今以广告标语“你的口渴有救了”闻名（参见Berdi，2002）。在一些商品策略中，只要整体满足度（Sättigungsgrad）尚未实现，直接的基本用途还会位于广告的居前位置。最终，广告的发展毫无例外地指向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和价值[171]，正如弗里德里克·拜克尔贝德（Frederic Beigbeder）（2001，98页等）在自己的小说《3990》中借一个酸奶制造商之口所言：“‘我们的最高价值就是爱。’杜勒最后解释。‘我们的顾客购买爱……我们不出售酸奶，我们出售母乳！因此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产品！爱是全世界的！我们必须有全球视野！必须有全球化思想！’”不久前，新的德国电信供应商“O2”——以前的飞亚格电讯集团，采用以下广告语：“如果我们心有所想，愿望就会达成。生活中事事皆有可能。不存在边界能够阻碍我们的可能性，O2是移动沟通的新源泉，您有什么愿望吗？O2可以做到。”对此自然不应忘记，正是成功的品牌才能将各种功能集合于一身，并且不仅因其能够传递情感体验价值而被购置，因此市场研究也能转向品牌功能的丰富性，研究其在购置行为之前、之中还是之后的多种功能（参见博尔茨，1999）。

但是这并不够，因为品牌不仅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它们更多的是，并不少见地参与到自我生成那些保证要解决的系统问题中（参见迈耶，1993；佐默，1998）。虽然似乎每次涉及的单个问题都独立于提供一种品牌功能的解决方案，并且存在于此之前，建立在起因/影响顺序的意义上：首先问题出现，紧接着才提出问题，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但这（通常）并不是这样。相反，如果人们相信一系列的品牌研究注解，才间或出现一个解决方案（想法），并作为一个普遍性问题（意识）的原本（可变Beweg）原因，而这个普遍性问题（意识）随后能够独立自主最终要自身获得诞生权。这一点在品牌业的初始阶段就已展现，并直至今日才得以图像化。

尤里乌斯·美极在19世纪80年代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对以各种方式发展经典品牌商品做出了贡献——当工业化大潮将越来越多的工人驱至各个工厂，并随之带来如何以适当方式养活大众的问题，甚至在此之前就已存在公开的大众需求的呼声。对此，在美极品牌中首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并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食物，因当时普遍的营养状况极其糟糕。除此之外，因时间宝贵，美极产品仅仅需要一个很短的备餐时间，并且物美价廉，以便大众均能消费得起（参见Vincon，1995）。

这一市场营销策略不无反响。1903年可在烹调书上读到：“用美极调味可能是最好、最便宜并最节省的方式，仅用区区几滴就可将寡淡的汤、肉糊、陈年酱汁、蔬菜、沙拉等瞬间赋予极其精细、浓郁的美妙口感。”（美极有限责任公司，1997，10页）但是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目标并不总能达到，因为美极产品对普通大众而言还是过于昂贵，并且当时由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所撰写的广告更多是为富裕的市民阶层发声的。除此之外，这一产品的慈善性一方面肯定并不是尤里乌斯·美极的唯一动机，但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了。

事实上，这一自身诉求直至今日依旧被坚持，因为美极的品牌哲学在这一传统中一直保持不变。企业内部的自我理解是：美极产品“致力于减轻劳动量，关注最大化的时间节省，在日常生活中带来更多调剂以及大量创造性，并且一直奏效”（美极有限责任公司，1997，31页）。在另一处提道：“美极经年累月主要致力于，今天的生活便捷性不再是单维度的，仅仅用以节省劳动，而是服务于创造性，可体验菜单安全性和成功安全性[172]。”此外，这一表述早就不是空洞的短语，而是凭许多消费者的购物和消费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印证的：如果今天要做一顿快速美味的饭菜，即便有众多相关商品可选择，消费者也会不假思索地去拿美极[173]。因此，在企业的自我描述中也需颇具自我意识地提及：“美极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构，在饮食、助手、朋友和所有围绕饮食问题的美好愿望中游刃有余[174]。”也可以说，美极是快捷美味的饮食，快捷美味的饮食就是美极。

此外，没有比“便捷性”这一名称更能确切地表述许多品牌在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交互影响了[175]。因为只有通过美极和具有可比性效果的其他品牌商品，才能具备直接的“便捷性”需求，即简化以下说法：将日常生活管理中的“外部采购”转移至第三方，而这种采购可通过这些品牌得以满足，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可不必对食品供给中的大部分冠以“便捷性”，而几乎可以说“准备吃”——立即享用，而不必在获取和准备上花费更多时间或认知方面的精力[176]。特别是在美极这一情况中，关键词就是“迅捷、菜单安全、成功安全、调料安全”[177]。此外，在消费社会起始，就已经存在这一趋势，即在购置和使用商品和品牌时，使用很多问题解决方案，比如减轻劳动量、赢取时间以及保证成功[178]。这一点反复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上：美极体现便捷，便捷即是美极。

“从经济史角度来看，在此所提及的发展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新意。这种发展就是家庭和住房供给的持续性外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此阶段以前资本主义家庭经济的消解为开始，而蓄养家畜、面包房、纺车和其他‘生产设施’均属于这一经济阶段。在工业——手工作坊逐渐消失——用‘进餐时的未加工商品’接管了厨房的供给之后，工业很快便进一步发展，以便进入食品的加工领域，即生产膳食。”（察恩，1960，113页）

在这种意义上，品牌同样也涉及对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建构：今天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多数也会同时想到解决方案，并且恰好是这种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彼此依赖性包含了作为系统解决方案的品牌特殊性（也参见博尔茨，1999）。此外，将问题和解决方案同时示以消费者的趋势，甚至可暂时以教育语义学的方式得以表达（也参见Haas，1995）。在维克托·福格特（1929，197页）的文章中有如此表达：“公众完全被教育成具有新的习惯和新的需求。”在汉斯·W.布罗泽（1958，118页）的文章中，不仅提及“发现”消费者，也提及“教育”消费者：“品牌商品愿意通过教育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稳定化。”在威廉·拉泽尔（1964，133页）的文章中甚至提道：“在生活方式意义上，市场营销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与学校和家庭的控制机制一样。”鉴于这样一种语义学，“操控主题”正如同这一概念首先因其在范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1958年富有争议的书籍《神秘的诱惑者》中出现并得以普及，自然在一片质疑中得以证明其合理性，但是对操纵的质疑在这一言语粗俗的文本中所涉不多[179]。因为布罗泽（1958，100页）对教育的理解，是最大限度上的对正确生活的导演，大概就是在“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提供了正确的饮料”，正如在BOLS含酒精饮料的广告宣传中所言：

“在我们的广告中，我们拍摄了一位先生傍晚的宁静生活，伴随着打牌、烟斗，自然还有BOLS葡萄酒和杜松子酒，在一次现代的冷餐会上，彼此干杯祝福，桌上陈列着一系列BOLS产品，并且还需举例——一位现代妇女的咖啡桌上，精心地为朋友的来访陈列着BOLS葡萄酒和BOLS-Apricot。在其他广告中，BOLS葡萄酒品牌作为推荐给象棋比赛中使用的醒脑酒，BOLS-Gin则被放置在一个独特的、由阿姆斯特丹总店研发的一种鸡尾酒瓶里，用来调和水果汁。”

以这种方式所导演的场景，不仅仅传递了情感的体验价值，而且更多地展示和预演了一个具体场景中的生活方式（“生活片段”），目的在于导向、模仿或者偏移——因为这种选择做与不做，在任何情况中均是视观察者而定，并且不可能被夺走。换言之，这种广告也涉及了品牌在前景游戏中对消费模式的演练，而这即可明确称之为“操控”。尽管如此，这种言语方式低估了福柯所提及的积极的、意义归纳的以及行为引导的建构成效，这些成效与品牌政策紧密相连，无论人们以肯定方式还是批评的目光看待。就这点而言，在几乎所有品牌中，都几乎涉及了教育纲领的一种方式，这种纲领能指导消费者如何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一个正确的品牌——做与不做，取决于每个消费者自身。因为消费者一方的自由度没有为此受到限制，充其量是被影响。但恰恰是这种影响方式，不仅仅存在于购物中的建立帮助过程中，或在一个品牌的基本功能及附加功能的使用过程中并被详细阐述，而且除此之外还赋予正确的、如意的幸福生活以一种理想化的引导——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帮助”（哈伦贝格尔，1997），对此人们必须特别关注品牌的系统解决方案，并愿意理解其特殊性。思科公司（Cisco System Inc.）的董事会主席约翰·T.钱伯斯（John T. Chambers）对此有以下表述：“从来都不是仅仅给顾客出售一个产品的事，出售的是一个梦想。”（Knop，2000a）或者正如同SAP（思爱普）的广告中丝毫不委婉地声称的那样：“不是出售商品，而是满足愿望。”

根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也可以说：“请根据品牌的使用，来了解其一些含义。”因为这些含义并不仅仅从观察其表面语法结构中得以推断，而是根植于其深层语法结构，其比起直接满足需求的可见的直接性所涵盖的内容要多[180]。自然，品牌研究和市场研究在持续性研究效果上极大复杂化了：“消费者的行为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他不说其所想，并且也不想其所感。——这样一来，数量型研究/量化研究必须探究其情感来源，以便获得真实的动机和线索轨迹。”（霍克斯/维佩曼，1996，163页）

此外，品牌还通常被认为是“含义载体”“意义来源”或者“体验世界”，借助这些品牌，人们可以装扮自己的个人生活，并且按照各自需求更换新的品牌产品[181]。

“因此，品牌也是以符号形式构成的客体：它们具有一个物质性基础——产品质量、名称、价格、在某一货架上的位置、广告，其商品标识组成的所有因素等。所有这些阐释了自身丰富的含义，并且所有这一切均有助于品牌传递一种整体性意义，令所有市场参与者在最佳情况下对其了解并理解——而且这些消费者以一定形式或者在某种场景下使用这一品牌，就会将品牌现实化，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产品和品牌之间的信息。”（卡曼辛，1998，482页）和苏珊·M.福尼尔（Susan M. Fournier）（1998，1999）一样，我们也可将其称为“品牌关系”，消费者如同对待他们的朋友和熟人一样与“他们的”品牌保持着联系，并且这一点有时会按照世界标准，那就会想到诸如可口可乐、耐克或者诺基亚等品牌（参见Häusler，2000）——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设想，在品牌研究的语言游戏中很早就有迹可循[182]。在德意志银行的一个广告中，这一点相当形象化地得以展现：“信任”在这里是一个核心概念，不仅在广告附加文本中，而且也在与小男孩的联系中得以体现。这个男孩可能同样必须信任，他会被毫发无损地接住，如同银行顾客应该相信德意志银行能够赋予其“信任之手”一样——这可能就是这则广告所要表达出来的诱导性企图及陈述。

为了在消费者和品牌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紧密并几乎共生的关系，自然很有必要深入并详细地研究消费者及其需求、愿望、梦想和恐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成功地将名为消费者的“黑匣子”“从内而外”地透彻了解，以至一个品牌的信息能够直接涉及品牌分散而又可能彼此冲突的动机。这样一种关系的基础可以和丽萨·福尔蒂尼—坎贝尔（Lisa Fortini-Campbell）（1999，2001，49页等）提到的“消费者洞察”这一概念来称谓——这样的名称已被埃内斯特·迪西特（Ernest Dichter）（1964，433页等）提及并很适合“黑匣子”图景（也参见Arndt，1968）[183]。除此之外，福尔蒂尼—坎贝尔将消费者洞察的想法与演员的努力相比较，即融入一个特定的角色并充分展示，与角色融为一体：“清楚的是，内化消费者视角的能力是针对消费者的满意度、竞争差异性和商业成功的一个批判性因素。”据此，消费者可能很准确地回答了以下问题，即应如何在理论上看待名为消费者的“黑匣子”[184]。

在“品牌研究协会”（GEM）自1997年以来每年举行的名为“品牌对话”的一次活动中，在德国宠物食品的市场引领者爱芬公司（Effem）任职多年的企业负责人莱纳·坎普豪森（Rainer Camphausen，1999），以品牌伟嘉猫粮为例展示出爱芬公司是如何发展至今，从而借助消费者洞察视角尽可能达到一种“目标明确”的市场交际——因此人们可能在此将自身对品牌的阐述理解视为生产者视角。除此之外，关于消费者视角之说（还）并没有切中正题，更不如说是一个趋势或者纯粹的标签，这一观点直至近年来才彰显其重要性[185]，即（还）不是独立的市场研究方法，因为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针对特定市场的合适目标群体的（深层）心理学采访。在此期间，坎普豪森在其报告中相当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言语与行事方式形象化地说明，如何才能借助消费者的洞察方法将名为“黑匣子”的消费者转变为“白匣子”。

即使坎普豪森也是首先从以下情况出发，即在消费者与其品牌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但因为今天不再可能单独用简单公式“居住环境+年龄+教育=X品牌的使用者”来发现品牌的什么特点令使用者兴趣不减，因此如何才能将使用者与品牌紧密相连，提高其忠诚度，就必须要另辟蹊径。此外，坎普豪森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建议无法更简单了：“理解使用者才能奏效[186]。”恰恰是这一对消费者的理解——坎普豪森称其为消费者洞察，其中他还强调，抛去所有的市场分析和深度采访，最终都归结到一个感受和直觉问题上，即采访对象的成功与否。

这种市场营销攻势的出发点在于以下判断力：伟嘉猫粮品牌的成功取决于广告中宠物猫所得到的东西，还有它显示的样子以及接下来的行为。但归根结底，这种观察对于猫粮供应商而言构成了一种极少的有用来源，用于令原本品牌风格独具一格，因此这些品牌信息和品牌交际应该更充分地适合猫主人的需求。什么是猫主人的需求呢？爱芬公司应该如何更好地迎合这种需求呢？接下来的问题以对猫主人的研究为基础：“在喂猫和选猫粮时，哪些情感对于宠物所有者是至关重要并具有良好选择性的？竞争者都具备这些吗？如果不，那么这些情感对于伟嘉猫粮品牌都是具有承载力并且具备未来的竞争力吗？这些情感能否将来和伟嘉猫粮的市场领导地位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呢？”（坎普豪森，2001，300页）“质量性研究、动机研究、深度心理学研究以及更多”（坎普豪森，1999，106页）从爱芬公司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所做的研究中，目前得出的结果是，鉴于他们所养的宠物猫的“独立性”，猫的所有者通常会有种并不真正被需要的感觉——除了往猫食盆中添加猫粮。为此，新的广告宣传的切入点被找到了：

“从这种消费者洞察中得出的一个关键性认识是：我们必须赋予猫的所有者一种能在我们的交流中发挥作用的新角色。如果伟嘉猫粮是唯一的能令猫幸福、健康并且满意的所需之物，那么我们就将购买伟嘉猫粮的宠物猫所有者削弱为纯粹的罐头开启者的角色。在我们新的消费者理解中，与此相反，宠物猫所有者是唯一具有能力来决定宠物猫是否开心健康的人。他在猫的毛发中、在它的活动里和它的整个行为态度中能看到这一点，在它的喵呜叫声中和舒服的呼噜声中能听到这一点。他照顾自己，也关心宠物猫，他能令宠物猫感到安心可靠，伟嘉猫粮正是在这一点上帮助了他。如果涉及喂食，伟嘉猫粮就是关心的最好表达，是宠物猫所有者想给予猫的最好照料，因为伟嘉猫粮需要并且喜欢对它友好之物。正是具备了这种消费者洞察，我们的代理商才能重新发展与顾客之间的交流，并且借此，正如我所说，赋予品牌更多的魔力，并实现以下目标——在消费者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纽带。”（坎普豪森，1999，107页等）

基于这一点，我们观察伟嘉猫粮广告中的一些特别地为宣传所作的要点就能确定，总是有两个主旨/动机出现：一方面是猫的“独立性”，它除了自己无所需求，这一切能从它喜爱四处乱跑，有明显的游戏和冒险兴趣上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是猫的“保护需求”，如果发生未曾预见的事，那它就毫不迟疑地去寻求主人的庇护。在这些情况下，喂食就能激发起猫的信任、感激和爱，而这正是爱猫之人所希望的。与此相应，“宣传”的“创新点”是：“你能看到并听到伟嘉猫粮对你的猫意味着什么。”（坎普豪森，1999，109页）[187]这种宣传的其他因素——某一只猫[188]，一个典型的养猫环境，以及相应的嘈杂声——均支持这种效果。最终，在这种背景下，也可以理解坎普豪森（1999，118页）针对消费者问卷调查技巧中所言：“在这些我们进行的采访中，我们并不是直接走过去就问‘是什么激发起你们的购物兴趣’，而是将话锋转到‘你们在生活中想念些什么’，并且把话题转向各种你们没有的经历和体验，然后尝试对此进行了解。”因为仅仅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坎普豪森谈及“照料”和“生活帮助”等那些爱猫的人通过伟嘉猫粮可以参与的互动，就能够帮助他们，鉴于他们宠物猫的“重要性”，能更好地考虑他们自己的内在重要性[189]。

有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将如此多的精力花费在讲述爱猫之人会遇到的特别问题。但是无论是否与伟嘉猫粮、LC（一种酸奶）或者可口可乐有关，今天在品牌研究中已经完全围绕着同时向消费者从多种角度提供问题解决方案，这已经远远超过一开始在谈及品牌业时重点提及的部分，比如市场透明度、质量保证或者品牌信任。这些第一代“品牌功能”早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因素，几乎没有人还愿对此多费口舌[190]。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那些第二代品牌功能，这些功能涉及对消费者做深入的问卷调查并且仅仅从消费者出发才能易于理解。因此，在今天的市场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消费者的理解，更进一步说是关系到对消费者理解的理解，只要涉及深度的、（深层次的）心理“存在目标”以及“生活圈”（参见霍克斯/维佩曼，1996；博尔茨，1999）就是如此。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按照品牌研究的要求，一个品牌的交际功能必须被添加，从而令消费者理解他被理解了。因为只有那样一来才存在一个可靠的机会，使一个品牌的交流成功实现，而不仅仅是偶然（参见Kiene，2000；比斯特，2001）[191]。

市场研究—社会的镜子

市场研究是令品牌走向成功的钥匙。几乎很少有品牌的成功是不依赖于市场研究的，这一点应该绝不会减少从市场营销和广告获取的收益。但是市场营销和广告在今天也大多仅仅由于市场研究的再确定而成功，有针对性地与消费者交流，从而令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自己被认真对待并被理解，从而最终也会做期望他所做的事。

这种努力最先展示了在此期间，在每一个品牌交际中，“人”位于中心位置，无论外化与否，都与其关注度（Aufmerksamkeit）和认同度相关[192]。这一点尖锐地指出：“人位于中心位置，但始终在路上。”（西查理斯，1997，32页）因此，在品牌研究中，品牌在市场上的交流效果（Verkehrsgeltung）通常在各层次过程中被问及，正如同德国《明星周刊》在名为“品牌剪影7”调查中所言，分为了解、喜爱和准备购买三个阶段：

“借助广告的交流，品牌必须首先扎根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同样，已广为人知的品牌也不断需要新的广告推进力，以便保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重要度’。再者，通常需要具有针对品牌和产品的认可——从品牌熟知者转变为品牌喜爱者。紧接着，就必须成功地将这些因素纳入消费者的购买想法中：潜在的购买欲望越大，品牌被购买及被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Gruner+Jahr，1998，9页）

德国《Geo视界》系列杂志的调查模式“意象”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仅仅在这个“通向消费者之路”的模式中通过多个步骤层层展开，更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首先仅关系到了解。在下一步骤中，取决于品牌形象的独特性；紧接着提及三个视角，即质量、喜爱和活力；最后还必须推进到购物准备这一环节。

其他研究，例如银河出版集团的“名声——媒体，品牌，形象”研究或者保尔（鲍尔）出版社的“消费者分析”（VA，98）均在此一一列举[193]。大部分的调查方法都是一致的：首先借助品牌的显著特点以及持续的广告攻势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品牌熟知度，进一步而言，成功品牌还需要高度的好感度。最后还需要一种特别的交流技巧，以便从语义学的角度达到最佳效果，令消费者情不自禁地陷入决策境地，尽可能做出非其莫属的唯一选择。因为这恰恰涉及，如同多尼茨拉夫所强调的：品牌需要决策者。

接下来请看一下艾菲（Effie）广告比赛中的得奖作品，此奖项是由品牌交际代理总协会（GWA）每年在法兰克福举办，为了奖励效果最好的广告宣传活动，每次均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银铜三种奖牌给予奖励。因此不难确定，在上文中所列出的各种广告成效范畴如品牌知名度、市场领导力以及购买者范畴最终都要完全得出服务于消费者的结论，即使用各种不同的风格进行诠释。此外，艾菲奖（Effie Awards）广告竞赛（译注：创立于1968年的艾菲广告奖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项以广告效果为主要评审依据的权威广告奖项）并不仅仅评价一个广告的纯粹创新性，也着眼于直接的效果证明（“广告效果”），将其作为改善品牌在形象、品牌知名度、销售额或者市场份额等领域中的可能性准备条件，并且通过市场研究不断提升这些研究质量。

举例而言，如果观察艾菲奖的获奖者德国葛瑞集团［（Grey Gruppe），葛瑞集团是一家遍布全球94个国家并拥有121个办事处的国际传播集团，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到1996年为止所获得的得奖作品，可以至少间接地得出结论：品牌研究对于品牌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广告宣传策略的发展和调整如果完全没有市场研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见Grey Gruppe Deutschland，1993，1997）。

1990年为口腔卫生用品Dr. Best Dent牙刷所做的广告，以其将西红柿作为“顺从性测试”的关键图像（“key visual”）荣获金奖，因其成功地将前工厂过程（Ex-Factory Verlauf），即在交易中所有能被售出的产品，从1988年至1990年增加了154%，将此牙刷品牌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增加了125%，并且从而将整个“牙刷”市场的增长率从整体上达到25%。

进一步而言，1990年Grey为德国耐克做广告宣传，将其1986年至1989年的产品销售量增加了97%，并从而赢得金奖。

1991年，这个广告公司为菲洛施（Frosch）品牌的洗衣剂、清洁和厨卫用清洗剂所做的广告同样赢得一个金奖。整体上，菲洛施系列产品的销售额均能够在仅仅一年之内就增加了58%。除此之外，菲洛施品牌作为万能清洗剂的自发市场知名度在1989年5月至1990年12月几乎提高并改善了119%，并且这一伞状品牌在其作为独立品牌的视角下，以80%的百分比证实具有最令人信服的品牌区分度。

在同一年，美乐家咖啡机过滤袋广告，以其费心之作“美乐家之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从而被授予一个金奖以示奖励，因为其成功地在一年之内在整个萧条的市场上再次将市场份额从3.6%提升至40.3%。

1992年，葛瑞集团再次赢得一个金奖，因其成功地为将在德国销售的红酒品牌VIALA重新开拓了市场，广告口号为：“Viala，另一种红。”从1990年秋季到1991年秋季这种红酒的销售数量增长了909%。

1993年，Grey终于为VISA信用卡（“Visa——我要我自由”）赢得一个金奖，在短短七个月内，其品牌知名度增长了117%，并且其广告家喻户晓的程度甚至提高了600%。

我们还可以为这个著名的广告公司罗列出接下来几年的获奖名单，也可以看一下那些其他成功地获得艾菲金银铜奖的广告宣传，它们均是为大品牌做的广告，也可以考虑到每年由《生活用品实践》为食品行业的琳琅满目的各色热销品种所做的调查，以便确定每年都有产品重新打入市场，它们成功地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且也成为品牌，因为它们在市场上获得了必要的“认可”。除此之外，在相关专业杂志如《市场营销周刊》《品牌商品》《销量经济》或者在《生活用品报》《生活用品实践》中，以及在诸多单行本如《成功品牌，别样做法——品牌成长史，第一个针对世界上最成功广告营销案例的调查结果》《品牌权利——为何阿尔迪、宜家、H&M如此成功》，或者合集如《借助品牌走向市场成功》《品牌成功因素：品牌管理的新战略》中，还有大量的针对成功品牌和品牌企业的文章和分析。在此，仅仅提及最新出版的这四本在标题上已对品牌成功进行设问的出版物[194]。

鉴于这些信息情况，在对市场营销、广告以及市场研究领域所采取的相应措施进行足够的关注时，似乎品牌的建立和成功不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简言之，在品牌建设中的不成功案例几乎不再出现，尤其在当时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但是这一点并不会证明维克托·福格特（1929，344页）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提出的信念这个概念是对的，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在进行“仔细的市场分析”时才可能在市场事件中完全地揭示“原因和影响之间的关联”，从而获得“在某种程度上对偶然事件的控制”。因为人是偶然事件的控制者，所以预报这种事件的突发性并不遥远，福格特（1929，443页）乐观地认为：“从商业性成功我们可以预见这种成功是否会出现以及成功的程度大小。”就这点而言，以下惯用语“通过市场研究令品牌获得成功”似乎是非常确切的（参见韦伯，1997）。

但是这种表象具有欺骗性，即如果持续从事这一题材方面的研究，就会立即发现同样许多提示，表明品牌建设中的成功份额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如同它在自我评价中所展示的那样。不久前，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2000）才有如下评价：“大部分的广告宣传都是纯粹的浪费钱！”对此，“十大市场营销失败案例”[195]的汇编表明了不成功案例在开拓品牌市场时是如何被定义的，并清晰地显露出其幽默的特点。




	十大市场营销失败案例



	雪佛兰汽车公司（Chevroler）所制造的一种汽车型号，被称为“Nova”（新星），但在西班牙并不成功。Nova在西班牙语中指“No Go”（不走）。



	百加得（Bacardi）是著名的朗姆酒制造商，他们把一种果汁饮品命名为“Pavian”，暗示法国人这是种很时髦的饮料，但在德语中“Pavian”指“狒狒”。



	派克钢笔将其墨水广告宣传口号“避免尴尬——请用快干墨水吧”（译注：派克钢笔推出的Quink墨水是取英语单词“quick”和“ink”合二为一的人造词，意为“快干墨水”）翻译成西班牙语“Evite Embarazos—use Quink”就另有歧义，也可理解为“避免怀孕——请用快干墨水吧”。



	如一个美国衣物洗涤剂品牌开始在中东的杂志广告中做推销，却将一件“之前”的脏衬衫放置在页面的左边，而将另一件“之后”的干净衬衫放置在广告的右边，但是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向左。



	当嘉宝（Gerbera）食品公司第一次在非洲售卖婴儿食品时，使用和在美国一样的包装，即标签上有个可爱的小孩。后来，因调查显示销售数据远比所期望的要低，他们发现在非洲许多人都不识字的地方，有个很普遍的实践经验，即应该把绘有商品内容的图片贴在食品的外包装标签上。



	美国银子弹（Coors）啤酒的广告口号：“轻松一刻”，翻译成西班牙语是“深受腹泻之苦”。



	美国帕芙（Puffs）纸巾在德国有个很不好的名称，因为“Puff”在德语俗语中是妓院的口语表达。



	快乐绿色巨人冷冻蔬菜，翻译成阿拉伯语指“恐吓绿色妖魔”。



	当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时，被采用了一个相近的汉语音译方式，但是最初的中文译文的字面意思是“蝌蝌啃蜡”。



	可口可乐使用的广告口号是“可乐加生活（Coke adds Life）”，翻译成泰语则成了“可乐——令您的祖先起死回生”。



	美国著名普度（Perdue）鸡肉公司使用的广告语是：“坚毅的人才能做出好吃的鸡肉”，但是西班牙语则翻译成：“一个性致勃勃的男人会让一只鸡充满爱意。”




如果人们恰好关注新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那么结论是令人震惊的[196]。消费者研究协会（GfK）的雷蒙德·威尔德纳（Raimund Wildner）（1999，68页）引用了一项早期研究，此项研究显示，在德国生活用品交易中，1986年新进入市场的产品有55600件，但是仅仅一年以后就仅存52%。海纳·亨辛格（Heiner Hunsinger）（1994）在第四次国际珠光颜料品牌（Iriodin）设计论坛上同样也展示了一个之前的研究成果，研究显示，1985年进入市场的新产品中85%没有存活下来[197]。当时德国可口可乐董事会成员海因茨·维措雷克（Heinz Wiezorek）（1997，83页）在1997年“品牌对话”会议期间所做的报告中得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所有新进入市场的产品中的90%在三年后都会退出市场。平均而言，其中每一个在进入市场期间花费了500万至1000万马克，这堪称瞬间的价值/财富毁灭[198]。”彼得·哈勒（Peter Haller）（1999，369页）再次表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有新产品中的60%到95%都失败了。”在罗伯特·麦克马斯（Robert McMath）的调查中甚至提及94%的失败率：“在不管怎样去挣钱的精神的驱动下，每年大约有25000种新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现在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对于无可奈何的消费者而言，它们中的94%都被压碎焚烧，最终在减价商场找到了归宿。”[199]约翰·M.墨菲（John M. Murphy）（1990，20页）有以下评价：“确定的是，在每20个新品牌中就有最多19个失败了，更普遍的是，失败的原因并不能完全确定。”换言之，所有新进入市场的品牌中近95%失败了，而原因不得而知[200]！

此外，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涉及那些新进入市场的产品，其大多数被没有“好意”地，即并不具备知识储备——在首次购买时就应该将风险应对意识建立在其上——就被抛到了市场上并且必须面对完全从零开始，从头培养知名度、形象和信任的这么一种情况，刚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合那些众多的新“创业公司”以及“互联网公司”（参见Futowski，2000；Heidenreich，2001）。因为即使在许多顺利地开拓市场的成功大品牌中，品牌经理也在单独的产品革新和品牌交际的各种变化形式时遭遇过失败，虽然人们对他们充满信任，相信他们能够充满各种风险意识并且通过相应的市场研究在广告宣传的过程中控制这些风险（参见Davidson，1976）。

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品牌可口可乐，但当它1985年将新可口可乐推向市场时，也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失败。海因茨·维措雷克（1997，84页等）在1997年的“品牌对话”会议上描述了这次偶然事件：

“我们做了最广泛的研究，按照我所提供的概念各由一个消费者商品制造商完成。我们做了50万次匿名测试，超过70%的测试结果觉得新可乐更好。接下来，我们在一次名为“夜雾”的行动中将经典可乐撤离市场，并将新可乐推向市场。当时在人群中形成了对此事的不同反响；我们必须设立100个新的电话热线，每天都能收到15万封信。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和公司负责人受到威胁，并声称公司负责人应该被枪杀。人们给我们写信说道：‘改变可乐的常见形式，就像烧了国旗一样。’谢天谢地，我们是一个美国公司，而不是德国公司，如果现在，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会坚持用三年来推广新可乐，并会向消费者展示谁是对的。因为毕竟50万人做了问卷调查的测试并且一致认为新可乐味道更好。这么一来，还是我们是对的吗？八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又将旧产品重新上市销售。它现在叫作经典可乐，占据99.9%的市场份额，而令人羞愧的是，新可乐仅占据了0.1%的份额。但是在匿名调查中，新可乐如今也是赢家。”

我们本可以将这段历史补充进品牌建设中那数不胜数的失败例子中[201]。接下来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失败案例是如何出现的，这与福格特所提及的“信任”一词有何关系，如果甚至在这样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中，正如可口可乐公司在1985年推广新可乐的过程中所做的，最终的结果恰好与当初市场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相反，如何归类这种失败案例？显而易见，市场研究似乎并不能一定保证品牌成功，但没有市场研究也是不可行的。

可能的是，这种在福格特所提议的信任和令人惊讶的高失败率之间的矛盾，恰恰在推广一个新产品的过程中，在所有的市场上可直截了当地追溯到：福格特对“市场分析”的问题解决能力还是具有一定的单纯性，今天的品牌和市场研究不再是简单地说说而已。因为时至今日，各种针对品牌的评价更为令人质疑[202]。正因如此，卡尔·林（1992，208页）写道：“直觉、幻想和创造性还不能被如此专业的市场研究所代替。”雀巢多年负责人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05页）也表达了对市场研究意义和目的的类似观点：“市场研究在一个匿名的市场中是非常重要的，并非常有必要作为市场营销的基础。与此相反，市场研究不能代替对市场营销专业人士个人能力、心态和行为的理解。”贝恩德·比尔（Bernd Biehl）（2001）有如下评论：“如果一个品牌和其交流模式出现在消费者中间时，在职业化分析、创新性直觉和自然还有些许幸福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尴尬局面。”与此相反，在海因茨·约阿希姆·西蒙（1997，59页）的文章中已经坦称：“在超过了20多年的广告实践后，我已经相当谦逊，当涉及通过广告教皇们确立的市场可塑性时。”在《生活用品报》中名为“年轻商业工厂”的新生力量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醒目的大标题为“市场研究不是畏惧冒险的经理人的伟哥”，毫不掩饰地声称，市场研究虽然会阻止极大的失败和错误，但是不能令人信服地预见成功——正如在新产品开拓市场的前两年内90%的失败率所证（参见康拉德，1999）。明显的是，市场研究毫无争议是令品牌成功的一个必需的但不充分的条件——因为人不仅生活在市场中。

如果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那么不考虑这期间出现的市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似乎与市场研究的成功预期并不太远。带着这样的质疑，如此经久不衰的（成见）判断就不应该重新甚嚣尘上：品牌研究是——特别也基于顾客压力——仅仅是“迅速而肮脏的”并且同样也因此是不可信任的，如同在行业中传播讽刺挖苦的流言蜚语一样[203]。但要比迄今为止更为决断地摒弃这种广为传播的观点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完全有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获得对这种偶然事件的控制（也参见托普里茨霍夫，1974；韦伯，1997）。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彼得·梅施希（Peter Maeschig）（1994）的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一个辩证性问题——谁会喜欢接受成功品牌源自偶然事件原则。清楚的是，如果偶然事件参与其中，那它就因控制的原因不会成为最佳[204]。品牌研究虽然致力于将名为“黑匣子”的消费者转变为“白匣子”，并且不管借助于消费者洞察，还是鉴于哪种类型的失败率，核心要素似乎都被忽略了。此外，恰好品牌研究也已经很早就清楚，在研究市场时，“不仅要求观察一个理性行事之人，而且要求整个人的参与性，即他所具备的所有的由情感决定的愿望、希望、害怕、对品质的期望和知名度设想，所有形式的追求效用以及其他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以及诱因情况”（马特斯，1967，55页）。但可能的是，这“整个”人坚持逃避开品牌业的全部研究，以至于最终不可能将名为消费者的“黑匣子”仅仅通过市场研究——只要市场研究仅仅问到与市场相关事宜——每次都完全转变为一个“白匣子”。因为“整个人”不仅仅在市场中活动，而且还在社会中活动——如果想理解“整个人”，必须也要理解整个社会。这有可能意味着，这种目标并不仅用市场研究就能做得到，而是最终需要一个社会研究，以便能够充分地理解消费者，使得他们感觉自己真正被理解和考虑。同样的观点在道格拉斯·N.达夫茨的发言中也可以找到，他在1999年12月，在可口可乐公司经历几十年不间断的增长之后突然陷入了危机时，被任命为新总裁并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我们必须要看见所有人，而不是仅看见顾客；我们必须要看见整个社会，而不是仅看见市场。[205]”

接下来，如果我们追溯市场研究的全部文献就能了解，市场研究者早就有意识地关注到了这一结论[206]。德国市场研究者协会（BVM）在1975年于慕尼黑举办了主题为“市场研究——社会的镜子”的年度会议，并且汉斯·拉斐尔（Hans Raffee）（1975，293页）在会议期间再一次以“品牌商品”为题做报告，简明扼要地给出了行业自我理解的要义：“没有市场研究，任何研究活动都是盲目的；按需生产已经过时，与此相联系的错误投资可能会是后果。”与此同时，在许多行业中，较高的品牌失败率也引起了对市场研究的成功催化剂作用的质疑，并得出结论：在此主题下所提出的诉求，可能必须要被撤销——单单市场研究所不能企及的是，在事实上作为社会的镜子。因为它所研究的仅仅是它对市场这一概念所理解的内容。但是市场排除了许多构成整个社会的内容，就这点而言，会议主题更应该叫作“市场研究是社会的镜子吗？”显然，市场研究迫切要求研究社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理解人这个整体，只要这确实可能（参见费斯霍芬，1935a；克洛普夫，1954）。对于这种情况，不再仅涉及市场研究，而是涉及社会研究（参见霍克斯/维佩曼，1996）。至少，应该对研究客体的不可预见的扩展有所期待，比如克劳斯·彼得·卡斯（Klaus Peter Kaas）（1979，400页）提议：“消除这些缺陷的最坚定并且理论上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就是，消解‘其他条件均同’条件，并且将需求的所有潜在因子当作独立的变体处理。”具备这样的目标和市场研究，只要它能够坚定地追随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整个市场的目标，也就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与此同时，从名为消费者的“黑匣子”到“白匣子”的转换也就与从市场研究到社会研究的转变紧密相连，恰恰这一点在道格拉斯·N.达夫茨的讲话中有所体现。作为推荐，从而可以确定，品牌经济应该更明显地比现在更多地求教于社会研究，也就是社会学。汉斯·F.J.克洛普夫（Hanns F. J. Kropff）（1954，630页）在大约5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学思想日益提高的重要性有义务对社会科学结果进行加工。”因此现在就适合发展一种单独的品牌社会学理论。



[1]逢十周年纪念虽然一直被庆祝，但是最近庆祝活动明显有增长的趋势，参见乔治·吉尔斯伯格（Georg Giersberg）：“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微笑着……捋了下胡须。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回忆自己的历史，并开始撰写企业编年史。“《2700年历史的布德鲁斯》（Buderus），三卷本，载于2001年7月3日的《法兰克福汇报》151期，第11页。更多参见伯恩哈德·施密特（Burkhard Schmidt）：“中间阶层关注历史，即使是中小企业现在也开始寻找公司史撰写人。”载于2002年3月5日《法兰克福汇报》54期，第3页。

[2]参见霍奇森（1993，第38页）对于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的描述：“长久以来，他的杰出行为被人们所遗忘，人们对于他的故事众说纷纭，这个谜团有助于让这个企业直至今日一直基于这位企业之父屹立不倒。”参见美极有限责任公司的描述：“虽然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依赖于时代，需要变化多样，但是企业创建者尤里乌斯·美极的最初理念一直是美极品牌服务于消费者的基石。”

[3]这句话出自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一位1912年去世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德国布德鲁斯股份公司（Buderus AG）的企业年鉴的开头引用了此句，这是一家可溯源到1731年的著名企业。参见脚注[1]。

[4]再举一例，在由德国美诺有限责任公司（Miele&Cie. GmbH&Co.）出版的庆典文章《时代辉映下的百年美诺家电》（100 Jahre Miele im Spiegel der Zeit）（1999，第5页）写道：“企业创建者在第一代产品上铭刻着：越来越好。首先就是黄油搅乳机和洗衣机。该企业将这种工作指导思想作为一种自我义务传递给工作人员。这四个字就像一条红线贯穿着美诺家电的百年历史，并为其骄人的成绩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好’成为企业成功哲学，并将一代又一代的工作清晰化：研制和生产高品质和高效能的机器，并采用最优化最先进的技术，竭诚为机器打开销售市场和满足顾客的需求服务。”

[5]参见盖德·格雷戈尔·费奇（Gerd Gregor Feth）“请侧耳倾听，奥迪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是投资历史关怀”，见2000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汇报》266期，第54页。参见乌尔（1981，19页）：“可以说，品牌的‘历史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们作为‘品牌个性’是个性化的体验角色，不断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它们深植于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与其息息相关。”

[6]参见梅莱罗维奇（1963）、Meldau（1967）和里格尔（1990）的著作，它们在涉及品牌学的起源过程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7]参见Vincon（1995）和美极有限责任公司（1997）关于尤里乌斯·美极品牌身份的所有特点描述，它们与今天美极品牌和美极本人的成功息息相关，比如其瓶子的样式，色彩的选择，对特定公众的称呼，确保科学研究方面的支持，将德国诗人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诗作作为广告词，扩张计划的实施，等等。

[8]参见霍奇森（1993，38页）：“林格纳始终影响着企业意识。干净卫生的企业形象和生产高品质产品的责任心都是他的发明。”

[9]参见多米茨拉夫，1939；贝格尔勒，1961；施哈德，1984。

[10]参见赫希，1925；科赫，1951；莱特雷尔，1956；1994；埃特默，1959；屈恩，1963；Gamm，1965；乌尔，1981；Room，1987。

[11]但是对品牌是否比符号具有更多象征意义，仍存有疑问。参见祖尔，1961；梅莱罗维奇，1963；莱特雷尔，1994。

[12]参见莱特雷尔，1956；屈恩，1963；瓦德勒，1996。

[13]参见阿斯特海默，1932；莱特雷尔，1956；屈恩，1963；Abel，1966；鲍尔/Matis，1988。

[14]听起来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检测系统是如何被始终如一地执行的：“为了有效达到产品控制，对它们的执行过程大部分情况下不容置疑。”（莱特雷尔，1956，698页）一旦发现假冒伪劣，还可能与无情的惩罚联系在一起：“将非贵重金属当作贵重金属生产和销售的人被捆绑在一起，投入多瑙河淹死。”（同上，694页）

[15]参见Witthüser，1933；莱特雷尔，1956；舒尔茨，1999。

[16]参见莱特雷尔（1956，705页）：“为了更好地勾勒出中世纪检测制度……还要多列举几个例子，它们强调这一事实，即施行商品检测，产品控制是最主要的，产品标示是次要的——这是与现代品牌科学完全相反的事实。”

[17]参见西夫金，1923；阿贝尔，1966；皮雷纳，1994；波兰尼，1997。

[18]参见莱特雷尔（1956，705页）：“行会经济的品牌学存在于13世纪直至19世纪。”如此看来，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流动性强的过渡阶段，因为它与19世纪现代品牌商品的发展几乎无缝衔接。

[19]参见梅莱罗维奇，1959；屈恩，1963；居尔登堡，1988。除此之外，这里涉及的是意大利法比安诺（Fabriano）地区的造纸厂水印（译注：著名的意大利法比安诺文具品牌出于此地）。

[20]参见贝雷科芬（1992，44页）：“从对商品进行简单的标记，到形成品牌商品，即缩写为品牌的步骤的成熟，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的推测也可见于Etmer（1959）和瓦德勒（1997）的文中。

[21]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佰克尔面条品牌（Birkel）的百年纪念文献中，作为企业内部资料于1974年发行：“在很早之前佰克尔面条就声名远扬，家庭妇女是这种‘成品’面条的消费主力。”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在巴尔塔萨尔·斯蒂芬·佰克尔（Balthasar Stephan Birkel）结婚当晚，1874年2月17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绍恩多夫（Schorndorf），他在名为赫策尔（Hetzel）巷的一家小商店的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产品和面粉交易’。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通过买卖面粉和杂粮步入小康生活，直到1883年他看到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特琳制作面条时的情景突发灵感：有多少家庭妇女乐意整天待在厨房，准备中午的面食啊？如果能为她们节省时间，减少工作量，准备一样的面条，并且是高品质的，处处都可以买得到，那该多好啊！这种想法就是佰克尔面条发展至今的开端。”（B.Birkel Söhne，1974，o.S）

[22]参见阿斯特海默，1932；科赫，1950；莱特雷尔，1955；埃特默，1959；梅莱罗维奇，1959；贝格尔勒，1961。

[23]参见马塔亚，1910；赫希，1925；阿斯特海默，1932；梅莱罗维奇，1959；埃特默，1959；蒂尔曼，1961；梅莱罗维奇，1963。

[24]借鉴此观点，埃尔默·瓦德勒（Elmer Wadle）（1997）将其分为四个时期：“1815年到1850年的‘公司品牌时代’，1850年到1890年的‘工厂品牌时代’，1890年到1945年的‘商标时代’和自1945年以来的‘品牌技术时代’。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可能就在于，瓦德勒是从一个法律研究者的角度看待‘品牌’主题的，另外他们之间观点的重合度大于差异性。”

[25]自然，这里存在一种原因和影响之间的计算问题。参见莱特雷尔（1955，560页）：“大众需求和品牌商品互为条件，功能上彼此依赖，但是同样模式的大众需求的出现本身就成为现代品牌商品广告宣传中的最重要部分。”

[26]参见莱因哈特，1993；Lamberty，2000。相反的情况是，参与广告宣传的品牌商品证明是一种合适的形式，尝试将它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来使用。从那时起，格哈德·吕舍（Gerhard Rüschen）（1986，212页）的断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品牌商品和广告就是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

[27]同样参见格罗斯（1991，203页）：“对品牌商品的长期塑造，尤其可以在实践中为所挑选出的品牌和产品举办周年庆典纪念时不断积累。在世纪之交出现了许多直至今日仍非常重要的著名品牌。比如：美国象牙皂（Ivory）（1882），可口可乐（1886），德国美极汤料（1887），德国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1892），德国莱布尼兹饼干（1892），奥朵漱口水（1893），阿司匹林药片（1899），德国Erdal皮具护理（1903），Leukoplast胶布（1901），德国妙卡巧克力（Milka）（1901），Vivil糖果（1902），瑞士阿华田食品（Ovomaltine）（1904），豪格咖啡（Haug）（1906），家乐氏谷物早餐（Kellogg's Corn Flakes）（1906），阿斯巴斯白兰地（Asbach-Uralt）（1907），宝莹洗衣剂（1907），德国德莎胶带（Tesa）（1907），美乐家咖啡滤纸（Melitta Filtertüten）（1908），瑞士三角巧克力（Toblerone）（1908），棕榄洗护用品（Palmolive）（1911），熊宝牛奶（Bärenmarke）（1912），妮维雅洗护用品（1912），骆驼品牌（Camel）（1913）。”格罗斯还记录了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品牌登记的具体日期。

[28]参见Witthüser，1933；瓦德勒，1997；施瓦茨，1999；Spiekermann，1999。

[29]参见卢茨（Lutz）（1967，182页），他提出了“现代品牌商品的诞生之时”的说法，类似问题也出现在威舍曼（1995，14页）的论点中：“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它的诞生阶段在约1850年到1890年的几十年间。”

[30]同样观点也参见舍费尔（1959，408页）和Blume/Müller/Röper（1976，9页）的文章中列出的经典品牌商品的特点：“在19世纪有许多药店和药房开始大规模地生产药品、护肤品和清洗剂且冠以品牌售卖，其中一些发展成为大企业或是被大企业并购。”

[31]参见布罗泽，1958；Scheske，1993；Plewe/Berdi，2002。

[32]参见贝格尔勒，1961；1982；Kreuz，1992。

[33]参见施塔克（Starke）（1993，15页）：“1850年后，工业化浪潮也席卷了德国的萨克森州。在传统的草帽生产和玻璃工业外，当时仅有少数公司成立，特别是在酿酒业[1838年在瓦尔德城堡（Waldschlößchen）成立了索西耶塔（Societäts）酿酒厂]以及巧克力和糖类产品生产[1823年乔丹&蒂迈欧（Jordan & Timaeus）]。随后逐渐成立了第一批著名的精密仪器[1855年克莱门斯·穆勒（Clemens Müller）]、陶瓷[1856年德国唯宝（Villeroy & Boch）]、家具[1862年O.B.弗里德里希（O.B. Friedrich）]和烟草工厂（1862年成立了后来的烟草企业Compagnie Laferme）。”

[34]林格纳1892年就对这一名称申请了专利，而专利局1906年才批准了瓶子样式的专利，参见柯尼希，1993。

[35]参见梅辛，1986；居尔登堡，1988；柯尼希，1993。

[36]参见居尔登堡（1988，46页）：“‘奥朵’这个概念在德语区成了漱口水的同义词，也是一个在所有语言中都具有相同发音的名字，因此其在全世界广为流行就可以理解了。”

[37]除此之外，同样强调类似观点的还有诺依曼（1988，72页）：“直至今日，林格纳在公共关系领域显示出了独一无二的、具有历史开拓性的卓越才华，他对于市场的嗅觉注定让他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健康教育专家。”同样参见费尔斯珀（Verspohl）（1988，76页）：“在现代艺术的思考模式转换阶段，在广告的这种助产士功能（Geburtshelferfunktion）中，没有比林格纳工厂对奥朵漱口水的持续不断的广告攻势更具有示范式作用的了，公司创始人也加入这种广告策划中，起到重要作用。”

[38]参见柯尼希（1993，154页）：“除了品牌定位和大小，林格纳还非常重视今天人们理解的‘质量的媒体分析’：广告的媒体适配性。在林格纳的有生之年一直在广告部工作的十名员工，无一例外都熟知登载品牌广告的杂志并对其进行分析。”

[39]参见Gubig/Köpcke（1993，168页）：“为此，奥朵广告从一开始到今天深刻影响了成功品牌广告的有效原则：凸显独创性，在转换的主题中彰显张力，不断再现和重复可见来加深印象，通过参考或者与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相比来提升品牌价值。”

[40]在这里，尤里乌斯·美极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是借助食品科学家们的支持才赢得广泛的关注和信任的。他们对这一品牌在广告宣传中大获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Vincon，1995。

[41]参见Budde，1993；Vogel，1993；Hünermann，1993。美极也是同样情况，参见Kieser，1995；Vincon，1995。这其中尤里乌斯·美极与卡尔·奥古斯特·林格纳一样，首先预见到了要反对普通大众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基于生产方式和价格，美极产品仅“上层居民阶层”和“富裕的工人群体”才能买得起。

[42]当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都具有这种“势利”的特点。1974年的佰克尔面条公司（Birkel）百年庆典文献中，在涉及战后时期的情况时，谈到：“紧接着，佰克尔面条公司甚至用‘佰克尔面条一吃，马上就饱’的口号加入竞争，并且迅速迎合了当时物资紧缺时代人们的忧虑和养家糊口问题。这时，佰克尔面条被证明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Birkel Söhne，1974，o.S.）正如美极品牌所做到的一样，品牌的便利功能在这里很早就显示出来：“但不仅是在面条的饮食心理学角度成为女性争论的主题，而且面条的其他优点很早就出现在佰克尔面条公司的广告中。广告口号‘好煮好吃’就抓住了我们今天称之为便利使用性（Convenience-Nutzen）的特点，并且在销售过程中赢得日渐重要的诱因。”（出处同上）

[43]虽然这种立场并不贯穿始终，并不具有决定性地位，参见祖尔对20世纪60年代的描述：“在此期间，‘经典’这个单词——最初是‘榜样’的意思，在品牌商品中，已经获得更深远的不再被承认的一种意义：经典的在今天不再被当成一定是理想的了，它具有对非时代性的敌意和对陈旧古老的质疑。”但是，在此期间经典品牌商品再次得到重视并被大量买卖，随后，60年代就被视为“品牌商品经济”的变革和引领新导向阶段。

[44]同时参见卢曼，1990；Schimank，1995；Stichweh，1996。

[45]参见埃施（1999a，S.V.）：“就是在德国大学里，越来越多的人都把品牌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今天不可避免地看到，在高等院校，关于产品管理的讲座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模式，日益被品牌讲座所取代，因为即使是对产品的塑造和将要实行的产品措施都必须要跟随品牌范式。”

[46]参见梅菲特/布鲁恩，1984；布兰德迈尔/戴克瑟尔，1991，1997，1999；迪西特/Eggers，1992，1996；布鲁恩，1994，2001；布兰德迈尔/戴克瑟尔/奥特，1995；霍克斯/维佩曼，1998；埃施，1999；科勒/Majer/维措雷克，2001；布兰德迈尔/戴克瑟尔/Prill，2001；梅菲特/Burmann/Koers，2002。

[47]在这一点上，沃尔夫·D.福尔特默（Wolf D. Voltmer）（1979，207页）有完全不同观点：“关于品牌技术的经典教材40年前就由汉斯·多尼茨拉夫所著并于1939年出版。”如果看一下多尼茨拉夫的《品牌技术教材》（Lehrbuch der Markentechnik）就会得出结论：本书对“教材”的定义有比较宽泛的理解。

[48]参见布鲁恩，1994a；赫尔曼，1999；Leohard，2002。

[49]参见贝雷科芬（1979，43页）：“塑造品牌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现象，根植在（潜在）产品接受者意识中的对品牌价值和意义的设想就决定了这一现象，对此很明显也揭示了产品提供者的所有努力。”

[50]同样参见祖尔，1961；莱特雷尔，1994。

[51]参见哈斯（Haas）（1995a，89页），他将广告的历史称为三种类型的依次排列：艺术家、心理学家或教育家和交际家的类型，其中最后一个可代表这种“进化”的最终结果：“在作为艺术家、心理学家、交际家和教育家的自我阐释类型中，长期以来对交际家那种类型的自我阐释与经济进程最等值，一直在实行，而其他类型的自我阐释被分配给其他特殊职业。从50年代以来，广告策划者被理解为经济进程中的交际家，产品的管理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控制中心。”

[52]参见Cronau，1887；马塔亚，1910；Lamberty，2000。

[53]因此，梅莱罗维奇首先将与特点相关联的阐释内容的第一阶段描述为终点，因为在60年代“品牌通货膨胀”，也就是不同品牌类型的趋同问题日益明显：“可以理解，众多企业家追逐成为成功富人，明显导致品牌的通货膨胀。当时，对（基本）相同产品的令人绝望的区分努力，自然会带来顾客对产品信任度的逐渐丧失，因为所有品牌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的明显特点。”（贝雷科芬，1979，48页）所以，对特点的罗列失去了效果和说服力，因为产品失去可区分性。

[54]参见梅菲特，1998；赫尔曼/Huber/Braunstein，1999；也可参见贝格尔勒（1961，126页）针对颁布品牌商品的概括性用语：“标示、广告和质量，同样并且保持稳定的价格、数量、质量和包装的标准化，尤其在预选定售卖场所进行出售，这一切都构成了品牌商品的内容。”

[55]参见蒂尔曼（Thurmann），1961；梅莱罗维奇，1963；汉森，1970；梅辛，1983；迪西特，1992；米歇尔，1994。

[56]从相反的情况来看，品牌的大量涌现也对价格带来负面影响，而过于经常使用特价促销的方式会对品牌在商品等级中的地位造成一定威胁，参见施哈德1984。

[57]关于多尼茨拉夫的生平参见他（1939年）的自传《汉斯·多尼茨拉夫：人物传》（Hans Domizlaff: Die Persönlichkeit）以及Gries/Ilgen/Schindelbeck 1995年的文章。

[58]参见多尼茨拉夫（1939，140页）：“广告专业人士的标准来自对大众心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品牌就是大众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对此，这种大众心理的修辞法在20年代似乎很适合这种行业的国际通行语言练习，同样观点可参见美国人海恩（Hayne）在1927年的文章。这种语言规范在90年代初还出现于品牌研究的一些小圈子中，多尼茨拉夫在提及品牌技术传统中对此也有所涉及，参见戴克瑟尔（1992，275页）：“我的行业是公众信息（Publikumskunde）——而他的（多尼茨拉夫的）行业一直被理解为对大众心理的研究，或者说是特殊的大众社会学。”

[59]埃里希·舍费尔尤其对这种将品牌技术员自以为是地视为“工程师”的观点进行了抱怨：“我们都是孩子，生活在一个自然科学和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情愿从这单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将自然研究者和工程师的思维模式套用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事务上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几乎意识不到，我们也是几乎一直都是试图用自然科学假的眼睛来看待和理解整个商品世界——商品世界毫无疑问归于经济领域。”

[60]参见多尼茨拉夫（1929，81页）：“对广告宣传的信任和对广告宣传合适时间点和目的性的完全忽视，会导致他的公司的每种待售电器需要持续且紧迫的广告宣传，就像一个男人的幼稚在此展露无遗：他在自动取款机的上端塞入钱币，就理所当然地等着下面掉出来等值的急速增长的销售量。”

[61]参见多尼茨拉夫（1939，92页）：“如果一个品牌广受欢迎，一直都被当成一件幸运的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尝试新的品牌，直到某一次能偶然时机成熟或是让人大松一口气的时刻到来。”

[62]参见埃特默，1959；梅莱罗维奇，1959；察恩，1960；蒂尔曼，1961；屈恩，1963。

[63]参见赫尔曼（1967，462页）：“如果拥有很高预算，是可以逐字逐句地将有的甚至没有的一切在广告中让公众知晓，但是售卖却不能保持长久，只要广告与产品不符。举个例子，比如某种薄荷香烟，如果是居心不良地打造知名度，将会导致品牌的失败。”

[64]这种观点在50年代末不再是独特的了，参见马塔亚（1910，75页）：“一位英国制药工厂的经理说，没有什么比一件毫无价值的商品占用大篇幅的广告宣传版面能更迅速地导致崩溃了，一件无价值的商品不是品牌商品，不具有令人毫不质疑的优点，也不值得更新换代和出售，只有那些在第一次使用后被反复购买的商品才会提高销售额并且确保品牌的成功。”

[65]参见贝格尔勒（1963，115页）：“因为所有购买行为以心理条件为先决，所以对于消费者和他的行为而言，以下情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处于产品和广告构想框架中的购买优先权是必须要适应心理的，而不是客观的、逻辑的现实。”迪特玛尔·普莱柯那（Dietmar Plaikner）（1975，409页等）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满足全部“客观性”的特点是无效的，如果消费者没有对产品“主观性”的喜爱：“也就是说，如果待选的产品并不符合消费者的正式期望，那么在做决策时，‘个人’的品味能够将所有归纳于品牌概念下的积极性标准挤压到可忽略的背景中。”

[66]参见威廉·费斯霍芬（1960，678页）：“产品的基本功能就是特定的技术—化学—物理特点，比如可燃烧物的燃烧点，生活用品的卡路里含量，所有电器的用电量，发动机和汽车的PS数值，速度，加速度等。不言而喻，一件产品的基本功用的高质量特性越是强大，消费者对附加的功能类别的需求就越多，而这些需求出自个人的喜好、品味和社会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涉及附加功用这个概念，这个基本功用的定义也是被频繁使用的，参见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Fritz，1994；舍尔霍，1996；Grasskamp，2000。

[67]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那种基于商品基本效果的购买动机通常被称为“理性”的，而那些关注附加效果的购买动机则被视为“非理性”的。一方面，这种观点意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产品，另一方面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古老的习惯，即只有从生产者角度出发而定义的产品基本效果是被视为理性的，参见Guth，1954；艾哈德，1954；Skowronnek，1962。作为可以理解的情况可能奏效的是，这里所提及的“非理性”这个常见的说法仅表明了一个问题，即消费者的心态很难被完全看穿，以至于总保留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时刻，它能固执地脱离自身的“理性”，即生产者对产品的预设特点和规避风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赫尔伯特·韦尔克（Herbert Wölker）（1962，786页）将其称为“经济领域无价值的非理性”——这并不是具有明显贬低性的绕口令。与此相反，许特尔（1978，83页）的区分完全偏离这种观点：“决定购买品牌商品不仅有理性的而且还有心理的原因。”

[68]典型文章参见乌尔1980，1981；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梅菲特，1998。

[69]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不再谈及“品牌技术”，但是不再用这样简洁的阐述方式，参见梅菲特，1991；奥特，1992；西蒙，1997；米歇尔，1999，以及《品牌技术年鉴》（Jahrbuch Markentechnik）丛书。

[70]参见克伦普，1959；贝格尔勒，1963；Hermann，1967；维斯韦德，1979，1992；乌尔，1980；Unger，1986；格里华德，1993；1996；佐默，1998。而这一切也与对品牌实践者的自我职业理解产生的相应影响相关，参见克伦普（1959，786页）：“企业家是商人、经济学家、生产者——现在他应该证明自己是心理学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毫无疑问的是，克伦普接下来会这样介绍：“今天在品牌商品经济中只会‘出售’商品的，必须要重新回学校里学习。”

[71]参见福格特，1927；贝格尔勒，1963；1987；内勒—诺依曼，1975；Plaikner，1975；Möck，1975；许特尔，1978；维斯韦德，1979；Bossle，1980；Schöttmer，1982；迪施，1982；里格尔，1988；Wallentin，1989。

[72]参见贝格尔勒（1963，155页）：“心理学的市场分析和动机分析的一般目标是，解决在必要情况下与现在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匿名性问题。也就是说，将企业的真正的和潜在的顾客再次直接、直观地呈现在企业的面前。其中令人感兴趣的不是企业的目的、考虑、努力和一个房子的客观整体外在形式，而首先和主要的是顾客的表述，期待和感情质量，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情况，对产品质量的设想，担忧，厌恶，也就是说顾客的愿望和体验世界。他们无论在产品与企业和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用何种表述形式，有直接或者也可能间接的联系。”

[73]这种充电效果（Aufladungseffekt）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然后会逐渐集中于产品的“情感”方面，如同克勒贝尔—里尔/魏因贝格（1996，126页）所提到的一样：“首先在广告方面，关系到赋予产品名称或品牌名称一个情感化的意义，其形象的表述就是：充满感情地给它们充电。”

[74]参见多尼茨拉夫，1939；西蒙，1997；佐默，1998。

[75]参见莱特雷尔，1955；乌尔，1980；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Hübel，1993；Aaker/福尼尔，1995；Pettis，1999；Aaker，1999；Weiss/Huber，2000；Bibby，2001。

[76]参见Leiss/Kline/亚利，1985；施密特/Spiess，1996；Müller，2000；Grasskamp，2000；克莱恩，2001。这种理论的发展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大概在20年代海恩（1927，250页）的论著中就能找到类似言论：“同样也愈加明显地认识到复活死亡物品的必要性，以及通过重要人物来提高它们的影响，这一切以并不过分的荒诞形式显现是最成功的。”福格特（1929，213页）的观点也差不多：“为品牌已设定了界限，因为品牌是已死之物。因此人们才在广告中，使用活跃的有生命的品牌保护角色（Schutzfigur）来取代单纯的保护性品牌形象。这些有生命的形象在广告活动中作为‘交际人物（Handelscharaktere）’或是所谓的‘宣传偶像’出现，扮演着活跃而又大部分情况下有趣的角色。以库克罗（Kukirol）工厂的品牌‘不流血医生（Doktor Unblutig）’为例。库克罗企业原本的商品品牌——一个公鸡头部，在这个‘不流血医生’形象的映衬下被挤压到广告的背景处。有名的还有‘M.K.偶像’……类似的情况还有‘Bonzo’和‘Vivil’。”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此种广告记叙可以在祖尔（1961，22页）的文章中读到：“有趣的是，美极的一个广告‘针对成功产品的品牌’被宣称为广告主题的内容是：‘一个广告人物，生动活泼，这就是美极·弗里多林（Maggi Fridolin）：一个聪明机灵的厨房小伙儿。’（广告图片将他描绘得栩栩如生）‘一个广告中的人物，不仅仅存在于纸面上，他会广交朋友，人们会向他写信和询问，征求意见。他已成了一个为著名品牌所作广告中的活跃生动的组成部分——一个在美极品牌和消费者之间架起桥梁的备受喜爱的联系人。不常见的是，他是一个既成功又生动的广告角色。’品牌工业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企业用学院派公关的启蒙风格如此谈及自己的著名广告形象，并且用这个幽默的品牌形象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反响建立起这一品牌发展过程中的非同一般之处。还有瑞士塔英根（Thayngen）的家乐食品制造商家乐（Knorr）的系列产品广告中，那个用汤勺将地球围绕起来的‘Knorrli’（小家乐）［译注：Knorrli是瑞士人对瑞士食品制造商家乐（Knorr）的昵称］，也是‘生动有趣’的广告形象，即使其仅仅局限于几个国家。”

[77]同样也参见格里华德（1993，70页）的文章：“我论证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对品牌和包装的一种心理学视角：我们将品牌视为一个重要人物/名人。如同一位名人一样，品牌也具有光鲜的外表和独特的个性，他有自身价值，有个人风格，颇具声望，他有朋友和敌人，他有地位，他在不断地成长、死去或是建立一个品牌家族。”

[78]参见Stilcken，1959；祖尔，1961；Bossle，1980；里格尔，1987；西蒙，1988，1997；梅辛，1990；戴克瑟尔，1991，1992，1995，2000；奥特，1992；Menzel，1993；莱特雷尔，1994；Gries，2003。尤其要关注戴克瑟尔（1992，279页）的文章，根据他的阐述，品牌“均具有独特形象，他自给自足，他借助有力的新陈代谢焕发生机，他借助人类心灵，这其中的奉献精神和甘于牺牲的意愿带给他勃勃生机。有时他能宛若沉睡，因为一个更强有力的形象将其压服，但突然之间他会从沉睡中苏醒，在沉醉欢腾的强力中翩然起舞于世间，直至他再一次被对手压制”。

[79]同样参见舍费尔，1935a，1935c；威廉，1960；蒂尔曼，1961；贝格尔勒，1963；乌尔，1980；格罗斯，1991。

[80]参见迈耶，1954；祖尔，1961；贝格尔勒，1963；汉森，1970；贝雷科芬，1979；乌尔，1981；Bodnar-Büchler，1982；梅辛，1983；施哈德，1984；吕舍，1986；里格尔，1987；施佩希特，1988；格罗斯，1991；维斯韦德，1992；卡普费雷，1992；盖塞尔1993；Bach，1994；Stauss，1994；Puhlmann/Semlitsch，1997；卡曼辛，1998；Aaker，1998；迈耶/Pirck/Pogoda，1998；Aaker，1998；佐默，1998；Joachimsthaler，2000。

[81]参见卡普费雷，1992；科勒，1993；佐默，1998。

[82]参见内勒—诺依曼，1975；里格尔，1987；舒尔德，1990；Hufschlag，1997。卡普费雷（1992，173页）用一个同义反复的句子“瑟塔基舞是瑟塔基舞”（Siritaki ist Sritaki，译注：Siritaki是希腊的一种舞蹈形式）表示了，品牌被视为sui generis（独特的自成一格的）现象，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无人可竞争的，因此仅有这种同义反复的方式才能表达品牌的自我诉求。

[83]参见贝格尔勒，1963；内勒—诺依曼，1975；Röper，1979；科勒，1993；特罗姆斯多夫，1997。

[84]参见梅辛，1983；施佩希特，1988；梅施希，1994。

[85]参见迪施（1987，87页）：“新的市场化蓝图就放在桌子上，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很骄傲地看到——新的就在其中，即能够测试‘交际’的高的评价数值。交流/交际：这是企业确保未来的一把钥匙。交流/交际：人们视其为一种投资。交流/交际：就像一根红线贯穿这份报告。所有人都确信，借助这种新事物的视角能够再次在竞争中领先几年。”相似的观点也在曼（Mann）（1994，487页）的文章中出现：“用于勾勒品牌形象的交流的意义继续增长。因为产品和品牌的数量在增加，而在许多情况中它们之间的实物性差异度降低，所以就逐渐赋予交流一种任务来让自有品牌脱离竞争领域。”

[86]参见多米茨拉夫，1939；贝格尔勒，1963；Möck，1975；许特尔，1978；贝雷科芬，1979；Angehrn，1980；乌尔，1981。

[87]在沃尔夫冈K.A.迪施（Wolfgang K.A. Disch）（1982，136页等）1981年夏天进行的一次专业问卷调查中，针对“将来对品牌商品的信任将会基于什么原因？”的提问得到了如下回答，按顺序排列：质量、产品使用、效能、服务、产品的销售、价格、交流、持续性、安全性、自主性、投资和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因素以及革新。对此德国市场和社会研究者职业协会已经在1981年和1982年发表了一本著作，题目就是《变革中的交流/交际研究结论》（Kommunikation im Wandel.Konsequenzen für die Forschung）。

[88]参见法兰克福德国图书馆的出版物目录（URL:z3950gw.dbf.ddb.de/z3950/zfo_result.cgi，2000年10月20日）。这篇论文可能已经无处可买，我自己私人留有一份。

[89]参见托普里茨霍夫（1974，1003页）的文章：“作为‘产品语言’……，除了打印在上面的关于产品形式和选色的字眼，还涉及数量—材料方面的性质和配备、品味、气味、外表特征、装饰性部分和包装，尤其是能够决定整体印象的产品名称和定价。”其进一步的论述参见莱特雷尔（1994，138页）：“为一个产品命名自成系统，它具有自身特定的市场并在其中决定自己的命运。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一个品牌的各种标识和符号构成对这个产品有效的语言系统的一部分。”

[90]参见迪施，1982；梅辛，1983，1984，1986，1987，1990；施哈德，1984；里格尔，1985，1988，1990；Bieniussa，1987；Haller，1988；Schraders，1988；施佩希特，1988。

[91]其中，这种市场营销中的范例更换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得非常彻底，以至于其他的各种相关设问陆陆续续地被忽略，参见迪施，1987；Haller，1988。

[92]2000年10月23日得到弗劳科·亨宁—博德维希博士的口头确认。

[93]再次参见埃特默（1959，19页）的文章，他同样引用了“一个品牌商品的两种主要特点：品牌化和交际效果”，但对品牌概念的纯粹形式上的涉及是很简短的，至少假设存在完美无瑕的商品质量似乎属于每种品牌交际的基本组成部分（完美销售策略）。

[94]或者参见更早几年的西查理斯（1994，32页）的文章：“从80年代末以来假设了一种从产品到交际竞赛的过渡阶段。只有那些在交际中成功的人，他们的产品才能获得成功。”与此同时，这种论点在6年之后又被重新明确，参见特里奇勒（Tritschler）（2000，115页）：“突然之间，一切皆交际。”

[95]20世纪80年代初在德国对来自美国的市场营销新观点比如“企业认同（corporate Identity）”“企业对外交流（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和企业文化进行了学术性再加工，在这一过程中，交流/交际概念越来越重要，参见Kneip，1979；Birgit/Stadler，1980；Tafershofer，1982；Wever，1983；Krulis-Randa，1984；Möntmann，1985；拉斐尔/Wiedmann，1985，1993；德穆斯，1987，1989；梅菲特，1988；Wiedmann，1988；贝格尔/Gärtner/Mathes，1989；魏因贝格，1992。虽然交际始终还是市场营销的一个主题，但更多地变得不重要而且首先是和广告相联系，参见托普里茨霍夫，1974；Windecker，1976；舍勒，1978；福尔特默，1979。随后在80年代末出现了“融合交际（integrierten Kommunikation）”的提议，它的侧重点主要在于“整体的”协调一致，并且首先是一个企业所有交际措施的协调，参见拉斐尔，1991；Sandt，1991；Zorn，1991；布鲁恩，1992；埃施，1993；赫尔曼斯/Püttmann，1993。从那以来的趋势是，这种全景视野也会被纳入对品牌的研究中，在此期间还出现了《融合交际期刊》”。

[96]在80年代期间关于“伞状品牌”概念的介绍和讨论迅速增加。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跨越了单个产品或整个产品组的品牌框架（Markenkonzepte），如妙卡巧克力、妮维雅或者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首先是因为新创建一个品牌风险增加并且造价极高，而在“品牌转让”过程中品牌资本仅仅拓宽了它的“投资范围”和“可信度”，随后新的产品就依赖已经积攒的“品牌储蓄（Markenguthaben）”为生。与此相反，屋顶品牌的风险存在于损失间接的产品关系，比如这种情况在单一品牌中表现得很典型，参见前几年对与此相关事件和品牌发展的概论和回顾，如《品牌商品》1989年第10期，《生活消费品报》1995年第12期，以及迪西特1992的文章，科特勒/Bliemel 1998年的文章。特别涉及品牌转让的比如Weiler 1997年文章中提到的Schaum，施勒特1997年文章中提到的妮维雅；Dingler 1997年的文章。

[97]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1979年4月1日以来服务型品牌（Dienstleistungsmarken）能够要求同样合法的品牌保护以来，服务型品牌迅猛增加，并对增强品牌研究中新出现的将交流作为研究对象的兴趣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与实物商品不同，服务型品牌基于它们的非物质性优势（Immaterialitätsdominanz）表明了一种（主观设想上）更高的交流和说明需求。但借此品牌的交流性视角获得了一种明显的注意升值（Aufmerksamkeitsaufwertung），因为服务型品牌的成功明显依赖于交流的成功，参见梅辛，1983；Graumann，1984；迪西特，1992；Anmüller，1994；Stauss，1994；梅菲特/布鲁恩，1997；科特勒/Bliemel，1998。

[98]最后还有一种外部的影响起作用，其在品牌学的内部通常与价值转换这一概念相联系，参见贝格尔勒，1987；Eggers，1988a；拉斐尔，1988；梅菲特，1991；Winderlich，1993；E., Merck，1994。这种进程的威胁性在于，在这种转折期内涉及某些情况时会有越来越少的一致性。“事实……在广泛领域并不是可客观化的，即‘真’的，而是被设计的——通过交流被设计。可客观化仅是一个或多或少有效的假设（opereative Fiktion），通过交流而得以实现。”（默滕，1991，496页；同见德穆斯，1989）这种彼此理解的成功（Verständigungserfolg）本身似乎也日益变得更加不可能了，至少从市场和品牌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广告宣传和各种推销行为究竟如何才能实现。

[99]在《销售经济》（Absatzwirtschaft）杂志中，自从1978年以来能找到整个一栏关于“交流”的年度总览栏目。

[100]当时汉高（Henkel）企业的掌门人汉斯—迪特里希·温克豪斯（Hans-Dietrich Winkhaus）（1993，400页）从中不断引导出一种对市场可调控性的设想：“每天都会有50多万个购买行为发生，仅针对我们的洗洁剂而言。能够真正阐释这种购买结果的人，才能够真正掌控市场。”

[101]参见马塔亚（1910，435页）：“这种由高昂的宣传费用而实现的品牌声誉，通常是工厂主最有价值和最安全的财产，比建筑和机器，比钱和出色的劳动力更有价值和更安全。这种声誉是一种精神财富，不会屈服于身体、物质的威胁，这种声誉独立于个体的生与死，不能被火焰和缺水所摧毁。”

[102]参见Schulz/布兰德迈尔（1989）及温克豪斯（1993，398页）：“宝莹洗涤剂（Persil），花牌化妆品（Fa），百特固体胶（Pritt），百得胶水（Pattex），玉莹洗洁剂（Pril），Somat洗涤剂，它们经验丰富的产品经理和销售人员是汉高的财富价值，而不是生产设备或管理大楼。”

[103]也见迪施，1984；阿诺德，1992；米歇尔，1994；佐默，1998；莱维，1999；克莱恩，2001；Seidler，2002；萨尔特曼，2003。

[104]在另一方面卡普费雷（1992，68页）谈及项目一词，没有在术语方面澄清这种差别：“一个品牌就是一个计划，一种遗传学项目。”

[105]参见墨菲（1990），科特勒/Bliemel（1999）及比斯特（2001）：“如果您生产并售卖最好最贵的巧克力，消费者很难体会到产品的质量，如果将巧克力冠以诸如‘美极’这样的品牌名称，情况会大不相同。”

[106]参见魏因贝格，1992；Thiem，1993；Winderlich，1993；温克豪斯，1993；Hübel，1993；Stach，1993；Grossklaus，1994；米歇尔，1994；Fritz，1994；西查理斯，1994；Stauss，1994；Raeber，1995；阿德巨喏，1995；梅菲特/布鲁恩，1997；戴克瑟尔，1997；1998；西查理斯，1997；卡普费雷1998；佐默，1998；Specht，1998；赫尔曼，1999；Pätzmann，1999；Baumgarten，1999；埃施，2000。

[107]参见里格尔，1985；德穆斯，1989；梅菲特，1991；贝克尔，1992；Winderlich，1993；卡普费雷，1992；Brosche/Wißmeier，1993；科勒，1994；布鲁恩，1994；Mann，1994；奥特，1995；哈尔斯滕贝格，1996；西蒙，1997；Schmitt/Simonson，1998；佐默，1998；特里奇勒，2000；克莱恩，2001；Tropp，2001。

[108]这种表达出自拜尔斯多夫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罗尔夫·库尼施博士的一次讲话，是在1996年大众股份公司举办的全体成员大会上的发言，并再次于1996年10月16日品牌研究所在日内瓦举办的名为“1996品牌技术论坛”的大会上节选一部分作为会议发言的项目，同样也参见阿诺德（1992，63页）：“拥有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并且能聚焦注意力的诸多设计计划（Packungsdesign），但是一旦全部品牌商品上市售卖，如果这些中的任何一种因素传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那么这种计划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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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最早关于“便捷性”的论文之一可能源自尤金·J.凯利（Eugene J. Kelley）（1958），他总结了“十大便捷性形式”：1. 形式便捷性；2. 时间便捷性；3. 地点便捷性；4. 数量或计量便捷性；5. 包装便捷性；6. 阅读便捷性；7. 连接便捷性；8. 自动化过程便捷性；9. 选择便捷性；10. 信用便捷性。这种令生活便捷的需求以最具差异性的方式得以表现，正如同下列来自美国的革命性发明所清楚展现的一样，参见2001年7月18日《法兰克福汇报》164期，第9页：“美国的研究者可以进行三年麻烦而细致的工作来生产切片花生黄油，然后他们的发明就可在一个超市链的所有实验分店获得。‘这涉及舒适性，’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营养学教授威廉·麦格林（Wilhelm McGlynn）说道，‘孩子们能够自己做他们的花生酱三明治，而不会弄得乱七八糟。’学校食堂由此展现出了不少乐趣。”

[176]一个2000年的用来测试消费者在购买便捷性产品时消费动机的测试显示，提及的原因中节省时间占37%，便捷性占30%，质量占22%，价格占11%，参见《生活消费品报》，2000年7月28日第30期，30页。另外，作为德语表达，还有埃里希·舍费尔（1935c，172页）的另一种表述，他提及“商品消费成熟度（Grad der Verbrauchsreife der Ware）”：“与消费者商品成熟度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当面对一个按照某一个菜单可使用的商品时，消费者在使用一个商品时出现的不安全感或者舒适感时刻，工业正迎合了这一点，它或者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完成消费过程的精力（布丁粉，速溶汤料），或者同时提供一个详细的菜单、一个详尽的使用说明书。”（舍费尔，1935，174页）

[177]参见注释[156]。

[178]参见松巴特，1986；Tornieporth，1996；Bretschneider，2000。

[179]参见林德纳，1977；布兰德，1978；Heller，1984；帕谢斯内，1988。Volker Nickel（1980，482页）——基于霍斯特·W.布兰德（Horst W. Brand，1978）针对范斯·帕卡德（1958）的批评——消费者的分裂形象，在帕卡德的研究中出现：“按照这一分裂型的形象，在消费者中间，首先就关系到那些大量被轻易影响到的生物，他们将能对消费者施加强烈影响的广告呼吁——其仅仅通过意识环境直接将广告指向潜意识领域——毫无抵抗能力的接受，并且感受到需求和欲望——仅仅通过广告就被下意识地施加强烈的影响，并最终购买他们本来根本不想要或者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180]参见阿诺德，1992；魏因贝格，1992；科特勒/Bliemel，1999；卡曼辛，1999。

[181]参见米歇尔，1994；霍克斯/维佩曼，1996；佐默，1998；卡曼辛，1999；博尔茨，1999。

[182]参见祖尔，1961；梅莱罗维奇，1963；许特尔，1978；Angehrn，1980；乌尔，1980；1981；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Walentin，1989；格罗斯，1991；阿诺德，1992；卡普费雷，1992；Fajer/Schouten，1995；比斯特，2000，2001a；Bibby，2001。

[183]这种乌尔里希·厄费尔曼（Ulrich Oevermann，2001，2001a）的“客观阐释学”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可能性，这种阐释学不潜入单个主体的深层结构，而是停留在语言结构的“表面”，参见Behrend/Romatowski，2001。社会测量学的方法显得也很有趣，已被TNSEmnid采用，参见Griese，1999；Petras-Samland，2001。

[184]作为消费者洞察的简明扼要的定义，对于我而言，似乎2000年11月22日哈罗德·豪瑟（Harold Hauser，来自Hauser Furstace, Inc.,消费者洞察公司）的电子邮件非常恰如其分：“您询问了在‘消费者洞察’之后的‘哲学’问题，我相信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消费者行为，要求和需要具有第一重要性，以便成功地销售给消费者商品和服务。这听上去理所当然，但是我想这一要求的达成只有当许多公司在考虑利用极少或者毫无消费者输入进行市场开拓时，做出有判断性的决定才能成功。第二个部分就是，市场营销研究者应该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询问人们一些问题然后报答案，这暗示了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消费者行为和态度并试图理解究竟什么隐藏在这些商品和品牌选择之后。最后，技术诸如对消费者行为的人种学观察、问题发现分析、源头重要性分析、不同的选择分析逐渐流行，作为获得消费者‘洞察’的方式和手段。对某些人而言，获得‘消费者洞察’的观点更喜欢质量性方法，甚于数量型方法，因为借助目标群体或者一对一采访，市场销售人员或者市场研究者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来自消费者的所说和所做的信息。我的观点是，不管怎样，并没有改变太多，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市场销售研究部门换到消费者洞察部门。我想这更多的是一个趋势性的认同方法，这是与完成过程中的实际变化相比较而言的。”

[185]毕竟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研究所AC Nielsen在1995年就出版了一本自己的杂志，题目为“消费者洞察杂志”（URI:www.acnielsen.com/pubs/ci/v vom 10.10.02）。

[186]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在欧宝汽车（Opel）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广告语中得以体现：“我们理解了。”

[187]这一广告语以英文拟就，这有可能与以下息息相关：1998/1999年在英国以猫（sic!）为主题出现了特别的广告热点，猫主人特别地被邀请参与其中。这一动画短片的座右铭是：“伟嘉猫粮比任何人都理解猫。”参见《生活消费品报》，1999年2月26日，第8期，36页。

[188]在伟嘉猫粮的顾客杂志《猫世界》中，同样出现了一种猫的三“代”（公猫）同堂，这种猫正好吻合了冒险者以及流浪汉的形象：“老马克思，8岁，一只正当盛年的公猫。人们在它身上看不到这一点也意识不到，毕竟它还是如同在青年时代一样总做些有意义和没意义的事，它正在享用罐子里的猫粮‘好年华’。最好天天如此——小马克思，4岁，从它父亲那里继承下了良好的品位，可能还有它的勇敢和它的贯彻始终的能力。它喜爱罐装的猫粮‘洁丽小口猫粮’、‘炖煮块猫粮’以及‘小罐鱼和肉猫粮’。不管怎样，它总是能做到和母猫们和睦相处。——幼年马克思，9个星期大。这个像小老虎的家伙每天都好奇地发现这个世界中有趣的事。它吃的是罐装的伟嘉‘幼年猫粮’。毕竟它希望能和家庭中另两位一样长得壮壮的。——猫咪会买伟嘉。”

[189]参见坎普豪森（1999，118页）：“并且我们确定，宠物猫的所有者肯定会喜欢这一点，这属于照料或者生活上的帮助。我们有一个电话中心，您根本不可能想象，我们在那儿完成了多少针对猫和狗还有其他人的生活服务，他们因为宠物的事打电话。那儿还有一个特别的需求，即针对社会贫困化和孤独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指的是，这有可能是慈善部分，我们的初衷并非如此，但还是愿意满足这一部分需求。”

[190]虽然在中国有可能完全发生，基于技术局限性，人们因为爆裂的啤酒瓶受伤致死，1999年在每800多伤者中就有一个死亡，其中88位留下永久性创伤，参见2000年3月31日的第77期《法兰克福汇报》，第10页的文章“比如啤酒瓶——中国人是如何避免受到啤酒瓶的伤害的”。

[191]自然，这种对理解之理解的难度可能会更难，魏因贝格（1997，70页）在一次讨论报告中，草率但很中肯地提出：“我不是天文望远镜，无法高瞻远瞩，我是坚定的市场研究者。有些东西是相当简单的。商业必须贴近顾客的脉搏，了解他们的需求。它必须知道，它的顾客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因何原因需要一个商品。”

[192]参见迪施，1984；Zühlsdorff，1990；博尔茨，1999。更多参见《生活消费品报》，48期，2000年12月1日，50页：“将顾客置于观察的中心位置是市场营销的基础，研究者设定如此假设。”

[193]参见《销量经济报》，2002年2月及2003年3月的汇编。

[194]参见迪西特/Eggers，1996；布赫霍尔茨/韦德曼，1999；Jary/Schneider/Wileman，1999；科勒/Majer/维措雷克，2001。

[195]URL:www.lang-plus.com/news/flops7flop_names.html，2000年11月20日。更多参见罗伯特·麦克马斯：会爆炸的产品（URL:www2.gol.com/users/mycowan/news/flops/product_flopsr.html，2000年11月19日）以及Werler，1994；麦克马斯/Forbes，1998。

[196]同样也参见洪齐格，1972；Davidson，1976；桑德勒，1984；布赫霍尔茨/韦德曼，1998；Seiffert，2001；福尔蒂尼—坎贝尔，2001；Jenner，2002；Dahm/诺依曼，2002。

[197]也参见《联合报》（Associated press）（1999年5月23日）：“市场营销专家说80%的新产品失败于推介和介绍，并且仅服务于为平庸的杂志、网页和故事提供素材，就像这一样，另外10%在5年内就消失不见了。”（URL:www.kellogg.Nwu.edu/ext_rel/clipping/99523ap.html，2000年11月20日）。

[198]也参见Haimer/Mayer de Groot/Seibert（2001，63页）：“此外，如果在此期间失败率达到90%，其主要问题就不再是了解将来可能会出现失败的情况。具备巨大潜力的革新也会失败，例如因为各细节是亚优化的（suboptimal），或因为消费者的反应及其需求被错误评价，或因为提出了错误的产品优势，或因为对消费者的害怕和反对不能做出精确反应。”

[199]“会爆炸的产品”（URL:www2.gol.com/users/mycowan/news/flops/product_flopsr.html，2000年11月19日），同样也参见麦克马斯/Forbes（1999，4页）：在消费者市场营销充斥着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每10个新产品中就会有8个失败，根据惯例而言，一些权威声称失败率高达94%。一个几年前的分析报告表明，在每671个关于新产品的想法中最终只有一个在市场上得以实践，并获得预期的销售或者盈利目的。”更多内容参见“终结消费萎靡，闻到香水味道，销售额提高了2.5%，价格下降，失败率超过90%”，法兰克福汇报27期，1999年2月2日，第18页。

[200]参见Davidson（1976，120页）列举出“客观性的六个危险敌人，尤其要对这种新品牌的高失败率负责”：可避免的时间压力，可避免的质量损害，缺乏说不的勇气，为脱身而进行的过多投资性浪费、傲慢和过多的要求。更多内容参见2002年《销量经济》中的最新研究：关于新推广品牌的成功预期。作为终止一个品牌使用的原因有如下三个：1. 糟糕的时间点：36.6%，去年29%；2. 错误的目标群体：20.7%，去年10.8%；3. 太少的交际预算：19.6%，去年13.4%。参见Plewe，2002。

[201]参见一经典案例——福特公司对Edsel汽车的失败推广案例：“消费者对一件商品的反应会多么固执，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福特公司已经体会到了：尽管进行了详尽的市场研究和声势浩大且花费巨大的广告宣传活动，福特新车型‘Edsel’的销量最终还是完全一败涂地——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汽车行业普遍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Schenk，1970，61页）麦当劳遇到了一个相似的情况（McDonald's Arch Mc Flop），具体可见于“从市场营销失败案例中吸取的教训”（URL:www.kassof.com/insights/ri-su97f.htm，2000年11月20日），其中有更多例子。值得一读的还有名为“往昔的坟墓——死亡的品牌：为什么它们必须死？为什么有些品牌保存下来了？mm.de详细描述了德国经济中曾经的著名品牌的生与死。”（URL:www.manager-magazin.de/unternehmen/artikel/0，2828，151008，00.html，2001年8月28日）

[202]参见奥格威（1984，166页）的批判性回应：“我承认，市场研究经常被他们的代理和顾客滥用。它们对待市场研究就如同醉鬼对待灯笼柱一样，不是为了照亮，而是为了跌倒。总体而言，市场研究还是对更有效地进行广告宣传的发展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服务。”

[203]与此相反，罗兰·贝格尔（Roland Berger）2001年在进行针对市场研究者和市场营销经理的问卷调查时发现，目标群体经常不会被系统地引导，而且市场营销措施并不会被检测其可测试性以及测试效果，参见比尔，2001。

[204]在阿诺德（1992，61页）的文章中有着相对而言令人惊讶的观点：“许多企业已经发现——这是一个有益的学说——他们的品牌不再在他们的控制之内，并且对消费者的影响包含了‘偶然性因素’，如同与市场上所有其他品牌进行比较感受时，时尚、可改变的社会价值甚至标准，这些均完全从另一个产品领域被吸取。”Jacoby/Chestnut（1978，5页）着眼于努力从原因上对品牌忠诚度进行解释，提出相似判断：“虽然对于进行决定论导向的研究者而言，这属于一种学术兴趣，在潜在原因之后持续分离出原因进行解析，但是这对于市场营销经理而言几乎没有实践意义。其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他不能希望对如此千差万别的因素进行监督和控制。”

[205]参见《销量经济》2002年5月第18页文章：“可口可乐：希尔科·明斯特关于全部符码以及地区碎片化的危险”。

[206]参见奥芬巴赫德国市场及社会研究者协会的论文集。






第二章
品牌社会学




品牌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以下问题：这样一种社会学的特殊性及其合法性在于何处？迄今为止的论述对此已经给出了第一批论据。在本书第一部分结尾就已表明，通过市场研究确保品牌成功的尝试已经达到了极限。因为如果目标就是将消费者作为整个人理解，那么这一点就不仅仅要求市场研究，而且要求社会研究，即社会学的介入。因此似乎存在着一个品牌研究所固有的能动性，其转向社会学，并且涉及对消费者尽可能完整理解的问题。社会学能够按照市场研究继续协助对市场研究过度要求的领域，并且对品牌社会学的设问在于，重新将社会这个主题纳入研究视野。[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

一旦人们回想起对品牌业科学的重新建构，品牌社会学的第二个具有决定性的出发点就会显露出来。其出发点就是观察到品牌研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共体现出了三个阶段，它们彼此更替或重叠，并对于与品牌的交往过程，详细阐明了一个完全范例式的作用。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在此期间，品牌被理解为一种技术（Technik），对其充分的理解和把握应该能够导致在对一个品牌进行塑造和建设的过程中，比起对任何一种产品的技术生产过程而言，同样采取被控制的措施，因此就会与下列设想联系起来——品牌成功的整体性条件是由生产者决定的。在下一个阶段，品牌首先作为个性/名人被探讨，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出以下结论：一个品牌的成功不仅仅依赖其如同一件产品一样在技术上毫无瑕疵地被制造出来，它更多地也必须具备正确评价和迎合市场上消费者的心理状态的能力。在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中，品牌最终被越来越多地定义为交流/交际，在此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品牌被正确地理解为针对消费者同时也是来自消费者的信使，以便获得成功。

伴随着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品牌研究逐渐进入了社会学的领域。因为交流这一概念涉猎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含义对于此专业的建设几乎不会被过高评价。毕竟社会学的主要职责毋庸置疑地就是致力于交流一直发生的领域。就这点而言，如果品牌社会学被视为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就顺理成章了。正是出于此原因，本论文的第二部分就以对交流概念的中心地位的简短阐述开始。

交流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学是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科学，并且社会各处发生的大事，都处于多个个体的彼此相互影响作用之下，这正是乔治·齐默尔（George Simmel）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此外，这种相互彼此作用的概念又被赋予了一种建构性功能，因为它标识出了社会学的特殊研究对象领域以及责任权限领域。

“这一交互作用总是因一定的欲望及驱动而形成或者源自一定的目标。性爱的、宗教的或者完全是社交的欲望，防守抑或袭击的目的，游戏抑或获取的目的，帮助抑或教导的目的以及无数的其他欲望和目的，均会导致人类进入一种与他人之间的共存状态，一种彼此支持、彼此合作或者彼此反对的行为，以及一种与他人之间的共联关系。即对他人施加影响，并同时接受对方的影响。这种交互作用或影响意味着，从那些欲望和目的的个体载体中会形成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社会’。”（齐默尔，1908，5页）

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反复地研究这些形式，个体彼此之间发生着交互作用和影响，比如上级和下属关系、竞争关系、模仿、工作分配、组建团体党派、代表、对内联合、对外隔绝以及“无数相似性”所构成的共时性。

虽然这种语言所阐释的观点很快历经百年，但是它实质上并无改变。研究对象领域就展现出它丰富多彩性的社会，并且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各种形式，在其中各个体彼此形成交互作用。只不过人们几乎不谈及交互作用，而是谈及相互影响或者普遍称其为交流/沟通/交际。

然后，交流总是并且仅仅只有涉及对一次告知意图的观察时才会出现。“一次交流仅会得以实现，如果在某人看见、听见、阅读时——进一步理解，即当能与另一种交流相联系时才能实现。单独就这种告知行为而言，它还不是交流。”（卢曼，1996，14页）这一种已普遍化的详细说明甚至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即会导致对告知意图的补充，而完全没有出现一种告知意图：某人感觉自己被打招呼了，但当时另一人却只是在自言自语。在这种意义上，几乎任何事均能被称为交流，只要仅能观察到一种告知意图。如此对一种关于某种归因模式告知意图的观察才会成功，借助此模式，对一种告知意图的观察才得以实现：某人说话、挥动手臂、转动眼睛、伸出手，我们从中能察觉到一种告知的意图，不论是否恰当。除此之外，一种告知意图也能够不依赖人而得以估算：一个街道标牌，一个人行道斑马线，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红灯，只要相应的归因模式得以运用，均能够从中得知某些信息，而不必为此让某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估算程度而恰好在场[1]。

在解密所告知的内容时，我们同样运用一定的模式，借助此模式能够在各种事件中建立起彼此之间意义丰富的联系，而这些事件之间的息息相关性恰是被我们视为告知意图所进行观察的。这涉及解释模式，它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进行组织，例如科学数据材料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日常生活经验理论”（厄费尔曼，2001，10页），它令我们能够识别各种联系并且建立所属性——如同在一个纸屑追逐游戏（一人假扮狐狸一边逃一边撒纸屑，其他人扮猎人在后面追）中，追逐痕迹时会集中精力于特定的符号、标示和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们基于共同的特点被相关性得以识别，而所有其他的特点因其陌生性被忽视。此外还可以论及行为及评价模式，通过这些模式我们可将自身的行为关系到他人的部分与他人协调一致，并且这些模式甚至将感情以及身体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同样屈从于一种模式化形式，使得我们要不论采用任何方式来进行告知、表达和采取某种态度，而且要尽可能令人理解地做好这一切（参见施密特/Weischenberg，1994；卢曼，1996）。

社会学内部的语言规则化在这一点上极少达成一致，这不同于在对此专业进行核心设问的评价：令交流可能化。在哈特姆特·埃赛尔（Hartmut Esser）（1994，180页）的论文中，在此设问与定义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得以很好地被观察。因为他考虑到了最具差异性的设想，如“规则”“仪式”“例行公事”“模式”“草稿”“角色”“规范”“类型”“类型化”“纲领”“典范”“构架”“解释模式”，它们并不具有不可克服的差异，并且作用永远相同：

“这些关于交流的整体性顺序的一体化设想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们生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强大的‘情景定义’和交流顺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进程之过程的可预见性。借此，它们简化并节约了日常行为中的许多重要实施措施及互动。它们也通过清晰的共同导向调控了交流的过程，倘若存在众多源自人的行为失控而导致的‘意乱神迷’及偏差，并且它们还帮助人们克服在针对交流顺序的实际过程中的所有波动起伏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的不安全感、无序性和非正常性。”

这些设想整体而言，也就是说，它们整体上体现了对交流结构的普遍和扩散化，这些交流结构适合反复使用和不断重复并经受住了考验。对此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象征性的辨识结构，它证实了一种极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导向性。四种具备这种特征的辨识性结构类型被简短列举，即“价值”“纲领”“角色”“个人”，它们均能够在交流的各种形式中加以运用，并且构成对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级逻辑的基础。

（1）“价值”指的是那种可以想到的最普遍化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因为这种视角几乎不与任何行为或者被忽略行为的受限条件相联系。价值在最大限度上传递了对各种事件、过程和状态进行评价时的不受约束的预设状态，而不必考虑到从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强迫性后果。就这点而言，对价值的参考会陷入一种随意性危机中，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排斥性准则会始终存在，它可以通过价值来限定交流的可能性。每个人均需要任何价值为己所用，无论是和平、自由、虔信，而无须对此争执不休。虽然有可能在一些个体身上会看到对这种信仰可靠性的质疑，但是几乎还不存在利用这些价值的特权。

（2）“纲领”指的是对正确行为的指示。因为虽然价值预设了行为的优先权，但是针对如何实施的问题则毫无意义，是纲领承担了这一功能。“一个纲领就是一个正确性条件的集大成者（此正确性即行为的社会可采纳性）。”（卢曼，1984，433）卢曼甚至谈及“行为的纲领化”，它在行为过程中预设了应做行为和应被忽略行为的方向性和正确性，“只有将其纲领化才能在重复的方式中确定正确的行为。”（卢曼1988，226页）再者，一个纲领需要对将各自角色协调一致负责，这些不同角色被用于实施整个纲领。就此而言，这些纲领就致力于将非随意性的个人行为以角色的形式针对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并且进行控制。

（3）“角色”指的是对各种行为期望值的组合，这些行为期待作为参与条件针对非任意性个人，在一个特定的交流框架下被提出——因此它具备非任意性特点，因为只有满足条件的人才能够参与。此外，参与任何一种交流行为从根本上而言仅仅以角色的形式得以实现。甚至之后，如果人们仅仅作为自身发声，或者自视为可称呼的角色，都仅仅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已，因为所有行为期望值的整体性，即将某个人标示为个人，恰恰不能在交流的框架下被接受。从交流的视角来看，对角色的预先把握意味着各个体通向个体间交流的唯一可能理解性（参见贝格尔/Luckmann，1987）。换言之，内涵借助角色得以外化，因为不存在参与交流的另一种可能性。

（4）“个人”最终指的是所有行为期望值的整体，即某人将这种整体性集于一身，倘若信任某人具备这种交流能力[2]。“一个人的个性形成于其行为总是被设想为具有异于选定的特征，并且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从沟通的角度被施加影响。”（卢曼，1997，643页）对此，这种行为个体就涉及对其所显现出的整体形象的统一化，这形成于在交流的各种更迭变化的场景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的一个总和。此外，“个人”指的不是新萌芽现象，比如意识或者交流，而指的仅是在交流内部的一种归因模式，它对于意识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参见Gerth/米尔斯，1970；卢曼，1992）。人们本来也可以称其为“定位/地址/告知/通告（Adresse）”，当参与一种交流时，每个人均可以自动获得这种定位，并且这种定位可以作为尽可能处处并且任何时候均可以坚持到底的个人身份，通过并首先用于这种交流[3]。

“个人作为交流的辨识点，作为用于交流的通知，作为用于行为归因的统一体，也同样用于责任，并且作为记录地点，人们能够假定将记忆附加于其上，而这记忆能够在交流过程中，出于必须在交流中有说服力的各种原因，按照具体情况得以激活。”（卢曼，1990a，202页）

悖论性的表述，人们本可以在关注角色这一概念的同时，也把“个人”这一概念视为语境中立，并且从而可将其视为“无角色的角色”，因为它——也如同任何“正常的”角色——意味着对行为可能性的限制，但是绝不包含涉及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领域，因为其与所有研究对象领域保持着一定距离。

人们本可以在这一点上还继续列举其他的结构，它们可以对实现交流的可能做出贡献，但是在社会学中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模式，针对交流可能性的各种条件。但是因为交流是对于所有人均普遍化的关联点，那么交流就适于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作为形式的社会和社会的形式

如果交流是自然界现象，借此可以表示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领域，那么这一点就直接对社会这一概念产生了各种影响。参考齐默尔的论点，也就是说，各种社会行为只发生在交流得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交流无法达成的地方，就完全谈不上是社会。因此，区分社会与非社会就以区分交流与非交流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形式就在交流的视角下被定义为“运作”，因为它仅涉及将社会的发生稳固于交流的发生，而不用涉及如齐默尔所言的对社会各种形式的进一步区分上。

如果关注社会的各种形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一个社会的内部环境，在大多程度上能观察到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交流形式。那么，交流就不再作为运作，而是作为结构被观察，作为各种期望值的集大成者。这些期望能够被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区分，并且以最具差异化的方式将个体连接至交流活动之中，比如交友、家庭、工作、度假、看电视、购物。当然，并不是每一种交流均具备同样的重要性，倘若关系到作为上述交流形式的社会。更多的是，交流的特定形式被辨识，而这些形式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拥有一个建构性的作用，因为它们将社会个体化并且仅因此与社会的其他形式相区分。因此，社会的形式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种是在一个社会中关于特定主题的所有交流形式的整体；另一种是在一个社会中关于特定主题的少量选定的交流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极其重要，以至于人们不仅仅能区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形式，而且能区分社会的不同形式。每个社会都是指出了一种交流的最基本的形式，它可以构成唯一性，且任何一个社会均包括数不胜数的交流形式，这些交流形式均可在它的整体性中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全部主题。

按照尼克拉斯·卢曼（1997）的观点，存在三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它在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已逐渐形成并且它的特殊性产生于占主导地位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切分式、层级化以及功能区分化形式[4]。此外，还涉及三种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不同的阶段，但它们在时间性、客观性以及社会性上并不能一直无可争辩地划清界限（参见卢曼，1985）。

（1）在进化过程上最早的社会形式可在所谓的原始的或者史前的部落社会找到，它们被称为分割式社会形式，因为它们优先由彼此相同的子系统比如家庭以及亲属关系网组成，这种子系统在内部贯穿始终地被多功能化管理，几乎仅在交互行为模式中彼此相遇并且借助各自群体身份中的神话和仪式得以确认。此外，个体身份在这种社会中仅仅通过家庭以及部落归属性得以建立，而这种归属感提供给个体一个稳固的社会地位，且每次传递的均是一个稳固的个体身份，它已经通过这种社会纽带被预先确定并且不了解个体自我表述的任何外部领域，更谈不上证明不管什么类型的趋势，比如今天被称为“个体化”的趋势。“更简单地描述：每个人在根本上应成为其所应成为之人。”（贝格尔/Luckmann，1987，175页）。

（2）在进化过程中，下一个社会形式会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遇到，它们被称为层级式社会形式，因为这些社会揭示了彼此不相同的子系统，它们按照层级被管理，即表明了一个高层级及多个低层级，内部同样也还是被多功能化管理并且大多数是通过面对面相遇来彼此调节。个体身份同样通过来源与语境以稳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描述的形式被获得，只不过这一次是在一个特定阶层的框架下，每个个体的生活空间均几乎仅仅被局限于此阶层之上，因为除了宗教几乎不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可建立秩序的机构。就这点而言，可以在关注高度文明社会的视角下并在开始阶段谈及个体化。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989，175页）在针对宫廷社会时的这种情况有如下表述：“他们的居民与所有人一样，是受限制的有所发展的人，也就是——除了所有社会的个体局限性之外——通过这种特别的社会领域的特殊界限和可能性而受到局限。”

（3）在进化过程中最近的一个社会形式是现代社会，它的最初形式原则是功能性区分，因为存在几个少量的、将社会视为全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子系统，它们统统承担起一种对整体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但每次均各不相同的功能，比如建立集体性彼此牵制决策（政治）、调节矛盾（法律）、以未来为导向的满足需求（经济）或者获得认知（科学），这里仅仅列举几个而已。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区分形式，比如当时还完全存在的切分形式和层级划分形式，则退至第二代。这样一来，大概是家庭和组织结构被以切分方式分配，并且个体归于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大群体的可归类性也是无可争议的。只是人们不再谈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分级，并且从经验上而言也显得更为艰难，即将现代社会直截了当地描述为阶级社会。此外，几乎不再可能成功地借助宗教、道德或者交互行为来设法实现整个社会的融合，就如同对于前现代社会的这种情况一样，这一点在现在是由功能系统来处理的。对于个体身份而言，这些变化会带来以下后果：个体显而易见更少地从其自身家庭或阶层获得其个人身份，因为这种任务是从各功能系统获得的。现代社会要求高得多的灵活性和可转化性，家庭和阶层均不能适当地传递这一特性。鉴于此，个人与家庭和阶层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受到了威胁，就一部分而言，这种社会连接关系甚至已经消解，并且越来越大规模地转至各种功能系统，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持续的个性化。最终，各功能系统赢得社会化的一种逐步增强的权限，因为社会生活主要就是在这些功能系统中进行，每个人均必须被置于这种境地，即便有能力也有可能参与所有的功能系统，伴随着对个体差异性的持续性的忽略，比如出身、性别、教育或者收入等。

现代社会的功能区分

如此一来，现代社会就以自己对多种功能系统的详细区分为特征。用于一种特殊功能的普遍作用适用于这些功能系统中的每一个，因为每次针对这些功能中的每一个只存在一个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系统：一套法律、一种科学、一种政策、一种经济，并且这一点适用于（尽可能多）所有人。为了实现这一功能就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技巧用于观察世界，它被称为二元符码，因为借此就可能实现对世界普遍性的把握。人们可以与基础编码以及二阶编码相比较将这一点清晰化：

基础编码指的是区分两面中的一面，而另一面则体现为空白，因为它被保留为非定义形式。因此就可能谈及“太阳”“自行车”，或者“今天”，而无须告知这些概念与何相区分。

与此相反，二阶编码指的是具有区分度的两面，比如“太阳”和“地球”，“自行车”和“汽车”，或者“今天”和“明天”，但在这种区分之中存在标示的其他备选可能性，比如“月亮”“行人”或者“昨天”。在某种意义上，一种二阶编码仅包含了世界大事的一部分，而大部分则置之其外。

与此相对应，二元符码则是在一种这样的区分之中：每一面均被通过其逻辑性的对立面加以完整化，比如系统/环境、白天/晚上或者左/右，以便所有正在发生之事无论哪一面均能有所体现。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事物均不会被置之其外，因为逻辑上不存在第三种价值，在区分过程中还需要对其加以回顾，而是仅仅存在一种自我满足的非此/即彼二元论：某物或者属于系统，或者属于环境，或者白天出现，或者晚上出现，位于左边或者右边，并无第三种选择。基于此原因，二元符码便有一种普遍性作用，因为从整体上理解世界，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特定的视角。

除此之外，各种二元符码，在涉及一般化程度时，均根植于相同的层面，比如价值，并且从而一样很少适合对正确行为进行引导。因此，二元符码说明了区分的哪一面享有优先权，并且具备连接价值：只有政府具备立法权限，而不是反对派。除此之外，二元符码预见了内含密码的机会，用于反射和批评那些在系统中以其他选择、疏忽或者弊端出现的事与物，只要换至另一面并声明其反义。这就是反对派的任务——指出政府的错误。但是二元符码从不自带评判标准，而是按照这些标准被决定，编码对哪些事件负责任，也就是说，在系统中什么需要被特别重视并且应该作为信息以非随意性方式被继续加工处理。属于每个功能系统的标准配置不仅仅有二元符码，还至少有通过一种具备功能特殊性的纲领化的协助，以便在系统功能的意义上为交流提供足够的连接能力。从参与系统性事件的个人视角而言，也可称其为条件化，并不断地通过一种功能特殊性的“动机语义学”得以表述（卢曼，1984），以便为参与的个人提供足够的论证和辩护可能性，一个功能系统中的交流是如何并且为何以一种特定的、非随意性的并且不能随意被更改的形式得以进行。

简言之，编码化和纲领化是相互依赖的。“编码为系统的稳固性提供结构，而纲领只阐明以下理由：什么能够在系统中鉴于其符码的条件被作为正确行为得以接受。”（卢曼，1987a，192页）编码预设了主题设定，而纲领只负责组织成果。每种编码均需要纲领化，只有从整体而言，它们才具备运作能力，因此在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等级。它们仅实现了一个功能系统的运作能力的不同功能：在二元符码保持系统同一性时，系统在纲领层面上具备这种可能性，各按照需求采用不同的纲领运行，或者也改变那些纲领，这一切意味着针对在内部以及外部系统环境中出现的变化具有一种显著的学习以及适应能力的事与物。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政治系统和多个党派，一个科学系统和多种理论，一个宗教系统和多个宗教团体，一个经济系统和多种市场。这一切均表明，全部功能系统基于这种符码和纲领之间的相互依赖得以揭露出一种最大化的悖论行为，因为它同时具备封闭性和开放性，稳固性和可变性（参见卢曼，1986，1990）。

最后，各种功能纲领在传递其动机语义学时被特殊的动因措施所支持，这些动因措施在此论述中仅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并且被卢曼定义为象征性的一般化交流媒介。在此，涉及的是对所参与个人的动因在功能纲领的选择性上的调整。“所有象征性一般化交流媒介的典型作用方式建立在一种条件化及动因的耦合之上。”（卢曼，2000，60页）因为基于逐渐削弱的与传统和遗留下来的权威机制的社会纽带比如家庭、教堂或者国家，在现代社会中针对某种特定行为——某种预设为唯一正确的行为——的要求的拒绝可能性已经极大地增加了。这种传统和超验衰落而且令认清那些作为决策的要求变得更容易，而这些要求能迅速承担起偶在性风险，并且如果不是无法论证的并需要辩解的情况，可能会冒着被专断并非法批评和拒绝的风险。这一点也特别适用于功能系统，因为它的交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匿名并且无特征地进行的。也就这一点而言，拒绝的可能性恰恰在功能系统的框架中要比原本的情况大得多。

尽管如此，为了能够从这些关系来估算某种可能的后果——因为对交流的可一般化形式的建构和培育是绝无可能的，如果人们持续不断地对其加以拒绝，那么另一种适用于任何一种功能性系统的语义学形式就已经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功能性区分的实施逐渐形成，而这种语义学形式正是尝试在这样一种功能系统的作用范畴内，促使全体个人接受并保持相应的纲领预设情况。在此，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其紧密相连的惩罚制裁的潜在性，毫无疑问地在其中扮演着并非不重要的角色，而这种潜在的制裁和惩戒正是通过对特定措施的运用（例如暴力或者试验）或者抽离（例如社会成就或者性）而引人注目。但是首先这种语义学形式要被定义为象征一般化的，因为它正是通过采纳特定的象征符号如金钱，将所参与个人的各种不同视角集中于一个最小的共同的命名者上，并且这一点尽可能在所有机会中均如此，这些机会可能产生于各个系统。由此，现代社会就借助于象征性一般化的交流媒介比如权利、真理或者爱，在其功能性系统情况中，对已提高的拒绝可能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出反应，以便确保交流的成功。

毫无疑问的是，各种功能系统正是基于这种普遍化作用，在对正确行为的纲领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占据一个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因为它的功能或多或少涉及了所有人。也就是说，各自的功能均必须能激励所有人正确参与其中，以便从一开始就不会排斥任何人。与此同时，各种功能系统也因此显示了最大的动机需求，因为它们基于自身的抽象性和媒介能力能够令人想起那种“入世”的直接性，而这种直接入世恰好对于家庭和阶层而言非常典型。因为与此不同的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纷繁芜杂的功能系统中，优先会遇到各种扮演最不同角色的各种陌生人，对于这些我们很难保持实质上的信任。并且越来越常见的是，人们和那些从未有过私人交往的人建立联系，不是面对面相遇，而是仅仅通过报纸、书籍、信件、电影、广播、电视、电话、电子邮件或者网络，按照各自不同的理由。与交流的这些形式相对应的是，做出正确行为的动因，比起那些在交流过程中具备私人纽带并且除此之外让一个行动纲领的意义和目的一目了然的情况变得困难得多，因为世代以来所有人都做着相同之事。对于交流情况的这种形式做出的设想和预估，正如它在功能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必须因此被毫不间断地产生出来并被准备到位。因此各种功能系统仿佛如同巨大的“动因机器”[5]一样在发挥作用，以便不仅仅确保本身人员的后果预设，而且还要确保其各自观众的后果预设。

纲领和动机

正如已经清楚展示的，各种纲领标示出了一种结构形式，而这种结构在交流可能化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查理斯·K.瓦里纳（Charles K. Warriner）（1970，37页）甚至阐述得更为深入，将行动的纲领化置于他对“社会的突显”这一设想的中心地位，对此他尤其强调了三个因素：“（1）部分社会行为的规范化；（2）在规则、时间、地点、行为者以及语境各方面清晰表达上述行为；（3）对这些行为的主要功能进行规范化。”此外，瓦里纳还认为，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剧目中，囊括了具备各种不同作用界限以及相当具有差异的任务范畴的节目/纲领，比如生产纲领、意识形态纲领以及标示纲领，这一切均展示了其使用广度，即各种纲领对于行为调控的全面性。因为按照瓦里纳的观点，整个社会完全被各种纲领所充斥，以便在出现任何机会的时候均能够用到合适的纲领，没有纲领就没有行为。

如果询问到其详细功能，则各种纲领的核心能力在于将广泛的行为链彼此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时也包括了目标决定以及方式决定[6]。因为纲领为封闭的因果链创造了各种预设条件，当在目标和方式之间建立起耦合的时候，它们就能够借助行为作为角色被完成。此外，还存在一律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纲领，它们能与以下可能性紧密相连：各自按照需求同时设立并唤起多个从属纲领。比如开始和采纳纲领、决策、描述以及解释纲领，制定和实施纲领，目标和条件纲领，帮助和解决问题纲领，以及甚至再次终止纲领，各自按照任务的设立而定[7]。除此之外，各种纲领的广度和深度视情况而定，明显传播出以下信息：是否人们在社会、一个组织或者互动的框架下活动，无论他的行为是公开的还是私人化的。这样就出现了以下大纲领，诸如“选择/选举”“圣诞”或者“交通堵塞”，它们或多或少适用于所有人；但是也存在组织纲领比如档案管理或者咖啡休息时间；最后还有最小纲领，它们仅仅引导个人的日常事务，比如刷牙或是读报，却不应低估这样一种行为的复杂性。正如伯恩瓦德·约尔格斯（Bernward Joerges）（1988，35页）在以洗衣服为例时所明确指出的：“在家居生活中，一次某种意义上完全机器化的清洗过程就已经以对洗衣过程、洗衣剂剂量、衣服特征以及装满程度的熟练的协调一致为前提。”如果人们随后还是将此纲领与所有那些我们必须要掌握的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建立起联系，那么从中就会产生出一种同样的经验丰富，但是对无数纲领的高度复杂化的协调一致，整日不休，一周七天，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称之为我们人生体验中的“剧本”[8]。

从大部分纲领中会得出一类无主体性的意图性，正如米歇尔·福柯（1983）在针对权力关系时所提到的一样，因为许多纲领是通过一种不包含归因特质的目的论而被施加至特定人身上的。人们完成一种特定角色，而没有由某一个人单独书写出整个剧本，或者完全发明出新的行为步骤[9]。大部分纲领均是没有设计者的设计构图，只有进化对此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各种纲领还针对具体使用性问题的修改质疑揭示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易变性，视情况而定，一种纲领的设立具备多大社会共鸣能力，它旨在用于对其环境进行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换言之，各种纲领不是仅由各种不可改变的规则构成的一个僵化不变的数据库所组成，而是表达了一种由各种稳固的、抑制失望情绪的并且可变的、具有学习能力的期望值结构构成的集合（参见福克斯，1993）。

通常而言，实现纲领只有通过这种不断再现并且尽可能保持一如既往的过程样本才能获得成功，并且因此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无须任何时间和精力上的反射就得以完成。这些样本大多无意识被终止，并且表现为使其习惯于行为本身或行为的成瘾化（参见维斯韦德，1965；布迪厄，1987）。在其中，例行公事的流程却被阻止，因为总会发生让人意料之外之事，并且随后有可能会出现对当前的纲领运行的测试和辩解的质疑。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见到的纲领大多以“动机”的形式出现，正如同汉斯·格特（Hans Gerthy）和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70，117页）所阐述的：“这样一种对动机的解释发生在面对其他选择可能性时，伴随着未预料到的各种选择可能性，或者发生在有反抗力量阻碍我们的角色时，因为在按照惯例的行为中，我们的动机通常并未被质疑。”

特别是C.怀特·米尔斯已经对动机的作用表示支持。因此，动机能够同样为已存在的行为进行辩解，如同为那些恰好或者还应该被实现的行为一样。“动机就是已被接受的对现有、未来或者过去的行为纲领的合理化。”（米尔斯，1940，907页）此外，它那特别的辩解能力得以阐明，通过那些针对意图表达和论证样本的已提高的可接受预期，而这些意图和样本被外化为动机提出作为阐述理由。“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设计原因，这些原因能为社会接受并且能展示我们的优点。”（Katona，1960，86页）因为谁还会反对良好的意图？更多的还有：谁究竟会敢于反对？在某种方式下，从各种动机中会出现一种交互的辩解压力，谁会一直敢于反对其辩解意图——这就是各种动机纲领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动机拥有象征性资本，因为它们自身需要被承认的并具有因此相互不矛盾的合法性，无论什么时候作为理由被提出（参见舍尔霍，1959；布迪厄，1987）。“动机是对对象所为的论证形式，借助这些行为人们可以让自己在社交中引人注目。”（卢曼，2000a，156页）那么，在出现一次动机争议的情况中，更好的可实施性就依赖于被更好组织的论证策略。动机争议的可能性自然显示出，动机总归才会被需要，只有当对一个情况的定义被证实是偶在的（kontingent），只有当交替性感知的习惯性同一性让步于对一种感知差异性的判断力（坎贝尔，1996，批判式的论述）。“在任何一种情况中，人们都要必须质疑，某人是如何论证其理由的。没有人能预测到自己能够无论在什么地方均能达到最终让所有人必须赞成的一个点。”（卢曼，2002，322页）

此外，各种动机也超越行为链，它们甚至拥有纲领特征，并且还具有行为控制和教育的趋势。米尔斯（1940，909页）将这一点针对一种教育措施反复加以强调：“母亲控制孩子：‘不要做这个，这很贪心哦。’这个孩子不仅知道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而且他还被赋予了标准化动机，它们促进了规范内的行为并阻止那些被禁止的行为。”这样一来，动机就起到了微型纲领的作用，它们首先关系到那些对于当前的一系列行为至关重要的纲领片段，而不必同时考虑整个行为过程（同时参见Schütz，1981；契克森米哈赖/罗赫博格—哈尔顿，1989）。借助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的观点，人们也可以区分媒介与形式：各种纲领在整个范围内脱离对其直接的了解，并就这点而言——与海德提过的媒介理论相似——保留为不可见形式，那么各种动机就除了行为之外成为纲领的唯一可见表述形式，而这些动机如同这些纲领的形式一样具备可读性。

除此之外，这一点就证实了曼弗雷德·亨嫩（Manfred Hennen）的想法，他和瓦里纳一样论及一个“纲领社会”。纲领因而作为动机和动因出现，它们同时将一个纲领拆解为单独的行为步骤，并同时将动因性（motivationale）的种子播撒至相关个人的内心。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软件，被分配至多个菜单中，而动机反之则是单独的纲领步骤。

“纲领一直基于特定的核心目标设想，将各种行为协调一致。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表述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剧目。动因（Motivationen）则将被期待的行为后果与个体的关于行为纲领的驱动能量链接在一起。”（亨嫩，1994，158页）

因此，纲领和动机彼此处于相互补充的状态，并且每个纲领均被通过一个纲领特定的“动机系统（System der Motive）”（Lenk 1978）甚至通过多个动机系统得以体现，便均能推断出一个社会情况的较低结构化形式。由此一来，按照米尔斯的观点，就存在各种不同的“动机词汇表”。作为例子他分别列举了一个道德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性的、一个享乐主义的以及一个金融词汇表，它们能够体现出对社会需求或者社会氛围情况的特殊的经济发展趋势的从属性，同时也能体现出对行为风格表述的时尚潮流的从属性（也参见萨林思，1981；戈夫曼，1989）。“动机在内容上和特征上，随着历史阶段及社会结构而变化。”（米尔斯，1940，913页）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动机按照各自需求具有一种很高的可塑性，并且这些动机不仅是对动机所有者的“自然需求结构”的单纯反映，而且是对社会已接受的纲领结构的再生产[10]。因为“动机在针对交流的交流中被制造出来”（卢曼，2002，19页）。与此相的是体现出其丰富性配置的动机语义学档案：“需求”“感情”“利益/兴趣”“原因”“情绪”“灵感”“忧虑”“恐惧”“想象”——这一切也一直将社会视为合法并能够被作为动机引用，如果涉及对个人行为的论证和辩解（参见舍尔霍，1959）。

如果人们将动机在这种更深远的意义上进行理解，那么就会很容易将行为理性也转化为动机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可以想到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对激情和兴趣的区分，它们均能归因于一种行为的特殊理性，它们彼此表现为外化形式，并且表明了一种一方面涉及每个自身同时也涉及每个另一方面的，并同时具有排斥性的动机语义学（参见赫希曼，1984）。另一个尤为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行为的四种理想类型（1985，12页）：

“正如大多数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是能够被定义的（1）目标理性行为：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对象以及其他人的行为期望，将这些期望当作‘条件’或者‘手段’，用于理性上，或者这些期待被视为成功，被追求的并被斟酌过的自我目标；（2）价值理性行为：通过有理智的信仰——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如同还需要被阐释的其他领域——一个特定的自我行为的无条件自我价值，完全属于此类型，并不依赖于成功；（3）情感行为，尤其是情绪性行为：通过当前的情绪和感情状态；（4）传统行为：通过被适应的习惯。”

这样，关于目的理性以及目的理性行为的论点就能与特定的行为纲领联系起来，并且仅能作用于——已做必要的修正——价值理性的、情感的以及传统的行为，在这件事上，任何行为类型均具有一个自己的动机语义学[11]。此外，在这些表述之后并未隐藏着那些不可变化的特点，针对那些直接自我表述出来，更谈不上针对他人的一种特定的行为类型的，一种不论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自傲或者自卑。更多的是，仅涉及到其他纲领以外出现的一个特定纲领。那些其他纲领全部都具有以下功能：将针对各种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所进行的交流协调一致，并且这些纲领在关注彼此所针对的这种功能时是等效等值的。

作为中期结论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学首先与交流相关，涉及的是对各交流形式的研究，而这些交流形式在社会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具备了特别的兴趣，并且因此对功能性区分以及个体功能系统的分析占据了关注的焦点。进一步而言，还涉及交流可能性的各种条件，围绕着方式和方法，交流如何发挥作用并采取何种结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置身其中。除此之外，社会学还提出了一种专业普遍化的要求，声明负责所有在其研究对象领域出现的现象——即主管所有的交流形式——而这一点同样也包括了关于、借助并且源自品牌的交流形式。毋庸置疑的是，品牌是一种交流形式，虽然将来还需要检验以下结论：是否在涉及品牌作为交流的言论时仅仅涉及关于品牌的交流，如同在任何其他主题中，或者也涉及借助品牌达成交流，以至于品牌本身被培育成对各种意图的告知，或者干脆就涉及在一个社会系统意义上的源自品牌的交流。

这种专业普遍化的要求也证明了品牌社会学的发展是正确的[12]。此外无可争议的是，社会学角度对关于、借助、源自品牌的交流的描述首先发生在经济社会学的主管领域，而没有借此对交流这种形式的社会维度进行详尽的处理。但是基于本论文的框架，尤其关注的是，探讨这种现象的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性。由此，研究先是对经济系统的进化、功能和结构进行描述，以便接下来针对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框架，如市场、金钱、广告和消费等，彻底研究品牌主题的意义。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品牌

如果今天谈及经济，人们大多首先会想到市场经济，它由大量市场所组成。此外，“市场”这一概念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针对并行经济现象的隐喻，比如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艺术或者宗教领域，仅为列举一些例子。市场这一概念恰好象征了通常对经济概念的理解的本质，而金钱是普遍的支付手段，它用于所有市场并使市场经济的统一性成为可能。市场和金钱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构成了应对社会经济的关键概念。从中可得出以下结论：人们可能会将经济整体归因于市场与金钱的共同游戏，但却认识不到这种人为协定相对短暂的存在时间仅存在了几个世纪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回忆一下经济历史以及经济行为的历史就会确定：不是市场和金钱，而是所有经济形式的成果交换是共同的[13]，并且经济行为的作用就在于充足的供给预防措施（参见韦伯，1985；卢曼，1988）。“经济行为服务于满足未来的需求。”（Mises，1961，133页）与此相对，经济行为的所有其他条件均从属于一种持续的转变：交换的情况在变化，交换手段在改变，仪式、习惯、惯例均能够采用完全不同的形式，以至于一个太具体化或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定义看来是不恰当的。这一点在对于我们现在而言比较奇怪的一种交易方式中得以形象化，即所谓的“缄默”交易，如同在一些原始社会中出现的一样（参见亨尼希，1917；Herskovits，1952）。

按照亨尼希的观点，缄默交易形成的起因是在陌生人之间有产生冲突的风险，这些陌生人通常先验地作为敌人被接待，但仍然随时准备好彼此可交易的东西，以至于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以下问题：如何才能让交换行为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同时也参见多普施1968；萨林思，1999）。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在于完全取消言语交流，也就是说最终采取缄默或者是恰好“无声”的方式进行交流。仔细说来，人们甚至还可以称它为“盲目”的行为，因为交换对象并不曾在场[14]。

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均开始于盲目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可交换的物品被放置在特定的地点以便随后被取走，而那几乎不熟悉的从未耳闻也未曾见过的交换对象，除了通过第三方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将眼前的货物取走，为此在旁边放下可能的等值物品，再次走远并等待着最先交换货物的人是否满意这些等价交换的货物，而交换对象就将之拿走或留下借以表达接受或者拒绝这一等价物。

有趣的是，理查德·亨尼希（Richard Hennig）（1917）帮助这种早期文明时代的交换方式建立了一种六阶段模式，着眼于各阶段风险的逐步增加。在第一阶段仅存在缄默或者盲目的交易：完全避免任何私人接触；在第二阶段，在武器保护下进行缄默或者盲目的交易：私人之间缄默的接触是在最大的不信任和防备对方有掠抢企图之下完成的；在第三阶段，我们不在武器的保护下进行缄默或盲目的交易；在第四阶段，我们在中立地区进行口头谈判，达成有规律的彼此见面；在第五阶段，至少在陌生部落地区已经可能进行彼此轮流的见面，顾客和生意伙伴可以互相拜访：好客之道开始萌芽；在第六阶段，最终涉及在陌生部落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集会，交易商和交易货物在此受到法律保护，并且排除了战争状态的威胁：交易会/博览会出现。

鉴于交换发生过程的这种可转变性，就适合将经济行为，或者更普遍而言在经济需求中的交流，首先纳入一个规则模式中，而这一模式在关系到现代经济系统中的特殊性时，要将在演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对交换行为的差别视为标准。在这种视角下，戈特弗里德·艾泽曼（Gottfried Eisermann）（1955）的一篇论文似乎具有开创性意义：它将经济系统与社会形式之间的交替作用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艾泽曼虽然致力于将经济领域发生的事嵌入现代社会的结构中，但是他原本的兴趣——在本文中还是追随着马克斯—韦伯的基本思想——还是在于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作为经济和社会的普遍特征构成了其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参见海涅曼，1976；波兰尼，1997）。尽管如此，这一特点最终只在现代社会中持久存在，并且就这点而言是偶在性的，对此基本假设的普遍化必须要小心进行。但如果人们将此设想进行如下阐释：每种经济系统均与将其涵盖的社会形式进行交替作用，而这种交替作用均在一种特殊的“理性化”中，还可以说在经济行为和经济体验的每种社会特殊性的纲领化中表现出来，那么这一论点就可作为起始章节，致力于这种交互作用中的一种更多是系统化阐释的分析，这种分析能够考虑到在演化过程中具备差异性的各种社会形式。如果从这种研究路径进行分析，那么首先就要考虑以下两个名字对研究思路的引导：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描述了社会不同形式下经济行为的不同系统。

经济体系和社会形式

卡尔·毕歇尔（1847—1930）1894年首次提出了他的“经济阶段（Stufen）”模式，按照此模式，在人类历史中已产生了针对经济行为的三大“系统”：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这些经济阶段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理想化原型，即几乎不会碰到其纯正单一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在演化过程中，之前的阶段在任何演化过程中的阶段基础之上继续存在，尽管仅处于后置的地位。

在第一阶段会遇见“家庭经济”，以几乎完整的“自足生产”为特点（参见毕歇尔，1924）。几乎所有在家庭生活中赖以存活的东西均由自己生产制造出来，而与陌生人进行交换的行为几乎不会出现（也参见多普施，1968）。“‘家庭’的经济目标就在于经济上自给自足（autarkia）。所有为了维系整个集体所必要之物，均应该由自身创造出来，自给自足是一种不依赖外界资源维持生活的能力。”（鲍尔/Matis，1989，45页）从社会角度观察，与家庭和村落集体相关的家庭经济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参见Neale，1966）。“房子和经济是所有农业文化和农庄—贵族文化的基本社会构成。”（Brunner，1968，107页）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区分还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在一个家庭联盟之外生存就会极其艰难[15]。“在宗族之外，经济或法律的存在几乎不可能。”（毕歇尔，1924，11页）

在第二阶段就是“城市经济”，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按订货/顾客生产”（也参见Gurjewitsch，1986）。即使在这里，自给自足也是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在多个家庭所构成的社会联盟的意义上城市所能实现的自给自足（参见Brunner，1968）。“城市在中世纪时至少已经将自给自足作为目标，并且事实上从经济的角度也能够满足其居民的需求。”（多普施，1968，256页）除此之外，还存在成果的“‘按需’生产”，在这些成果中，就不再能见到城市家庭的自足生产。从社会角度观察，城市经济被证明是多数家庭的统一体，这些家庭力争实现彼此之间的自给自足，而不再是每个家庭仅为自己提供一种自给自足，并且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视角。对此，为了达到一个城市经济的内部社会安定而遵循的“生计”原则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参见Pirenne，1994）。“在其内部秩序中，城市的经济被‘食物/生计Nahrung’这一概念所控制：每个公民应该在其行业得以谋生，并且每个人均应该像他人一样能够养活自己。”（毕歇尔，1924，13页）因为务必要避免一种供给情况的过于广泛的不一致，虽然完全允许生活环境中出现显著的不一致，只要生计原则被满足。此外，生计原则还需要以对“公平合理的价格”的报价为补充[16]。

在第三阶段，我们涉及的是“国民经济”，在其中，适于市场的“产品生产”至关重要，并且在一般意义上的金钱概念中对循序展开交换进行调节。“其目标在于整个国家和地区的自治性货物供应，正如同中世纪的经济目标是对各城市区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独立建构。”（毕歇尔1924，14页）这样一来，持续进行自给自足自我生产的单个家庭的生产方式就会最终消解，并被整体上转移至地方上或者组织性独立的“企业化”。除此之外，实物或者劳务服务几乎最终均需通过“市场的公共机构得以成功，而在此市场上，自由合约原则占据着统治地位”（同上15页）。从社会角度观察，毕歇尔认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不再在于家庭和城市经济的大多数，而也不将其视为大众以国家的形式进行的统一管理，而是将其视为“社会”，但它的统一性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此，毕歇尔在涉及国际贸易时还暗示了另一种发展阶段，“可将其合理地称为‘世界经济’”（同上16页），但没有继续论及此观点。

尽管批评甚众，毕歇尔的经济阶段模式首先因其一贯的理想化典型的建构方式而遭受各种异议，但此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便影响深远，至少在德语地区如此（另参见Brunner，1968）。另一个也特别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秩序模式，其同样也遵循一种三段论，出自卡尔·波兰尼（1886—1964）。但波兰尼（1997）没有提及经济发展的三阶段，而是谈到实物或是劳务服务的交换“基本模型”或者“原则”，而其中前两个甚至不具有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本质。这三原则是“互惠”“再生产”和“市场”。此外，这些原则也具备理想化原型的特点，但是已经完全能够并存，仅仅每次一个原则均要适合掌控另两个原则。最后，波兰尼将融合作用（die Funktion der Integration）归因于每个原则，而这一点有时也加重了清楚地划分经济和社会的难度。

（1）在“互惠”原则中，大多数时候涉及对作为礼物的“赠品”（莫斯）的交换，这些礼物必须要用回礼在一目了然的时间范围内做出“回应”（参见波兰尼，1979，1997: Gurjewitsch，1986）。“互惠是彼此处于某种社会所定义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赠送礼物和回应礼物。”（Dalton，1971，131页）对此，时间延迟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一种“过错关系”会不直接的，即同时性的交换补偿的赠送行为而形成，而这种关系约束了赠送双方并借此将其一致化[17]。“因为不仅仅那个赠送的人承担义务，而且接受的那人也如此。”（莫斯，1978，120页）除此之外，“一个互惠链”［菲尔特（Firth）1939，310页］通过将交换的再对称化延迟至未来则得以形成，其中甚至会形成“无穷无尽的交互行为”（同上348页），即不受限的行为序列，它们因其可预见性提供了高度的规划安全性（也参见Herskovits，1952）。“在这儿，礼物被赠送，以便唤起回赠礼物的义务，而这将依次唤起对方履行相似的义务——一系列无穷尽的礼物和义务。”（Kopytoff，1986，69页）通常，特别还存在可交换礼物的多个社会等级，例如食物，还有衣服以及“博尼托鱼钩、姜黄根粉罐和独木舟”（菲尔特，1939，340页），这一切排斥了陌生等级之间礼物的交换，因为每个社会等级代表了一种自己的成果、地位以及声望的象征性集合（参见Kopytoff，1986）。因此恰恰是这种不能将所有物品用来交换的规定，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的分离和不可比较性具有创建秩序以及将其一体化/融合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将引入一种普遍性的交换手段变得不可能。

从社会角度观察，“互惠”代表了一种行为规范，而它正是致力于保持社会关系的对称性，并且大多在简单的上古时期的社会便占据统治地位，其社会秩序表明，必须要避免可感受到的非对称性影响，以便保持社会内部结构的平衡。但如果在这种关系中谈及了“平衡”（菲尔特，1939，322页）或者“恢复行为的均衡甚于恢复质量上的均衡”（同上，306页），那么这就仅仅依情况而定才会切合实际，因为一种平衡在事实上从不会出现，根本不被允许出现，这不应该导致“互惠链”的立即断裂。取而代之的是，从中会形成一个“交换系统”（Herskovits，1952），而这种系统恰好着眼于通过再生产保持各种不平衡状态。从而这种双赢情况就会通过一方保持对另一方的有过错状态得以形成——悖论性表述：双赢状态存在于对一种赢输状态的维持中，尤其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夸富宴研究中表明，礼物的交换通过刺激双方在过高竞价以及浪费中进行竞赛，目的在于非对称化（也同样参见布迪厄，1976；Gurjewitsch，1986）。因此交易伙伴也不被允许回赠包含在第一次交换中的相同成果，否则就会出现一种“零和游戏”，而这种游戏在交换对象的不充分融合意义上同样会引发随意性以及功能损失。如果与相交甚好的部落进行交易，即摆脱了部落界限时，则可以在必要时放弃这种想法。更因为随后也不再仅仅关系到在与其同一类人相互交换礼物的意义上进行礼物交换，而是涉及与部族陌生人进行稳定互惠意义上进行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开始于公社结束的地方，开始于其与陌生公社或者陌生公社的分支建立关系的地点。”（马克思，1984，102页）

（2）“再分配”描述了对实物支付以及劳务服务的集中以及分配。“再分配需要有义务支付金钱，或者劳动服务于某种得以承认的社会中心，通常是国王、首领或是神职人员，他们分配收取的份额以便提供社团服务（比如防御护卫或是各种庆典）以及奖励特殊人员。”（Dalton，1971，132页）但是，劳服服务似乎被排除在再分配原则之外：“简言之，可以说，各种关系在关于服务时是互惠的，而关系到农业生产时则是再分配的。”（Neale，1966，227页）此外，实物支付的再分配以公平原则为导向，自然不会在物质性公平或者普遍化公平的意义上，而是关注适合当时情况的供给，而这种供给对于所有经济状况相同的人具有一致性。

从社会角度观察，“再分配”与中心化秩序模式紧密耦合，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与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原则协调一致，如同在封建主义的情况中所展示的，当时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心均具有对于一个特定区域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统治地位。“社会模式以中心化为特点——边缘点均与中心点连接。”（Neale，1966，222页）在这样的一个秩序模式中，再分配就承担了对居民的基本供给，他们生活在这一地区并在政治上也臣服于当时的中心，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再分配空间”中，就可以随后不断地顺利进行互惠行为（参见Elwert，1987）。“但是互惠的社会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自身就是这个村庄的再分配系统中的一个因素。”（Neale，1966，228页）因而，再分配原则涉及整体，而互惠原则则在各部分之间进行调节。

（3）作为纯粹的交换原则，“市场”指的是对全部实物以及劳务服务的交换仅借助金钱作为统一的交换媒介得以顺利进行，在此其他的准则不（再）遵循。但在这种纯粹的、理想化原型的表达中，市场原则最多可见于现代社会。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各种市场均体现出了一种更为异质化的图景，不考虑它们在经济史中长期仅被极少关注的情况（参见Barbier，1977；科斯，1988）。这样一来，在关注“市场业的发展”（波兰尼，1997，87页）时，就要优先谈及各种市场，如果根本不具备统一的、针对这一特殊功能具有普遍效果的交换媒介，大概菲尔特（1939，314页）也谈及过其中一种“用于服务独木舟建造者和其他能工巧匠的市场”。除此之外，在此极少涉及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市场系统，而是更多涉及分散的市场地点[18]。“一个原始社区通常具有一个市场地点，但是并不具备一个市场系统，即一个由各资源以及输出市场构成的经济范畴网络，通过这些市场大部分人可得以谋生。”（Dolton，1971，58页）最终，这些市场——无论是作为（每周）市场，年度市场或是博览会等（参见松巴特，1928）——通常就具备了一种功能上及空间上的次要意义[19]。那么这种形式的市场就位于部落或者城市边界，在那里它们首先从事远途交易，而根本不触及内部共有的交换活动[20]。“市场似乎已被当作中立的领土，并被典型地置于两个社区的边界地区。当与外国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获得许可时，通常不准在社区内部进行同样的活动，在社区内部，交易具有另一种本质。”（Swedberg，1994，256页）可当人们寻找这样的（远途）交易地点时，就会对市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感震惊——“市场的数量数不胜数。”（Glamann，1977，267页）此外，远途交易就构成几乎所有社会的一种持续现象，因为总是存在某些需求或者贪欲，它们在本地仅能不充分地或者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21]。在某种方式上，远程交易甚至是“所有市场之父”，这些市场不断地发挥着作为城市以及城市文明的诞生之地的作用。“贸易，还有一些金钱的使用方式，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市场，虽然一个经济特点的达成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但在历史上相对而言却很晚才获得足够的重要性。”（波兰尼，1966b，257页）

与此相对应，现代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对实物以及劳务服务进行交换的一种垄断，虽然也继续存在赠送和礼物制作意义上的互惠（参见Camerer，1988；Krebs，1999）。再分配原则也还继续存在，首先是以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形式，它如同一个水塔一样发挥着作用，各种物质不断地被泵入其中，以便随后再将它们继续分配给那些需要维护一条连接管线的人（参见卢曼，2000）——而这一点特别也由于融合以及内涵的原因（参见Kaufmann，1997）。但除此外，市场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按照这一原则，全部实物以及劳务服务均能用钱来加以交换，而其他在互惠以及再分配原则的情况中举足轻重的视角完全不再起决定作用。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市场原则被视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秩序模式，仅仅证实用于现代社会。此外，波兰尼（1997，71页）更少提及“市场”，不如说更多论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指的是由各种市场构成的一个自我管理系统。更详细地说，其中涉及一个经济形式，其唯一并单独地被市场价格所调控。”在市场的这种系统中，私人化被降低至最低数值，因为唯独价格在起作用，以便人人均可相互进行交易，只要作为参与条件的支付能力得以实现。因此，按照霍布斯的观点自由改写的现代市场的座右铭也可称为：一切人的交易（Commercium omnium cum omnibus）。除此之外，市场原则的这种趋势，在继续排除交易过程中的私人化前提下，为完全不熟悉的人之间的彼此接纳以及社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而这一点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对此，乔治·齐默尔已在自己的《金钱哲学》一书中加以关注。在这种视角下，市场原则便最卓越地代表了现代社会，并且市场系统的这种自治特性甚至促使波兰尼（1997，88页）“将探讨社会理解为市场的附加物”。

如果事后回忆起家庭经济、城市经济以及国民经济这三个经济阶段以及互惠、再分配以及市场三原则是如何既彼此区分又功能上彼此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在何种程度上关系到各种分配模式就会清晰可见，它们仅有限地涉及历史事实。但仍然有某些独特的特性和任务范畴被归类于所有这些经济阶段和原则中，它们表明了经济系统和社会形式的一种特定的、非任意性的相应关系。如果人们在这一背景下回溯对这三种社会形式的区分情况——如同在之前的章节中所展开的一样，那么就表明，这些完全适于运用各种经济形式，如同毕歇尔以及波兰尼所分析的那样，达成这种相应关系。这些相似的观点可用表格的形式做如下表述：

表7：社会形式以及经济系统






	尼克拉斯·卢曼（社会）
	卡尔·毕歇尔（生产）
	卡尔·波兰尼（交换）



	上古社会
	家庭经济（自足生产）
	互惠（对称性）



	高度文明社会
	城市经济（按订货生产）
	再分配（中心化）



	现代社会
	国民经济（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自治化）




此外，对家庭经济、城市经济以及国民经济或者互惠、再分配以及市场原则的区分，在功能上也如同在结构上表明了与对原始社会、高度文明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进行区分的协调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原始社会——首先由各种家庭组成，几乎全部社会行为均来自于此——优先研究家庭经济中的这种情况，这种家庭经济因自足生产而特点鲜明，而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它按照中心/边缘区分原则，首先在中心内部再次按照等级进行结构划分，而城市经济被赋予以下优势：既能够超越对于家庭经济典型的自足生产，也能预见到用于对城市居民进行自足供给的供货生产形式。在现代社会中，跨地区性的、按照发展趋势甚至世界经济范畴的功能系统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家庭经济以及城市经济因国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经济因市场的丰富性显而易见地日渐具有影响力。这种视角再次间接地与交易形式“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机构保持一致，而市场经济恰是对所有人而言将其进入交换的一种形式可能化，而交换形式“再分配”正因其倾向于中心化原则表明了“高度文明社会”这一类型。最终，交换形式“互惠”借助自己保持交换对称性的功能明确地适应对原始社会的分段式区分，它在社会内部绝不会容忍任何生活状态中影响深远的不公平（参见鲍尔/Matis，1989；海涅曼，1976）。

如果将经济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翻译为纲领和动机语言，那么上古社会就借助一种针对所有领域均始终保持其一致性的感知以及行为纲领得以运行，而这种纲领并没有将经济性以及非经济性的交往形式进行明确划分：一切均彼此相关。在成果（Leistung）交换的情况中就会强迫性规定，谁与谁允许以何种方式交换何物，因为交换对象的社会地位及其彼此间的关系与成果交换的动因以及对象同样重要。预设的目标就是对对称性保持长期性，借助通过交替尽义务达到一体化目标。基于这种集体的对称性期待，有损对称性原则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具有一个合法机会，以至于一个已编撰完毕的动机剧目在针对偏差行为进行辩解时是多余的，如果这种动机集合确实存在（参见舍尔霍，1959）。

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其中心按照等级被结构化，可以预料到交换优先权的一种不同性，而这种不同性同样被固化于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仅仅补充了以下一点：现在社会的分层化，不应忘记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样，社会联盟仅仅作为统一体具备求生能力，以至于尽管它们具有各种差异，但是“集体”也始终处于经济行为以及经济体验的中心位置，正如同食物原则或者对远程交易的空间划分所展示的一样。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使是对于高度文明社会而言，纵观整个经济领域，它还是非常紧密地与其他社会功能范畴联系在一起。目标设定就是对所有在维护社会非对称性的过程中需要具备足够的供给，通过集体的团结而达到融合。基于高级文明社会的分层化，以下这一要求——在社会等级内部每次均能被认可的，即合法的，但是超越社会等级不可一致化的行为过程在有所质疑的情况下，必须要被证明是有理由的——要比在原始社会中高得多，以至于可以始终预料到的是，高度文明社会中的综合动机在经济事件中已越发清楚鲜明，当人们越接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时，越发现这一点具备不断增强的“说服力”。

最后，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是，在内部经济环境中的众多视角中，要对经济系统的纲领化浪费情况加以明确区分。与此内部经济环境相对，这种纲领性消耗情况已经自主化并且几乎还不能运用外部视角被顾及。因为任何一种系统均在其应做及应放弃之事中均是自治的。波兰尼在经济系统的情况下已将这一点称为“现代社会的自我调控”。这种解除耦合或者“嵌出/脱嵌”（Entbettung）（波兰尼），每种功能系统在许多地方均必须发明一些新东西/自我的东西，在这些地方人们之前可以回顾整个社会的调节惯例：一切有必要可将系统进程结构化并加以驱动的，必须现在在系统内以及通过系统被声称并被管理。这样一来，经济系统在定价以及价格比较的机制中具有自己唯一的恒量（Konstante），所有其他事物均从属于一种持续的变化之中，并仅能在系统内以及通过系统自身得以稳定化。这一论点绝不应减少作为针对所有成效的万有对比尺度的价格机制的服务能力，但是由此所有更为广泛的说明和义务则被取消，尤其是在与现代社会的其他功能系统的关系中更是如此。经济系统的这种目标导向性，首先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功能范畴存在，据此，单独就以（理性的）价格比较为准则，同时也视经济能引起持久的社会文化活动，以便将新鲜事物变得更有吸引力，通过普遍的匿名化达成一致性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动机需求极少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在他人面前几乎不必为自己辩解，如果任何人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事。但事实上，动机需求已设定了不可实现的规模，但几乎不再存在集体具有约束力的预先规定，这些预设会慷慨地夺走一个人的决定权，因此人们为其自身寻求远超所需的动机来获知为何应该购买或使用某物。这一动机需求一方面被市场，另一方面被金钱所满足。

市场作为纲领

经济理论长期以来将市场描述为，可能也被理解为完美的模型——似乎被当作乌托邦，在其中各种不可见的力量为大众谋福利。因此市场指的是：在所有交换条件下具备完全的透明度，即彻底的信息公开化中，进行有限定的、对少量实物以及劳务服务的交换。同时，价格作为唯一的信息基础，全部实物以及劳务服务均标明价格，不仅动产和不动产，而且还有金钱乃至工作均明码标记，以至于市场上的各种服务（Leistungen）仅通过价格出现（参见波兰尼，1997）。“在经济理论中，纯粹市场的整体观点是，各行动者完全针对价格信号做出相应回应。”（Block，1990，51页）除此之外，即使成效比较以及支付过程也仅仅借助用于所有服务/成绩/成效的一个媒介得以实现。毕竟市场目的论在于，仅在关注价格时不消耗时间就会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以便随后凭支付行为进行服务交换。

完美化设想的一个作用一直在于降低复杂性，人们也可以称其为抽象化或者脱离现实性：人们不考虑许多事情，各种社会情况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人们更迅速地驾轻就熟，并且更容易获知事情的关键之所在。然而，这种将市场视为理想模式的设想本身就比较荒谬，因为全部信息以及简化时间维度会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双重偶在性的问题，从而交流也随之变得多余。如果所有人知道同样的事，如果每个人不拖延时间就权衡利弊并在此做出决策——“人人审视所有其他之事”（怀特，1988，238页）——所有人都在同时观察自己本身，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就会节省下互相理解及谅解所需的精力和时间，以至于价格比较和建构平衡关系的整个过程在无任何竞争的前提下瞬间就得以顺利完成，或者正如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1988，15页）所表述的：“如果在进行交互行为时所费无几，那么什么都不用花费便可加速这些交互行为，以至于这些行为似乎在很漫长的过程中瞬间便可被体验。”而这一点极少与市场、与其真正出现的方式相关。就这种意义而言，市场理论首先就赢得了现实性内涵，如果这一理论专注于不完美的市场。

不完美的市场首先被负面定义：它们首先不满足市场透明度的条件（参见Kuhlmann，1974；Krizner，1991），而市场透明度指的是信息的匮乏、不确信性以及信息需求，这一切均花费时间——丝毫不考虑服务交换及服务使用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的后续费用（参见科斯，1988）。因为没有市场透明度，所有就不再处于同样的知识水平中，并不依赖于以下问题：每个人是如何理智地对待知识的[22]。也就是说，在各种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一个不一样的知识或者非对称性的信息分配[23]。

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知识落差首先涉及供需之间彼此客客气气的角色协定，而这一点单方面为供应方获取优势。虽然供应的货物能够基于价格差异进行比较，以便能争取到现实中最优惠的出价，但价格和服务/成效/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适当，且最优惠的价格是否也物有所值，在使用这一服务之前充其量也就是供应方对此略有所知，而不是需求方（参见Akerlof，1970；豪瑟，1979）。就这点而言，在市场系统中的倾向性被证实远比它在市场地点（Marketplätze）中本来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风险得多。

在此期间，对完美型市场的不可能性的了解就将社会学纳入研究视野。因为在供需情况不确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双重偶在性，并且会出现这一问题：供需之间的协调一致是如何得以成功的。这一经济理论大概将市场定义为“协调机制”（Fritsch/Wein/Ewers，1999），配有一定的框架条件、预防措施以及操作方式，用来尽可能最优化地评价以及分配实物，以及劳务服务这些是如何单独存在或者是如何保持的。对这些框架条件、防范措施以及操作方式的研究也超过了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纳入研究范围［参见Granovetter，1992；贝克特（Beckert），1996，1997，1998］

在社会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尤其具有悠久传统。还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克劳斯·海涅曼（Klaus Heinemann）（1976，50页）就清醒地察觉：“市场迄今为止几乎已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了，因此也还不存在市场社会学”，社会学也仅仅是逐渐变得能够顺应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相关论述已经在马克斯·韦伯（1985）和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1928a），并且首先在卡尔·波兰尼（1966，1966a）以及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1945，1968）的著作中得以列举。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注中心在“市场”主题的出版物的数量持续增加[24]。此外，对市场概念的改写迄今为止没有从中凝聚成统一的语言规定。常见的是，将市场定义为“机构”，也视为“机制”“调控机制”或者“社会管理”。对于罗伯特·席尔德（Robert Schild）（1975，108页）而言，市场是一个“社会性互动行为场地”，而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1968，270页）将市场行为等同为“大概在控制论意义上的交流系统”——一种设想，这在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1981，1988）的观点中也可找到（同时也参见贝格尔，2001；Slater，2002）。除此之外，“自身规律性”“社会结构”“角色结构”“稳固的成员”，也特别包括“价值”均可补充为市场的特点（参见Barber，1977）。一系列框架条件也属于这些特点，它们在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科技的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视角下为以下事情负责：一方面“市场”被嵌入（Einbettung）现代社会中，但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具有“自身规律性”（韦伯）的可靠机会，因为没有系统会在任何视角下从零开始，而是保持一种基于外部支持实现可能化的状态[25]。

与此相反，如果人们关注市场功能的定义，那么就会从中得出一种高度协调的一致性。在克劳斯·海涅曼（1976，55页）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如下观点：“市场是一种行为调控方式，借助积极以及消极的强迫手段得以实现——通过盈利以及亏损，金融成功与失败的方式，通过收入机会或者无生活来源的危险，得以实现奖励和惩罚。”埃尔玛·朗格（Elmar Lange）（1989，182页）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道：“市场是……复杂的，社会规范化的调控系统，在其中，供需之间的协调只有在事后才会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形成。作为社会规范化的调控机制，市场必须奖励符合市场行为，并惩罚不符合市场的行为。”汤姆·R.布恩斯（Tom R. Burns）以及海伦娜·弗拉姆（Helena Flam）（1987，125页）将市场定义为“社会组织，被或多或少的清晰阐述的社会管理系统加以结构化并管理”。简言之，随后形成明显的协调一致，即市场为行为与体验预设了一定的条件，并遵循这些条件发挥作用，且它们在其中是自治的。同样，市场也具备强迫手段的潜能，它可同样积极或消极地发挥作用，按照它如何被施行或被体验的情况而定（参见克劳森，1967）。就这种意义而言，市场对将经济性行为以及其体验纲领化做出了贡献，更多的是市场本身起到纲领的作用。“即不是一个规范结构而是对利益的结构化是现代社会中市场的建构性因素。在此，市场是对利益矛盾的调节以及平衡的可能性。”（海涅曼，1976，55页）

但有所误导的是，谈及的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市场”，而不是如波兰尼（也参见Jensen/Naumann，1980）所言单数形式的“市场”或者“市场系统”。因为谈及市场时不仅涉及市场地点，也就是说具体的地点，在其中，市场行为在固定时间，与熟悉的人以及一目了然的商品供应一起进行。这更多是围绕着行为在市场上整体由什么构成的知识，不论可能单独关系到哪个市场[26]。因为仅仅只有谈及各种市场，而不区分所指的是哪个，才具有意义。

“也即是说，所谓的市场在上一级主管机关不异于一个社会结构形式，一个由多种特殊关系构成的结构，对这一结构，不同的身居要位的代理人，在不同程度上也做出贡献，他们迫使市场激发活力，并对此充分利用国家的那些权限，即那些他们能够控制并且掌控的权限。”（布迪厄等，1998，189页）

此外，通常不明显发挥作用的是，这种类型的市场首先自现代社会以来存在，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中也仅仅存在这种类型的市场：一个普遍化的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则。因此，经济总体而言以市场形式出现：“市场……本身就是经济系统本身，从内部来看。”（卢曼，1990，103页）因此，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也被视为市场经济，因为（几乎）所有经济行为均通过各种市场得以顺利进行，而各种观点诸如视市场为“机构”“机制”“行为调控”（Willke，1995）或者“市场模式”（怀特，1988）在幕后作为纲领（Programm）发挥作用，而这纲领会引导在任意形式的各种市场上进行的正确行为和体验。

如果人们将这种关于市场的观点与经济行为的纲领化联系起来，就自然而言引申出“游戏规则”问题，正如布迪厄（1987，116页等）所言：原文提及的“生存条件，基于各种不可能性、可能性以及极大概率的不同定义承担”令人们在现代市场上进行正确行为的责任是什么意思？作为不具备系统性要求的倡议，正如同欧根·布斯（1996）归纳的一样，在此，正确的市场行为具备十大“规定”：（1）事物的合法的可否定性；（2）社会关系的中立化；（3）可交换性的设定；（4）特殊的补充机制；（5）对人的合法的可否定性；（6）感情上中立的交流方式；（7）理性的决策逻辑；（8）无穷的比较可能性；（9）客观的比较可能性；（10）金钱作为媒介。此外，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均能随之引导出一个自身的动机语义学[27]。

（1）事物的合法的可否定性。一切成效/成绩/成果/服务（Leistung）均可以出售，并必须能更换所有人，而没有私人的参与加以阻碍。成果/服务/成绩不具备出自本身的重要性，只要它们处于市场之中。唯一发挥作用的标准就是，对贷方或者非贷方的质询（参见卢曼，1988）。在这种意义上，有一种趋势就是任何一种成效/服务均具有市场能力，即使像性服务或者宠物服务这样的服务，只要立法者不颁布任何其他的规定或者提及反对这种特殊服务的，通常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反购买动机”（Elwert，1987）；恰恰在对特定“服务”的可购买性以及实物化的最后一点上引起了一些争议[28]。

（2）社会关系的中立化。在市场上发生的事，只要涉及市场，均应该从任何方式的外在局限中得以解放，而没有不熟悉市场的斟酌或者顾虑的干扰。市场唯一的目的就是交换成果/服务：“市场是以交换、购买以及出售为目的的聚会地点。”（波兰尼，1997，87页等）一切其他的事与物在市场上均没有失去什么，因此起作用的仅是：“生意就是生意。”（布迪厄等，1998，167页）是否某人年轻还是说年老，在市场上毫无意义，只要法律的框架条件未被损害。“中立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市场，从社会条件中得以抽象化。一个鸡蛋价值所有等价物；自身的社会等级并不决定价格；社会的以及社会化的关系在交换过程中被忽略。”（布斯，1986，62页）

（3）可交换性的设定。任何服务/成果均可归类于一种市场，或者对其作出论证，并且任何一种市场均具有以下可能性：获知服务产品，对其进行观察并且最后获得市场选择的服务/成效/成绩。还有进一步的可能性，设法获悉任何市场的空间的、时间的以及法律的条件并且对此做好思想准备。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已经具有相关知识。“每周市场物价虽然更高，但是物品更新鲜！”

（4）特殊的补充机制。从对市场行为的参与来看，本质上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只要满足了参与条件，而这些条件总是应该尽可能地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能将某个人因其出生、性别、皮肤的颜色以及信仰等被排斥在市场的参与之外或“脱离市场”（费斯霍芬），但可能随后会被排斥，只要这十个“规定”之一并未得以实现。“不能向18岁以下人士出售酒精饮料。”

（5）对人的合法的可否定性。在市场中，个人以其完整的个性出现，只要其原则上根深蒂固的尊严没有被伤害，就不具备任何官方意义，“市场保留听任其自身规律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仅仅了解事物的声誉，而不关注人的威信，也不了解博爱和孝顺的义务，对由个人集体所承担的任何一种天然的人际关系都一无所知”（韦伯，1985，383页）。私人化虽然可能会扮演一种角色，如在柜台前的微笑，在银行的一个熟人，但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要求获得认可或者给予利益。“市场伙伴在特定的、被孤立的视角下出于交换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交换结束的时候就终止了。”（海涅曼，1976，55页）

（6）感情上中立的交流方式。参与市场行为从根本上说仅仅通过已完成的角色模式才得以成功，这些角色模式要求在行为中遵守纪律，首先就在于与服务/成效/成果/成绩和人的交往中的客观性。“交换关系首先通过市场得以建构，在感情上是中性的，即不仅仅从属于情感的以及道德的条件，而且建立在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利益考虑上。归根到底，它们是自我导向的（selbstorientiert），即行为者在做出决策时仅仅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定。”（Kraemer，1997，25页）就好比失恋本身不仅仅像从电费单的逾期未交情形下得以摆脱那样。

（7）理性的决策逻辑。对可拥有的成果/服务化商品以及对特定服务的决定均能够合法引用这些论据为依据，而这些证据出自对众多可选项的利弊权衡。个体化的心理状态或者自发的想法虽然可能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为了自我辨明，那些标准应该（能够）被视为基础，而这些标准则出自比较标准，它将一个成果商品/成果/商品/成绩的统一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属于其中的市场统一性加以论证。如果抱怨去污剂的无用性，而不是抱怨其对于皮肤护理的危险性，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此存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目标异化问题（也参见萨林思，1981）。

（8）无穷的比较可能性。在各种服务的可比较性之间不存在任何界限，即使比较标准已经得以实现，而原本的购买标准毕竟是属于主观天性：我是否想购买火柴还是针织品，是我自己说了算。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存在针对汽车、文具、电脑等的市场，但是在何种视角下某种比较得以完成，是“客观”上没有义务进行规定的。

（9）客观的比较可能性。对任何一种获取可比较的商品，是可能的也是允许的。其比较基础是各自市场特殊化的比较标准，它允许一种尽可能的供应商中立化的可比较性，与此同时对于所有的供应商又是同样具有约束力的。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仅标明两至三种数值，对申请者的选择以能力为导向，对人寿保险的选择以保险费支付的数额为准。但是首先，这种价格比较对“最客观”的比较客观性负责。

（10）金钱作为交换媒介。迄今为止提及的条件全部都很重要，以便整体上熟悉整个市场，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可以放弃的，有些则是多余的。与此相对应的是，金钱无一例外地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任何市场，针对任何服务，在任何做决策的情况下。一个价格比较，只要不是与一个特定的服务具有紧密的联系或者完全依赖于此，均可以一直被强制性施行，因为对于任何服务而言，均必须给予对方。价格比较虽然可能不再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意义，但是它属于那些措施中的稳固剧目，这些措施在商品导向以及作出决策中有规律地得以实施。对此而言，金钱也将这十种“规定”的大部分统一于一身，并在某种视角下，市场与金钱甚至是同义词：在一个市场上想获得任意性商品服务（Leistung）的人均需要金钱，使用金钱的人，用来在市场上活动，因此可以明确对市场与金钱的区分，因为对金钱的使用以市场纲领为前提。

“如果媒介可管理一个系统的自我再生（Autopoiesis），那么在这些系统中就一直都会有比自我再生的最小值多得多的交流（正如同一个细胞要比那些仅仅在严格意义上实施自我再生的事与物拥有更多的化学分子）。”（卢曼，1997，406页）

市场，更详细地说就是与市场相关的知识，从而表述了一种框架纲领的方式，它持续地运行在人们也一直活动的市场上，而且不依赖于人们是否有购买行为。在这种框架纲领中，金钱作为交换以及交流媒介承担了更多的管理功能，当它令更多的使用纲领发挥作用时。借助戈夫曼（1989）的论说，我们也可以说，市场和金钱如同两个彼此交叠的框架一样进行活动：当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外在的”引导框架发挥作用时，金钱就是一个“内部的”行为框架，在这里正好取决于这种作为“缓冲的双重管理”，以便将更多的灵活性可能化。这样，市场作为框架纲领早就得以运行，并从根本上传达一种“行为安全”（Kraemer，1997），还要在成功进行首次支付或者不支付之前。只有通过这种工作分配，这种相互作用（参见Deutschmann，1999）才发挥作用。“最终人们会意识到，金钱仅仅被嵌入一种相对清晰定义的市场关系规则系统中，才会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很好’地发挥作用，即作为媒介发挥作用。”（帕森斯，1980，70页）

金钱作为媒介和形式

在本书的框架内不会再赘述金钱的历史。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即使金钱，从历史上观察，也具有不同的形式，各归类于原始的、高度文明的以及现代社会的模式（参见Schmölders，1966）。这样，就是对于原始社会而言，交换物的使用也是可以证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非金属的“货币”[29]。对此，特定的物品，如食物、首饰或者衣物，也包括宠物甚至妇女和土地——各按照其原因[30]——基于其使用价值作为估算基础或者换算基础针对各特殊的交换商业行为而另作他用[31]。奥地利社会经济史学家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968，27页等）对此提出了一个相当直观的概括：

“原始经济中所拥有的在日常用品，以及首饰、食物和奢侈品方面的几乎一切物品，变成了一种交换介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壳。从中美洲的食物玉米和可可豆、非洲的蜀黍、北欧的谷物，还有中亚的牲畜，奢侈品中包括烟草和盐，它们被当作货币使用，而可用作衣物货币的就是皮毛，尤其在亚洲、美洲以及欧洲的寒带以及亚寒带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另外，金属货币的使用也得到广泛传播，首先是在亚洲以及非洲使用铁制货币，所有这些货币种类均属于自然货币。但是取代贵金属形式出现的金属货币，还有已经铸造的并用文字篆刻的硬币，即人工货币。G.蒂勒纽斯（G. Thilenius）将原始社会的两种货币形式进行区分：实用性货币以及符号性货币。前者还给我们明确展示了作为交换物使用的实物的最初形式以及意义，如皮毛、锄头、垫子和盐块。其发展过程逐渐演变为：只有一个小块状手持物被作为货币使用的商品，更多地作为符号或者象征在流通过程中保留下来。”

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后，出现了对硬币的更多使用，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那儿硬币被作为最重要的支付手段（参见Leemana，1960）。此外，金币基本上在城市内部及郊区的市场地点被真正地使用，如果各种最具差异化的商品和需求不断出现，由此带来的自然货币交换以及等值物交换便会烦冗得多，就会如此交换（参见菲尔特，1939；齐默尔，1989）。因此，硬币在欧洲也伴随着自3世纪以来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它逐渐赢得广泛影响并得以极大传播，并且在这一点上，意大利的各城邦作为“现代货币经济的开创者”（参见鲍尔/Matis，1989，102页）起到了极大作用（参见Pirenne，1994；齐默尔，1996）。但是从整体而言，这种交换形式直至18世纪仅仅涉及在自然货物交换的“汪洋大海”中的若干“货币流通小岛”。

直至19世纪，在其发展过程中，市场系统作为现代社会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交换原则被实施，对实物以及劳务服务的交换很快就仅需借助金钱/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方式得以顺利进行。举例而言，英格兰1833年引入对“纸币”的使用对此做出了可谓至关重要的贡献[32]。“货币使用的熟练进行以及对它的保障从而紧密地与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贝克尔，1988，100页）此外不再提出以下问题，即一种货币形式会把多少不同的功能，比如“交换”“定值”“支付”或者“储存”集合于自身，因为现在几乎一切均可以通过一种货币形式得以实现，这一切到当时为止几乎在各地区的管理方式均体现出极大的差异性[33]。

如果人们对在现代社会以及现在的这种货币使用方式上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就可以关注波兰尼将它区分为“特殊用途货币”以及“通用用途货币”的观点（参见波兰尼，1966，1979）。因为前现代社会货币在任何视角下均是涉及语境的，甚至是涉及人的[34]，并且它能够不具有针对所有服务商品的作用（参见Bridury，1986；萨林思，1999）。“即使在那些在流通领域的一个商品通常被视为‘货币’的地方，也极少看到曾为经济价值的表述提供一种整体上的媒介。”（Firt，1939，6页）与此相反，今天几乎所有一切均可用货币来支付，只要它在市场上作为服务（Leistung）提供，并且这一点完全没有考虑人的威望——这个角度，首先是由齐默尔（1989，60页）在他的《金钱哲学》一书中有所贡献：“对此也是相当正确的：在货币实物中，舒适性得以终止；货币就是绝对的客体，所有私人化在此终结。”

如果现在人们将金钱视为“普遍媒介”，那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80）对此阐明了一种具有多重效果的理论建议，按照这一理论，金钱在将其普遍化阐释中是一种象征性普遍化交换媒介，它具有四种“自由度”：第一点是可使用于任何服务/成效/成果，第二点是允许对多种供货渠道进行选择，第三点是能够实现对购物时间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第四点是能够自由地接受、拒绝或者有可能影响当时的购物条件[35]。以上所列已清楚地证明它符合布斯所论及的正确的市场行为中的十大特点，帕森斯随后还列出了更多的特点。这样，金钱就在这两种市场伙伴中进行循环，而没有失去其价值；不允许在其他的媒介如权利或者爱中被兑换；金钱被配备具有一种自我满足的禁止特点，并且在涉及货币价值时具有一种“安全基础”，它以前是以黄金的形式保存的，但今天是一种货币系统存在[36]。因为归根到底，金钱的价值仅仅存在于对其价值的信任。“金钱的可使用性建立在被普遍传播的期望上，即存在一种以钱易物的有约束力的需求上。”（布斯，1996，63页）虽然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预防措施，可公开维护一种货币的稳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持久性（参见帕森斯，1980；Dodd，1994）。这样对于英格兰纸币被成功使用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即政府是在这一行为之后的[37]。“既然英格兰银行是政府的产物，并且它最早的纸币的正式发行均用于政府职能，人们便可以猜测：政府至少本就没有质疑过纸币的可接受性。”（Horsefield，1986，128页）但是，最终金钱的可接受性是依赖于它可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被接受：每个人必须能确定，任何人均准备好接受他的钱，正如他自己也准备接受一样，任何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钱的。（参见齐默尔，1996）。“因为按照以下期待：将要‘接受’其他的金钱，那些能将金钱使用目的可能化的钱币，自身的行为就会被导向这种期待。”（韦伯，1985a，453页）并且伴随着这种期待，人们就可以在（售）买与（售）卖之间“交替前行”——就像一种自我满足预言。

从根本而言，在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中涉及一种有风险的预先成效（Vorleistung），一种信任预支（参见卢曼，1989）。因为人们收下纸币，并再次将其支付出去，这种行为基于以下信任：当时的另一方举止得体，并从其角度相应地将钱付出去或者收下（参见Hicks，1989；Ganßmann，1996）——虽然纸币最终是一种完全“无价值的货币单位”（熊彼得，1970，33页）（也见于Ganßmann1996）。

“在货币交换情况中，代理者信任这种交换媒介。他们接受这种交换媒介，因为他们信任其他的代理者会接受（信任）这种钱，用以在将来的某一天交换货物。在这里，信任是以一种匿名商品为依据，并且这种信任是自我维系的，因为代理商相信它是自我维系的。”（Sabourian，1992，779页）。

其结论就是，这种实践意味着对一种交换系统仅仅基于信任基础之上加以培育（参见Elwert，1987；Deutschmann，1999）。如果更深入观察这一情况，那么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这种过程是多么不可能。

通常，这种持续并行发生的信任失望风险被加以限制，人们总是彼此再次偶然相遇，因为对再见的预见克服了以下诱惑：令根深蒂固的信任失望——长期的劣势要比短期的优势严重得多。“一再发生的社会交互行为确保了交易者认识彼此，并且一种社会学的信任基础已被建立。”（Lie，1992，513页）但在某一时刻，当人们在社交过程中，不论是自身还是代表一个机构，在很大可能上不会再次见面，那么这种失望风险就会显著提高。一方面“再见的法律”不再适用，另一方面缺少一个熟悉的信任基础，即对所信任之人的信赖，因为认识他们并有私人交往（参见卢曼，1989）。“所以孩子不是因内在的原因而随便信任一种事实真相，而是因为他信任告知此事的人；不是某事，而是某人被信任。”（齐默尔，1996，88页）但在现代社会，人们主要与他人聚会，与这些人不再能建立起深入的私人信任关系，即使再次见面时也是如此（参见Vanberg，1987），因为“陌生的普遍化”（Hahn，1994）成为日常生活经验。鉴于这种日常经验，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人们还准备去冒信任对方的风险。不管怎样，信任本身需要“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吉登斯，1995，107页），比如金钱，因为它不再与众不同，即使对此具备少得多的值得信任的依据，比起其大概在家庭中的情况而言。随之而来提出的问题就是，“系统信任”（卢曼）——它从不仅涉及金钱，而是整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不可放弃的资源——是如何尽管具备不可能性，但依旧可能实现（参见黑尔曼，2000a）。

恰好就在这一点上，已经谈及的理论采用了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卢曼赋予这些媒介一种功能，即尽管它具有不可能性/极小概率，仍旧要确保交流的成功。此外，帕森斯的观点——将金钱描述为象征性普遍化的交换媒介——作为灵感发挥作用，只不过卢曼是在一种交际理论的基础上重述这一观点的——一种行为，在波兰尼（1979，347页）的论述中已经渐成规模：“总而言之，金钱是一种语义学系统，与语言、文字或者重量以及度量相似。”这种交际技巧理论的著名基于特定的措施才能实现，将自我的体验和行为与年龄的体验和行为进行校准。在此期间，自我做年龄允许的事，那种将年龄的物种选择预设与之相关联的影响是针对自我的动因及行为准备，那么一种选择接纳就得以实现，虽然拒绝是更小概率的事。这种用于选择接纳所做的准备被解读为对“系统信任”的表述（也参见海涅曼，1969）。

如果人们将这种选择接纳影响在这种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的情况中理解为“金钱”，那么就必须看到，金钱本身提供了一系列服务，以便以此与实物以及劳务服务进行交换（参见卢曼，1988）。一些服务/成效/成果已经被列举出来：金钱具备普遍的可使用性，其允许不受限的成效比较，并为此允许自由选择商品，其自由设定购买时间，从不为购物决定设定限定条件，只要未超过规定的金额或者对此表示出法律异议，并且金钱能发挥安抚效果。基于此种鲜明的服务特点，金钱似乎一跃成为一种自由象征[38]。但更具悖论性的是，强制象征对金钱而言也并不陌生，应改写一下以下座右铭：“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39]”对此海涅曼（1969，86页等）已确定：

“经济系统的发展程度越深，区别度越大，对于个体而言，以下可能性就越小：通过在购买中拒绝接受，就将自身排斥在对中心符号系统金钱的参与性之外。对此，也就是说，最终会与出现游离在经济活动过程之外的一种被排斥危险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金钱可称为是一种经济强制，从利益状态产生出来的一种强制，它可确保一定的影响期待，是一种强制，它如此强大，以至于对行为期待的不满足能够带来被排斥在系统之外、作为最有力的惩罚形式的后果。”

从而，即使这种状态，即不存在可接受的退出—选择，也有助于参与对作为普遍的交换以及支付手段——金钱——的使用，并且将自身的动因准备与其他人的选择预设协调一致。

但对卢曼而言，金钱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普遍化的交流媒介，更多的绝对还是经济系统的基础操作方式。因为自从卢曼（1982，1984）提出复杂性延缓，按照此观点，社会系统仅能够以事件形式存在，从一种操作到另一种操作程序，只要这些社会系统彼此还是形式一致，并且除此之外，每种系统必须均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简言之：“自我再生”，如果它超出社会学家的纯粹观察，必须要能够证实以下一点，即通过哪些交流形式的最终因素，可将一个系统通过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并且这一点从一种操作历程到另一种工作流程被视为一种操作上独立的事情。在经济系统的情况下，这关系到支付过程，即以金钱购买服务：“经济的‘商品行为’是支付。”（卢曼，1988，52页）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属于经济，只要人们将经济理解为工作程序/操作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作为操作方式清晰地并在时间形式上得以辨识，并借此将系统毫无混淆可能性地与环境区分开来。一次支付紧随着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支付，按照方式相同的工作流程/操作流程的顺序，方式陌生的事件不能进入这种流程，因为这种陌生性会将这种流畅的支付过程立即中断，并会终结整个系统。在这种方式上，经济系统会借助以支付形式出现的金钱媒介进行自我再生产，并且只要支付过程得以成功实现，那么就能够称经济为系统。“如果不再有支付发生，经济就会直截了当地停止作为有区分度的系统存在。”（卢曼，1988，52页等）当然，这仅仅适用于根本就不再有支付行为得以实现的情况。因为即使是非支付行为（Nicht-Zahlung），对于基于支付与非支付二元符码的经济系统而言也意义重大，只要非支付行为未成为规则。

现在已经得出以下结论：任何一种功能系统虽然均通过一种二元符码得以辨识，比如法律/非法、真理/非真理，或者正如支付/非支付，一个二元符码单独而言却并不能够发挥足够的行为引导的作用。可能是任何一种二元符码均配备了一种针对其双重价值中的某一个轻微的优先权，并且对于经济系统而言，在此按照期望关系到了“支付”价值。尽管如此，依旧不明晰的是，在关注哪一种服务时支付作为正确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的服务提供中出现的不明晰化本来就令熟悉市场变得不容易，基于此原因，似乎已经适合获悉接下来的动机：作为仅仅对此获取的动因准备，与其支付，不如不支付。媒介本身因此被过高要求，它等待着自外界而来的支付通知（参见卢曼，1988；贝克尔，1997）。

在关注这一动机需求时，卢曼开始有如下考虑：每一个功能系统均配备有一个特别与其功能相协调的纲领用以动机配给，这个纲领与符码相比而言，采取了恭敬有礼的态度，并在行为纲领化的过程中决定性地支持这一符码。此外，动机配给中的大部分已经通过将价格作为金钱媒介的形式得以实现[40]。“价格提供了一个评价尺度，其允许进行毫不质疑的比较。”（贝克尔，1988，78页）因为基于金钱媒介的普遍性，一切均可以彼此进行比较，并且这一点是采用一种无歧义的方式，只要涉及金钱媒介纯粹数量化的一面（参见布斯，1996）。这一点包括以下观点：在价格连续性中，从零直至无穷大，对于一个市场的所有服务而言，按照等级顺序排列的价格等级能被解读为“质量信号”（斯宾塞，1974；Camerer，1988），以至于从价格水平未经告知就能直接回溯至一项服务的质量水平，那么，一个高价格就能够代表一种一对一的高质量，反之亦然[41]。“价格被视为质量的代言人，昂贵的品牌能取得市场成功，这种‘买有所值’的感觉因此就是存在的。”（卡曼辛，1998，249页）或者正如汉斯·多尼茨拉夫（1939，60页）所言：“价格就是一件商品的典型特点，并且是它潜意识发挥作用的质量证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盲目销售正是需要这种质量证明。”此外，高价格通常与社会声望等同，以至于昂贵的物品才具备社会声望（参见贝克尔，1988；Podolny，1993）。“我们不相信低价格，因为我们就值这种高价。”（凡勃伦，2000，156页）最终，经济理论甚至发展到了如此程度，即特别将价格视为在市场上起作用的信息源（参见斯宾塞，1974；Stigler/Sherwein，1985）。尤其是在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945，1968，1984）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种阐述，按照其观点，所有价格均能调控市场行为，而且正如消费各种服务一样，也同样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控（也参见Hirshleifer/Riley，1979；Block，1990）。就这点而言，价格已经如同纲领一样发挥作用，而纲领不仅仅是自主的，而且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似乎除了价格以外不再另需要任何其他事物就能够在市场上如鱼得水。

但是，这种阐述几乎不能持久，即使对于经济理论也是如此[42]。虽然价格传递了一种必需的但针对自身来看却没有关于服务提供的足够信息。仅仅在极少情况下，才会被最优化地用于获取完整并精确的信息。（斯宾塞，1974，114页）价格可能允许进行价格比较，但是通常在根本上不会出现丰富的价格比较，因为归根到底，其他的标准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43]——无论是出于时间匮乏还是舒适性。除此之外，价格绝不会简单地反映出一种服务的质量（参见Obermiller，1988；Olshavsky/Aylesworth/Kempf，1995）。“体现出的是，消费者绝不会普遍地趋向于将价格视为质量标准。”（Schreiber，1960，639页）在赫尔曼·迪勒（Hermann Diller）（1977，223页）的论述中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这种普遍的、没有区分度的主题，即价格作为质量指示标服务于消费者，被证实是……一种通过不适合的测量过程所导致的人工制品。”因此，人们本应该会感到非常震惊，如果仅仅信任价格，因为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例如满心期待一只小猎犬，事实上等来的却是一只哈巴狗。”（Parson，1980，142页）

它的清晰表述就是：虽然价格和支付对于现代市场的自我调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标准，但是对复杂性的严格降低，正如它作为信息在市场上得以存在，以价格的形式最终——对拒绝市场这个概念（Fritsch/Wein/Ewers，1999）具备可比性——冒着一种“拒绝价格”的风险，只要它还涉及完整的信息传达中的价格需求（参见豪瑟，1979；舍尔霍，1964，1983）。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以下假设，即消费者会接受一个价格作为针对一项服务的可靠的等值物；在此，大量的消费者研究表明，其情况并不尽然（参见Schreiber，1960；Wölker，1962；Obermiller，1988；Grewal/Marmorstein，1994）。因此更容易以此为出发点，即“价格仅仅是众多的决定原因中的一个，这些原因在顾客做出购物决定时能对其施加影响”（Schmölders，1966，14页等），并且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源来做出正确的行为[44]。这一点也可在卢曼（1988，227页）的论述中得见，当他承认“价格还不是全部的决策纲领”时，以便随后“将投资或者消费的实物纲领”（卢曼，1988，251页）作为论证理由，这些实物纲领在决策纲领的意义上积极地支持价格功能（也同样参见贝克尔，1988）。对这些纲领形式的详细阐述和深化却在卢曼的论述中戛然而止，但是恰恰是出于此研究方向，一种显著的纲领化需求以及动机需求不由得随之产生，以便不仅针对投资问题而且针对消费问题时也能回溯到具体的标准。原因在于对于应该进行多少投资和消费，为何投资以及消费需要论据、理性化、辩解及理由，因为它不再简单地产生于事物（Sache）本身。之前，这其中的自由度极少，因为接下来已经规定好了应该做的事。惯例属于日常规范，并且决策很少，因为对此产生的稀缺状态几乎没有游戏空间（参见舍尔霍，1959；舒尔茨，1990）。今天与此相反的是，自由度延展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至于决策问题几乎不再源自选择的缺乏，而是由选择的泛滥而引起[45]。就这种意义而言，经济系统不仅仅需要价格作为既普遍又纯粹数量化的信息源，而是需要更多的导向模式、纲领步骤以及动因刺激，以便引导并不间断的支持投资以及消费准备。

作为中期结论可以确定市场和金钱构成现代社会经济的中心机构。它们具有普遍的影响、彼此印证并能够在众多机会中变成同义关系。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以钱交换服务。此外，供需之间的平衡从需求的视角来看，通过所提供服务的价格比较得以实现。但是是否仅仅凭借价格和价格比较就足够用来控制消费者的购物风险，更多表现为可质疑的，并且除了现代市场的极大复杂性问题——这一点即将展开讨论——还引出了一个可能性，即对品牌的社会学重要性进行检测。

市场风险和品牌信赖

品牌社会学的发展有两个导向：品牌研究立场以及社会学的研究立场。品牌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由一种研究需求所揭示，它仅仅通过品牌研究鉴于专业的、整体上适用于经济科学的特殊性，并不能得以解决[46]。这一点尤其由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画面得以展现，它仅仅包括了“整个人”的一部分而已，这一观点由马特斯提及。关系到社会学的研究立场时，与此相对，涉及品牌主题全方位，嵌入至一个具有区分度的并且在此期间高度特殊化的专业，它指出了大量的链接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自然不会被立即察觉到。因此，这一研究的重点在于经济社会学的责任领域。

从理论上而言，涉及的是一种功能性分析（参见卢曼，1970；1984）。其出发点就是寻找经济特殊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品牌构成了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对品牌塑造的需求在一种问题解决需求中被设想，这种解决问题的需求可在经济领域中被观察到。就这点而言，品牌社会学首先包括了分析问题，从而证明品牌主题的经济社会学意义。此外，在一种情况的不明晰性和不可确定性中，可以见到针对每个问题分析的最重要出发点：“不确定性问题产生于情况的因果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参与者的认知潜能之间的差异。”（贝克特，1996，137页）而且这一点亦可期待于每种即将发生的情况，即在市场上遇见市场参与者。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且在日常生活中可获知的问题，存在于在几乎所有终端消费者市场上和服务产品提供中表现出的不明晰性中。这样，仅在德国就大约有15种洗衣剂、23种牙膏、35种汽车以及45种香烟供应（参见哈尔斯滕贝格，1996）。涉及汽车市场，在1970年至1985年间，所有做广告的品牌数量就从288个递增至911个，EDV商品的数量从367种增加到1977年的367种。简单看一下英国的情况：仅仅当地的早餐麦片的供应在1975年至1985年间就从30种增加至94种（参见Kroeber Riel，1993；Joachimsthaler，2000）。或者正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描述的美国的情况：

“情况逐渐变得很可笑！1990年在美国有123种新的早餐麦片问世令人高兴，64种新的意大利面酱、54种洗衣剂以及69种一次性尿布的问世则只字不提。在1980年，消费者市场共有2889种新产品出现，1990年是13244种。平均而言，一个超市今天正在出售3万种商品——1976年则是9000种。非处方药生产商联合会通告，今天有20万种品牌——可供柜台销售的不同类型及数量的非处方药等。”（摘自格肯，1995，144页等）

鉴于任何一种类型消费品，以及服务的这种过多供应，对歧视以及允许的选择标准的认定需求证明是确有必要的。市场是如何正确评价这种需求的？

首先，市场，正如已阐明的——（几乎）将供需平衡从与不熟悉市场的想法和考虑中脱离出来。“市场摆脱了所有社会规范性意义关涉的负担，当金钱符码从具体的人中得以抽象化，并且市场活动者的行为以及决定全神贯注于其具备市场兼容性的可计算性以及目的性的时候。”（Kraemer，1997，35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仅仅是价格机制，因为购物决策会降低为对当时的实物以及服务供应进行价格比较。鉴于这样一种丰富供应的复杂性，这种物品的极大丰富在大部分市场均可遇到，就仅提出以下问题：单个消费者，不论在价值创造链的终端还是身在其中，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当他仅有价格作为购物参考及引导时？可计算性对此一定是具有目的性的。但是目的性有何用，如果仅仅涉及数量上的差异？可以确定的是，价格差异能够基于价格差异算清楚。但是谁能确保这种假设是正确的？

取消所有社会规范性意义关涉的负担肯定会带来优势，但是这种负担的减轻也会制造问题。因为将不熟悉市场的事实真相纳入一种商业关系，增加了提前看清欺骗性手段的机会：在其他关系中行为举止值得信任的人，就可能也会在生意场上同样如此；与此相反，在远离市场的圈子里引起他人对其完美无瑕的质疑的人，会失去对有所了解的市场伙伴的信任（参见韦伯，1984；Diekmann/Wyder，2002）。换言之：想欺骗的人，必须能隐藏之。

“为了欺骗他人，人们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孤立并掩护自己，人们不允许他人‘过近’‘接触’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人们越近……与某些人彼此影响，与他们的联系就会越有规律并越深入，私人关系越持久，就会越发艰难和付出大代价，去建造并可信地维护孤立之墙。因此不仅仅是这种情况，因为在与同一人有规律进行接触的框架下，揭掉面具的危险就会很大，并且对于成功隐藏完美关系的预先措施就会变得越来越费用高昂。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随着一种私人关系的持久性，带有感情的关系以及相互的好感会出现，这均会使问题变得愈发难解，因为这会将一个面对面的人仅仅当作个人的目的工具去观察。”（Baurmann，2001，429页等）

市场也同样排斥这一点。但如果不再有任何机会存在，也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中去认识一个市场伙伴，那么人们就手无寸铁地面临着一种欺骗的风险——基于一次生意合同框架的法律保护仅能提供很少慰藉，如果所期待的价格/服务关系（Preis/Leistung-Verhältnis）令人失望。在市场上没有个人威信，正如韦伯所言，从而将一种再保险不可能化，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再保险对于信用的投资在有风险的关系中，就不具备可被过高估计的意义。并且，信用/信任在此是关键概念。因为市场隐藏风险，并且，这首先涉及被欺骗的风险，它仅能有条件地通过合同被弥补。因此风险需要信用，从而一种合作尽管有各种风险的存在依旧可以达成[47]。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已不明晰的一个市场，对它的内部区分可切分为多个更小的市场分割块——无论是产品特定还是价格特定的——这种区分构成一种更容易理解的可能性，以便重新建立市场透明度。但是市场划分仅仅临时地被加以补救，因为竞争情况大多在短时间内就会导致以下情况：新市场再次充溢着如此多的额外的实物以及劳务服务，以至于重新失去了市场清晰度。就这点而言，具有太多复杂性的起始问题又会很快返回。归根结底，也就是说，欺骗风险根本就没有有所改变，无所谓一个市场有多小。

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观察市场，将其视为具备最大限度差异性的实物以及劳务服务供给的一个极其不清晰化的集合，而这些供给令人以一种事实的、社会的以及时间性的视角，直面关于一种正确的价格/服务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何种程度上品牌为解决这种问题做贡献：品牌令市场变得更具清晰度。“品牌不是时间性的及可变的事物，而是市场的标志。在不断流动发展的市场事实中，品牌是指路明灯、稳固的关涉点，消费者以此为引导并想在其中寻找到有约束力的支撑。”（格里华德，1997，16页）或者用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的信号理论的语言来表达：“信号学的视角明确认为，市场的不完美以及非对称的信息结构，激发了品牌公正性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角色信用。”（Erdem/Swait，1998，266页）此外，甚至可以借助这种导向需求的增加来衡量：

“鉴于这些对于顾客而言愈发难以看清的市场，鉴于对相似服务的持续增长的过多供应，品牌进一步提升了它的重要性，作为针对质量、持续性以及可信任度的辨识特点，以及作为售卖点的决定标准。”（Kühne，1993，72页）

通过将市场进一步分为服务供应的两个等级，市场的清晰度得以重新建立：品牌以及非品牌。对此，虽然并未赋予最终安全性，但是这种非对称性以及等级化的形式在“质量”的角度下，至少令纵观市场的变得容易，而且市场清晰化有助于人们做出购物决定。因为品牌以“值得其价值”而著名：它们确保了一种服务的价格符合其自身价值，并且要对此保持充分信任。[48]“品牌名称的有效性基于市场的不完美性，消费者通常缺乏信息去判断相竞争产品的优点。一个熟悉的品牌能给予消费者信用保证，而这通常比低价格更具价值。”（Block，1990，61页等）与此相应，品牌建设能被理解为对市场上欺骗风险的直接反映：欺骗风险越大，信用需求就越大，品牌需求就越大。因此，首先一个在其目的中始终适用的表述，例如“一个品牌的价值建立在信用上”（Rasch，1954，592页）就赢得了说服力。

从功能上来看，对信用的需求直接涉及一种风险可能性：对于存在会让期望无法实现的机会的地方，就需要信用，从而得以能够继续下一步行为（参见Petermann，1992）。就这点而言，信任/信用是一个“有风险的预付的代价”（卢曼，1989），因为人们付出信用，虽然不确定它是否被滥用。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信任形式，它们能以两种方式得以区分：或者信任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信任一个抽象的机构，后者能再次被分为不同的关涉程度，例如角色、组织或者功能系统（同样也参见吉登斯，1995；黑尔曼，2003b）。

涉及品牌时，现在可以下列观点为出发点：迄今为止，对一个具体的生产商的信任形式，正如在前现代社会所广为流传的一样，随着世纪变迁——在信任转换的意义上——已推移到“品牌”机构的程度上，以至于人们在此期间甚至谈及“品牌信任（Markenvertrauen）”：“没有长期消费者能将另一种购物承认是相信质量、价廉物美或者长期的习惯，这种情况就可被总结为：品牌信任。”（多尼茨拉夫，1939，104页）有可能的是，品牌能成功地将一个具可比较性的值得信任度明示出来。出于此原因，品牌享受信任，因为它通常遵守所给出的诺言。品牌许诺了风险界限，并且在品牌不会令赋予它们的信任失望的时候，正再次表明这种赋予它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品牌商品在这种方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系统限定的——提供了一种质量保证，它从品牌的角度为针对消费者的信用建设创造了基础，品牌商品以消费者的信任为生。”（吕舍，1986，212页）

品牌功能因此不仅在于将市场变得更具清晰度，以便将针对消费者的当下的“选择的专治”（Trout，2001）变得略微可忍耐一些。品牌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针对不明显的欺骗风险的特别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风险可见于众多市场，而且是以品牌信任的形式代替了对人的信任。哪些市场尤其适合于此，何时这种市场再分配开始进行，以及可多久正常运行，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需求越大，欺骗风险就会越高。这样，品牌需求在消费者终端市场要比在B2B市场的评价高得多，在后者，商业伙伴彼此之间还是直接见面并且通常进行非常私人化、充满信任的以及亲密的交谈（参见Moore，1994）。而且品牌需求与一个市场的服务方式以及价格水平互相制约：商品供应越具备生活必需性，价格水平就会越低，品牌需求就越小，正如人们在折扣商店轻易检测到的一样；而在奢侈品市场再度被注定适合用于培育品牌时，正如人们能在商场各区域如化妆品、高保真音箱、旅游、钟表或者整体厨房所观察到的一样。不过对此大概还不能声称品牌的功能就仅限于降低复杂性，减少风险并赋予信任。但对于功能性分析而言，鉴于市场以及品牌的关系，就面临一个整体性的涉及问题及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

金钱或品牌

接下来，如果关注涉及金钱作为媒介的品牌功能，情况是相似的。从不同的类型服务价格进行比较，哈耶克（1945，527页）称其为“人类思想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但是，因为这对于所有服务均同样适用，市场就无法拒绝任何具有价格的服务，这一点会令商品服务的供应增长至无法一目了然的程度，而价格却无法保证如何针对这些商品的洪流保持对市场的一目了然。因此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即价格实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针对服务质量的值得信赖的指示标来发挥作用。在应用过程中，这一点必要时出现在以下条件下：当它还涉及服务方式时，这种服务方式在其组成以及生产方式中具有如此简单并同样的性质，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从而价格差异仅还能描述出数量差异。“在做出购物决定时，首先应该以货物价格为导向的人，必须能够视以下条件为前提：货物鉴于其他所有特点尽可能同质化。”（朗格，1989，190页）提勃尔·西托夫斯基（1945，100页等）也得出相似结论，以下假设“人们通过价格判断质量”即可回溯到他的论断：“价格竞争，因此，在食品商品市场进行，这些商品以往的价格很可能已被购买者获知。”因为“食物商品”，即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如面粉、糖或者咖啡，正如它们以前还成袋出售一样，这种同质化条件/均一化条件能继续得以满足：“所得即所付！”但我们今天已几乎不再将这一点用于食品商品，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价格作用通过以下方式被过高地要求：作为具备普遍性需求的质量指示标出现。这一点西托夫斯基也已明确论述，因此他得出以下结论：“通常而言，价格仅仅是用以决定消费者的判断的众多因素之一。”

鉴于“质量不透明度”，将购物决定限制至价格比较上（古登堡），尽管进行价格比较，但这种不透明性始终存在，从而这些限制就会在极大程度上保持不透明性以及不确定性[49]。“这些对质量透明度的限制被建立在经济性以及实物性质量的难以洞穿的基础上。难以看穿的是，按照产品的不同，所有的同类商品是否在质量上具备同等价值；如果不是，哪些相似商品质量最佳。”（舍尔霍，1964，54页）当消费者在更早些时候拥有多得多的商品知识，并除此之外与生产者相熟，以至于质量问题中的剩余风险——虽然这种风险在购物中不可避免，但是至少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私人信用，获得一种——正如所提及的——额外的保障，那么，这一点在如今几乎不再可能，因为市场中的交换条件恰好以此为标志，即交换完全能够并应该不考虑到身陷交换过程中的个人而得以进行。虽然以下建议依旧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长期以来占优势的信用，可通过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进行补充，而这种信任在功能性上可等值地负责用来激励个人，直至其能（尽管存在不确定的价格关系）依然进行具有风险性的预付行为。这一点在经济系统的情况中指的是信任金钱媒介的作用，那么这种质量不透明度的问题就无法得以解决，因为这种对金钱的系统信任仅仅关系到它作为普遍性支付手段/方式的作用，以至于人们可以允许其他人购买他们自己本身感兴趣的服务，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从而也为自己购买这些服务。涉及这种商品知识的角度，就可以随之得出“普通购买者极少具有技巧来真正决定大批量制造出来的商品的任何真实质量”（Laird，1932，241页），以至于一度提出过以下问题：消费者如何能够对一项服务的质量做出可信的评价，如果消费者不具备与生产者同样的知识——恰好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在供应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分配问题，即阿克洛夫式问题（译者注：乔治·阿克洛夫，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50]。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将价格作用视为针对每个市场份额以及每个商品组合的质量指示标以及决策帮助的讨论，能够被不同评价[51]。尽管如此，在多个研究中随之达成一致，即价格作用仅在极少情况中能够正确评价对其单独设定的需求[52]。“一种总体上视价格为准的质量关系不存在。”（Zeithaml，1988，11页）这一点已由W.拉泽尔（1964，138页）准确地加以表述：“在部分情况下，存在一种错置的强调，即遏制过去的经济模式，以价格为关键的竞争武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关注服务的价格要远少于关注品牌（参见Monroe/Krishan，1986；Obermiller，1988）。

“当价格针对市场参与者以及针对大多数购买产品的人而言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时，价格可能不如品牌名称一样重要，品牌名称从市场营销者传递给消费者大量信息，通过‘捆绑’的信息，借此通过广告口口相传及品牌以前的用途与之联系起来。”（Stokes，1986，233页）

在关注多个研究的结论时，美国学者瓦莱丽·斯图尔特（Valerie. Zeithaml）（1988，12页）的论述中，同样明确地提出：“总体上，在评估质量时，品牌名称比价格更有力。”并且尼亚·达瓦（Niraj Dawar）以及菲利普·派克（Philip Parker）（1994，91页）在做一项对比研究时，将评价国际性最常用的市场营销措施的重要性作为研究目标，即以下措施——“品牌名称”“价格”“有形的显现形式”以及“购物地点的名气”，得出以下结论：“品牌名称的符号，更多地依赖于价格或物质性外在，它们与针对评价产品质量时更多地依赖于零售商的声誉交替进行。”

我们还可进一步阐述，当对双重偶在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协调一致的问题——一并纳入研究视野时。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金钱作为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时，显示出仅通过价格作用来确保经济性交流的成功。

“如果价格和品牌名称直接彼此竞争，品牌名称则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可以期望品牌名称以及价格处于由消费者选择的第一批信息维度中，在关系到选择的频率以及顺序时，借助品牌名称来取代价格。”（Jacoby/Szybillo/Busato-Schach，1977，210页）

但是，如果品牌比起价格有更大能力来发挥作用，即让一个顾客自己决定做出购买一个特定服务的决定，那么品牌也有能力对此负责或者能够负责，令服务的市场化通过品牌建设获得成功。“品牌的真实意义在顾客角度详细阐明：他应该被促使，辨识出某一特定产品，（重新）找到它，（重新）购买它，并以此为实现长期销售成功创造前提。”（亨宁—博德维希/库，1988，6页）因此，品牌也牵涉到选择以及动因的条件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跃而成为金钱的一个副媒介，虽然在其功能中并未取代它，但可以加以支持。

回顾一下：金钱是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可以运用此功能，在经济利益中尽管概率极低，仍被用来确保交流的成功。这一点首先包括，交互行为无暴力地得以顺利进行，因为交换顺利进行的原则一般被众人所知，以至于每个人均得以在遵守参与条件时自己开始进行一次易货交易：人们可以赞同允许对少量货物进行出售，因为每个人均知道如何获取这些货物。此外，金钱媒介随后也尝试，促使在经济系统中参与的个人，出于某种特定原因获取各项服务。在这种形式中，金钱提供了支付原因以及购买动机，这种动因服务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与相应需求的生产以及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目的纲领化显现出来，金钱作为媒介运用这种纲领化，其目标就在于，将商品服务供应以及购买准备进行如此程度的耦合，以至于消费者能够被引导购买这种商品。因为金钱作为媒介具备以下功能：将自我的动因耦合至年龄的选择上，并且借此融合自我的行为。这种金钱媒介的动因功能还得到广告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广告被理解为可施加影响的交流，它通过不同的策略以及说服力，尝试打动个人对一个特定实物以及劳务性服务进行购买。

如此看来，品牌现在也具有一种媒介的功能，其出发点是，金钱无法成功实现，仅仅通过价格机制来促使购物行为的达成，因为这种价格信息在其作为质量指示标的功能中，仅仅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准确地发挥作用。尽管如此，品牌在许多情况下为实现购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影响符合一个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的功能。也就是说，尽管极低概率甚至其不可能性仍然能够确保交流的成功。“如果你成功地传达品牌信息，那么消费者会迅速传播这一消息。”（Coyler，2002）问题仅在于，如何让这种影响在系统理论性上得以归类呢？对此，一个提示可以在卢曼（1975）的论述中找到，当他针对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理论做一些引导性表述时，谈及副符码，它们在主符码发生功能性缺失的情况下得到行动机会，并且在涉及金钱时，他论及金钱系统的非功能性作用。举香烟货币为例，香烟能够以其媒介功能承担起支付手段的任务，只要金钱作为正式的支付方式，由于缺少，因为补购问题或者信用损失而拒绝履行服务，正如在1948年的货币改革前的黑市上所见（也同样参见Kopytoff，1986；Oehrlein，2001）。

如果人们能将注意力转到品牌因素，自然就会注意到其细微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涉及对金钱媒介的整体拒绝，正如同它在香烟作为货币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香烟货币几乎承担起替代性媒介功能的作用，因为它代替金钱被使用。因为金钱媒介在品牌投入使用时继续生效，仅出现对价格机制的过载，以至于品牌“货币”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一些补充性特点：品牌不取代，而是补充金钱。就这点而言，品牌是象征性的普遍化补充媒介，它虽然并不完全具备金钱媒介的所有特点，但也具备一些，例如符码以及纲领化，通过货币流通进行再生产，以及通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形成的声誉丧失风险[53]。如果人们仅以符码概念为开端，那么符码品牌/非品牌就作为副符码起作用，它能以协助的方式对主符码数值/非数值保驾护航。

作为中期结论可以确定的是：品牌交流令现代市场的复杂性削减成为可能，并在用支付手段进行供给的过程中支持金钱媒介。对此，广告扮演着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这一点尤其被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06页）加以强调：

“广告是除了质量以及品牌符号之外，在创建以及维护一个品牌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每个广告的基本任务。它在于让产品家喻户晓，并且借助产品以及信息提供方向引导，品牌形象的建设，最后应还有触发购买场景。”

总而言之，金钱、广告以及品牌互相交替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出于此原因，在下一章节也会对广告以及品牌的关系有所讲解。

媒介和品牌忠诚

如果将品牌理解为象征性普遍化补充媒介，那么其交流的成功就居于关注的重点，并且只要还未实现品牌的购买，就处于未成功状态。因为简单的知名度虽然必要，但还并不足以用来保证品牌自我需求的重要性。

从系统理论的传媒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一个品牌的成功涉及要求购买品牌与顾客的购买要求之间的严格耦合——严格是因为，品牌不会令自身通过其他相似物马上被影响，而是抵制诱惑并坚定不移。在品牌研究中，此影响将成为“品牌忠诚”。此外，品牌忠诚首先仅意味着，一个品牌被不止一次购买[54]。“品牌忠诚的构想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同一品牌不断地被消费者购买的购物行为。”（Amine，1998，171页）多次购买行为作为品牌忠诚的特点，它的准确数值尽管未被提及，但仍然是一个最低要求：“品牌忠诚以至少两次购买同一产品为前提。”（Quick，1997，13页）在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中，完全不明确的是，一种重复性购买行为是偶然情况还是符合意愿。因此，在这一点上，也会出现观点的分歧，一方面有以下观点：将购物行为限定在统计学的理解上，以便确定当时的“购买的先后顺序”，正如同以“行为”开端所做的一样；另一方面，尝试将品牌忠诚定为调节标准，在假设一种意图时，有些人也谈及“心理学承诺”，这一点建立在将再次购买作为动机的基础上，以“态度”开端也是如此（参见马特斯，1967；Jacoby/Chestnut，1978；Morgan/Hunt，1994；Zentes/Swoboda，2001）。“那么似乎就有必要明确，这种再次购买行为是有意图的，并在得出一个有效的品牌忠诚的结论之前，能够在将来得以持续下去。”（Amine，1998，1页）除此之外，品牌忠诚，针对各种不同的商品以及目标群体具有明显的分散性[55]。

但在此期间，可明确得出，品牌忠诚——与口语中提及的忠诚意义相反，它原本迎合品牌的垄断需求，绝不会排斥“品牌诺言”。可能以前还曾经持如此态度，即品牌忠诚事实上导致了品牌购物过程中的“一夫一妻制”，今天人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满意了。如果一位顾客在一个特定的商品组内在至少20%的情况下，用唯一一个特定品牌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已经称得上品牌忠诚了[56]。此外，多年以来一直被抱怨的是，品牌忠诚的范围始终在摇摆状态[57]，尤其在儿童和青少年之中[58]——这种现象与多年来同样能够观察到的各大党派的主要候选人的缩减相类似[59]。

最新研究，比如“儿童消费者分析”或者“青年出色因素2”却显示出，与设想相反，儿童及青少年更具备品牌怀疑态度，甚至于表现出品牌忠诚。在特定的商品组中也体现出令人吃惊的品牌忠诚[60]。此外，举例而言，在“牛仔服”类别中李维斯（Levis）以73%，在“汽水+可乐”类别中可口可乐以64%，在“薯片”类别中品客（Pringles）以32%，在“上衣”类别中阿迪达斯以25%，作为最受人们喜爱的品牌，名列前茅。


表8：儿童的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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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品牌忠诚，那么可能涉及的要大于纯粹的习惯化，这点可证明以“态度”为开端的研究视角[61]。因为忠诚恰好通过抵制诱惑来证明自己，当抵制一种诱惑时，如果其（自动）出现（参见科特勒/Bliemel，1999）。这意味着忠诚为自己做决策，鉴于针对非偶在性的偶在性。因为决定的视角是不可放弃的，习惯不仅仅应该具备决定性作用。此外，忠诚还与自我义务化联系在一起：保持忠诚以自我约束为先决条件[62]。在这种意义上，忠诚被证实是一种动机状况，它以自己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观为标准，甚至预设了正确行为的规则[63]。除此之外，品牌忠诚与自我约束的这种关系也在品牌研究中加以考虑：“这种考虑，即对品牌商品的忠诚，从部分上讲是消费者对于自身的意图、企图以及愿望的忠诚，主要适用于遵守这一点。”（马科斯，1967，128页）以下表述稍作改动。品牌忠诚将消费者的忠诚标示为以下重要意义：一个品牌（通过消费者）针对消费者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就这点而言，在品牌忠诚中涉及了消费者对自己的忠诚[64]。

如果人们如此理解品牌忠诚，那么那些具备一定高度忠诚优势的品牌就尤其具备重要意义，它跨越了基础性消费的一般领域，更具深远意义。因为这样的品牌触碰了自我生活方式的自我关系以及对它的建构，并且变成自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因素上有规律地发生关联及参照。除此之外，可推测的是，品牌忠诚不仅仅表明对自身的忠诚，也涉及了与他人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创立了体验以及行为的共同点。但对此也已触及诸多问题，涉及了消费社会学中的品牌主题的重要性，这在下一章才会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节　广告和品牌

每一种服务、每一种产品均需要被市场化，从而在一个现代市场上变得清晰可见、闻名遐迩并且畅销无阻，只要不在背负式过程中——在转换服务的意义上——从其他服务、其他产品的成功中获利，即那些早就顺利投入市场，并在市场上获得稳固地位的产品[65]。此外，一件产品的市场化包括大量行为，而且最被广泛运用的就是广告，借助经典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尤其是电视。

如果人们询问广告的功能，那么就会涉及它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AIDA购买行为法则（爱达公式）来展现这一点，这一公式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阶段性的目标预设，即首先是引起注意，然后是产生兴趣，接下来是培养欲望，最后是促成行动：“请你首先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关注需求并最终引导他们购买广告商品。”具备这一目标设定，广告对于经济而言就毫无疑问地构成最大的动因发动机。当然，广告的信息功能绝不能忽视，正如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11页）所提议：“广告创造了信息和市场洞察力。”但是广告并不产生消息，它首先并不涉及知识或者真理，正如大众媒介的这种纲领部分所诉求的一样（参见卢曼，1996）。更确切地说，广告有目的地寻求施加影响，并寻求促使对一个十分特定的商品的接受，而这一点正是它原本的任务。这么一来，如果始终围绕着永不停歇地生成支付原因以及购买动机，而市场经济正是有必要以此为指导，以便始终保持运行状态，那么最可能会在经济广告中有所收获。同时，在此领域，品牌表现极其出色。

经济广告的生成和作用

对于汉斯·比希里（Hanns Büchli）（1970）而言，广告史从根本上表现为人类文化史，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已尝试彼此施加影响，如果涉及不受强制地获取一种信念并对此真正认同（这可认为是广告的开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广告中的广告与此相反，首先在古典时代才有所记录，以浮雕石刻板、墙面宣告、标牌以及绘画的方式，但也以“叫卖人”（源自“reclamare”一词）或者“交易代表人”的形态出现（参见Schweiger/Schrattenecker，1992；Kloss，2000）。但在这些情况中，仍然总是涉及分散的、绝不系统化设定的公众影响形式，因为缺乏技术前提来制作广告，而广告超越直接的顾客圈，在其中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还彼此私人相熟，并首先能够清楚地超出一个市场的空间维度，这一点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才成为可能。但是与经济广告的迅速传播直至19世纪相对立的，是在当时城市中具备发言权的行会和帮会的框架下，更多广告行为被严格地禁止[66]。随着1950年1月1日对“知识压制”的扬弃，它与禁止广告一并出现，并且直至1971年随着行会自由完整并广泛地实施，这种“广告业”才突然迅猛发展[67]。

这样在1855年——随着各部门的明确批准——第一批共150个广告柱付诸使用，以便最终制止乱贴广告的行为（参见莱因哈特，1993，1996；Lindenblatt，1999）。同一年在汉堡由费迪南德·哈森斯坦因（Ferdinand Haasenstein）成立了“登载广告代理处”，开辟了这种形式的职业化广告代理的先河，其总数在1875年就已达到99个。随后，1894年，罗伯特·埃克斯纳（Robert Exner）首先是以德国两大专业广告杂志《广告》（1891—1900年）以及《宣传》（1897—1901年）的出版商而著称，他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办公室作为德国独立广告咨询的开端（参见博尔世艾德，1995）。与此同时，1925年第一批美国广告代理处在德国开设了所谓的“广告服务代理处”分支机构，并且依此最终确定了将广告作为一种劳务服务，它不仅仅传播广告，而且还承担并负责了市场化的整个领域，可谓“一手包办”。

但是在纳粹党的统治下，对整个广告业的强制一体化（参见莱因哈特，1993；Krause，1996）很快就完成了。随着1948年的货币改革的实施，广告才重新获得它之前的独立性，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美国广告代理处的支持，随后能够重新与魏玛时期紧密连接。自此以来，广告在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左右，其影响远远超越了一开始相信纯粹的经济广告所能达到的程度：

“广告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化形式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它组织大众媒体内容，并似乎在性别身份认同中扮演关键角色；它对孩子之间建立纽带产生重要影响；最近它还作为强有力的声音在公众政治事务和关系到能源及法规的领域中出现；它控制了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些文化机构，例如运动以及流行音乐，并且它自身还在最近几年成为最受欢迎的聊天主题。”（亚利，1990，1页）

假如这种评价已稍显过分，但还可以说广告吸引了极大的注意力，并且毋庸置疑的是，广告具备了极大的影响力、作用和影响范围，以及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几乎不会过誉的影响力（参见施密特，2002；楚尔施蒂克，2002）。

对广告史的简短总结应该已清楚表明，经济广告在19世纪才最终得以迅猛发展。不需要对这些特殊的广告形成的社会情况做进一步探讨，经济广告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在消费者市场上尤其从1871年以来，就可以追溯到多个因素。就这样，在德国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仅仅在100年间人口便逐渐增加了三倍，从而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土地流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增长，并且特别要关注的是一个结构性转变发生在生产领域（“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出现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按照顾客要求生产（即按需生产）继续被排斥[68]。基于这种种转变，对实物以及劳务服务的生产以及提供，必须转到适合越来越庞大的消费者数量上来，并且这一点在城市中占据明显关键地位。

最后，就完全是一个生产者以及消费者彼此之间的可抵达性的问题，而这促进了广告的发展，并且这一点不仅仅涉及生产以及运输的问题，而且也涉及那些在市场上有待选择的商品的相关信息问题。有所补充的是，创新率首先针对消费商品的服务供给在持续提高。发明创造的宝藏是取之不竭的，并且消费者面对着丰富的新型商品，一部分对其而言全然陌生（参见Haas，1995，32页）。“人们为缝纫机和自行车、打字机和望远镜做广告：一切都是崭新的产品，古老的手工业世界全然不知或者不能以这种方式了解的产品。”（博尔世艾德，1995，32页）可想而知，这种创新推动力导致了一种附加的并到当时为止完全不同寻常的出名以及解释需求。“经济革新与交流革新齐头并进。”（莱因哈特，1993，59页）

在最终的结论中，在这种转型中消费者几乎不能通过生产者获得私人咨询，并且和一个刚刚还在场的出售商之间不再具有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如同迄今为止与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中所见到的，也不会再信任对方。信任的纽带就此断裂了，而这纽带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这一从行会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参与的经济领域以销售额经济为导向的情况。取代以人员为导向的顾客生产/按需生产，出现了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生产。从企业的视角来看，个体作为购买者，被面目模糊的大众所取代，其作为人的特点日益在‘消费者’的作用中被消耗殆尽。企业家和消费者在漫长的过程中渐行渐远，他们私人之间的、个体化的交流逐步碎片化，从而最终在许多经济领域完全破裂。”（莱因哈特，1993，430页）

恰好在这一点上，逐渐繁荣的经济广告接受了这一任务，即重新建立起消费者的交流可抵达性，当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以后（参见马塔亚，1910）。“广告代替了在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已不再可能的私人交流。”（莱因哈特，1993，44页）如此看来，广告就属于大众传媒系统（参见施密特，1995；卢曼，1996）。

大众传媒是传播媒介，并具有以下功能：将基于彼此的距离和彼此之间不再能实现互动行为的人员之间的交流依旧变为可能[69]。换言之，广告——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仅是“销售言谈”（Windecker，976，310页）的另一种形式，即进一步的销售言谈的无相互作用的形式，而且它处于一种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70]。广告负责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逐渐扩大的“心理学信息缺口”（贝格尔勒，1963，24页）以交流的方式重新缝合[71]。“在这种视角下，广告是一个功能性的等值物，用以针对售卖者及购物者之间的个人关系。”（Smelser，1968，156页）而且，如果人们随后观看经济广告开端时期的各种广告，其中的烦冗文案只会清楚地显示出，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涉及了销售言谈，正如接下来在1900年左右的广告页中所明示的一样。

因此如果人们以可抵达性问题为出发点，广告就属于大众传媒系统。但与此同时，广告也为经济系统负责（参见莱因哈特，1993；格肯，1995）。“广告是经济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连接点。”（Tropp，1997，198页）尤其是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1995，1996）将此“广告系统”描述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它具备以下功能：激发针对身处各种市场的服务供给的关注，并促使支付行为的达成。

“广告，借助对媒介供应（从粘贴画到电视插播广告TV-Spot）的制造以及传播，生产出一种受众多竞争者追捧从而稀少的关注度。这种对于当时所做广告的关注度却应该影响深远，即激发大众诉求并保持清醒，以便促进支付行为，并从而令对经济系统至关重要的支付能力的循环始终保持运作。”（施密特/Spiess，1996，37页）

当人们对广告在系统理论上合适的安置的问题——是否在大众媒介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或者作为独立的功能系统[72]——众说纷纭的时候，对广告的功能问题则达成一致。因为自一开始，广告就与交流以及说服（施加影响）紧密相连[73]。维克托·马塔亚（1925，1231页）就已经建立起这种联系：“广告实现了对某些设想的传播，并对其施加了影响。”并且在奥托·瓦尔特·汉塞尔洛夫（Otto Walter Haseloff）（1970，158页）的论述中得以公式化表述：“经济广告是有计划的公开交流，针对一种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信息、影响以及决策调控。”经济广告因此是双功能性的：首先，它想告知某事，并与此相关想被正确理解，就这点而言，它就是交流。其次，广告还指向行为影响力：它要求完成某一特定行为，并期待对其要求的遵从，就这点而言，它是能施加影响的交流。

“广告信息令消费者主动达成购买行为，从社会学角度更可谓是说服交流的一种特别形式：消费者被‘说服’进行一种经济型互动行为，即出现一种社会调控机制。”（布斯，1996，90页）

尤其是拉尔斯·克劳森（1970，108页）直言不讳地指出广告归根结底仅指出一种影响和一种调控，即对人的操控：“始终而言，接受者应该不再是自治的，而应是他治的，也就是说，因受影响而行动。”对此，广告指向自由，并从而致力于接受者的可受影响性，并且尝试在最大限度上对其施加影响，以至于接受者去做“推荐”给他们的事。“对一种价值的有效接受，正如同施加影响的人所介绍的，是广告的成功。”（克劳森，1970，109页）因此，克劳森也将广告视为韦伯所指的“权利手段”，即作为在遭遇他人抵抗时仍能够实施自我意愿的手段（也参见马塔亚，1910；克勒贝尔—里尔/魏因贝格，1996）。

可能人们应该将克劳森的这种不妥协的措辞归罪于时间问题，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严厉地谴责广告，一般而言还是司空见惯的[74]。尽管如此，克劳森的描述正中要点：广告是可施加影响的交流，或者说得优雅一些：广告是诱惑的艺术[75]。如果人们因此当涉及广告时不愿谈及权利，那么再明显不过的就是，广告至少揭示了某些媒介品质。

这种联系几乎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如果研究者比如约尔格·瑞豪（Jörg Rehorn）（1988）将广告定义为对信息的传达，并以对行为施加影响作为目标，而且还论及交际性任务以及学习过程。瑞豪将广告的核心目标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信息必须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它必须被其感受到，并吸引其注意力。

第二阶段，信息接收者必须理解它：广告必须表达出所应该表达之事，不允许误读。

第三阶段，信息必须产生某种影响。接受者应该仔细研究这一信息，他应借助其内容将其图像化，构建一种观点，做出决定、行动和购买。

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毋庸置疑表现出与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功能的并行性，这些交流媒介尝试尽管概率极低，但仍旧通过选择以及动因的耦合实现交流的成功，建立自我的行为与年龄预设的匹配性，因为广告的意愿在于售卖：它“想引起交易业务的达成，即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马塔亚，1910，18页）。几十年后，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06页）的论述也相差无几，他认为，广告的基础在于“另一个产品知名化，以产品为导向，并且在于信息、市场形象的塑造，以及最终还在于引起购买场景”。如此一来，广告才接近所期望的目标[76]。

鉴于在众多市场上商品供应过剩，但最不可能的就是，激发关注度就足以导致购物场景，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做。不如说，所需要的恰是制造影响深远的关注度，正如施密特/施皮斯（1996）所言。这样，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以便为自己的商品供应促成相应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广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尤其是使用强制性措施，它可被大致细分为两个等级：允诺提供一种值得追求的体验，如果接受并使用这种商品供给。“买我吧，我是最美的，最好的——拥有我你的生活更美好，更长久，并显得更年轻。”（Perino，2002）或者威胁会导致一种需要避免的体验，如果人们相信能忽视并放弃这种商品供应（参见凯尔纳，1994；拜克尔贝德，2001）。“广告将消费品的匮乏，与问题及恐惧置于同等地位。”（施蒂勒，1998，228页）除此之外，还产生另一种并行性，因为即使是象征性普遍化交流媒介也运用以下可能性：一并使用积极的和消极的强制措施，从而激发对一种选择性的接受。但是以下一些策略也会一直存在：广告在任何情况中，均旨在对其商品供给加以接受，并且以此确保其成功，并显示控制广告影响在个别情况中也可能很棘手[77]。其问题就在于，广告究竟是如何做到不仅被正确理解，而且也被正确追随呢？

广告视为沟通

本节出发点是以下假设：广告是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渴望消费者对其信息的正确理解以及遵循。此外，交流——正如一开始已详细论述的那样，只有当某人看见、听见和阅读时才可以进一步理解，能连接另一个交流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即涉及两方面：首先必须要理解，完全是某些事物被告知；其次要理解，是哪些信息以何种方式被告知。第一种理解关系到作为事件的交流，第二种理解关系到作为主题的交流。对于广告而言，随后可得出，它首先必须要抵达关注点，以便完全被感知。一个广告专家的推荐声称：“在最开始的五秒内，赢得观众的注意力，那么您就有机会让他们看到您的广告。”（帕谢斯内，1988，479页）但是，广告极少通过一个广告信息的主题获取关注值或者“信号作用”（Happel，1999）。对此，需要时间来进行信息加工，这一点恰恰在今天极少被衡量（参见克勒贝尔—里尔/魏因贝格，1996）。因此，感官的刺激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被管理，在某种意义上随处可见，从而引人注目。“在时间上有所缺憾，就用露骨加以平衡。”（卢曼，1996，86页）关注度因此就获得一种不自愿的强加性——在某种观点下，甚至可以谈及一种感知的必要性。“在实践中，人们……经常做得过头，用广告宣传自己，不断重复，用缤纷的色彩绘制、喊叫，简言之，用这种方式研究观众。”（马塔亚，1910，63页）或者正如阿诺德·格伦（1957，61页）所表述的一样：一个消息必须添油加醋，大标题必须引人注目，图片必须耸人听闻，以便来对抗那些被各种信息喂得过饱的人的漠不关心，或者对抗他们故意的健忘症。

如果广告已成功地跨越了感知的第一个门槛，必须要在下一步确定，广告信息也应从其内容而言被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不如说是一种告知方式，它作为广告的原本领域出现。因为，不是为何而是如何做广告，构成广告与交流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广告的信息内容，基于时间匮缺并且按照服务的不同，原本就局限于最重要部分。这种对信息传递的加速化获得支持，以符号、图画、象征、颜色、音乐、噪音，各按其服务以及媒介的不同进行信息传递，而这一切全部再次指向对广告的感知。因为感知将信息接收的高度复杂性可能化，通过极小的分析尖锐度，不断接近的同时性和对信息迅速的反馈，以及极少的否认能力和被淡化的解释义务，通过一个（一如既往不明确的“diffuse”）信息所有者的共同点中体现出的高度安全性，用以进行信息接收[78]。尤其是视觉的描述形式，在此关联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同在1963年著名的大众汽车广告中所“展示”的一样。这一广告的对象是大众汽车，俗称为“甲壳虫”，在它1933年问世时就已被赋予适用任何人的“国民汽车”的意义。在针对销售数量问题的回答中，广告文案中也流露出这一点：“直至今日，售出超过700万辆，其中350万辆在德国，120万辆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有250万辆。”也就是说，一辆汽车，适用于众人，并且遍布全世界。此外就对此产品一无所知了，对企业而言，在德国北部城市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公司中，广告语中均未提及，仅涉及这一广告的纯语言一面。但是如果观察接下来的图画被巧妙编排，基于一种冗赘的表达——用16张相同的图片，均表述出同一内容——用几乎已是一种幽默的“举证”，演示出“甲壳虫”的出色驾驶性能，应该可能借此指出产品“价值”，如耐用性、牢固性以及可靠性。最后广告文案中也会提及购买原因：“对此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但是没有详细阐述，而是“演示出”这一点。因此根本就没有借助一个平淡无奇的通知如“甲壳虫是不会被损坏的”的尝试，而是借助演示来诱导这一效果（对此观点也参见施密特，1996，2002）。

一个广告文案中的语言与非语言部分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肯定依赖于被做广告的服务商品。更多的还有接受者，即一个广告文案的特定目标群体。因为广告不是自身目标，即使个别的广告代理商可能偶尔如此认为。更确切地说，广告研究制造出影响深远的关注点，其口号为：“引发兴趣，好；得以出售，更好。”（黑泽，1960，103页）就这点而言，一个广告文案的塑造就取决于能引发最大可能的交流成功，归根到底也就是说，能引起在各自的目标群体中最大支付的准备可能。对关注的获取虽然很重要，但是并不是仅仅光获取就足够了。更确切地说，涉及的是对目标群体的理解，并具备双重阐述性：目标群体如果关注广告，必须理解广告，而且广告必须理解目标群体，以便能促使它遵循其信息。仅当“信息与需求结构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Wechselwirkung）”（威舍曼，1995，12页）得以成功，广告成功的概率才较大。

如果人们就这一点再次回顾理论基础，可得出一般结论：如果人们愿意被理解，尽可能甚至还被正确理解，那么就必须获取如下经验，即对一个信息的告知的正确理解以什么为依据。对此，信息告知者必须在最大限度上理解信息理解者，以至于他能够预先认识到，他必须如何告知对方，从而得以被正确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告知者必须迅速投身到信息理解者的角色中并学会正确理解对方，以便能够正确理解他能被如何正确理解——恰恰这一点就是市场研究中按照消费者洞察的开端（参见Fortini-Cambell，1999，2001）。最理想的是，告知信息理解者，似乎信息理解者自己在倾诉某事——正如照镜子：人们认出自己并对自己说话，纯粹的自我指涉，它肯定有助于将误解降低到最小值。对于广告而言，接下来，就是必须明确此事与何人相关，如果它想被正确理解[79]。

“对一个信息的复杂性层面深思熟虑后做出选择，因此将不仅以待做广告宣传的产品为导向，还会以它不同的交际性、经济性、社会性或者技术性视角为导向；选择——除了群体特定的动因、目标价值以及心性——也会考虑言语和偶像化符码，以及目标群体的信号和象征符号集合。”

因此，广告艺术在于为目标群体传递一种印象，它能够被正确理解，以便被其所正确理解——或者将其使用到一种镜像隐喻上，必须能够为目标群体传递这种印象，即能在广告中再次认识自己。如果达到这一目标，输送者和接受者符码就能在最大限度上达成一致，即对广告信息的正确理解具备成功预期[80]。“广告人的工作是，理解由各种被分割的观众群体所组成的世界，以至于所产生的刺激因素能够激发被存储已久的信息：它必须要用听众所拥有的信息产生共鸣。”（亚利，1990，129页）在效果上，这种策略导致目标群体在广告中的再现，导致对目标群体自我定义的映射。“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广告的作用是对人类身份认同的状况以及志向的象征化，而且这也正是被消费者所阐释的广告的作用。”（莱维，1999，252页）这一点已开始于一种需求，它令特定的目标群体，无论年轻还是年长，男人还是女人，贫穷还是富有，为了获取一个特定的服务商品而烦恼无比。在此，广告的任务由市场研究所支持，就是来感受并清晰指出这一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让广告交流达到以下目标：目标群体获得一种能恰好并仅被这种服务最完美地满足的印象。

对于这种再识别功能，纯粹的宣传一个具体的服务商品是不够的（参见赫尔舍，1998）。更确切地说，这适用于将这种服务仅仅正确地植入一种场景，如同在大众汽车广告中一样，而且还有在演示服务使用时也描述这些“场景”[81]，追踪“生活片段”（slice of life[82]），即以最小规格（再）建构整个“生存世界”（戈夫曼，1981），这一广告中的生存世界与目标群体的生存世界在最大限度达到同一化[83]。被关注的是，对那些针对被关注的目标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所做的尽可能最忠实的重新建构，以便目标群体自己在广告中就能再次认识自我，并感到指的就是他自己（参见戈夫曼，1981；威廉斯/茹加，1998）。“生活方式广告能有助于生产商业广告，来与分割的观众群体进行交流，在关系到他们的‘嗜好’时，要以此确定广告‘针对正确的人员，以正确的信息，并在正确的时间点’。”（亚利，1990，126页）

为了传递一种再次认知的印象，可利用交流可能性的整体波动幅度，在这件事上，标致汽车106的广告就比文字更加具有优势，因为有时候，图片能比纯粹的话语“说”[84]得更多[85]，标致汽车的图片广告正将这一点具象化。图片中：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端详一辆停靠的标致106汽车，流出满意和欣赏的表情，图中的广告文本把标致106汽车比拟为一位出色的年轻男性，以“他“相称。如果人们先看广告文本[86]，上的描述，就完全不会获知标致汽车106的纯粹功能化效能，即使在文本一开始写道：“实事求是！”——当然这种“开门见山”不无讽刺意味。但恰好在这种嘲讽中隐藏着一种有趣的信息，虽然更少关于汽车，但是在此确实是关于那位女驾驶员的，即：关于被关注的目标群体。因为对于这一目标群体，据猜测是自我意识强的年轻职业女性，20到35岁之间，取决于——将广告语和图片联系起来“阅读”——而且是唯一并仅仅取决于一件“事”：（汽车的）这种美学。至少，这一目标群体最为看重外表（“他看上去简直太好了。他熠熠生辉，外表年轻，总又令她印象深刻。”）——伴随着某种色情和性魅力的因素（“漂亮的臀部”）。同时，或者大约也很重要，正如第三句话所提及——这种类型的女人也知道赞赏内在价值（“而且如果她又注意到他出色的内在价值，每次都会犹如初坠情网。”）是否在这一点上所提及的“出色的内在价值”仅仅涉及汽车的功率，还是更多指一种倾向，对“强壮的”，即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但又不肤浅的男人感兴趣，在此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里提及了爱和热情（“那就不要再犹豫了。”）——这绝不排斥忠诚，因为标致汽车106不会让（固定的）男友感觉遇到了对手（“这样就好吧，她的男友也喜欢标致106”）。除此之外，这一表述“有安全，更开心”有两种阐述方式，按照不同角度，无论是强调交通安全意义上的“安全”系数，还是强调娱乐保证意义上的“开心”。接下来，如果再一次仅孤立地看这张照片，比起纯粹的文本本身，它好似更能独立存在，那就更能强化这种猜测：时髦的、强调女性特征的衣着，对行动中具有强烈身体意识的，在中产阶级的，大城市环境中，可能是汉堡或者慕尼黑。如果人们不仅仅观察图片上发生的情景，而且还观察摄影技术：明亮、清晰的色彩、没有间离、拍摄效果没有人工化痕迹、直截了当的、不复杂的、没有可见的草率敷衍。

如果在此图片分析背景下，再一次回顾广告文本中的“实事求是！”这一表述，就会很清楚，其中的嘲弄意味可从悖论中直接并有意识地品味到，即一切随“实事求是”这一宣言而来的，均有异于“事实的”，只要“男人”将此概念理解为这一汽车纯粹“功能性上”的效能，如功率、速度、装备——但这种悖论不言而喻就是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好像一套陈词滥调被使用，而且它根本不准确，至少广告文案就表现为这一方向。但是这一目标群体就其自身而言，并不能被仅仅归结于此，即使并恰好当它表现出与这些陈词滥调一致的情况——“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在这里是一种偏见游戏，并恰好借此表达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而且丝毫不为此害羞！”

这种生活方式的广告形式，其目标在于获取特定的目标群体，并在广告交流中对此自己进行描摹[87]。被关注的是在原件与复制品之间的一种一致性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的是，何为原件，何为复制品[88]。此外，在广告中，通常会追逐一种事物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语言象征性连接：对服务商品的公开宣传不仅针对一个特定目标群体，而且还尽可能服务于这一目标群体的行话、服装时尚以及其他的生活方式象征。同时，这一商品服务为此目标群体恰恰才赢得知名度以及魅力，通过将商品在行话以及在目标群体的自我描述方式中加以宣传，正如同在下面D2的广告主旨中所展示的一样：三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穿着聚会时的休闲衣服，相当兴高采烈并有一点兴奋过头了，举止开心有趣，原因则不得而知，而三人中的一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从而可以猜测出这个长途电话有可能是她们几乎掩饰不住的兴高采烈的缘由。

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广告以及电视“短片”，其中“场景”所表达的要远甚于事物本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中，各自的目标群体均能获得以下印象：对他们有所了解，从而能够被他们所理解。

“对于一次交流的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正确的‘方言’问候目标群体。所有顾客群体以他们特有的符号系统定义自身，并且具有一种感情的特征集合，借此可以联系上他们。”（鲍曼等，1998，35页）

现在，如果对广告的正确理解不仅包含一种单纯的再识别影响，即一种简单状况的再生产，那么广告就意味着制造影响深远的关注点。特别对于经济广告而言意味着：不仅仅要赢得关注，而且提高消费群体的支付准备度，用以促进特定商品服务的销量，成为目标设定[89]。因为“交换才得以成功，只有当消费者对我们的命题说了是的时候”（Kaufmann 1969，17页）。因此需要对各自的目标群体进一步施加影响，令它在广告中得以证实自己的形象——或者转化为一种镜像隐喻：目标群体必须在广告之镜中除了看到自己之外，还能获知更多。纯粹的自我指涉意味着操作的静止。其额外所需要的，是一个特定的区分经验，它不仅阻止了自我观察时的一种思维中断，而且更多地激发了特定的行为。因为不仅涉及正确理解，而且还涉及正确的遵循，即对商品服务的购买。

广告视为有影响力的沟通

每种沟通均置于决定之前，是否应该同意或者反对信息的告知，在这种情况中，对告知一个信息的接受或者拒绝，如同能涉及告知一样，同样也能涉及信息本身。一个接受能够被反复地表述为“是”，但并不必如此，因为在无条件的接受以及公开的拒绝之间存在大量可能性，来避开意见不一致。与此相反，如果一个拒绝几乎不会直接说“不”，那么它就不愿意自身被广为流传的避免意见不一致的倾向所接受——因为反对是有风险的。如果人们现在想提高对一种选择报价中的承担意图加以接受准备的概率和可能性，那么就能够超越对信息的告知，得以对这种接受的准备施加积极以及消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影响是作为干涉性备选项。问题就仅仅在于：影响本身该如何被定义？并且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极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1980，139页）将影响描述为一种针对说服的象征媒介：“影响是一种方式，对其他人的态度以及观点，借助于有目的的（即使不一定是理智的）行为，产生影响——随之带来的可能后果，即改变观点，或者阻止一种改变。”此外，每个人均需要“权利”去施加影响，并能具有对成功的预期，只要它在涉及此种计划时具有某一种可信度，并应该被说服去作此计划（也参见Theodorson/Theodorson，1969；Boudon/Bourricaud，1992）。即使在尼克拉斯·卢曼（1988a）的论述中，也可找到——在关于将权利作为媒介时——对影响现象的思考，对其他的赋予了一种功能，即借助动因的普遍化，导致某一种特定的行为。并且，与将权力作为媒介相联系，卢曼（2000a）甚至将影响描述为一种媒介，其产生于对积极和消极强制性措施的特定可能性，进行可能的现实化，对此卢曼着重将其理解为优势以及劣势，视情况而定，看人们是否屈服于影响。总结起来，从中能够可以赢得一种工作假设，即影响是交流的一种特定形式，其目标在于将人员的行为引至一个特定的方向。与权利相区别，影响却面临着危险，即不借助暴力而是借助说服来自己实现目标。因为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纯粹的说服性策略被投入运用：一方面施加影响的人应该具有一种足够的可信度，这可涉及实现影响的起因；另一方面，待接受影响之人/被施加影响之人通过特定的优势或者劣势的允诺，关注其行为或多或少令人愉悦的坚定性。

如果人们将对能施加影响的交流的描述加以提问，即在一个选择性报价中，对承担企图的接受做好准备的概率和可能性得以提高，那么就有两种出发点可供选择：接受可能以及拒绝可能。如果将这种能施加影响的构思转移到广告上，那么广告就至少可在两种角度下施加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即将服务商品用作（1）自有目的，以及作为（2）目的手段。

在第一种情况中，广告在购置一种服务商品时预期特定的优势，如一种洗衣剂的“清洗力度”，一种保险的优惠力度，或者软件的功能性。此外，如果出现劣势，则服务商品就不会被购置，如在使用了其他洗衣剂后依旧有些肮脏的衣服，在其他保险中缺失待客热诚，或者在使用有竞争性的软件程序时出现了功能障碍。优势优点情况能被视为用途，而劣势缺点情况则被视为损失（参见Helm/Satzinger 1999）。

在第二种情况中广告涉及一种可能，即借助服务商品的使用产生一种机会，觉得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目标群体，正如萨博汽车（Saab）针对名流用户一样。否则就会考虑到会被目标群体所排斥：一辆高尔夫GT1驾驶员可能会在一个萨博用户众多的区域“悄悄开过”（参见Hoffmann，1995；Muniz/O'Guinn，2001）[90]。在这里，优势情况可被视为内涵，而劣势情况则被视为外化[91]。

广告的施加影响能够同样延伸到一个服务商品的事实维度上，如同延伸到其社会维度上一样，视情况而定，对一个服务商品的使用是否作为自有目的还是目的手段，处于广告信息的中心地位（参见Agres，1990；Hill/Stephens，1990）。当然，在此涉及的是纯粹的类型，并且一种对完整性的需求绝非已与其构成联系。因为人们自己就会求助于广告实践，仅仅只与一种混合关系相关（参见亚利，1990）。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势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比起劣势的一面出现得更为频繁，而这正同样适用于事实维度，如果涉及一个服务商品直接的“使用效用”，正如使用于社会维度一样。如果关系到目标群体的归属性时，施密特/施皮斯（1996，38页）甚至走得更远，他断言在广告中只有令人愉悦的信息被加以传播，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想而知，因为善意的推荐以及预言比起警告和惩罚而言，更容易被接受[92]。虽然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激发起害怕的感觉——但是这是一种高度有争议并且也很有风险的广告策略[93]。尽管如此，这种动机也会出现[94]。通常会出现在这些关系到消费者健康的领域，如牙齿护理、超重、老人的楼梯升降梯或者饮食。尤其常见的是，这种害怕动机会致力于生态广告，并取得颇有成就的结果（参见卡茨，2002）。与此相反，这种激发恐惧的广告会以许多妇女所担心的问题的形式，更为精细地得以表现：她们如何能从“橙子似的”皮肤变成“桃子似的”皮肤，如同法国化妆品娇韵诗（Clarins）在一则广告中所暗示的[95]——这一“漂亮”主题是完全出色地适合于将顾客从变丑的恐惧中获利颇丰（参见贝克尔/许特，1999；Koppetsch，2002）。与此相反，西门子公司最近的一次广告宣传中，毫不掩饰地利用了这种害怕，鉴于前几年的金融丑闻虽然令人震惊，但以一直如此清晰的方式得以展现还是不同寻常的。

此外，恐惧性广告鉴于其类型的丰富性，证明不是一种新现象（参见马尔尚，1985）。倒不如说，这种令人震惊以及恐惧的特殊技巧，已经在很早之前的广告中得以印证，正如同在1899年的一则为奥朵漱口水所做的文本广告“谴责告示”[96]中得以清晰展示的：

谴责告示

“无法相信，还有多少人，不顾谆谆医嘱，依然不能关爱自己的身体。世界上没有更多语言能够把这些人从昏睡中摇醒。在大多数情况下，重视那些被忽视的身体部位，那些我们非常需要并且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依赖于此，即我们的健康完全所依赖的身体部位，是我们在生命中仅能唯一一次获得，并且应该要一直使用至生命尽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爱惜所使用的身体部位。我们指的就是自己的牙齿。那不堪忍受的腐坏口气，几乎总是我们忽视口腔保养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朋友、熟人面前出现时保持礼貌，应该养成坚持不懈保持口腔卫生的习惯。进行规律的口腔保养是既简单又舒适的事。我们只需要每天养成用奥朵漱口水漱口的习惯（所谓的口腔洗澡），就因为这种舒适感，我们通过奥朵漱口水能马上获得口气清新的感觉，应该能让您下定决心了吧。这种漱口水用以下方式进行：首先在口中含一口奥朵漱口水2至3分钟（以便奥朵的抗菌素您能够得以全面吸收），接下来再含一口漱口水，让奥朵漱口水在唇齿之间强力洁齿，然后漱口。这整个过程可以叫作奥朵化洁齿。那些在清晨、中午以及晚上坚持用奥朵漱口水洁齿的人，完全确保其牙齿不会出现蛀牙，而且一次就能清新口气。因为我们迫切地、诚挚地建议所有人，建议那些想保持牙齿健康、口气清新的人，养成良好的用奥朵漱口水洁齿的习惯。至于这种奥朵漱口方式是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的，尤其是那些有多个蛀牙的人会感触颇深。在这里，作用是迅速而且令人惊讶的。”

这篇广告文本在两个层面加以论证，即从事实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此外它们是彼此交替互为依据。一方面，涉及奥朵的使用角度，如口腔保养以及避免口气；另一方面，涉及奥朵的内化视角/内涵视角，通过它作为“社会能力”指示器的舒适感得以阐明，以便印证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98）的论断。接下来，看广告文本的前几句话，哪种评价标准以它为根据，就能识别出自身对一种特定需求的导演，同时它是被承载至外部的：对自身身体的保养导致“健康”，因为一个得以良好保养的身体，相比未得到保养的身体，抵抗力要强得多（“多个蛀牙”）。而“舒适感”却源自一个得以良好保养的身体，相比未得到良好保养的身体（“不堪忍受的腐坏口气”），对于他人而言，极少会是一种令人难受的事，因此它理所当然属于“在朋友、熟人面前出现时保持礼貌”，打扮得体出现，这种影响还借助牙齿的不可替代性得以支持（“是我们在生命中仅能唯一一次获得的身体部位”）。

可以见得的是，对这则广告的论证着重以牙齿的损坏以及“腐坏的口气”为准，而这能从奥朵得到帮助，除此之外，还关注了对自身名誉的损害，它也可同时用奥朵加以阻止。功用可能性以及损害可能性同样发挥了内涵以及外化条件的作用。此外，早期的奥朵广告完全就是在使用施加影响的技巧过程中的相当丰富的宝藏，尤其是在内涵以及外化的视角下。这样，一则1902年以诗歌形式所做的广告中，称为[97]：

“一人笑嘻嘻，开心乐淘淘！
知道自己牙齿洁白闪耀，
健康优雅美极了。
另一人，嘴巴闭上了，
多么想要开心乐逍遥！
可是羞于小嘴张开微笑，
牙齿黄如烟熏火燎，
哦，不该忽略的义务忘掉了，
一人用过奥朵连说好，
另一人却是没有体会这种妙。”

这一广告文案与两个妇女的脸相辅相成，其中，左边的脸友好地微笑，还露出了牙齿，而右边的脸虽然并没有流露出不友好的神情，却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除此之外，还使用了其他一些视觉因素，用以表达强烈的施加影响。这样一来，左边的人就给人留下一种“开朗”、招人喜爱的印象：她是金发的，穿着一件白衬衫，并且在白色的背景前；而右边的人处在一种“深色”、隐蔽的环境中：深色的头发、深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背景。在这里，已经很形象地导致一种对健康以及不舒适的直接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差异会回溯到：“一人用过奥朵连说好，另一人却没有体会这种妙。”

最终也还有一种完全积极对顾客进行的问候语，在其中仅仅是内涵视角发挥作用。这一点可以在1904年的一则奥朵漱口水广告中得见[98]：

“牙齿似乎是我们的个性企业。一排洁白耀眼的牙齿是最好的推荐信，是个人最有效的广告，是为我们创造信任以及社会信用的资本。此外，整个商业秘密仅仅建立在两个很大的小事物上——它们是牙刷和‘奥朵’！”

在此，显然社会能力的关注点享有优势，从而能将奥朵的积极效果加以突出，这次的关注点不再以朋友和熟人为准，而是以商业生活为准。不再谈及缺点，仅谈及优点，并且这些也不再在事实层面上得以阐释，而仅仅在涉及社会性的时候说明。

如果人们将这些广告作为一个普遍化模式的纯粹标志，能够以此为出发点，即能得出以下结论：在一个坐标系统中，由两个轴构成，即用于事实维度的功用—损失，以及用于社会维度的内涵—外化，可能坐标轴之上的每一点均能算作一个广告信息，哪一种视角位于广告信息的重要位置视情况而定。人们还再次着手研究功能系统对于行为纲领化以及动机供给的巨大需求，而这种需求恰好对于经济系统是显而易见的，以便协调供需关系，那么可以确定五种角度对于广告的功用具有重要意义：（1）一个服务商品的传播以及知名化；（2）在使用情况中，演示服务商品；（3）将目标群体包括在内；（4）相似商品/备选商品的整体性和与此相联系的决策迫切性；（5）将此技巧运用于三个意义维度上。

（1）一个服务商品的传播以及知名化。广告是可施加影响的交流并且具备基本功能，即在对实物以及劳务服务商品的存在以及功能，用于支持投资以及消费决策，在大众媒体角度下加以关注，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员的可获得性以及对其传道受业解惑，不再能办到。

（2）在使用情况中，演示服务商品。广告将一个一如既往得以形成的服务商品的传播以及知名化，与此服务商品的一个非常浓缩化的、局限于最关键之处的演示联系在一起，基于虚构的使用情况，旨在达到以下目标：借此达到这一服务商品功能的自我合法化。换言之，广告不仅仅让人关注这种服务商品的需求，而且也通过自身证实自己——可谓其自治性的证据。通过对此服务商品在使用情况中的演示可以突出强调，在何种情况中，这项服务商品到底是为何提供给何人。也就是说，广告提供一种信息包，其不仅仅包含物体，即服务商品，而且包含一种与广告的交往方式，即针对购买此服务商品的原因，从而在马克斯（1951）的术语中得以印证。除此之外，广告还借此策略，实现对一种显著的可信度的赢取。

（3）将目标群体包括在内。广告通常试图避免对其信息的过于广泛、非针对性的分散，当它求助于一个被精挑细选出的、尽可能适用于各自服务商品供应的目标群体（参见Ontrup，2002）。“在这种通向消费者的架桥过程中，建议广告人尽可能完美地设身处地地参与到接受者的需求、哪怕微不足道的愿望以及追求，还有其动机情况中。”（施耐德，1999，65页）对此，目标群体甚至自己被纳入广告中，以便借此为广告传递一种信任以及映射的印象。因为仅仅当在广告信息以及目标群体中，对信息传递的几乎一致性的符码处于工作状态时，才存在一种正确行为以及遵循它的机会[99]。

（4）相似商品/备选商品的整体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决策迫切性。广告是一种可施加影响的交流，它可以试图施加影响，当其将观察者毫无退路地置于一种决策情况之前时，这位观察者一如既往将做出决定，他应该仅仅在优势以及劣势之间具有选择性，排中律，无第三种选择（tertium non datur）。每种服务商品均被视为优势，如果为自身所用，而且每种服务商品也可被视为劣势，假如人们放弃。当然，对一个服务商品的优势充分加以市场化，清楚地享有优先权，而对劣势的展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停留在背景之中，并且更确切地说成为反映/反省，即应该激起不安全感，假如人们不接受这种商品供给或者干脆拒绝它的话。在这种意义上，广告倾向于积极价值的工具化，如幸福、满足和安全，从而允诺各自的观察者将其作为体验机会，假如这个观察者已经对此服务商品深思熟虑（也参见施密特，2001）的话。否则，如果消费者不接受这项商品供应，则会出现错过这种令人愉悦并且值得追求的体验机会的危险。基于这种工具化，在任何情况中均会导致一种潜在的行为需求，甚至这种放弃依旧具有一致性，因为什么都不做不会带来好结果。在这种作为备选项的整体性中，它不可被协商，仅仅在消费者身上才有责任，因为完全听凭消费者做主，他是否愿意为自己买些好东西，因为没人预先设定他应该做什么（参见豪格，1971）[100]。或者正如卢曼（1996，86页等）所言：“施加给他具有决策自由的影响，并且这一点包括他从自身出发而言想要什么，他到底不想要什么。”借此，这种风险完全留给他本人。这种在奖惩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被描述成一种广告交流的引导性的动机模式，从而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动机模式的广告，今天相比早期的奥朵广告而言，比那些几乎还置于“世纪之交的第一批职业化广告宣传活动中的早期试验阶段”的栏目下的广告要精细得多。但是，这种发展方向，毋庸置疑是保留下来了（参见舍勒，1978；Haas，1995a）。

（5）将此技巧运用于三个意义维度上。在优势与劣势之间进行二阶区分，在所有三种意义维度中可以加以运用：通过对运用服务商品的演示，借助对生活世界的建构，在其中，这种服务商品得以使用并且借助对时间因素的主题化，而且这一点在许多广告信息中是同时进行的[101]。在事实维度中，涉及的是，在使用一件服务商品时，对它使用优势的知名化以及演示，即其使用功用，这一点在（或者应该）不使用的情况中意味着个人接受了损失。一个口号叫作：“用牙膏品牌blend-a-med精心呵护，防止牙结石以及牙周炎。”——对此口号丝毫不为所动的人，就会冒牙齿脱落的风险。在社会维度中，涉及的是强烈的施加影响，人们可以通过对服务商品的拥有感觉自己归属于特定的目标群体：聪明人、得体整洁的人、成功之人、漂亮的人、有钱人和正直的人，这些一直被视为关涉及参照群体的人。否则，就属于那些被排斥的人、多余的人和边缘人——假如人们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庇护，在并不常用的时间维度中。最后涉及的是，一方面对新意以及现实性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对一个服务商品的陈旧以及落伍进行区分。在此，处于区分的两级之间的优先值则熠熠发光，视情况而定，视恰好涉及哪种服务商品类型而定。虽然，大部分服务商品类型被纲领化为以下情况：更新的物品更好并且更值得追求，不论在事实性还是社会性维度。但是这一点在一些服务性商品中也可以与此相反且非常有意义，大概在钟表、葡萄酒、艺术品以及具备比较性的奢侈品领域。除此之外，时间维度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回溯至事实以及社会维度并与其反耦合，并且额外增强了这一点：使用古老、落伍、技术落后之物的人，不是具有一些事实性劣等品，就是具有一些社会性被淘汰之物，这一点——按照行话——不再是“与时俱进”，是不合时宜的、不流行的、“超级落伍”的——，或者某人恰恰借此证明了其品味、专业性、独特性以及不同寻常。

虽然对各单独视角的罗列并不完全，但是可以认识到的是，恰好是广告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在经济诉求中，将正确行为纲领化的功能。对此人们也可以称其为“需求塑造以及需求唤醒”（Schließler，1965），或者谈及一种对消费者“动机的操控”，正如鲍德里亚（1991）所认为的：在两种观点中，动机供给借助广告，居于关注力的中心位置，不管针对投资的风险性，还是对于消费的准备均如此。正如卢曼（1988）虽然有所暗示，但是却并未深入阐释一样。

广告视为可信的沟通

如果将广告定义为可施加影响的交流，对此涉及对影响深远的关注力的获取，那么一切均依赖于广告会导致相应的后果，即按广告行事，遵循广告。广告令人惊异之处却是，每个人均知道广告的目的，并且广告丝毫不会掩饰这种目的。“所有一切，一直以来已猜测的事：在这里，突然之间成为真理。广告试图去操控，它不真诚地工作，并且将这被视为前提的一切作为其行为的前提。”（卢曼，1996，85页）虽然可能难以识别广告如何以及以何方式试图施加影响[102]。但是没人能够想到，广告不仅着眼于赢得关注，而且想赢得影响深远的关注。仅仅为此，广告才被投入使用。但如果人们应该遵循广告的指引，更令人质疑的是，它是否是真诚的？为何某人应该屈从于广告的影响，如果确定广告没有说真话，至少没有完全说真话？因为，毋庸置疑的是，广告断言一切可能之事，以便达到获取影响深远的关注的目的——不无原因的是，它向来一直遭受一种反复的动机嫌疑以及操控嫌疑[103]。然而，一种断言的可信度，借助对其可信度的断言，恰恰是不能被获取的。没有对可信度的任何一种展示，影响深远的关注就会是无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况中，成功的广告必须不仅仅是可施加影响的，而且必须是可信的交流[104]。“广告成也因其可信度，败也因其可信度。”（Kloss，2000，8页）原因就仅在于，广告如何能以一种可信的方式出现，如果它恰好在这方面有问题？

显然的是，这一切均导致一种悖论，正如吉特·卡茨（Gitte Katz）（2002，207页）所表述：“一方面，广告……指出了一种可信的出场方式；另一方面，人们恰好从一开始在这一点上就与广告中明显的可信度问题有关系。”在赫尔伯特·威廉斯（Herbert Willems）以及马丁·茹加（Martin Jurga）（1998）的论述中，也可能谈及一种“不可信特征，它紧紧黏着在广告上。这样的一个特征是如何在戈夫曼的论著中被提出的呢？一个可能在于广告是以非常私人化方式出现的。因为不罕见的是，它试图唤起一种印象，仅仅为了‘你’而存在，而这一点有时恰是假设了一些亲密的形式（参见鲁特，1987）。除此之外，这一点也被从消费者角度加以赞扬。顾客所谈及的事物，就是以关心以及赠送为下意识的主题，是细心谨慎地被招待，被耐心说服”（鲍德里亚，1991，206页）。在某种程度上，广告被信任感强加了强烈影响，在那些不存在可信度的地方——一种极其私人化被表达的招揽顾客的言语的完全非私人化的形式是另一种卓越的悖论。现举德国奔驰汽车旗下的迷你汽车品牌“Smart Cabrio”的一则广告文本为例：

“SMART CABRIO，城市夏日。今年夏天，做做看，令您兴致盎然的事：您想到的，才有意义。在新的Smart cabrio汽车中，三层的多功能车顶（TRITOP），为您打开赞叹不已的视野。您看得更多，您感受更多，您有新想法，您想做的，我们都赋予您。”

这种明显的私人化言语趋势获得支持，通过对人员的投入获得信任感，这些人对当时做宣传广告的服务商品大加赞誉，并且为达到此目的，指出一种与这种服务商品相关的特殊的权威。威廉斯/茹加（1998）已经就此在其研究中，就关于广告的“可信度生成性导演方式”得出以下结论：出于对科学以及对科学家的热爱，实践性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享乐者、道德权威、同情心泛滥者以及老人，那些基于自己的年龄，已经能够为自己获取如经验、智慧以及聪明光环的老人，为此被投入使用，以便为一个广告信息的可信度做广告（也参见克勒贝尔—里尔/魏因贝格，1996；Nerdinger，1996）。此外，施行此措施的原因仅过于清晰可见：具体的个人，相比抽象的系统来说，更容易生成信任[105]——具备技术性再生产特点的一种古老反映（也参见舍勒，1978）。

但是，即使个人也会撒谎，尤其是在之后，在大众知道他们被慷慨地支付报酬，来作为广告中的推介人而受人支配时。因此，不是没有风险玩这种“社会牌”，假如人们对为服务商品本身带来优势不能稳操胜券。大概演示效果（“人们相信所见到的”[106]）属于这种“胜券”，正如在大众汽车广告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演示效果，这种之前/之后的模式，通常在洗衣剂、洗发水以及减肥疗法中起作用，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非日常化可靠性证明，大多在极其艰难的负载条件下（比如奥迪汽车在雪道中行驶），而且最后还有优惠以及保证，用于证明一个服务商品的耐用性或者可信度[107]。

在广告的所有这些技巧中，首先涉及的是，要避免一种可信度的悖论，针对任何一个断言的可信度均会冒此悖论的风险，借助实践性的、易于理解感知的服务商品证明。因为这种感知比起纯粹的倾听以及阅读而言更难具有欺骗性，因为这要难得多，将非语言的交流与语言性交流同样置于控制之下。如果人们说了谎话，比起言语，人们的表情、手势以及“身体语言”更容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108]。如果回顾对数码化信息传递以及模拟性信息传递进行区分上，正如Watzlawick/Beavin/Jackson（1972，64页）所言，那么，模拟化交流，相比数码化交流，要情不自愿地真实得多：

“孩子、傻子和动物……，自古以来，均被赋予了一种针对人类行为的真诚与虚假的特别直觉，因为用言语辨明自己是容易的，但难以将一种不真诚加以模拟（analogisch）可信地交流出来。一种手势或者表情告诉我们，正如其他人认为的，要比成千上百句话表达得更多。”

因此，即使是交流的非语言化维度，在许多情况中，出于安全因素，如果不可信的特点则会招致失败也被考虑到（参见魏因贝格，1992；克勒贝尔—里尔/魏因贝格，1996）。当然，这种手段正如其他措施一样，被有目的地投入使用的广告技巧，能够被透彻地看清——即使这一点会再次获得关注，并被预先认识到（参见楚尔施蒂克，1998）。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个广告宣传活动的整体语言行为，在时间性视角下也指出了一种足够的持续性程度，以便显得可信（参见Niemayer，1993）。因为没有足够的交流持续性，如果广告信息大概呈部分状态，同时也在整体上持续得以改变或者干脆被交换，那么就会或早或晚形成几乎抑制不住的对一个广告宣传可信度的质疑。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2000，129页等）将这一点用一种不完全严肃的方式加以主题化：

“您会对我以及对我的这本书持何种态度，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并解释说，我会在简短停顿一会儿之后，再回到我之前的想法，而且如果我之后就美国航空公司或者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插入几句客气话？您会有权利想，我没有尊重您，而且肯定也没有尊重我的谈话主题。而且，如果我不仅一次，而且多次在这一章这样做的话，您会有理由假设，这整个活动根本不值得您的关注。”

广告，因此提供了一个关于完整可信度生成的宝库，从而避免动机嫌疑以及操控嫌疑声明自身。此外，广告的可信度是一种特别稀有的财富，但还是要比关注度多很多。因为归根结底，这并不涉及知名度，而是涉及影响力：消费者不应该仅仅认识服务商品，而是应该购买它，但他极少这样做，因为他不信任广告。因此，广告不仅仅追逐关注力，还要追逐可信度。但一个交流的可信度却主要取决于它不能持续发生改变，而是要超过某一段时间，保持不变，即为自身保持一种持续性。说到做到，而且昨天适用的，明天依旧存在——除了有很好的原因，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意义转变的可信度则按照这些理由的可信度而定。

为什么在这儿要特别谈及可信度而不是信任，此外这一点与以下结论相关，即可信度的目的在于一个告知的内容上的正确性：某人是可信的，如果他所说的是正确的，而信任关系涉及信任给予者与信任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我信任你，因为我假设你不会令我失望。或者还可从Watzlawwick/Beavin/Jackson（1972）的论述得以印证：可信度是以一个交流的内容角度为准，而信任则是开始于一个交流的关系角度[109]。但恰恰一个广告信息的内容视角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影响深远的关注是以广告被可信地传递为前提。与此相反，关系视角，只有当人们接下来获得了做广告的服务商品时才得以施行，因为人们信任这商品，相信它所包含的广告允诺[110]。与此相比较，可信度以及信任度几乎不能区分：在两种情况中，涉及的是对一个特点的估算及包容，它建立在经验以及/或者担保的基础上（参见Deppermann，1997）。也就是说，需要时间直至某人值得这种可信度以及信任度[111]。因为在大多情况中，仅仅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是否某人是可信的以及值得信任的，并且不是一再自相矛盾，不论是语言上，还是非语言上[112]。首先，对效果的质疑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整体印象作为与自身协调一致的形象出现——在眼下，但也在之前以及将来。对可信度以及值得信任的行为的平拍标准是尽可能全面的交流融合：整体的行为方式，它不管以任何方式被视作告知企图，应该在最大限度上彼此协调一致，以至于每个单独的行为方式均在其中证明其他的行为方式所告知的内容，并且尽量使没有一种行为方式会外化或者内在地与另一个行为方式互相矛盾[113]。因为在决策中出现的专断越少，某人的可信度以及值得信任度就越高——正如某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与此相反，只要他平常的显现图景如何证明没有可疑的时刻，就一直处于不重要的状态。就这点而言，可信度以及值得信任证实为一致化交流的结果。这里指的是超交流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因为可信的以及值得信任的交流以反射的方式关系到自身，而且因为一个反射性的协调一致，如果可能，会等同于一次真正的艺术[114]。此外，这一点符合了融合作为对那些自由度的交替性限制的含义，那些人们如何行为处事的自由度，而且对自己如同对待其他人（参见黑尔曼，2003a）。再者，显然的是，对交流的控制并不是对所有告知方式同样地起很好的作用[115]。如果大概以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为出发点，那么言语的交流就通常指出一种最高的控制密度，这一点针对非言语的交流就要难得多，而且伴随着对声音、表情以及头部运动一直到脚的运动的控制和其质量不断降低的情况，一个人的私人以及公众化生活被同样包容在内才比较合适（参见Köhnken，1990）。与此相应，对于企业也适用，即存在各种交流领域，它允许一种相对高的控制密度，正如同在电台、电视以及在印刷传媒中的经典广告，许多其他发生的事得到了一种彻底的控制，或者因为控制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过多，如同在投诉过程、外部服务的谈判技巧、建筑的显示图或者车辆停车场美学中进行一样，因为不存在直接的使用暴力，正如同在陌生公司的促销活动中、在电视广告中、在金融市场信息中或者在口口相传中，以上仅为列举几个例子而已[116]。

作为中期结论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将广告视为一种可信的交流，那么就谈及广告交流的一种反射性协调一致，以事实的、社会的以及时间的视角：事实的视角，涉及问题以及解决方式的关系；社会的视角，涉及生产者自己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的视角，关系到出生以及未来的关系。以相似的方式，这一点也在安德烈亚斯·德罗斯戴克（Andreas Drosdek）（1996，76页）基于企业交流的论述中有所表述：“时间、空间、企业的不同层面以及领域，不仅仅在企业，在各处，即在所有领域以及活动中，表明一种同样方式的可信度时，才会被可信地融合。”随之而来的是，致力于一种影响深远的关注力的广告，必须要为交流的融合加以全部的关注，以便尽可能地表现得可信且值得信任，因为随后广告才会获得最大成功，尤其从长远来看（参见Kirchner，2002；Tropp，2002）。

品牌视为广告的内在价值

如果之后广告获得最大成功，如果它表现得可信，至少长期而言，那么效果就很明显。为什么恰好是品牌对于企业的成功如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品牌，一般而言，被赋予一种特别高的可信度[117]。弗雷迪·盖塞尔（Fredy Geisser）（1993，70页等）针对O'Lacy's公司表明：“我们的最高需求在涉及品牌建设时，在于我们品牌的持续性，同样也在于我们品牌的可信度。”品牌恰好可被视为可信度的完美化身，因为品牌交流，在事实的、社会的以及时间的视角下，相比非品牌，均被证明具有明显更高的融合度。

“可信度是被公司与消费者之间主动积极的交互行为，以内生性的方式得以确定，作为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公正/净值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更为特殊的是，如果消费者不确定产品特性，公司会使用品牌来令消费者确信产品情况，并确定产品声明是可信的。这样一来，品牌就能可信地标明产品的情况。品牌作为市场标示增加了消费者的对品牌特征水平的认识能力，加速了它对品牌声明的信心，并且减少了不确定性，因此降低了消费者察觉风险以及信息花费，而且还提高了消费者所希望的品牌效用。”（Erdem/Swait，1998，266页）

此外，可信度，即恰好是成功品牌的交流融合还延展到整个价值创造链上，从发展，经过购置、生产、市场化直至销售，视服务商品供给而定[118]——虽然在一个品牌交流中，所有这些局部角度之间的反射性协调一致，如果可能，会等同于一次真正的艺术，如果可能。这一点尤其直观，如果人们想起品牌，比如TUI，其服务供给不仅仅局限于销售旅行机会，这种销售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附属企业，比如飞行航线、出租车企业、饭店企业集团、旅馆、娱乐工厂，它一部分不属于TUI企业集团，但是在语言行为中对被接受的服务质量施加了直接影响，也对品牌的可信度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解的问题，即对它的这样一个品牌而言，跨越所有价值创造链的所有环节，建立并保持一种融合/一致化的交流[119]。而且，尽管如此，成功品牌的（自我）需求恰好在其中得以看见，即能应付为达到协调一致所花费的时间以及精力，直至最后一个细节，在任何时间并在任何地方。

从功能性来看，品牌被证实是一种针对影响深远的关注力的解决选项。确定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能引起轰动的广告宣传攻势能一下子就令众人为之兴奋和激动。但是广告只有在做到不仅一次赢取顾客，而且一直不断地赢取顾客才能持久成功，并从中赢利颇丰，即如果顾客被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服务商品供给上。为此，广告必须显得可信，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品牌。品牌正如同任何一个产品一样，不是被生产出来并随后被加以市场化的，而是品牌对自身而言是一个产品，它通过可信的广告才得以塑造成功，同时是一个“超级产品”，如同卡尔·林（1992）所表述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可谈及超交流，因为一个特定品牌的交流关系到一个特定产品的交流，当整体交流措施的一个反射性协调一致被实行时，这些措施，针对这一产品被主动地投入使用，而且它也能够与这一产品建立起联系。因为对于广告宣传的成功，归根结底是由消费者决定，而且只有从他们的视角而言一个宣传攻势是可信的，那么他们才会对此广告投入自己影响深远的关注力。

如果人们关注这种方式方法如何达到一种反射性协调一致，即针对一个特定产品的宣传攻势中达到一种整体交流措施的融合，就涉及对特定告知方式进行重复使用的一个回归性过程，这些特定告知方式在广告宣传的开始，大多在一个新产品投入市场时得以使用，并且被保存至今，比如名称、书写方式、象征符号、口号、颜色和形式，就是在一个产品被市场化时所需考虑到的一切[120]。因为在任何一种新的交流措施中，特定的旧的组成成分被重新培育，被加以使用，并且重复涌入交流过程，因此这一产品的一个固定显示图像得以形成，而这一显示出的形象恰好在它的稳定性中，构成了此品牌所指之物。并且，这样在对交流的特定组成成分的重复使用中，一种回归性以及重复性的过程，不断被定义为“内在价值”。

自我价值这一概念源自海因茨·冯·弗尔斯特（1985a）的这一想法，并且表述了一种进程，同时也表述了一种状态。这一进程涉及的是，将一个特定的数学计算结果多次输入至这种针对一次重新计算过程的账单中，在多次重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且稳固的最终结果，因此变化就会越来越少，如果人们将此过程越来越多地加以重复。人们可以将这一点以一个简单的加法加以演示：如果以公式“Z2+C=X”为基础，并且反复为变量Z运用结果X，那么就为特定的数值，在很短时间之后生成自我稳定的最终数值，它可被视为这一相加的内在价值（参见Briggs/Peat，1990）。相似的现象，对于伯努瓦·B.曼德尔鲍姆（Benoit B. Mandelbaum，1987）的分形理论几何学（Fraktale Geometrie）也很著名，他以这样的方式宣布这种自我相似性的特点属于已形成的产物：无论人们还能在细节上走多远，一直都会反复在每个单独的部分中遇见整体的形象（也参见Briggs/Peat，1990；奥特，1993）。可能因此盖尔德·格肯（1994）谈及分形理论几何学，所有在其中出现的形式中，保留为相同形式，而不是完全静态的，虽然格肯已经允许对这种观点进行一个能够想象的大规模论证。

即使卢曼（1997，394页）对海因茨·冯·弗尔斯特的内在价值/特征值概念也多次运用：“特征值建构是可重复使用性的一个结果，这种可重复性指的是将操作过程运用到同一个媒介之前的操作过程的结果上。”在另一个地方，卢曼（1990，113页等）也将内在价值/特征值视为“意义品牌”（通常称之为符号，更好一些是“tokens”），这些意义品牌稳固了进一步观察的依据，而且是稳定的，即使（并且恰好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被使用，并且这一点被透视。除此之外，卢曼（2002，30页）甚至将人理解为内在价值/特征值：

“人是继续进行交流的条件，是目的地、估算对象，通常也是针对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奇怪现象的解释。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将人员视为交流系统—社会的‘内在价值/特征值’。”建构者产生于交流系统—社会的操作过程的回溯性（Rekursivität）。人员出现，同时作为副产品引人注目，交流得以彻底完成。因为人们最终必须知道谁为告知（Mitteilung）负责，并且人们的回问、请求解释或者批评应该转向谁。”

鉴于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对象征性辨识角度的整体性丰富多彩，即人、角色、纲领以及价值接下来进行检测：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没有涉及到离散抽象度的特征值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中，内在价值/特征值均表示了一种反复的自我观察的结果，即对自我观察的观察，关系到自我交流历史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解惑只有在一定时间之后才得以建构完成，并且随后逐渐地更为非变量化。此外，特征值通过一个高度的自我关涉度（Selbstbezüglichkeit）为标志，因为它持续地涉及自身，而没有将自我价值建构，在纯粹的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中得以详细阐述。更确切地说，它完全将外在的结果以及变化纳入视野，只要内在的关于这一点的连接能力未受到威胁。

接下来，观察品牌就显得完全有说服力了，将一个品牌的交流也视为广告的内在价值/特征值。其出发点就在于，一个特定服务商品的市场化首先是通过广告。鉴于这种几乎每个市场的不清晰化，每种服务商品出于可区分性的目标，以特定的特征加以配备，它在广告交流中一直被不断接受。此外多个特征通过持续的反复使用，获得一种特定的稳定性以及自我理解。因为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特征，它在一开始就得以使用，在它重复使用的过程中，在产品交流中，一个足够可认清的、记忆能力以及再生产能力特点意义上的一种如此的固定化就得以产生。借助这一点，这个产品就最终成了品牌。当然，并不能确定地预言哪些特征在消费者的视角中的确对此做出了贡献。可确信的是，对此不一定需要许多时间，并且结果最后也保留为不确定的状态。

借助此开端，即将品牌视为广告的内在价值，就不仅仅以此为意图，即将品牌的功能性分析推进到广告的方向，而是要关注自我动力（Eigendynamik），它在品牌建设以及品牌引导过程中有所显示。在人们生产一个服务商品并能将其市场化期间，而不需要此外脱离对它的控制太远时，这点在一个品牌的形成过程中，绝非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消费者决定一个商品是否成为一个品牌，或者正如多尼茨拉夫（1939，159页）以其大众心理学的措辞风格做了如下阐述：“品牌本身，尤其是大众心理的一个结果。”虽然通常，一个主动的市场化宣传，尤其是广告宣传，在消费者角度，是绝对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当消费者主动参与其中时，并且广告的努力结果通过消费者的理解作为交流得以建构时，条件才得以最大化满足，即品牌得以产生。下一章节将对此视角有所讲解。

第三节　产品和品牌

每种服务商品必须得以公开市场化，以便在一个现代化市场上变得随处可见、闻名遐迩并且供不应求。这一点需要对交流措施的高度运用，且在尽可能多的渠道上。一开始在这里就涉及了对公众关注力的获取。但在中心地位却——恰好在一个产品导入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处于形成期间的产品历史的“进化的零点”（卢曼，1984，217页）上——是通过产品传递信息，正如极少被测量，这一点也可能被取消。因为必须清楚的是，这一产品用于何处，其服务能力在于何处，它的质量，即其问题解决可靠性应该如何被评价，并且它为何适用于人。这一决定性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原因，让消费者购买新的品牌，而不是让他购买已经购买过的品牌呢？”（Davidson，1976，121页）人们应该至少已经知道，如果想购物，为何恰好是应购买这一产品。

对信息的传递，通过一个特定的产品，简言之，产品交流首先在事实、社会以及时间的维度上活动。在事实维度下可以被理解为整个主题领域，它借助服务商品本身，即与问题以及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相关。在最关键之处，涉及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什么是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在哪里？在社会维度中，围绕着以下问题：这一个产品针对谁合适，以及谁针对这一产品可以考虑？换言之，谁有这一问题（可能不需知道），针对此问题，恰好是这一产品允诺了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但是谁会很快有这一问题，假如他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这一产品？确定的是，一种产品交流的问题视角不总是位于主要地位，这一点可能会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并且会令动因准备瘫痪。下意识地，但是这里进一步涉及对行为需求施加强烈的影响，并且大力推进行为压力，而且相关性的产生极其出色地适合于此。最后，时间维度涉及之前/之后模式，它在任何一种交流中均共振：之前还没有问题或者也有问题，但之后仍未解决，因为它不再为人所知，或者问题的扣人心弦之处被低估，而且之后人们在安全的一方面认知自身，因为人们不仅仅有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有对此的解决方案。

所有这一切均与品牌交流无关[121]。因为任何一种产品交流已经被如此建构，以至于它试图能尽可能清晰地并且作为唯一的、突出强调一个产品的问题解决关系，以及目标群体关系与现实参照。品牌交流只有在随后才能被提及，当整个产品交流紧接着被观察以及被按照如下方式调控，直至它显示为可信的时候。

直觉的和反射的品牌运行

这一评价来源于刚刚已得以论证的思考过程，一个品牌是可信广告的产品。仅仅是现在涉及了尽可能全面的对整体交流措施的融合，它用于一个特定产品的市场化，并且这些明显跨越了经典广告交流的框架。

个别而言，品牌交流指的是对每一个单独的交流措施的反射性协调一致，在事实、社会以及时间的视角，鉴于维度内化的协调性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息传递不在任何这三者视角中指出明显的矛盾，之后是跨维度的协调一致，以至于即使在对事实的、社会的以及时间的信息传递中也不出现矛盾，而且这一点尽可能还扩展到围绕着所有仅仅存在可能性的告知方式的纳入，而这些告知方式能够将第三方估算并包容至作为告知意图的产品之中。自我诉求很典型：“21世纪，创建品牌需要品牌经验，拥有所有信息、所有渠道和所有接触点的人。就本质而言，一个产生了全部品牌经验的人，既是全面的，又是现实的，同时具有消费者作为引导性原则。”（Webster，2002a）而这一点针对外部广告的交流领域，几乎不能证实是可实现的。此外，对一个品牌交流的建构以及调控，能够从企业的内部视角被描述为超交流，因为这涉及关于对一个特定产品的交流，虽然这一点对外部仅仅很罕见地可见，并可听见。并且本来最终才会谈及品牌交流，如果这一可信度在第三方的眼中已经达到。“对于品牌商品适用的是，产品的标识化，借助单独实用性维度，首先在接受者中必须导致一种耐久坚固的品牌，也就是说，导致一种被接受/感知的质量设想的语段，这些质量设想丝毫不矛盾地标示出那位被追逐争夺的买主可能的使用期望。”（弗里茨，1994，33页）或者负面表述，什么更接近事实：起决定性的是为一个特定的产品整体上交流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超过所有意义维度，表现为不是太不可信。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能以可识别的方式，表现为一致性融合，而且这一目标在竞争者市场上必要时可以通过反射性协调一致达到。就这点而言，一个品牌交流的成功取决于对整体产品交流的反射性控制，鉴于可能的不稳定性。

此外，可能一种误解立即会被预防：虽然在这里仅仅谈及了交流，但是一个可信的产品交流必定包括了产品质量，虽然这一点不是部分，而是交流的主题。因为产品交流尤其会被在此测量，即产品商是否也遵守其承诺。因此，可信的交流也必要地包括了自我义务，用以保证以及满足所声明的产品质量，假如可信度的显现不该接受损失的话。可信的交流借此强制了一种高标准的自我约束以及自我控制，它不间断地持续工作，必须处处都有耳目，而且它在关注可能的针对消费者的后果时，计划以及实施每一个行动。

如果人们接下来观察一个产品交流的转换为一种品牌交流，这种经验性思考也可能被证实是很棘手的，那么就尤其在关系到19世纪许多经典的品牌商品形成过程中所猜测的，即通常不是反映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质量性跃进，是自我指涉以及直觉，不论是出自习惯，偶然还是幸福[122]。毕竟，源自这一段时期的一个传说，即一个品牌的成功要归功于一个特定人的个性，或者正如克劳德·贝克（Claude M. Beck）（1982，180页）所表述的：“品牌是对个性的复制，它立于其身之后。”但有问题的是，是否一种个性的结构被一对一地翻译成交流。在结果中，这却导致相同性，即导致对一直相同的因素的重复性，还导致试图将针对整体期望空间以及经验空间的失望程度，它伴随着每一种产品交流而产生，降低至最小值，而且对产品质量如同对待目标群体的把握度，以及对待产品的现实性关系也是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是没有明显的错误产生，虽然并不存在个别的错误控制。产品交流的可信性，通过融合/一致化的交流，而且只能叫作品牌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质朴地得以形成的，却没有持续地对此有所反映，即产品交流的可信性是如何显示为事实的，并且这一点仅仅与此在边缘有关，即所要求的理论以及方法通常是匮乏的，以便将在控制方面如此广泛地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以实现。在多大程度上且在何种纯净度上，这种品牌运行中的直观形式会实际出现，必须在这里有所保留。因为在最大限度上并不可能，品牌交流的形成恰好在19世纪就已经纯反映性地获得成功。从另一方面而言，令人毋庸置疑的是，直觉性的品牌运作今天几乎已经不能具有一种真正的成功机会，因为在已经饱和的市场上，竞争的压力令一种具有反射性并高度技术化的产品交流协调一致、不可避免。在针对许多市场的未成熟阶段，在其中对倡导者的垄断，基于一种超前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完全能够达到在决策状况中信任一种“内在感觉”[123]，因此品牌运作在某种意义上停留在第一阶段的观察模式中，那么以下情况就变得不可商榷：在第二阶段的观察模式中施行品牌运行，并且这一点同样包含了自我观察，正如同竞争方以及消费者的观察一样。因为在此期间，针对品牌交流的建构以及调控不再存在一种认识论的基础，正如同它还在品牌研究的第一阶段中，在这里品牌研究用术语“品牌作为技术”表明，就恰好是利用本体论的确定性并加以运用。

在涉及从产品交流到品牌交流的过渡阶段的问题时，这一点从经验性的角度一定是一种流动性的过渡阶段，没有明确可证实的跃进状态。然而这样的过渡现象，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借助可承担的并已经在使用中试验的构思得以掌握。与此同时，应该使用对一种模式的追索权，即由贡特尔·托伊布纳（Gunther Teubner）（1987；1989）针对将法律的形成作为自我再生性系统（autopoietisches System）加以发展的模式，得以至少尝试将这一过渡过程从一开始来加以概述。

通过超循环设立品牌

本节的出发点是，系统理论的一种理论性不足，在对再生产性的、自我保持的系统形成过程的解释视角中。对于卢曼（1987）而言，仅存在一种在一个系统的存在以及非存在之间哈姆雷特式的双难抉择，而绝不存在对一种逐渐的自我再生性以及自治性的渐次的中间步骤。托伊布纳（1987）将这种表述恰如其分地定义为自我再生性的“大爆炸”理论，因为一个系统基于卢曼的这种设定，如同一声枪响横空出世，迅捷且完善，没有任何一种持续更久的发展以及区分诉求，几乎如同一只雏鸟：迅速成长。系统发展的儿童时期，就在某种意义上被省略了，这一系统出生时能够充分发育，并立即成为具备功能性的统一体。托伊布纳与此相反，持以下观点：至少法律系统在多个步骤中已获得一种区分性。此外，发展的第一步首先得以成功，能动性地、盲目地、无反映地，为此，发展的第一步就将第一批系统因素的作者身份还指派给社会本身（参见托伊布纳，1989）。在进一步进程中，随后又形成了其他的因素，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循环的链接。虽然针对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交替性关系存在着一种“不纯粹”的自我指涉，与此紧密连接，因为还出现了漠视法律的障碍和侵犯。与此同时，一系列正在自我重复并且可重复的基本操作过程逐渐缓慢地得以稳固，它已指出了一个操作上已关闭系统的第一批进程，并开始通过反射性的交流对自身施加影响。最终导致对系统各因素的超循环的链接，因此系统中整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统，自身得以建立和实施。托伊布纳（1987，113页）将这一点，列举规则以及决策的循环关系为例，加以清晰阐述：

“这种存在于因素以及结构之间的双重的超循环链接，作为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规范的交替性出现，似乎对于现代法律而言是一种关键特点，与此相对应，其他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链接，就退居次要位置。积极性法律的核心部位就是……规律以及决策之间的循环关系：法权（Gesetzesrecht）只有通过法官的行为才会获得效用，而这种法官行为仅能反复源自法律才能论证其效用。”

自此，通过法律系统对法律行为进行引导以及论证，仅还以系统内在的形式得以成功，而不需要对外部的合法来源要求补偿。

如果人们将一个社会系统的这三种阶段的形成以及自治化达成过程的构思，转化为将一个产品交流转变为一种品牌交流，那么在询问关于第一批因素的过程中，即关于那些合适于一个循环的、重复链接的因素，首先就想到品牌名称，一切均以它为开始[124]。“品牌，在这里，是一种明确可划分的区分性特征，一个完全特别的产品的名称。”（卡普费雷，1992，158页）在某种程度上，产品名称作为招牌发挥作用，因为一个名称是非常容易被识别、留下烙印，并被察觉的。这一点在其他地方也普遍适用：“名称是……意义构成的场所。具有交流的各种经验在其中得以集聚，而且它在以这一种形式作用于当下情况的交流型选择。”（Stichweh，2000，221页）非常直观的是，这一点在针对德国邮政（Deutsche Post）的品牌交流中，以其细节化的规定，得以表现[125]：

——德国邮政有限公司使用“德国邮政”作为品牌名称。

——品牌标志是品牌名称“德国邮政”几个大字映衬在黄色底色的邮政角之间。

——品牌名称一直以整体标志的形式使用。

——邮政角的独立使用，例如在我们的分支机构、信件中心或者货运中心的外部标志中，通过特殊的规章加以规范。

——品牌名称“德国邮政”要一直被完整写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内部，也一样适用于外部的交流。请您注意，没有诸如DP或者Dt.的缩写被使用。

——相同的规定也适用于口头表达：我们始终完整地说出我们的品牌名——Deutsche Post。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内部领域，也适用于与我们的顾客交流或者打电话的时候。

——服务领域由解释清晰的各类别概念构成。在其中，单词Post不被使用。

——服务领域一直都与德国邮政这个标志相联系。

——对于服务领域，那些在其中不同的服务被捆绑在一起的服务类型，或者使用跨行业概念，或者具有最大市场意义的服务构成概念。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品牌均具有其他的区分特征，它们几乎完全通过品牌保护法得以保证[126]。这种特殊性已能够从一个品牌自身的名称图像开始，尤其当这一点显露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笔法时，如万宝路、妮维雅，或者博朗。一些奇特的口号具有相当不小的区分以及保护能力，在其中，品牌名称还被一并导入，正如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源自经验，出众优秀”“Bild，展示你的观点！”“Otto——我觉得不错！”或者“Müller就是一切，还能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广告标语，它们具备一种极高的品牌记忆价值，以至于品牌名称完全不必再提及（参见Muschiol，2002）。人们甚至自己[127]尝试能够真正估算出多少个品牌：

广告口号

人人都在谈论天气，我们不
请您干脆用您的好名字来支付吧
链接人与人
借助同情心的绿色纽带
我要我自由
发现可能
事实，事实，事实
对于男人最好的
我可不傻
说做就做！Just do it!
不是永远，但永远更常见
没有不可能之事
把老虎关进坦克里
正方形，实用，出色
它们太强，你就太弱
不一样去思考
我们赋予您将来的一个家
我们理解了

此外，符号以及象征，即所谓的“标牌”，还对品牌的再识别性的功能做出了贡献，比如苹果手机的被咬了一口的彩色条纹苹果，汉莎航空的别具风格的仙鹤，或者奔驰的星标。此外，还有色彩的运用，比如德国邮政的黄色，德国电信的品红色，妮维雅的蓝色，妙卡的淡紫色，城市储蓄所的红色，或者万宝路的红白相间，以及美极的黄红色拼接[128]。不应该忘记的还应该有包装，如奥朵、美极以及可口可乐的瓶子。展览系列手册“为艺术做广告”的封面上的那些最著名的剪影证明了这一点（参见Bäumler，1996）。进一步，还能想到菜肴的气味或者香气以及口感和浓度（参见迈耶/Glombitza，2000）。最终，在这种联系中，嘈杂声、声响、声的图形（声响的震动图形）、铃声以及旋律均被包括进去（参见Sivers，1999）。属于这些的，大概还有德国电信的铃声或者广告副歌“Haribo小熊糖让孩子开心”以及“麦当劳就是好”，这些同样有能力来产生有影响的再识别效果——视年龄、教育以及品味倾向而定（参见Schmitt/Simonson，1998）。

总而言之，品牌交流以其描述手段的一种通感能力为突出特点，因为通常而言，总是同时具有多个特点，它们持续地被牢牢铭记，因此一个值得一提的冗赘效果以及信任效果得以产生，因为人们已经能够在很少的细节上识别出许多品牌，即使当它们仅仅被不完整地表述出来，很多著名品牌不需要写明品牌名，仅靠图像和部分特征就能被人辨认出。除此之外，品牌研究——在关注到品牌的这些特殊的辨识性特点时，总是多次谈及符码[129]。尤其是海伦娜·卡曼辛（1998，490页）简明扼要地对此做了表述：“品牌培育了一种自己的符码，一种自己的语言，它从包罗万象的集合中选择自己的符号：图片、文章、音乐、颜色、材料、人员类型和空间等。”所有这些因素，随着产品交流中数不胜数的重复性，或多或少地就已很好地证明是有效的，并且在此期间形成了各自品牌的稳固结构的存在。与此相反，所有其他的相似选项，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失去了那些通常不再有名的因素。

这样的一种因素的固定整体一次聚集起来，就会在第二步进入建构一个产品历史。这一点一方面包括了费斯霍芬（1959）所理解的基本功用领域，即产品的特殊问题解决能力的事实性维度：产品能做什么，以及产品是何时并如何被使用的？另一方面，产品最吸引人的附加功用，在关注一种特殊的目标群体的时候，被作为主题使用，并且利用适合目标群体的价值、纲领、角色以及人物模式加以丰富积累，得以象征化地进行加载。其目标就是，讲述一个针对机会、思想以及感情的尽可能适合目标群体的历史。它在产品需要时能够出现，在其中目标群体能重新认清自身，并且作为接受者感觉到指的就是自己，它还以历史的形式赢得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以及自我动力，只要它持续够久。因为，一个这样的历史越长久地得以使用，对于构建以及调控一个品牌而言，其标准以及方针就会愈发多地被转移至这种历史中，以至于逐步形成了一种可越来越被回溯至其上的记忆，以便更多地从内出发——结构限定地做出决定，什么适合并可信，而什么不是如此。

如果这最终得以成功，即将产品交流的融合性驱动到最大限度，即谈及一种不规则的品牌，它在任何一个可见的切面均能够将产品作为整体进行反映，且这一点不仅包括三种意义维度，而且还包括产品交流的通感角度，这样一个产品无论在何时均能够被获取。在此产品上，可以按照托伊布纳的观点，谈及一个品牌的诸多因素以及结构的超循环链接，因为从品牌本身的历史而言，对一个特定的交流措施的决定能够得以被引导，品牌的历史反复通过任何一种新的交流措施重新焕发生机，且被重新确定是否真正存在如此的品牌，它具备一种自治权的范畴，即它再生产仅仅还归其本身所有暂不做讨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倒不如说是以下可能性，即从一个产品交流过渡到一个品牌交流的阶段，借助这样的顺序——偶然地形成，然后逐渐巩固，并最终完全独立化并自我生产——加以描述，这种可能性开创了一个在品牌交流的成熟度以及融合度上更大的丰富性。品牌交流的融合度减少了以下必要性，即将所有品牌一律对待。因此，人们得以从一种理想化类型出发，这种类型代表了一个品牌的完美形式，以至于从一开始显而易见的就是，仅考虑到理想化类型的偏差，因此任何一种具体的品牌均在理想化类型的比较中显露出削减的状态。

品牌的双重符码

接下来，如果观察广告中一个品牌的交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围绕着纯粹的自我映射——纯粹的自恋，即使当明显涉及严肃的服务类商品时，如银行业务、人寿保险或者药品。如果人们鉴于此进行询问，是否交流的这种形式更确切地说以一种基础的、一种二价（bivalent）的或者一种二元（binär）的符码为基础，那么一切均会首先支持基础符码：对于两方面的区分过程中，仅仅一方面被定义，而且享有绝对优先权，而另一方面则保留为一种未定义以及不受关注的状态。此外，备选项的渐隐仅仅有条件与此相关，即彼此进行比较的广告虽然在此期间被德国允许，但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与美国相比，那里广告被利用得相当厉害，正如在百事可乐以及可口可乐之间进行的广告战所展示的那样[130]。因为如果在进行比较之后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那么一个品牌就会借此摆脱一种直接的对评判标准的评价，它不仅仅适用于广告本身，并且借此有更少的专断性。因为对另一方面的忽视毋庸置疑会提高对品牌的自我指涉以及自我设定的时刻，这个品牌的特殊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被纯粹地加以保持，这一点通过一种其他相竞争的服务产品供给的一种带有冒犯性的关注，不再那么易于保证。并且正如一种语义的冗赘性一直可加以评价一样，首先是自治性和独立性不会得以中断。

但是这种第一印象具有欺骗性。因为事实上，品牌交流以一种二元符码（ein binärer Code）为基础，这种符码借助品牌与非品牌的区分进行操作运行，并且其一方面就是另一方面的逻辑性等价物。毋庸置疑的是，对此，优先权应归于以“品牌”标示的那一面，但是定义为“非品牌”的那一面也在被使用，而且伴随着相互具有竞争关系的品牌以及产品服务商品供给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不过这一过程大多极少加以评价而已。至多会不时地导致一种直接对立，这一点随后促成如此奇特的繁荣景象，正如同在对Seven-Up的广告宣传攻势中所表现的一样，在广告中，这种清爽型饮料作为“非可乐”被赞叹有加，也就是说，在其中出现了一种优先权层面的颠倒（参见Müller，1997；科特勒/Bliemel，1999）[131]。但是在品牌交流中，大部分情况仅仅涉及投入使用一个特定的产品的问题，并且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宣布，一种排他性的印象得以形成。与此相应，一种明确的告知声称：“这种品牌的优势在于一次性”，而“不存在严肃的竞争”的表述却一直暗藏其中——特例证明了这一规则，尤其是在对Sieble进行品牌建设及引导的情况中，虽然即使在此，与之相竞争的品牌却未被提及。

简言之，品牌交流遵循着一种垄断诉求。汉斯·多尼茨拉夫（1929，76页）对此做出了最为简明扼要的表述：“品牌技术的目标，是在消费者心中确保一种垄断性地位。”因为为自身寻求一种垄断的人，以此与其他人协商一种获取等值的服务商品（Leistung）的权利：只可能存在一种垄断！这种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品牌的一种普遍性的使命：自我区分、保持距离且持续自我升值，这一点当然仅仅在比较之中起作用，因此非品牌的那一面同样也在其中，或者还有其他的品牌——只不过这种比较同样不被主题化。不管怎样，一个品牌的交流都用一种二元符码进行操作。对此令人恼火的仅仅在于，这种回避效果适用于任何品牌，以至于在各种品牌之中持续地并交替地令其诉求变得有争议，即成为一个品牌并且具有垄断性，这一点结果导致了一种悖论问题，因为一种垄断完全不能被多种品牌一起要求。这种逻辑性的两难处境的出路在于，将二元符码——品牌/非品牌的内在一面用一种第二次编码来理解，它对各种品牌之间关系的调节，异于对非品牌关系的调节。这种第二次编码相对于二元符码的区别被追溯：第一次编码发挥数码作用（digital），而第二次编码则起到模拟作用（analog）。

对数码符码以及模拟符码的区分源自卢曼（1990），他将这种区分涉及经济系统中声望的作用加以发展。卢曼将声望（Reputation）理解为一种机制，鉴于不计其数的科技商品、书籍、报告以及可比较的出版物更容易帮助自己理清头绪。因为关注科学界人员声望的人，了解那些显得重要并且需求关注的事物的概况——如何一如既往地（不）可信——[132]比起他仅仅将真理作为选择标准要快得多。就这一点而言，声望降低了科学产业的过于满溢的复杂性，尽管人们应该获悉的事物选择，局限于那些具有足够多的声望的人之上。“这种符码的功能……在于对于那些必须要获悉的事物的选择上”（卢曼，1990，249页），而其余之物则能够完全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卢曼的以下暗示：借助这种选择，按照声望原则甚至在声望以及真理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得以建立：声望越大，就越真实。但首先卢曼宣称声望将合格的能力作为符码，而且作为针对真理媒介的一种附加符码。只不过声望符码指出了其技术上具有特色的个性特点，即在声望符码中不仅涉及一种二元的符码，它具备数码的区分性，即在0与1之间，是与否之间，或者品牌与非品牌之间进行区分而且是模拟的，即按照科技人员或多或少的声望而定。除此之外，这种符码的负面大多数是未标示的并隐藏的，因为它通常仅仅取决于一种最高级别的声望，并不取决于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选择——至少人们对此几乎不再谈论。最终，声望倾向于按照“一次好，次次好”的座右铭，让自己得以永存。卢曼谈及一种时间化，因为一次获得的声望——按照所谓的马太效应——具有以下趋势，即以荣誉、奖励、勋章的形式获取更多声望。

在众多卢曼一一列举出的经济系统中的声望类别中，也很适合品牌经济中的品牌：品牌将对现代市场的纷繁复杂的商品供给的宏观观察变得更容易，品牌对在价格与质量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施加强烈影响，但首先是服务于二元符码。因为在大多数市场中，品牌交流以一种模拟的内部区分为基础，大约在优质品牌、中等品牌以及打折品牌中按照一个不持续性的质量分级被加以区分时[133]。或者当一个品牌的知名度以及约束度针对内部区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这种内部区分度是以模拟性发挥作用的。

“品牌在其市场吸引力及其作用方面差别巨大。位于最下面的末端的品牌鲜为人知，还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品牌。还有更为强悍的品牌，为其品牌的高接受度而欢欣鼓舞，即大部分顾客不会拒绝它们。还有更为强悍的品牌，它享有高度的市场优先权。顾客们的选择会在各种竞争激烈的品牌中优先倾向它们。最后还有品牌具有高度的品牌忠诚度。在理想的情况中，品牌忠诚得以用以下方式展示：顾客想购买其常用品牌，但在商店却未能找到，离开商店并在其他地方寻找所需品牌或者等待该品牌重新有货。”（科特勒/Bliemel，1999，691页）

从每一个单独品牌的角度出发，这种情况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品牌符码的内部方面看，在品牌与非品牌之间的区分继续得以运用，不依赖于人们是否将非品牌理解为一种匿名的产品，一种纯粹的品牌商品，即一种标示化的产品，或者一种贸易品牌，一种所谓的“无名”产品[134]。“一种产物被……视为品牌商品或者非品牌商品，在这种情况中，这一商品或者是一种‘被标示的货物’，或者是一种‘匿名的’即‘非标示的货物’。”（埃特默，1959，18页）除此之外，垄断诉求本身随后被维护，如果涉及与它具有直接竞争的品牌。因为在品牌符码的内部只有一个品牌享有空间，以至于所有其他品牌被作为“非品牌”挤压至外部。因此，虽然应该从一种“（这些）品牌彼此之间的竞争”（多尼茨拉夫，1939，185页）出发，但是这种竞争在品牌交流中同样极少有表达的机会，如同对非品牌的直接排除，因为可能的“替代性竞争”（克劳森，1964）被渐隐。

当然，在此期间，针对许多市场提出以下问题：谈论非品牌是否还有意义，人们仅仅想到化妆品、汽车、香烟、含酒精饮料、糖果，它们完好并全部借助品牌得以确定，虽然具有一种明显的价格/商品服务——落差。因此，以下想法是完全能想得到的，即二元符码品牌和非品牌仅仅在一种品牌建设的开始阶段占据统治地位，以便在接下来的品牌稳固化进程中与其融合，以至于最终只有模拟符码，它在更高质量以及质量较差的品牌之间进行区分，被作为具有区分能力而余留下来，虽然每个单独的品牌均会为自身坚定地保持二元符码品牌/非品牌。就这点而言，在市场内部的以模拟式运行的品牌区分性与以二元方式运行的品牌内部的品牌区分性之间应加以区分。

质量、内涵和持续性

接下来，如果观察品牌交流的内部区分，这一点不仅仅在事实维度，在质量与非质量之间加以区别，而且在社会维度，在其中取决于特殊目标群体的关注度获取以及对其施加影响。即使在此，一种二元符码也是合适的，它以各自的目标群体的归属性特征的特殊性以及本质为导向，并且在目标群体归属性与目标群体的非归属性之间进行区分，正如同这一点在单个情况中也可能极有把握成功一样。对于品牌交流的时间维度而言，它首先服务于之前/之后模式，涉及的是一种线状的区分模式，它在更为古旧的品牌中，基于其历史，围绕着持续性得以补充。“实现持续性原则与标示紧密连接。这种持续性在品牌商品中扩展到质量、产品外部情况（数量、标示、包装），并且扩展到价格。”（汉森，1970，65页）如此一来，品牌交流的垄断诉求通过一种“相加的意义混合”[135]得以实现，当所有这三个范畴，即事实的、社会的以及时间的维度均被包括在内时。借此，二元符码品牌/非品牌借助另三种二元次属符码（Subcode）得以补充以及支持。关系到任何一种单独的意义维度时，针对事实维度，涉及的是对质量/非质量的编码；针对社会维度而言，涉及的是内涵/外延；涉及时间维度时，针对的是对持续性/非持续性的编码。此外，不仅仅对于每种单独的维度，而且正如所提及的，还有反射性的协调一致问题，均处于关注力的重点，虽然这种任务更确切地说是被作为符码所属的纲领完成的。

质量的特点，针对品牌研究而言历来属于一个品牌的本质特征，在多尼茨拉夫（1939，37页）的论著中如此提及：“自然的品牌建构的前提是质量。”也就是说，品牌建构最开始源自一个产品的特殊质量，而这一点在相反的结论中意味着：“没有质量保证不可能存在品牌商品。”（Rasch，1954，592页）这样一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个品牌的质量还作为“成功的第一前提，其单独证明了为品牌建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是值得的”（吕舍，1986，210页等）。今天，虽然这一点也依旧存在，但是已经几乎不被强调了。其事实是：每个品牌均将质量视为前提，并且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问题就在于，质量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如果人们首先将一个品牌的质量关涉到一种商品服务之上，而品牌质量正是以此为基础，那么一个品牌的质量——服务被理解为一种用以解决一个特定问题的技术——能够在一种可靠性中更加详细地进行解释，即在这种技术可能会令人失望的风险中得以见到，而这种风险各自视其服务而定，更大或者更小。因此，质量标示了问题解决能力的可信度，这一点恰好在原则上包括了一种提升可能性：可靠性越大，即一种技术的失望度越小，那么其质量就越高。但是如果质量这一概念以这种方式被实际运用到对一个特定问题的解决技术上，那么一个品牌的质量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其服务的技术质量上，因为视立场不同的情况，更多的期望能够被与一种品牌连接起来，要远多于基本效用单独能够触发的——关键词“导向”“信任”“威望”“生活帮助”[136]。仅仅如此，对一种具体效用加以拒绝，为达到一种抽象的价值，可借助帕谢斯内（1988，477页）的论述得以证明：“您购买的不是化妆品，而是美貌；不是ABS系统，而是安全。”或者当汉莎航空公司用以下表述“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灵活性就是自由和生活品质”来做广告时，这一广告是借当时2002年的联邦交通部长库特·博德维希（Kurt Bodewig）之口说出来的。

因而，一个品牌也能够完全包括其他的质量，大概是一种分布意义上的质量，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质量，一种政治性的或者是——应该已经在预先指明一种社会符码的情况——一种“社会性质量”（格肯，1991），视期望的保持度而定（参见费斯霍芬，1935；弗里茨，1994）。此外，这些额外的质量要求不再涉及那些产品本身的基本效用，而是被全部附加至品牌之上，且是被消费者，且生产者也对此一直能够参与消费者的这种作用[137]。无论如何，需要强调的是，对一个产品质量的评价依赖于消费者的期望，并且（必须）与一个产品服务的采购费用和生产费用毫无关系（首先参见Jacoby/Olson，1986；O'Barr，1994）。“对质量以及服务的评价，归根结底在于顾客以及感兴趣的人。”（Hoffmann，1995，452页）据负面表述而言，人们也可以将品牌质量以及顾客期望之间的联系进行如下表述：风险越小，即一位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质量失望的风险越小，那么他也就越会支持这一品牌（参见Sommerlatte，1992）。因此，质量能够被定义为针对一个品牌的失望风险的相反表达。同时，这种对质量的理解也表述出了一种类推法：质量越高，风险就越小。或者正如贝雷科芬（1992，36页）所言：“购买一个品牌商品是一种无风险的购买。”

正如所提及的，适合于品牌交流的是，对或多或少的模拟性区分被转入至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中。因为品牌需要为自身所需的所有品质，因此，针对所有其他的服务（仅仅）保留了非质量的一面，即任一种品质的缺失。可以确定出现的是，这种相符合性在单独情况下并不总是正确的，以至于在一个品牌中的失望风险，可能会与在一个非品牌中遇到的风险同样大，并且相对而言，适合于以下情况：不是任何一种非品牌均必须必然地，相比一种品牌而言，被证实具有一种更少的品质（参见格肯，1995；Brandes，1998）。但是，对此，对质量/非质量的编码始终不引人瞩目，正如例外不会成为规则。尽管如此，品牌自我声明的这种行为，在关涉自身的质量诉求时，是一种最高风险性的策略。因为更好质量品质的事实性证明，尤其在今天，几乎还不能获取，商品检测基金会的评价总结多年以来对这一点毫无保留地做了详尽的阐述（参见米歇尔，1997，1999），并且对质量/非质量的编码也在根本上，绝无可能受到保护，免于失去其非对称性。没有一种非对称性，即如果品牌的优先地位在涉及其质量诉求时不再获得认可，那么它运行能力的损失便会威胁到编码的过程：如果没有任何一方享有优势，并且两方均被视为旗鼓相当的，那么这种区分就会减少（此处参见卢曼，1991b）。

为了面临这种针对最高品质的自我诉求的不可论证性的风险，品牌会避让到时间维度中，当对此总是一直不断地提供同样的质量时。至少，从一开始，属于品牌交流的质量需求的是一个品牌的质量能一如既往地获得高度期望值。不过，这样一来，品牌忠诚可以借助品牌质量得以产生，正如以下麦当劳的广告文案所诱发的一种强烈影响：

“现在出现了您在杂志中阅读到的最好的东西！当然这一点是谎言，但是不是每个谎言中都隐藏着真理的火星吗？事实是，麦当劳（McDonalds）与母亲（Mutter）以同样的字母开始，其他的单词也以M开始——比如品牌忠诚（Markentreue）。品牌忠诚要远大于11个字母所表达的内容，品牌忠诚是一种忠诚，虽然子女对品牌的忠诚不是从母亲那儿天生获得，但却是在购物篮中体会到的。对此，如果为了子女对一个品牌保持完全的忠诚，那就需要生产商关注品牌质量，因为孩子会长大成人，但是一个品牌的质量必须永远保持不变。永远！而且因为品牌的质量历经岁月而不改变，我们就要拿起品牌，拿起那些母亲曾经拿取过的品牌，当母亲想为她亲爱的人选择最好的东西时：雀巢Smarties，可口可乐，Hochland奶酪，德维利（Develey）番茄酱，Nutella巧克力酱，雅克布咖啡以及一杯果酱，当然是来自古老的德国优秀公司舒华特（Schwartau）。正如同被母亲远程调控一样，我们也引导我们的儿女向那些柜架前行，在这些柜架前，他们也会有依靠。关于品味的问题同样不必争执，关于好品味完全不必争执。而且因为我们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思考，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也这样购物吧！这一点难道不是正引起了您的注意吗？——品牌（Marke）这个单词的开始字母也和麦当劳（MacDonalds）一样吗？”（广告文案源自：Die Bunte Nr.51/2000）

因此，对品牌的使命可以做如下描述：人们在将一个品牌作为品牌来购买时，可能会盲目地信任这一品牌也会保持自己许下的诺言，并且这一点毫无例外，即多尼茨拉夫（1939）谈及的“盲目购买”。除此之外，对经久不变的高品质的需求同样包括应利用每个能提高品牌质量的机会，就技术更新所能允许的情况而言。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点“仅仅”发生在针对消费者有效用的情况中，因为没有功能/效用就没有销售——就品牌生产者的自我诉求而言。除此之外，还涉及的是，保持与非品牌以及竞争性品牌的质量差距。“除了质量，还必须要具备革新、原创性以及持续的产品质量改善。”（Abend，1986，368页）因为品牌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内置的进行持续的产品提高的自我义务——在这一点上，一个品牌的各自的融合度就体现出来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坚定地并自发地履行了这一自我义务。“品牌业的核心在于，扩展其商品服务，使服务呈螺旋式上升，并且也同时为经济的整体领域赋予了一种稳固的或者更好地说一种指明了方向的时刻，就在经济领域中匿名性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艾哈德，1950，84页）此外，不应忘记的是，任何一种品牌均不可避免地考虑模仿影响，即所谓的“我也是”（Me-too）影响，它与时尚界的“涓滴”影响（Trickle down，译注：一种认为社会中最富有的一批人获得的额外财富会对每一个人的生活产生更好的经济效应的理论，因为富人会把钱拿来办公司、投资等）并无不同（参见齐默尔，1986；施耐德，1995）。与持续的声望损失随之出现的威信，仅能通过持续的区分努力（Abgrenzungsbemühungen）得以发现——类似于在前现代社会的统治阶层持续地对此所关心的，将它与社会中低层阶层的距离，通过精挑细选的行为举止以及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加以维护。[138]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35，29页）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顶尖商品服务产生了一种模仿效应，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对新的突出效果的追求，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平均的品质必须获得持续的改善。”此外，在致力于持续提高众多品牌质量的过程中，并不总能获取一种事实上可证实的获利，这种情况不可弄错，因而在对一个品牌的质量进行评价时，归根到底（仅仅）涉及了期望值，而且这一点恰好适用于消费者：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被说服相信这一点，即其涉及的是一种革新，那么这一点就仅仅在之后才能是一种革新。

在涉及归属性标准时，关系到了一种交流策略，它借助购买及使用一种商品，允诺了一种针对特定精英人士、阶层或者群体的归属性——不管是否仅仅是因为普遍吸引力的原因，正如同在1936年的奥朵漱口水广告中所表述的：“为什么他不吻我？最美丽的女人如果从她的口散发出难闻的气息，不会被追求。一种名为奥朵的强劲漱口水保证了清新口气。”（Vogel，1993，110页）对一种特定品牌的拥有，在某种程度上设立了通向特定圈子的通道，因为它作为识别性以及归属性符号被交流：“如果拥有，就成为它。”简而言之：“品牌构成归属性的密码。”（布斯，1998，99页）或者如同诺伯特·博尔茨（Norbert Bolz）（1996，9页）稍许坚定的表述：“大品牌就是一种图腾，它在某种程度上标示了对一个集体的区分或者归属。”

从交流策略的角度而言，归属性的标准应算为社会维度，它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在其内，而另一种（还）在其外。因此，在此能够谈及一种社会符码，其区分了内涵以及外延。当然，并不是在每一种品牌交流的过程中均非常明显可见，事实上涉及一种二元符码。仔细一看却显示出内涵一面，正如总是得体地设定在场景中一样，被完全赋予了一种优势：每种关涉群体以及它所培养出的生活风格，显现在一种值得祝福及值得追求的强光之中，以至于那些广而告之、鼓励以及刺激（模拟Simulieren）积极参与的人，才（仅）会具有适意的并且令人愉快的感受。在相反的结论中可以得出：如果人们对这种诱惑拒不理睬，那就只剩下了那些以无地点的、孤单的、悲伤的、值得同情为特点的情况的外化——那种令人不安的情况随之出现：“你真的愿意经历这种体验吗？”就在这种恐惧动机中，体现出了一种所谓的外化风险的整个权利，而它正作为任何一种品牌交流中所出现的威胁，下意识地共振。“向内表述出一种联合，向外传达出一种距离；向内是接近，向外是远离；向内是理解，向外是竞争或者干脆就是斗争。”（布斯，1998，100页）

此外，这种社会符码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另两个次符码的阴影之中，至少在品牌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这种社会符码并没有被同时列入研究的对象。在此期间，对这种策略的忽视却恰好遁入了其反面。“单单技术品质并不充分，社会品质必须补充进来”（格肯，1991，162页），甚至更占优势。因为对内涵的允诺越来越频繁地被置于一种品牌信息的中心地位，且首先似乎是使用于品质标准：“质量/品质是一些已经不言而喻之物，以致似乎不再需要对此付以主题进行阐述。”（里格尔，1985a，476页）对此甚至有证据显示，不论是事物还是时间符码均被社会符码进一步机制化了。在社会符码质量/非质量的情况中，只一点可能得以解释，即对品质的拥有，优先对将内涵作为目的感兴趣，并且在时间符码持续性/非持续性中，甚至可以观察到，通过对社会符码产生影响，会再次导致一种非对称性的出现。按照这一观点，不再是持续性占据优势，而是非持续性、新奇性和现实性，它不具备任何与传统的关联，被作为质量的保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青少年领域的品牌产品。除此之外，以下也支持新事物论证，即经济的自我再生性（Autopoiesis）依赖于被持续不断地支付。最终，不能不提及的还有，维度内部的融合，借助一种与各自的目标群体就市场研究展开的进一步的对话，从而得以被驱动，以便能够具有连接能力地保持品牌交流。

持续性的标志，同样属于品牌交流的固定特点的组成部分，虽然这种标准的重要性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当品牌被发明开始，由于历史的缺乏，不能够再被以同样的清晰性以及决断性加以强调。但是在此期间，品牌成为一种“针对稳定性以及长期导向性的一种近义词”（迈耶/Pogoda/Küthe，1995，264页），而且汉斯—迪特里希·温克豪斯（1993，402页）在其中甚至察觉到了一种“对于持续性以及可靠性的象征”。无论如何，一个品牌的持续性在今天被视为决定性的成功条件[139]。“对于一次成功的品牌运营而言，绝对必要就是持续性。”（施佩希特，1988，504页）在相反的情况中，缺乏持续性意味着对品牌的损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意味着对一个品牌的毁灭。“如果人们质疑品牌的独立性、不可混淆性以及独特地位，即持续性，品牌常量和核心，最近这一点被含糊而又神秘地称为‘自我相似性’，然后人们就能够放弃品牌的想法了。”（特罗姆斯多夫，1997，5页）

持续性原则的这一重要性令人丝毫不惊讶，如果品牌交流在时间维度的情况下，应用于持续性/非持续性二元符码：品牌在一个持续变幻的世界中，代表着持续性、稳定性、稳固性以及安全性，而针对那些非品牌，则“与成为经典的品牌商品相反，被私下赋予了非持续性以及非安全性的特点”（梅辛，1983，500页）。即使在这里，也遵循着一种非此即彼逻辑，它并不允许第三种价值或者一种在稳定以及改变之间连续性。除此之外，持续性这面被明显积极地占据，因为存在于“品牌行为”中的不稳定性以及多变性，会引起针对一种“品牌个性”的可信度的怀疑，因此也对可能出现的偏差发出了警告（参见Peitgen，1997）。

更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性标准所包括的，相比仅仅保持一个品牌的质量稳定要多得多。“这种稳定性并不是通过上级的整体性中的一个单独因素的稳定性得以保证，而必须在整体的影响方式中得以证明。”（贝格尔勒，1963，116页）这种持续性标准从而涉及了一个品牌的整体表现方式，从关于商品服务的质量的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辨识性特征出发，诸如包装、广告以及任何其他尽可能被估算为一个品牌交流的事件，特别是价格——“即使在价格政策中，持续性也被加以推荐。”（施哈德，1984，434页）这一点令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中所进行的针对价格约定而激烈展开的争论变得可以理解。换言之，在评判一个品牌中可能不论以何种方式均显得至关重要的一切事物，均要服从于一个品牌的某些特征的持久性原则（参见梅菲特/Burmann/Koers，2002）——这是针对品牌的融合视角的一个明显标志。

这种持续性原则具有优先地位的原因可能曾在于：一个品牌的服务能力中过多的非持续性与对其最高质量的自我诉求发生矛盾。因为任何一种并不涉及其质量改进的改变，提出一种论证性诉求，它恰好不能建立在质量改进的基础上。否则如果不是出于此原因，为何一个品牌的质量会改变呢？因为品牌交流在发展过程中，却总是越来越少地在产品质量上进行检测，这质量被视为应该具有的品质从而被设定为前提，是作为与此相关的“针对质量、持续性以及可信任度的辨识特征”（kühne，1993，72页）被接受，在此期间人们可以谈及，品牌自身就已经成为信任的主管部门。

正如前面提及的内容所言，至少在品牌研究中，极少会出现以下观点：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或者可信度即为原本的价值。“在任何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品牌背后，均会有大量的忠诚顾客，他们的品牌知识、品牌信任以及购买准备均称为自身品牌资本的原本价值。”（科特勒/Biemel，1999，694页等）。一个顾客在购买过程中，一直在坚持什么呢？归根结底不就是信任吗？即一个品牌也会遵守它所给出的承诺，而恰是这一点构成品牌购买过程中的决定意义吗？“在品牌中涉及信任，因为人们应该如何信任某人，它不断地展现出变化多端的形象？”（西蒙，1997，79页）出于此原因，持续性原则早就包括一个品牌的整个表现方式，以便证明对对方的信任。因为“信任以持续性为前提，而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唯一的声音，而是在所有其他发展过程的起伏跌宕中，被看到并感知且接受的可信度”（Köhler，1993，346页）。就这点而言，尤其适合那些时间代码以及其所属的纲领，来关注对一个品牌的可信度以及可靠性的保持。

作为中期阶段性结论，可以得出：品牌符码保证了品牌的个性，其内部的一面大多会被品牌的名称和具备比较可能性的区分性特点以及可保护性特征来加以定义，从而通过三种次代码质量/非质量，内涵/外延，以及持续性/非持续性得以支持，这一切符合代码的功用。让—诺埃尔·卡普费雷（1992，113页）曾对此作如下表述：“风格化的符码，表达了该品牌的特性以及文化，必须加以稳定化，因为它将从一个主题过渡到另一主题变得可能。彻底改变那种生成性的代码意味着创造另一个品牌，而它虽然与其前身具有同质性，但是在自我身份认知上则不相同。”与此相反，所有与一个品牌相关的事件，以及一个品牌在其发展史中所遭受的全部改变，均会在各种纲领的层面上得以展现，而这些纲领则代表了交流的可变性以及可适性（参见格肯，1995）。

一个品牌的纲领

正如之前所述，纲领关注众人能够以角色的形式在涉及特定的意义关涉时做出正确行为，借此他们可被设想：何人应在何种条件下，在何时，因何原因，针对何人做出何种事情。虽然偏离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它是获准存在的。纲领塑造并限制了可允许的以及不允许的行为可能性，它们组织规划交流，并且就这点而言，将一种特定的意义关涉性进行结构化及对其加以塑造的原本任务，完全落到各种纲领的肩头。对于品牌符码而言，这一切意味着所有在品牌交往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信息，均会被特殊转达的纲领加以传达，而这些纲领在与三种附属编码的联系中，涉及了品牌交流的事实维度、社会维度以及时间维度。


表9：品牌交流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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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纲领中首先涉及产品质量的始终如一性得以建立并诠释，而这一产品则被称为品牌。“交流模式应该描述知识，而这些知识必须作为产品实体的补充介绍给顾客（以便这一产品在接受者的眼中符合产品研发者所设想的样子）。”（林，1992，135页）这一点不仅仅涉及针对产品目的以及产品优势的设问，而且也涉及了针对其使用可能性及其使用方式的设问。因为对于每个产品的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消费者真正受教匪浅，以便能够和产品“友好相处”。在这种意义上，事实纲领首先用于对产品的使用知识进行介绍，并且对此达到了与消费者的结构性耦合。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纲领包含了一种特殊的传授方式，一种倡导性规范方式，这一切均关系到真正的产品使用。斯蒂芬·格里华德（1997，14页）曾经对此作出如下表述：“品牌可针对那些与洗漱、开车以及看电视或者皮肤护理相关的，具有冲突性的动机/主题，介绍相关行为模式以及问题解决策略，品牌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手册。”为此优先会加以考虑的是价值以及愿望值，它以最为可信的方式与产品加以联系，比如妮维雅的“护理”，或者Milram的“舒适”等关键词。此外还有诸如奥迪汽车的“人性”“热情”“引领性的”以及“视觉的”或者价值链，比如品牌可口可乐塑造情况中的“完美性、信任、家庭的亲密关系，真实性、安全、精致、自我信任”[140]。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166页）针对此情况，甚至提出了“价值等级”，它按照整体化以及再专业化的模式发挥作用：“人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谈及价值等级——谈及那些具有共同性的形象价值，以及谈及那些彼此相异的意象化价值。按照各自针对的目标群体的不同，所获得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一个品牌的物美价廉性务必属于共同的意象价值中，因为在购物时必须要充分相信，一个品牌的更高价格是通过它更高的价值得以维护的。这种事实纲领展示了商品服务的一种所谓的合法性，并告知了它与产品的正确相处方式，与此同时，获得在消费者心中的一种唯一地位，即确立其垄断性，如同多尼茨拉夫所言，因为与此产品紧密相关的效用不能被其他产品以此种方式加以彰显。也正因为如此，在品牌交流中还会附带持续产生出一种同样甚至尽可能更优质的产品质量的印象。仅仅借此可成功做到，将一个品牌的对唯一地位的自我诉求变得合法，并且这一点在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意味着持续地保持并维护所声称的和所要求的质量优势地位。所有这一切均需要购买动机加以确保，因为这种事实纲领如同其他纲领一样，具备以下任务：提供获取这种产品的原因以及支付的理由。

社会纲领与各自目标群体的称呼以及彼此关系相关，对此目标群体可设想为，他们在这种产品服务提供上尤其具有或者应该具有兴趣。对此提出的问题丰富多样——从人口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分别设问——并进行处理，这些问题各有所用，以便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获取并赢取相应目标群体：与谁相关？在何处可辨识出他们？以何种方式与他们交谈，并且和他们交谈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用什么方式度过他们的休闲时光？所有可能与目标群体至关重要的一切，均会贯穿在品牌的交流中，以便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耦合。除此之外，这种社会纲领还从事——在功用上与事实纲领等值，而它正是告知大家此产品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下问题：谁是真正适合这种产品以及这种产品针对谁最合适（参见鲍尔，1976）。从社会角度来看，涉及生产交流的可靠性时，这一点就会在各自目标群体的生活关系的全面融合以及反射中得以充分展现，而这种可靠性必须持续被更新，以便目标群体及其模仿对象是同步的。只有如此才能够成功地做到令目标群体睿智，人们从而能够与其建立联系，展开对话并且与对方紧密相连，即在对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上，感受到能与其融为一体。

最后，时间纲领涉及的是时间视野，品牌可在其内活动。这一点通常意味着对品牌神话的维护：品牌具有多久的历史？品牌是何时因何而产生？品牌是如何成为品牌的？谁为品牌命名负责？恰好品牌的年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品牌历史越久，就会越发在品牌的稳固性以及持久性的意义上，强调其质量的始终如一，它超乎寻常的独特性，以及超越时效性。悠久的历史代表了品牌的成功，正如同高昂的价格也代表高质量一样。这一切也能够借助一个合适的证据得以清晰化，正如著名的钟表品牌瑞士宝玑表（Breguet）的广告宣传所展示的，邀请著名人士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hill）为其做广告，他们均为人所知的是，都拥有一块宝玑表。除此之外，时间纲领还关注该品牌在长时期内保持统一外观。因为一如既往，商品服务的鲜明特征喜欢在细节上得以彰显。每个品牌必须能够产生如下印象：不论经历何种变化，均能保持始终如一的品质。就这点而言，对一个品牌的自我特点的维护是时间纲领所需面对的，而对其的维护保持在产品所属个性、特点以及功能的核心状态中得以表现，并尽可能从不改变。对此，这种将持续性进行纲领化的方式延伸到这一核心状态的全部范畴，而正是这一核心状态赋予一个品牌以身份认同。因此，这里不仅涉及了交流的语言层面，比如品牌名称、口号以及品牌故事，而且也涉及了品牌感知的非言语层面，比如符号、颜色、形式、噪音和材料。

每种品牌均为这种三段式纲领服务，即使在单独情况中也会展示出不同的侧重点。在这里，简短地展示三个例子：美极、博朗以及野格牌利口酒（Jägermeister）。

最先关注食品品牌美极，它似乎均可以在近乎相同的程度上诉诸于事实纲领、社会纲领以及时间纲领。如果先以时间纲领开始，则可从多个特征上解读出美极的持续性，这些特征从部分而言，历经几十年未曾改变。先以美极品牌的名称开始，它诞生于1887年，得名于企业创立者尤里乌斯·美极的姓——美极（Maggi），印刷在红色椭圆形上的字体从1972年沿用至今，并且自那以后，必须对自身不厌其烦地采取一系列更为小心翼翼的现代化措施。此外，应该提及红/黄的颜色搭配，这也同时诞生于19世纪。最后，现存至今最久并且也可能是最知名的美极产品就是美极调料，其无法混淆的瓶子外观让人过目难忘，就是这一调料令美极企业奠定了企业成功的基础，因为不论是服务质量还是名字形式从1887年以来都几乎未加改变[141]。与此同时，企业也强调，美极的品牌领导力主要是源自以下原因：品牌始终不断将创新推向市场，因为创新性领导力就是最好的手段，在竞争中遥遥领先。（参见Schlitt，1999；Vanderhuck，2000，2001）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回顾事实纲领，美极从企业历史的开始就已经在对方的旗帜上写明，利用其产品在“便利”的意义上提供厨房生活的帮助，以便减少购物时的浪费现象。所有基础服务的目标设定为“快捷、菜单安全性、成功安全性以及调料安全性”[142]。将这一切在一个产品中得以进一步的确保和体现，正是标志了美极产品对高质量的诉求。与此相应的是，在美极的公司哲学中声称：“成品菜肴在功用上的促进就在于它能够快速方便地备餐以及满足对口味的需求。”除此之外，美极在顾客的问卷调查中，进一步包含了对这种烹饪及生活上协助性的自我诉求的证明，而这种自我诉求由美极多年的销售经理古斯塔夫·赫巴特（Gustav Höbart）[143]做了如下总结：“我们是厨房的灵魂所在，美极就是质量保证，魔法材料、快捷以及价廉物美的厨房。在品牌内部有着温暖、保障和安全。60%的接受问卷调查的消费者……认为：这是可不加以查看就购买的产品。”与此相应，赫巴特紧接着自信地谈道：“在可靠性方面，美极在消费者……那里是毫无问题的。”除此之外，美极公司的所有产品均配有菜单和其他使用说明书，从而将正确地与产品相处的方式纲领化。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美极烹饪中心对此贡献很大，这一中心自1959年起运行并广受欢迎（参见Ringel，1998）。

最后关注社会纲领，与以前相比，当时产品图示还占据主导地位，向中产阶级出身的忠诚可靠的家庭妇女们示好，在此期间，美极已经用接近百分百的知名度在大众心目中证明了自己：无论是谁似乎均会使用一种美极产品。因此，美极也脱离了以下主题：即为大多数品种谈及对目标群体的细化。而是更为广泛地谈及一种烹饪以及饮食文化的特殊形式：“作为对目标群体的描述，由兴趣爱好、信念以及在涉及对所追求的产品的烹饪以及饮食行为方面的观点所构成的共性被包括在内。”在对单独的“兴趣与利益群体”的阐释中，这种文化视角也再一次被关注，在这些兴趣与利益团体中更多地涉及了将体验世界（Erlebniswelten）作为目标群体：

“创造性，并且花样繁多地进行烹饪：至关重要的共性在于希望，没有更大浪费地进行创造性的、变化多样的、有品位的并以确保成功为前提的烹饪。对此做出理想贡献的是烹饪助手，如菲克斯酱汁（Fix Saucen）、混合调料以及汤汁。

——神秘汤汁：自从人类思想史以来，汤就属于提供力量以及生命的魔力神话。从一个世纪以来，传统品牌美极的汤就伴随着我们。

——更快的享受：小型、快捷并且不复杂的就餐时间，口味完美。

——意式饺子爱好者——体验及口味世界：充溢在所有菜肴之中，全世界所有的菜式邀请我们品尝如此美味。”

从1997年美极的一次商业展示中获知的这一材料，肯定应该被谨慎对待。但是，在这里不能加以忽视的是，这些信息通常是从顾客问卷调查中获取的，并且考虑到对所有这些品牌研究的假设性科学性的批评，这些信息一直还是会隐藏零星的真相的。

接下来，如果关注下一个家庭电器博朗，更确切地说是触及了纲领使用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并伴有事实纲领的明显主导性[144]。

德国博朗（Braun）：“里程碑，博朗公司历史的领导品牌”，也就是说，博朗品牌是源自一种消费品领域，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技术”领先。“革新和保持先进的技术状态在博朗是有传统的。”（博朗宣传手册，1990）。对此，博朗产品的质量诉求——在1951年公司被接管之后——在公司创立者马克斯·博朗（Marx Braun）去世之后——通过他的两个儿子埃尔文·博朗（Erwin Braun）和阿图尔·博朗（Artur Braun）在1967年吉列收购博朗之后很久——就与企业与生活哲学的一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企业以及生活哲学优先运用在博朗产品的纯技术方面，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参见Wichmann，1998）。“在1955年之后的很多年里，博朗获得了一种清晰可见的身份认同。它通过对产品的涉及，通过塑造交流，也通过企业的行为得以形成。这构成了一种无法混淆的形象，能激起大众的喜爱并获得信任。”（博朗设计，1995年，19页）从埃尔文·博朗、他的同事以及许多博朗产品的表现形式，从而拥有一个直接的突出而又鲜明的影响力，对这一点当时的博朗工作人员至今还津津乐道，而且一名在公司任主要领导职位的职员阿尔布莱希特·舒尔茨（Albrecht Schultz）（1986，74页）曾对此作了如下表述：

“博朗的产品应该是具有革新性并且具有独特个性的，同时考虑到任何细节问题。它们应该在众多竞争对手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具有不可混淆的鲜明特点，并且自身信服地发挥独一无二的价值。其前提是，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均可满足以下要求：技术品质、安全性以及可靠性；生态品质；使用质量、个性化显示、特点；令人信服的特质，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性价比。”

这个质量诉求也在企业的自我描述中找到了其相符之处，大约就在于博朗产品以每个产品的“可需要性”与“最大可能的使用品质”达成一致。在博朗最新出版的一期新闻报道中——与20世纪50年代的新闻如出一辙[145]：“今天的博朗产品，与昨天的它们一样，以自己持久的生命力、美学影响力以及从不妥协的高品质为鲜明特征。博朗的产品让生活更为简单、舒适且闲适，且丝毫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

博朗的高品质诉求，尤其是与博朗产品的设计诉求紧密相连的，它“正是以材料、功能、形式与光学的完美合作，从而达到功能性质量以及美学品质的一致”为目标（舒尔茨，1986，70页），并且凭借“以出色形式彰显品质”或者“设计得以突显不同”等标语来赢得赞誉不断（也参见博朗公司，1995；Kesselmann/Müller，1996）。在这里，博朗设计部门在企业的鼎盛时期，在埃尔文·博朗的领导下，不仅仅赢得了众多奖项，而且也在风格塑造方面影响了整整一代设计人的自我认知（Selbstverständnis）。举例而言，仅仅引用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1962年在专业杂志《工业设计》中刊登的文章，其中谈及了博朗品牌，并且在文章中，Moss提出了“三条规章”，且几乎所有博朗产品均满足了这三条规章（参见Klatt/Staeffler，1995，17页）[146]：

秩序规章：“在博朗之家的形式设定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规则既不偶然，也不是仅仅偶然出现的：它被充分考量并构成规则。在博朗公司至关重要的原则，它在设计过程中确定规则，对于达成和谐一致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和谐规章：“在形式设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谐是一种规则的特殊形式，在规则中，所有部分均得以统一一致，从而这些局部可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Einheit）。博朗公司的设计师始终在追寻一种平衡，并且他们几乎总是能够成功地找到。”

节省规章：“节省——三规则最后一个——是采用一种最少且最间接的方式来达成一种和谐形式。对于博朗设计师而言，节省不是一个设限的问题，而是一个感知的问题。他们具备的敏锐度，能够最贴近原初的本质。他们并不明显地使用装饰物、象征符号、更高贵抑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装潢品、毫无意义的强调和深化、多余的开口或是框架、模型、涂料以及其他事物。更确切地说，这种准则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这些设计师仅仅掌握了最为关键的因素去实现所有任务的能力，不仅在功能性而且在美学方面的视角均具备这种能力。”

针对这种传奇般的“博朗风格”（Wichmann）而言，其具备标志性的还有，不仅仅每个单独的博朗产品经历了彻底的构建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会囿于偶然性，而是全部臣服于其可使用性和美学性——博朗公司的整体运作也是如此，整个公司的表现全部基于整体性以及持续性的规则之下，并且被“似家的感觉”加以描述：

“适用于产品的，同样也适用于这一公司其他的‘外化形式’，这一切从整体上构成了其所谓的外在形象：即使这些外化形式在博朗公司也是明显地按照统一的基本原则得以构建。无论博览会展台或是宣传手册、职位广告或是包装、信纸或是服务指南、招聘广告或是厂刊：所有这一切不同的媒体形式均有同样的形式，能够建立起一种大约类似的家庭关系。”（博朗手册，1990）

随后观察这一时间纲领，那么涉及的就是博朗产品在市场展示过程中的严格的持续性和统一性，而这种市场展示部分在几十年中均会保持不变。作为品牌名称，1934年时它显示为精细的笔触，配着拉长的A字母，此外其颜色的搭配是由黑色、白色和银色组合而成，这种品牌名称在许多博朗产品中得以使用（参见Klatt/Staeffler，1995；Wichmann，1998）。除此之外，人们对博朗产品类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非常信任，从而找到了各个产品生产线，而它们在几十年内既没有在功能上也没有在设计上发生重大改动，比如1957年的厨房机器KM3/31，它在市场上销售长达30余年，或者1958年的立式搅拌机MX3至今仍旧在销售（参见Braun AG，1995；Klatt/Staeffler，1995）。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特点和设计因素得以发现，比如线头及其在刮毛时的排列顺序——它一方面喜欢以相当低调的方式保留——却基于其稳固性，长达几十年里给人留下了同样不变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会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博朗消费者的意识中长久保持不变，并且不可能不经风险就会被改变。因为博朗的最高层管理者长久以来就宣称：“消费者就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标准。设计者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思考，共情。”（舒尔茨，1986，71页）因此，博朗品牌推向市场的持续性来自其品牌名称，其引人瞩目的字体，还有其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整体产品的功能性以及其设计扮演着一个几乎不会被高估的角色。博朗从一定程度上，在丰富多彩的产品中崭露锋芒，而这正符合品牌的重新获取认可的效果（参见Kesselmann/Mueller，1996）。

最后回到谈论博朗社会纲领的议题上时，首先就不会找到关于目标群体的相关清晰说明。最重要的就是质量表述——它能延伸到品牌的整体表现形式——在所有交流措施中均具备高度的恒定性。恰恰是这种谨慎性，与对典型的博朗购买者和来自顾客的加以强调的设想紧密相连。这样一来，人们不能获得非常精确的信息，以至于会将消费者设想为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即“聪明智慧而又自然而然，对真实性和质量充满感觉”，正如同埃尔文·博朗之前的顾问之一弗里茨·艾希勒（Fritz Eichler）所言[147]。因此，对目标群体的确定就非常强烈地以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生活方式为导向：涉及“具有高雅情感的年轻人”（维希曼，1998，224页），他们在与当时的人口结构的关系中，完全展现出了精英先锋的光芒——正如同他们当时自视的一样（参见鲍尔，1976）。再引用弗里茨·艾希勒所言：

“在一开始是这样一种想法——是关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态度，关于一种即将到来的崭新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生活，并且从中能够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易受他人影响。这种生活方式适用于那些更为自由并且更不愿受约束的人——为了自然地而且开明的、智慧的并对真实和品质充满感觉的人。”（Wichmann 1998，168页）

在后来的年代中，以下设想也具有引领作用：

“在对我们的产品绘制草图、进行设计和塑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倾向于凭借其观点以及生活方式刻画出的开朗外向的人为目标群体，他们具有和良好构建并且理性的物品相处的需求，并且代表了观念塑造者（比如建筑师、记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年轻人，他们聪明、有智慧且落落大方，具有对真实和品质的敏锐感觉。”（舒尔茨，1986，75页）

仅仅是这个社会纲领，长期以来在博朗的品牌交流中并未扮演出众的角色，而是隐身于幕后——直至不久以前。因为在此期间，博朗致力于通过不同的措施，将目标群体年轻化，比如为“欧洲Top 20 MTV”活动出资。至于这些宣传活动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卓有成效且拭目以待。

含酒精饮料品牌野格啤酒是一种始于1934年、包含56种植物的利口酒，自从进入市场就没有经历过值得一提的改变，既没有涉及品牌名称的改动，也没有在混合物和瓶子的样式上有所变化，即使瓶子上的标签也毫无改变：黑色，古德语字体，红底，上面在一个棕色的圆圈里有一只鹿，在鹿角之间有一个灯泡状物，带有闪烁发亮的十字，并且图案整体由一条环绕标签的绿色带子系住，上面写着：“这就是猎人（Jäger）的尊贵标牌，它保护并爱护其所猎之物，符合狩猎规则并进行狩猎，正如同它归所归属，在所创造之物中向其造物主致敬。”这一标签下方，在椭圆形的水平线位置，写有短短一句说明：“创建于1878年”[148]。因此，野格牌利口酒的时间纲领包含着一种相较而言很高的持续性。

基于商品组，品牌的出现鉴于品牌纯粹的“技术”品质——如果人们在酒精性饮料中能论及这一点，并始终在香草的数量上殚精竭虑，而这些香草未加任何改动就作为添加成分进入生产环节，且还在其长期存储期上竭尽所能。对此，野格酒精饮料品牌的社会纲领的确被证实是越来越丰富了。因为在1973年，常年担任企业领导的君特·马斯特（Günter Mast）作为第一人，说服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当时的足球联赛球队布伦瑞克足球俱乐部，在他们球员的球衣上为野格牌利口酒张贴广告，而且他还举办了到那时为止独一无二的广告宣传活动，“我喝野格牌利口酒，因为……”这种广告宣传活动不间断地持续了15年，到1988年才结束。在停滞了8年之后，这一宣传活动在1996年又重新开始，并且到1998年8月28日为止一共产生了总共3467种不同的广告宣传主题（参见Heiz，1978；Randa-Campani，2001）。

在这一广告宣传活动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开始就没有设定一定的目标群体，而是涉及了两种典型的生活场景，在其中对享用野格牌利口酒进行推荐：不论一个人的人生是特别顺利还是特别糟糕。那么在这两种生活场景中的共同点是，通过享用野格牌利口酒，生活境地无论怎样均会获得一种积极的提升：

“无论何种广告，它们的共同点是，在畅饮那一刻——一种设定场景的伴随物——永远都显得积极向上。那些广告中被描绘的人物连接着‘人生的快乐’和‘生活艺术家’。或者是他们在用野格牌利口酒庆祝在某种意义上人生中的美妙一刻，或者是借此让自己从霉运中重新拥有好心情。”（Heiz，1978，90页）仅仅通过这种广告宣传主题的高频率反复出现——在这不断地重复中，虽然每一个广告均会有不同的人物居于中心位置，但是图片设计始终保持一致：“我喝野格牌利口酒，因为……”并且，甚至连广告宣传的场景也如此相似，在几乎所有人物更迭中仅仅只有两种体验方式被处理（幸福/霉运），对此出现了一种对社会纲领以及时间纲领的紧密交融情况。除此之外，这一切也适用于新的广告宣传：一种对野格牌利口酒的目标用户的极端年轻化的追求（参见亨宁，2000；Grauel，2002）。因为在野格牌利口酒的瓶子上，那看上去陈旧不堪的显现图画始终未曾改变，因为恰恰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一切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狂热”，在公共场合去畅饮野格牌利口酒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忠实且朴实象征的品牌，但也是为了不失去忠实的老顾客。仔细地从社会学的角度了解迄今为止的消费者群体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对这种青年文化是毫无兴趣的[149]。

毋庸置疑的是，为了权衡利弊，也需列举其他的品牌。针对如前所示的联系而言，重要的是，一次品牌交际的建构通常基于三个“支柱”之上，虽然并不是每个品牌在每种纲领上均会有同等范围的考虑。当然，从这些各种纲领的不平衡所限中会产生某种情况，接近于品牌“殿堂”的这种图景：在有些情况中，建构过程可能会摇摇欲坠，更可能会成为隐患。尽管如此，这三种纲领还是承担起了每一种品牌交流过程中的主要责任，倘若涉及了品牌使用过程中的方针以及正确度的主旨呈现。

品牌的革新和进化

基于这种功能，即在一种特定的意义关联的框架中引导正确行为，是各纲领区分于符码的特点，也是需要为此负起责任，即在各不相同的环境条件中进行适应调和，以便对结构性耦合与环境进行维护。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性耦合，这种意义关联就可能虽然得以保存，但是会存在失去与外部环境建立任何联系机会的危险——正如同走进了一个偏僻的小房间，任何人都会很快漫不经心地忽略掉的地方。就这点而言，不仅符码，而且恰是纲领关注连接能力，只是符码准确地保存了那些不允许更改的东西，而纲领却负责尽可能地更改一切，如果对连接能力的保存获得许可。在系统理论中，这种对稳定性——而不是对更迭的联合，被当作动态稳固性。

如果人们将这种对纲领的任务设定赋予到品牌交流上，那么，仅超越纲领层面才会变得可能，让一个品牌适应市场并且尤其适应其目标群体，具体而言就是在品牌和市场之间建立并维护结构型耦合。这种在身份特点维护和品牌的市场适应之间的任务分配，也会在品牌研究中受到欢迎（参见佐默，1998）。这一点在博多·里格尔（Bodo Riegel）（1987，399页）的一篇文章中得以确定，文章名为《宝莹永远宝莹，正因为宝莹不仅仅宝莹》，其中涉及了汉斯·多米茨拉夫的品牌技术：

“在品牌产品中，这种整体全面的初始设定会诱导许多滞后考虑者得出错误结果，将品牌视为机构，即视为一种封闭的、无变化的系统，在任何时代均静止不动，而这可能是对一种有标识的罐头的定义。每一种具有生命的系统——目前也不存在更好的类推，均是悖论的：它对于其环境既同时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它具有个人化的生活，并且与其环境彼此交际；它脱离、适应并确保以此生存，这也适用于品牌产品。即使是品牌也同样需要内部以及外部的引导，以免变成老古董。”

只要一种品牌的符码始终保持稳固，品牌就能够参与不同的利益面，而同时并不失去其身份认同性，但是与此同时，符码的改变会摧毁一个品牌的身份认同。

即便是纲领的这种功用，即能够针对符码的封闭性，保持这种系统对于环境的开放性，也能够在各种纲领上得以体现。仅仅其适应性的范畴在一开始被各不相同地加以分配：事实纲领已经为此完全得以事先确定，以便从自身开始，实施技术变革尤其是技术革新，同时社会纲领也随之显出了一种显著的灵活性。只要涉及在市场特别是在各自的目标群体中的气氛以及品味的变动，时间纲领就会主要致力于对品牌的特性的严格的不易变性加以关注，因此，品牌总是显示出变化的不易被接受性。

在事实纲领的情况中，适应需求是明确的，但是品牌基于自己对于不断改进革新的自身义务却坚定地表现出对任何一种革新均表示欢迎和期待，它使用这种自身需求，因为整体环境是以进步为纲领的。对此，在品牌研究中，各种革新方式通常使用一个概念，即“革新”[150]。赫尔穆特·毛赫尔（1992，95页）在文章中简明扼要地写道：“其必要的是，我们通过革新、研究以及发展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因为只有那些不断地期盼（真正）革新的人，才能够将自己的需求以最高质量得以表达——并且那些先人一步的人，会令这种诉求立即变得具有争议。“一个人必须要革新得越来越快，才能停留在原地。”（Pinchot/Pellman 1999，11页）施密特（2001，75页）将这种革新动力的自我加速，举清洗剂宝莹（Persil）为例来设定问题：“宝莹永远宝莹，但是这种宝莹品牌必须要变得越来越好，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永远具有革新性，必须对未来胸有成竹。新事物永远是旧事物更好的再现，所有人均了解它并且从而应该总能从其中有所发现。”

恰好是这个针对品牌研究概念的出色含义——这一概念立即令人想到技术和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借此得以解释，即第一批品牌商品是在简单的消费商品的领域中出现的，比如洗衣剂、半成品食物或者化妆品。在这种类型的服务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实际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居于关注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清洗、烹饪或者化妆方面的材料具备一种核心功能，以至于关于创新的谈论在一种科技发明的意义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在事实上是清晰可辨的。在此期间，这一概念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即使在服务型行业品牌的情况中，即那些在极大优势上具备了非物质性特点的品牌上，也在质量改进的概念上遵从了“创新”这一概念。从那以后，对于技术这一概念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再仅仅从物质性角度，而且也从非物质性的、更为详细的认知角度加以理解，以至于就“革新”这一概念人们能将其理解为：任何一种发明，用来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按照不同的情况，视消费者如何观察这一问题而定（参见林，1992；德鲁克，1998）。

在企业当中，对于持续不断的质量改进的管理组织性前提是有一个用于研究和发展的特别部门，品牌创新的一个特别指标可被回溯至企业的创新力量。“没有质量的创新是不可能的，同时，没有品牌商品就不会有创新：只有品牌商品具备研究以及发展潜力（F-und E-Potenzial）。”（Eggers，1988，196页）基于高昂的研究费用，一种高度的创新能力也被视为品牌商品的生产者的原初范畴——这一点异于贸易品牌的情况[151]。与此相符的是，也需要为此做广告，尤其是当一个品牌已经年代久远，并也具有深远影响，比如德国巧克力制造商Schöller公司曾经在一个广告中直截了当而又精练地表达了这一主旨。

作为一个更为年轻的、非常成功的并且“真正”的创新例子，它不是仅在遣词造句中不断采用“新颖”“更好”或者“便宜”等字眼，而是为自身寻求一种确凿可证的成效优势，并且借此打开一种新的市场份额，如同在密思巧克力或者索尼的随身听一样，在雀巢的有机益生菌酸奶品牌LC中得以体现[152]。这种容易忽视的改变，在这一发明前就已经在高度发达国家的饮食习惯中出现，这一饮食习惯逐渐向健康、健身和康健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前提下，雀巢在1991年决定，针对它的酸奶市场，新鲜奶制品的最重要的分市场中，研发一种产品应该能够满足这一需求。位于瑞士洛桑拉布朗克的雀巢研发中心，其多年研发工作的结果是酸奶文化“嗜酸乳杆菌”，据称这种酸奶具有一种特别高的抗胃酸的能力，因此，大量有益菌会进入肠道并发挥良好功效。在霍克斯/维佩曼（1996，120页等）的文章中，在涉及LC酸奶的时候，谈道：“对健康的促进健康并获取幸福，是主要理由。成效，也就是信息，首先是工具的质量。”对于雀巢而言，至少对此创造了一次真正的创新：

“产品的优势是清晰明了的：雀巢LC酸奶并不是通过一个良好的口感分数而得以突出，它对健康饮食做出了每日贡献，并且以此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度的附加效用。”（居尔登堡，1999a，65页）

这种产品创新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1995年LC酸奶在12月1日被引入德国的酸奶市场，到1998年为止销售额增长了11%，达到了24.1亿马克，并且“有机益生菌酸奶”分市场，雀巢公司用LC酸奶建立起的这一市场，从1996年到1998年销售额增长了大概213%[153]，即使在日后这一发展势头也始终保持[154]。这种创新的一种意料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却是竞争——与时尚行业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Effekt）比较接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追随而上，并且将产品不断复制，直到在消费者的眼中能够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并且是更为便宜的“类似的选择”。“在成功的品牌构想中，通常会观察到一种更为激烈的创新性竞争。如此一来，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在短时间内，就有超过50种功能性饮料进入市场，在先锋产品红牛饮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Jenner，2002，67页）“后来者”以及“市场投机取巧者”[155]自然就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少得多的费用，从而不为其所累，以至于在“真正的”产品创新后，通常真正潮水般的纺织品会被投放到市场上[156]。‘类似的选择’产品通常会出现在那种不具备深思熟虑过的革新动力，而是一种混乱的新生事物的堆砌在从事着逐层的市场开拓工作的地方。”（亨辛格，1994，54页等）其后果通常就是，市场先锋开拓性产品在一开始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比如雀巢酸奶LC的销售量慢慢萎缩，只要整体市场的增长率并不能与其匹配地保持上涨趋势（参见卡普费雷，1992）[157]。

这一例子已经显示出，革新既具有内生的也具有外源的诱因，按照不同情况，青睐于那些在正确的时候预先在地平线看到改变的人，并具有相应的研究与发展资源的人，且首先居于市场之中的人。索尼的随身听极大可能在当时市场上明确的需求尚未清晰可辨时就已出现，然而第一个博朗剃须刀的发明是马克斯·博朗在经过了切实可证的固执己见的苦思冥想的体现，对于这个产品，长久以来就已经具有基本的市场需求（参见Kriegeskorte，1995；Max Braun Kreis e.V，1990）。但是，如果这一点比起在LC酸奶出现的情况可能远远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纪90年代“功能性食物”却极其明显地通过外部活动在市场上得以推动并引发巨大需求。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个品牌必须重视它不能剥离与市场的联系，否则品牌就会失去其生态小环境，没有需求并逐渐消亡。

“一个品牌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会保持生命力，即当它不断自我超越并令其产品始终保持在最高水准的时候。通过创新，品牌会保持现实性并展现出其目的，即持续不断地保持可变化的品味并胜任满足消费者始终变化的期望值。”（卡普费雷，1992，119页等）

正如同在阐述中对野格牌利口酒这一品牌所展示的一样，但这（社会纲领）也会导致一个品牌在交际中的变化，它丝毫不具备“真正的”对于物品的质量改进，而仅仅设身处地去理解迄今为止消费群体的变化，或者关注新的消费群体。对此，这种社会纲领本来就在最大限度上受困于维持一个品牌环境的结构性耦合，因此它必须相应地敏感并迅速地对社会变迁的不断改变做出反应。尽管如此，即使对于社会纲领而言，也能够从特点、优势以及功能上的关键状态出发，而这种关键状态并不能被毋庸置疑地加以触碰，那么品牌就不会冒险，失去其目前的目标群体。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目标群体中建立起品牌信任以及品牌忠诚是艰难的并且花费巨大。就这点而言，恰恰是在野格牌洋酒这个品牌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目标群体的称呼，正如同从2000年以来所屡次尝试的一样，是否真正对于迄今为止已经稳定的目标群体不具有消极的、令人惊惧的影响，大概是因为那种青少年的广告宣传主题——即使是在品牌的服务/成效和包装上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过去两年的经验却似乎证实了这种对其进行促销的成功愿景[158]。但是，这将会持续很多年，直到确定这种广告的压力是否真正地有效并且已经为使用野格牌商品的新一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代的存在要比一次热闹的热销旺季要久远。

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新导向甚至与此时出现的一种品牌信息的年轻化，基于市场现实的活动以及趋势，是不易于打交道的，尤其是针对一种价值转向所做的广告，即针对社会的自我变化，不能够置身度外地加以忽略。至少可以从施密特和布丽吉特·施皮斯（1996）的关于德国1956年到1989年的电视广告的变迁研究中获悉这一点。因为在结论中，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即跨越这30年的时间，可能还会观察到一种广告信息的大变迁——从放弃到享受，从需求到体验（也参见舒尔茨1992年的文章）。

“消费型商品作为工具致力于塑造体验以及享受，价值导向的消费替代了为确保生存安全以及具备容易放弃心态导向的消费地位。这种趋势导致新的高端消费战略，它能够以流行性口号的方式为标志：从生活标准到生活方式，从收入额度到收入使用类型，从商品陈设到品味文化。”（施密特/施皮斯，1996，78页）

在一开始，还是涉及单纯的产品信息，而它能够被展示为漂亮的、便捷的、实用的、容易使用的、不易损坏的以及具备多种使用方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信息的聚焦点就越来越明显地转移到了形象维护、情感和生活方式上。与此平行的是，这种社会维度一开始就被一种清晰的“上/下模式”所统治，它也在性别角色上得以使用，而在20世纪80年代不再可能谈及社会关系的一种单一的分级，即使是妇女形象，正如同它也总是脱离现实一样[159]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在此期间却总是存在着“职业妇女［巴黎欧莱雅护肤品，雅克布金冠淡咖啡（Krönung light），德国Ballisto驱蚊膏］，具有自我意识并具备自我实现和发展能力的妇女出现在不同的陈词滥调中，被当作年轻的个人主义者［尼康，可口可乐，碧浪强效洗衣粉（Ariel Ultra）］，被当作进取心极强的妇女（Fiskars刀具，雪铁龙汽车，香奈儿Egoiste香水）等等”（施密特/施皮斯，1996，347页）。对此不应该大概表述为这些古老的模式就完全落伍了。总还是有品牌广告，那些长久以来致力于占据优势地位的具有声望的主旨，正如同这种主题一直在After Eight巧克力的广告语“精致的英式风格”中所体现出的一样——在这件事情上，这里也通过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在英国相处模式中可能显得不同寻常的职业却丝毫没有失去对After eight巧克力的品味。遗憾的是，现存的研究，超过几十年以来研究这种转变的研究极其稀少，以至于人们更愿意以一些猜测而不是结论为指导。无论如何，从其中概括出的内容，是降低对许可所设定的限制，即使在许多市场上还是应该存在一种起到示范作用的奢侈品策略。除此之外，更多品牌在做自我宣传，自己设定趋势，并构成共同体化效应（Vergemeinschaftungseffekte）的诱因，如同萨博汽车（Saab）品牌的一位工作人员曾经所表达的：“萨博汽车品牌应该反映了一种共同体，在其中，人们不仅仅能够购买自己的汽车，而且也乐在其中。”（Hoffmann，1995，453页）为此，这种共同体化供给的发展以及延伸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加以传播。有可能会在地区框架以及国家框架内受限，如同啤酒品牌的情况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同样恰到好处地包围整个世界，如同在饮料、汽车或者运动品牌中所展示的一样：“品牌创造集体感。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以任何方式属于彼此，如果他们更喜欢耐克而不是阿迪达斯，反之亦然。”（Häusler，2000，30页）这种共同体化的感觉是否真正地自我调节并且具有持续性，可能会被加以质疑，但是也根本不涉及这一点。更多的是，如果品牌导致了共同体效应，并且它为此提供了完全合适的工具，那就已经足够了。彼得·梅施希（1994a，65页）的文章中对涉及青少年的地方做出如下的表达：

“这一群体中不再重要的是，例如，人们会穿戴哪一种棒球帽，而是他们如何佩戴，以便表现出从属于一个品牌团体的归属性。不再重要的是，人们穿哪种网球鞋，而是人们是否穿着“开放的”网球鞋——也就是不系鞋带穿鞋——或者仅是系了一部分鞋带。不再重要的是，人们穿着什么品牌的毛衣——思捷（Esprit）、贝纳通（Benetton）、希思黎（Sisley）或者它们的通常称呼——而是人们能把这些毛衣和什么联系在一起。”

因为正如同这种短暂的“场景—关注”所展示的，这种发展在此期间甚至达到了如此地步，即一个品牌从它最初的交流关系中得以脱离，并获得一种崭新的使用方式，也就是说随机获取一种品牌意义的抽样化。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社会符码内涵/外延在这种目标异化的形式中得以一直保存，它仅仅配备了正确性规则的一种新的组合。

在时间纲领的情况中，其正在期盼着以下情况的出现：似乎基于持续性原则改变就会在本质上得到禁止。但是如果这一点绝不发生，人们就不会使一个品牌失去链接能力。“一个品牌不了解任何绝对的稳定性。品牌也需要这种长久变化中的过程，从而能够与一种自我持续变化的世界相处。”（佐默，1998，130页）仅应在任何一种变体中最为严格地重视以下情况，即新的鲜明特色以一种可清晰领会的方式与迄今为止的鲜明特色相连接。因为至少在这些成功的品牌中可以得出，它们绝无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会被允许在品牌交际中失败（出现非持续性），只要它们不可能在品牌对质量改善的诉求意义上获得理解，或者被一种目标群体的氛围转变所迫。当然，具体点很难识别出，即从何时起会达到稳定性和变化性所导致的各种极端情况。

“这一事实，即已经进入市场的品牌，无论在任何地方，均必须在这种由变化以及证实所构成的转换游戏中进行互动，会明确以下问题：人们在品牌的创新过程中各自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时应如何让这样的改变有针对性地得以规划。”（赫尔曼，1999，80页）

因为并不存在针对超越过高期望的清晰的、积极的认同特征——仅仅存在一种消极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一个品牌出现了对其链接能力的问题时。

对于借助转变达成稳定联系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宝莹公司的交际风格，出自汉高企业的在“洗衣剂”商品行业中的市场引领者，它自从1907年进入市场并从1913年起几十年来均用“宝莹永远宝莹”的广告语来做宣传广告，同时也在有规律地向市场推出产品创新，从而捍卫它在市场上的创新引领者的诉求（参见舒尔德，1990）。就这样，1959年宝莹公司将第一种人工合成的洗衣剂推向市场；1965年宝莹公司提供了两种漂白剂；1970年宝莹洗衣剂成为第一种生物活性洗衣剂；1974年到1982年宝莹公司推出一系列质量宣传活动，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它的宣传策略用以反对那些廉价品供应商；1982年宝莹推出第一种无磷洗衣剂，1990年推出宝莹超能洗衣剂；1992年推出多彩宝莹；1994年推出宝莹超细颗粒。

对此，这类措施是否关注了经济，比起询问一次创新的真实价值要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仅仅这样才有意义，即便是麦当劳也要求自己具有创新性：

“为了简明扼要地表达麦当劳广告宣传的市场推送，我们用一个单词持续创新来改述一下这种情况，即一个由持续性和创新组成的人造单词。听上去相当自满，但是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基础上建设性地（这是我们的主要顾客所言），也愿意用新的想法，来赢得新的客人。是的，这现在听上去很简单，却意味着极其繁重的工作。”[160]（Friedrich，1996，311页）

因此，对于时间纲领而言，在它保持品牌推广的持续性过程中，也并不涉及完全不允许改变，而是要将不可避免的改变，也就是说“有机”的与公共的展示形象连接起来，借助一种小步骤政策，从而避免生硬的割裂、破裂甚至是完全断裂。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的，是对品牌长期进化的设想。与此相反，被极度拒绝的是对品牌进行革命的想法，正如同大卫·J.海内斯（David J. Haines）（2000）在论及可口可乐时所述：“品牌总是被再次现实化——但却并不完全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其目标必须做到极致，但是却从不越界。这样，消费者才能超越所有的时代洪流重新认识品牌并构建信任。即使对于新的广告宣传而言，这一点也适用：进化，可以；革命，不可以。”[161]

唯独引人注目的是，对于一个品牌的进化主题的关注，在专业文献中总体而言很少，如果其不仅仅涉及对持续不断的质量改进的自我需求，而这种自我需求恰是用创新这个概念融洽和谐地加以标识的[162]。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在任何时候均能够以一种普遍保持的状态得以发现，正如同贝格尔勒（1961，126页）文中所述，当他谈及品牌商品的发明时，如此认为：“在穿越整个世纪的进化和变革之路上，品牌商品的形式得以形成。”或者在吉多·桑德勒（Guido Sandler）（1983，149页）的文中提到，他长期担任德国品牌协会的主席并且本身就是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承担个人责任的合伙人，他对于品牌商品的持久生命力进行了近乎革命性的阐释：

“一如既往的是，被良好引入市场的品牌商品对商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够对商业交易以及消费者提供等值物品或者更好的物品；没有对于消费者而言（提供）同样的安全性，以及没有对于商业（提供）同样的可承受力。如果有更好的物品，那么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构的经济体系早就得以实现了。”

在其他情况下，品牌研究却对一个品牌的（自我）进化或者演化能力尽可能地保持缄默，如果人们不考虑一下对伞状品牌的延展能力的探讨，因为进化革新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的。

对这种非差异性不作考虑的首先是盖尔德·格肯，他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均会出版一本书，在每本书中都贯穿了品牌演化的主旨（参见格肯，1991，1993，1994，1995，1998）。正因为格肯在涉及“品牌进化”时描述了一个很大的例外情况，所以他的论证应该更为详细一些（虽然通过品牌研究对他的接受研究在此期间近乎无足轻重）。完全可以被称为纲领性的是：“品牌必须成为一种进程，而且成为自身演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它必须永远将这种艺术品完成得与众不同，而与此同时却又忠诚于自身。”（格肯1998，266页）。对此，这样一种得以普遍承认的观点是以这种对于品牌演化的强调为基础，而这种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品牌研究中得以研究，也就是对消费者的不可估量的变化进行研究，消费者会突然之间做出完全矛盾的举止，或者行为杂乱混杂且与众不同，并被格肯（1993）称为“不规则形的碎片化的消费者”。与市场研究的主流趋势相比，格肯从这种视角中发展出一些非常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已在他的1991年的《告别市场营销》一书中得以表述。在本书中，对消费者的表述说明借助单向度交流不会再获得成功。更确切地说，这一点需要在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解读或者“人际聚合”（Interfusion）（格肯），因为广告的意义内涵仅仅在被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共同生成，并且不容易仅通过生产者的预设就能被定义。格肯（1991，119页）对于这一视角转变的表述如下：“从企图型交流之中会形成对话型交流。”因为市场事务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去确保一个品牌的创立维护及其意义保持不变就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一个品牌的交际要始终与市场的自我活动步骤保持步调一致，只有这样，一个品牌对于自身目标群体或者“场景”——如同格肯（1996）提及的——的联系、现实性以及吸引力才可能得以保持。

格肯的这些观点以及要求，在一开始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度甚至能够对一些广告宣传发挥影响力，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德国利是美（Reemtsma）烟草公司的香烟品牌威斯（West）的广告宣传中。在此期间，格肯在品牌研究中却可能不再遭受折磨。但是格肯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缺少有效结果，如果人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时新消费者的情况再次加以关注就会得出这一结论，并且这些观点在任何时候均是比那些已发表的品牌研究主流观点要独特、新颖得多。格肯的问题仅仅是，他把孩子和洗澡盆一起倒了。因为格肯虽然准确看到，与之前持续几十年的清晰以及有序相比，企业的环境陷入了明显的无序之中，但是他走得太远，当他谈及根本不存在稳定性和进化的时候。毕竟他（1998，265页）直言不讳地说过：“90年代的各种市场才是纯粹的演化。”

格肯似乎混淆的是，在一个还算稳固的系统内借助增长以及可许可性进行的进化之进化。如果人们对目前的问题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那么进化就能够被视为三个选择机制：转变、选择以及稳固化的统一（参见卢曼，1975，1981，1985，1990，1993，1995，1997，2000，2000a，2000b）。每一种系统只要存在，就包含了一种众结构的核心状态，而这些结构则确保自己的身份识别性。在社会系统的情况中，这一点是符码以及系统纲领的核心领域，每种纲领必须包含这一切，以便保持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行。鉴于这种核心状态，持续地在系统执行过程中导致非规律性，明显微小的偏差，而它相对于所期望的系统流程作为变量出现。如果适用于经济领域，就被称为：“有效创新从小处开始。”（Drucker，1998，156页）。对此，任何一种变量，相对于系统的自我免疫（Selbstimmuniseirung），绝不可能会即刻自我实现。更确切地说，大部分变量在出现后会迅速消失，而系统并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163]。“尽管如此，其想法就像昆虫一样：许多已经出生，但是只有极少才会成熟。好想法很多，但能够付诸实施的想法仅是少数。”（Pinchot/Pellman，1999，16页）。因此，大多数的变体来去匆匆，毫无结果。但是有一些却是做到了，对系统进程的推进过程施加影响，并且在此期间，这一点持续很久，直至一个变化已自行得以实施，并进入系统的稳定的结构状态中，而它仍继续对这一新的系统进行服务。即使是一个新系统也不会改变这一系统而是丰富它，为它增添新的可能性，并令它更具有差异性和多面性。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一种改变不会仅仅保持为一种边缘的随意性结构，而是触动了整个系统的核心状态并且引起了严重的改变，那么这种系统的自身定位就会被触及。

如果按照这三种选择机制，即转变、选择以及再稳定化来描述这一演变会显示出，在原则上，进化的每一种系统均处于被延缓的状态。在一些系统中，对变体的防御要比在其他系统中严格。这一点可能会产生以下印象：这些系统有可能完全没有完成进化。详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完全否定这些系统的演化能力并不合适。倒不如说，应该将具有鲜明进化能力的系统与这些能力在其中仅具备有限可能性的系统加以区分（参见黑尔曼，1997）。

在格肯的文章中能发现一种完全具备差异化的观察，当他谈及进化能力之进化时，并且即使对进化的加速言论也绝无可能不合常理。但是，整体而言，格肯却战胜了趋势，即完全驳斥稳固结构存在性的趋势。他声称：“所有的结构均会以有利于一种持久性进化的方式瓦解。”（格肯，1994，133页）并且他明确地将这种限定涉及这个社会，当他写道：“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不再了解稳固的结构、价值以及原则了。”（格肯，1995，152页）合乎逻辑的就是，人们必须将一种持续发展的进化以一种没有足够的稳定化的方式加以现实化，而这一点最早——格肯作为广告咨询师——就涉及广告：“广告成为每日进化的一种仪式。”（格肯，1994，464页）相同之事也同样适用于广告。

但是在其中，格肯似乎在尝试对“进化的令人窒息感”加以关注时，自己也成为这种窒息感的牺牲品。因为每一种变化总是仅仅构成一种系统的演化，而它必须具备能力，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自己的环境相对应加以表述及声明。或者正如同在《品牌现实之东》中非常容易就出现了悖论式的表述：“革新需要稳定不变的品牌。”（鲍曼等，1998，26页）如果格肯以这种激烈的方式仅仅对进化这一方面加以赞许，那么他就严重忽视了进化的逻辑性，而它恰恰需要稳定性，并且仅仅基于这种稳定性一种变化才能够被视为变化加以观察——否则一切随意性就会成为熵值（Entropie）。可以确定的是，他能够对此表示赞同，即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消费者的份额是以有利于可变性的形式变得更小，并且人们必须要借助更深入的、持续震荡并高频度的市场研究考虑这一点。因此，却立即在一个流动变化着的时代精神的进程中，其整体性结构以及永久持续的自我变更土崩瓦解，耽搁了社会进化的可能性条件。对此，在格肯的文章中（1995，29页）甚至能够发现这样一种区分，而它令人明显回忆起对符码和纲领的区分：“人们必须要将品牌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被塑造成为一种思维卡。而这种思维卡代表了静止不动，从而成为品牌的原型。同时，另一部分被纲领化为一种运动。”因此在一种这样的“思维卡”中，在丝毫不明白格肯对此确切所指的前提下，可能会看到一种品牌的符码，不管品牌环境中出现任何变化，它依旧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存在适应环境的机会。只是格肯对此建议并没有以如下的方式展开阐释，即这种情况是如何在这种关联中有针对性地出现的。

对于品牌社会学而言，能够确定的是，如同变化一样，同样是关注稳定性，如同在交流的任何形式中一样。除此之外，在符码和纲领之间加以区分，会有效地满足双方的要求。这一点在品牌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意识到了[164]。对此斯蒂芬·格里华德（1997，16页）持以下观点：“品牌标示和变革当然并不矛盾。”遗憾的是，格里华德在做这种论断时有所保留。或者为了在此引用鲁道夫·萨默（Rudolf Sommer）（1998，130页）的表述：“品牌没有任何绝对的稳定性，品牌也需要这种持久的变化过程，以便与一个持续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相处。”尤其斯蒂芬·格里华德（1998，25页）等的文章中也有以下片段：“品牌建设的艺术存在于对（品牌因素的）保持（重复性）以及品牌系统的变动中的组成成分（变体Variation）施加敏锐的深入影响。”尤其在品牌建设中，整体而言具有以下倾向：更愿意肯定一个品牌的稳定性，甚于赞许它的可变性，以便将品牌损害的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165]。对于这一点，利奥波德·施普林因斯菲尔德（1999，46页）措辞严厉地表示：“随意性加上或者乘以随意性总是会不断地产生随意性。”因此还是不要插手品牌为宜。与此相对应，格肯的行为则恰恰相反。原则上，这两种立场同样都具备正确性，只要能确定对多余以及变化（Varietät）的区分保持统一性就好（也参见Schmitt/Simonson，1998）。

如果在此背景下再次对品牌进化的观点进行理解，就必须要考虑对于品牌而言，是否应该确定对变体、选择以及稳定化进行更为清晰的区分。毕竟进化之进化在对现代化的、功能性区分化的社会的继续实施进程中，已经保留出足够的时间，直到对这三种机制进行一种区分，在单独的功能性系统中首次得以完成。为此，绝对有可能，品牌的进化能力在任何情况之下均能够显示出一种在变体以及选择性之间的结构上的充分区分化，因此所有被允许视为变体的一切，很快也会进入品牌交流的核心位置。这一切会导致以下结果：更具有风险的是，改变一个品牌的交流，因为其所能够承受的变化更小，这是相比这一切大概被假设为中心功能系统而言。从一个品牌的立场应该能够表明，一个品牌的进化可能甚至是所有品牌的整体性上的进化，即那些交替地彼此建立起联系的品牌进化毋庸置疑将会发生，只有在品牌的进化之进化还没有达到那种区分程度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正如同这一切对于现代社会所声称的那样。除此之外，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品牌是否鉴于现代社会的快捷性不能被赋予一个暂时的对立点的功能，而这一对立点与此似乎辩证地出现：偶在性压力越大，稳定性需求就越大（参见Bismarck/鲍曼1996；克雷尔2001）。因为许多事物都在变化，而且如此迅速，以至于千百年来就存在传统，在此期间已经几乎具备了稀缺价值。与此相对，品牌能够被视为人造稳定性的象征，似乎是一种替代性传统，正如卢曼（1990a）将这一点公之于众一样。斯特凡·鲍曼（Stefan Baumann）等（1998，27页）更是谈及一种“品牌家乡”，而消费者的选择正是基于此：

“越来越常见的是……涉及一种品牌家乡，而它正是唤起消费者的地理和文化根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进入新千年的过渡阶段，有一点正面临着失去的危险：人类的身份认同。现代人处处为家，无处为家。他缺少一种关联及参照框架，而这一点正回答了以下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对这种失去心灵家园的反应就是强烈地转向地方性产品和品牌。”

在这种意义上，品牌获取了导向性以及记忆作用，正如同它迄今为止在普遍意义上对文化所做出的宣言，并且这一切伴随着随之而来的反效果：变化越多，品牌的冗余性就越重要（在交流中被视为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工的匮乏性，即被允许改变的所有一切事物的匮乏性——品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具备这一点。

以这一点为背景，首先就应提出以下问题：人们在观察选择性序列——变体、选择，可能还有稳定性，不应该彻底删除消极及负面因素（参见黑尔曼，2002a）。进化不具备积极及正确抉择的能力，因为存在太多选择，而它必须要彼此进行比较，因此只有将选择机制作为负面选择才有意义——完全要忽视的是，“这种”进化本来也不是一种具备行动力的实体，而人们可以将目的、行动力以及决策列入这种实体。因此，我们所能够在进化的情况中发现的，就是出现将任何一种变体以游戏的方式对待的趋势，只要它还能够通过现实测试，而不确定它能坚持多久。在某种意义上，仅仅存在一种有所保留的暂时的真相，恰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言，他曾表示并不存在永恒的真理，而仅仅存在假设，这些假设只要（还）未被否定就始终存在。

如果人们将这种负面选择的想法使用于进化，就会至少存在两种情况，在其中，一种品牌交际的变体可能会变得对成果具有批判性：太多或者太少的变化。


表10：允许的可能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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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变化性意味着品牌交流离开了连续统一性的轨迹，而迄今未止它始终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同时它的持续性也已经生成了信任和依赖。后果在意义内容中出现断痕，而这些意义内容迄今为止已被紧密地与品牌连接在一起。如果这一切不良情况不断发生，那么就将面临一种信任缺失的危机，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与自身的目标群体的结构性耦合的撕裂。那么从何时起恰好是哪一些因素的一种变体太过分，如果它还未涉及符码，就几乎无法预测。但是的确存在着一种门槛，对它的跨越会随之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这是对于品牌交流的持续发展而言。

过少的变化性意味着品牌交流完全不受任何干扰地坚持自己的方向，并且对此对市场中以及消费者中的变化判断错误加以忽视，从而引发危险，即失去与自身目标群体的结构性耦合。在这里，忠诚被夸大从而导致惊讶，导致交流僵化，导致对现实意义的缺失。纯粹的自我指涉作为导向性以及决策性标准，这种对自身的过去的简单再生产，却能够针对品牌交流导致其社会性死亡，即导致交流的中断。

品牌交流能够在自身变化的允许可能性构成的一个通道中活动，在这其中，它不存在在此期间失去其链接能力的危险。起决定性作用的仅是，两种极端情况均被避免。此外，品牌引领不存在康庄大道，充其量在避免极端的负面意义上。只要品牌交流不超出通道的外侧边缘，在它身上就不会发生任何严重的事。随之而来的还有：品牌交流的一种明显积极导向的规划和建构证明是毫无希望的，因为人们虽然会做错所有事，但是从不会做对所有事（参见黑尔曼/Siegmund，2003）。在对一次品牌交际过程的规划和建构中，出现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当人们非常成功，也绝不能发现自己是否还能不能够更成功一些——因为这时考虑已经太晚了。最多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出现某一种能力以及经验，它具备一种几乎不再犯错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选择权几乎无法弥补，因为为此构成的对于成功而言极其重要的条件过多。

只要一个品牌处于被允许的可能性的通道中，它就可以顺利完成这种正常纲领。但是如果它陷入了危险门槛边缘，它就会遇到严重问题，并且如果它长时间地越过这些门槛之一，其存在性，即其链接能力就会遇到危险。人们能够将这三种状态——接下来会对它们进行区分，即会出现对于预期性失望的何种难度——按照规章条例、危机和灾难这三种概念进行描述（参见黑尔曼，1998）。

在规章条例这一情况中，针对问题的经验，即预期性失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断地拥有以下经验，即有些事物与我们所想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很熟悉这一点：它对于我们而言，正在持续发生并且会再一次出现。为此，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预期性失望，我们可以考虑到它们，而且不必担心严重的后果。这些不断持续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日常的并因此熟悉的预期性失望的形式，将会成为例行公事，绝对不会存在对其进行更多修正的需求。比方说，如果公共汽车驶离，人们会等待下一辆；如果这一种特价商品已经卖完，人们就会去寻找另外的便宜货。所有这一切会再次出现，机会以及问题，而且并不存在对于失望的最终逃离，人们就会借此寻找到它并将其视为正常情况。

但是，与这些正常的、普遍的问题相对的是，也存在并不容易得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就是预期性失望，它不能再被按照例行公事的方式加以克服，而是引起信任的不安全度，这种不安全度迫使其中断并从根本上询问应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涉及了预期性失望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不再能够通过补偿、隐藏或者漠不关心地按照例行条例被消除，而是被体验为危机，它能够暂时地占据了所有吸引力而不被忽视，并且在期间甚至赢得存在性规模。“如果一个这样的情况形成——被阐释或者出自内在原因，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转折点，而这转折点人们通常将其称为一个危机。”（Schütz，1982，167页）即使更大的最现存的预期存在的修改也不会度过这场危机，以至于一种调和在状态检测的意义上也许是一种更正会变得必然，其重新分类信任组并对此留下了一崭新的、或多或少偏离旧世界的“规章条例世界”。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者的身份定义虽然被保留，但是其结构性存在着被交换，或者是其他的反身性措施被实施，以便有助于度过这次危机。为此，应得出以下结论：“这样的反射性磨炼仅被参与，当人们遇到阻力并且碰撞到对知识的现实关联的质疑。”（卢曼，2002，66页）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危机时，时代因数都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有无尽的时间空闲，以便令自身适应于新的状况。

最终，可能导致预期性失望，而对其不能再借助现存的期望状态的交换做出反应，同时却不威胁到观察者的身份认同，因为恰好是对这一点存在质疑。那么，我们需要与预期性失望的边缘状态打交道，而这种边缘状态一种系统内的转变不再触及，而是仅仅触及系统的转变。系统改变自己的身份定义，并且变成另外一种系统，人们从而能够谈及灾难这一概念（参见Bühl，1988；卢曼，1997）。

对于品牌交流而言可以得出，必须要为此发展一种感知能力，即从何时起会从例行条例中生发出危机，从而可以识别这一点——大概在销售额停滞甚至削减的时候，在出现负面问卷调查结果时出现投诉，或者也会在负责市场营销部门出现引人注目的人员频繁流动或者出现频繁的代理商更换，从而导致了一次危机。但是这种危机的发展状态并不意味着一个品牌的没落，因为危机中也总是隐藏着一次革命性跃迁的机会，可能甚至是一种品牌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挑战，除非年轻化趋势被耽误并过期，除非技术革新实现后续性转化，而其他人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同样的是，这也可能导致在品牌的许诺和顾客的期待之间出现势不可挡的一种疏离化，而这种疏离不再能够在消除危机的正常道路上被弥补，这样的事发生在1985年。当可口可乐美国公司管理层鉴于在品牌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巨大错误，想推广新可乐，在50万份匿名调查中，有超过70%的测试者对新的口感方向表示赞同，企业在用新可乐替代经典可乐之后却每天收到高达15万份抗议信，从而在新可乐推向市场仅仅八个星期之后就再次被迫撤离市场，并保持经受住考验的经典可乐的现状（参见维措雷克，1997；Sechi，1999）[166]。并不罕见的是，甚至会导致一种品牌的“消亡”，大概就是因为曾经一度建构完善的顾客期望总是大失所望，因为“技术错误”或者“缺货”，即交易中的缺失性现状，罗列出的产品数量不能得以满足（参见Fajer/Schouten，1995）。同样可能也会发生以下情况：品牌自身的目标群体缓慢地衰减，且没有新的目标群体得以随后生成或者被证实。即使当品牌名称保留使用，各种变动以及耽搁会逐渐导致尚在进行的品牌交流不能引起反响，毫无结果，因为没有人会再聆听了（参见麦克马斯/Forb，1998；Trout，2001）。

可能的是，一个品牌的这种进化过程经常以借助人生循环的模式加以改写，甚至品牌的整个系统导致一种对系统的逐级推翻或者重新区分化，以至于最后在一个单独品牌重新为一个新的市场打下基础，比如美极、奥朵、宝莹或者红牛以及LC酸奶。不偶然的是，这一点在品牌研究中称为：“品牌创造市场。”[167]因为在大多数市场中，在一开始仅会出现零星的市场，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如果品牌的原则随后经受住了考验，那么迄今为止的界定战略很快就会失去区分度，以至于会导致接下来的各种变体，其一方面涉及单独品牌的界定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同品牌标准的层级化以及随后的两极化可能会导致以下后果：现有的对许多市场的划分是表现在优质品牌以及减价品牌上[168]。这种结果构成一种差别化的可能性，或者引用路德维希·艾哈德（1935，30页）的表述：“这有可能会再次导致以下后果，即从铺天盖地的品牌浪潮中，再次涌现出顶级品牌或者超级品牌。”同样重要的是，在一种复杂性增加的情况中，相应的区分化措施得以采用，以便纵观整个市场能一举获胜，而这种胜利就由品牌来达成。

第四节　消费和品牌

最近几十年在品牌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中心认识是产品与品牌之间的区别，卡普费雷（1992，第10页）将其准确地表述为：“企业生产的是产品，顾客购买的是品牌。”因此，一谈到品牌就要求我们关注顾客，因为只有为了顾客和通过顾客，产品才能成为品牌。或者如卡尔·林（1992，第87页）所说：“市场——而非生产者——才是超产品/元产品的所有者。”随之而来的是视角的转变，即从生产转向消费，因为在此之前人们都还只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品牌这一主题。这种角度的转换也表明，生产和消费不是完全割裂开的两个领域，不是互不相关的。两者可以说是不可分割地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尤其体现在消费从生产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指导、刺激和邀约。这些都被卢曼（1988）放在“投资与消费的实物项目”一栏中，并在每个人身上表现为支付动机或要求购买的理由。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只关心什么被提供和被需求以及供需交换是如何进行的，它更迫切地想知道究竟什么在以如此的规模被投资、被消费。在后面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有人都按设定的程序以相应的方式行动，虽然不是在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的意义上，但也是自愿、乐于或被鼓励去投资和消费，并且几乎不可能逃脱得了，即使抵制也需要找到不这么做的理由。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满足的每一种需求都是已为之准备好供给的需求——这是一个环形因果链。

需求作为纲领和动机

在当代史范围内，卡尔·马克思是最早明确地把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作为研究主题的人之一[169]。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分析“物质生产”，而物质生产直到20世纪都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参见加尔布雷思，1958；Bögenhold，2000）。马克思很快便发现在生产中就已经产生了消费，因为生产自然会产生对生产原料的消耗，马克思的术语称之为“生产的消费”。同样，消费也意味着生产，因为通过产品的消费产生了对新产品的生产需求。“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都直接是它的对方。”（马克思，1951，第245页）马克思由此研究“消费的生产”，从而完成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通过这种转变，消费再次成为生产的一种形式。”（Frenzen/赫希/Zerrillo，1994，第405页及之后）

生产并不仅仅表现为生产原料的消费，正如消费也会促进生产一样，此外生产还控制着整个消费领域，这不仅包括消费的对象，还包括它们被消费的方式和原因（也参见萨林思，1981）。至于从消费的“对象”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涉及的是产品纯粹的“物质生产”，也就是说某种技术的完成。产品的消费“方式”则是关于产品被消费的方法与方式，是关于设定产品（正确地）被消耗或被使用的场合与特定条件。与此相关的显然是产品的“非物质生产”，也是某种知识的完成。产品的消费“原因”最终关联到的则是某个产品因之（或应当因之）被消费的“需求”。“生产不仅为需求提供材料，也为材料提供需求。”（马克思，1951，第246页及之后）因此产品的“非物质生产”的这一面也属于生产负责的范围（也参见布迪厄等，1998）。

虽然马克思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需求理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看来，生产的影响已经延伸到消费者的动机层面，并从动机开始塑造着消费者。“生产创造消费者。”（马克思，1951，第246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从“社会个人的生产”（同上，第237页）这个说法中读出两层意思：通过社会个人来生产和生产社会个人（也参见萨林思，1981；Corrigan，1997）。首先，需求概念本身就有建构的意味。因为“需求”——“多么粗糙的庸俗心理学范畴！”韦伯（1985，第391页）如是说——不仅在社会中作为对某种“材料”的需要出现，而且它自身似乎就是由某种“材料”组成的，人们可以按需塑造这种材料，也就是说这种材料不是一旦形成就永远不变，而是可以嵌入各种形式的有待塑形物。生产自动创造了它所依赖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马克思，1951，第246页），这样生产就涵盖了整个经济循环，消费只是作为“生产的一个环节”（同上，第249页）出现。现代经济系统就其自身需求而言是独立自主的：所有履行供给储备功能所需的东西，它都能自力更生。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内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1958，第172页）就直截了当地说：“生产创造它想要满足的需求。”彼得·洪齐格（Peter Hunziker）（1972）也言之凿凿地谈及伴随着产品生产的“需求—生产”（也参见霍克海姆/阿多诺1986）。

在简短地回顾了政治经济学之后，当我们回到卢曼的投资——消费纲领会毫不惊奇地发现，需求话语在这里也重获重要地位。在卢曼（1988）那里，“需求”取代了生产动机和消费动机并成为“支付的原因”，就如同在马克思那里的情形一样。换句话说，需求代表的是刺激支付行为的目标程序。“无法抗拒的需求就像（只要付得起）强迫花钱的自动程序。”（卢曼，1988，第226页）大部分其他哪怕并非最急迫的需求也作为经济程序起作用，并且全都要回溯到基本需求上去[170]。因为几乎所有需求都是由经济催生的，经济以此确保其自身的“发展动力”，使自己保持运行，也就是说经济通过自我供给来进行供给储备[171]。

卢曼在这里使用的这种语义学让我们回想起弗里茨·海德（1927）对媒介和形式所做的区分，后者认为从经济角度看，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只能从“形式”上彼此区分开来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每个社会都会选取一个（外部）媒介，赋予它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从经济的观点看呈现为生产动机或消费动机。这正如帕森斯（1986）所描绘的控制论支配金字塔中能量与信息的相互作用，这些甚至被推广到所有功能系统。每个功能系统（无论经济、法律、政治、科学、教育还是爱）都在做出必要的修正后，以某种方式使用一种它独有的、与其功能相匹配的“需求话语”，以此表明参与系统的可能性条件（参见卢曼，1997a）。需求生产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引发冲动将它包含在内（也参见鲍德里亚，1991，1998）。当然，动机生产的“产物”在不同的系统中也是不同的。在经济中涉及的是“需求”和“欲望”，而在政治里首先要考虑的则是“利益”和“权利”（参见卢曼，1981a）。在教育里人们又会谈论“天赋”和“智商”，在家庭这个“情感的温室”（Fischer，2001）中培养和呵护的则是“情感”和其他一些脆弱之物。

虽然在日常用语中，需求概念的意义含糊不清，在经济中也较难被纳入考察，但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它的意义。它与一种外在于社会的媒介在社会内被赋予的形式有关，这种外在媒介原本只是毫无组织的原料，也就是说，它被当作整理和加工以各种类型的需求的形式出现的经济动机的基础。沟通将每个意识置于因语境而异的总体条件中，而只有在某个条件下才能参与到沟通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君特·维斯韦德（1972，第59页）甚至已经讨论了通过文化来形成和构造及塑造需求（也参见舍尔霍，1959；维斯韦德，1965）。

“人的驱动结构的可塑性允许行为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甚至可以变得不再与其‘本质’相符。在文化的改造下可以不断地生发出新的行为形式和行为动机，并从中升华出越来越五花八门的行动情结。这些情结只跟从自己的内心，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从一开始在功能上就是独立自主的。”（维斯韦德，1972，第16页）

如果这段话真如这里所说的那样触及了“本质”，那么它就是关于具有“可塑性”的无形式的原料，但我们对这种原料所知甚少，因为它本身对我们来说无法把握（也参见Bretschneider，2000）。与之相反，“需求”完全是社会构建物，集体跟个体都相信这些构建物并依据它们体验和行事。当然，这套建构话语并不想给人什么印象，好像一切都只不过是幻象，对社会现状而言无关痛痒。相信自己有“需求”当然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内容（托马斯定理）。“这些动机是事实，是能影响经济决策的事实。”（Katona，1960，第88页）从某种观点看来，我们甚至就“是”这些“需求”，我们用需求来定义我们自己，信赖它们，在它们的指引（如果不是操纵的话）下审视自己日常的感知和交流，在犹疑不决时诉诸这些需求作为自身体验和行事的动机（参见舍尔霍，1959；弗洛姆，1966）。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构造及塑造需求的初始时刻，我们在那个时候被召唤来主动有意识地参与构造需求。相反，形塑的过程总是悄无声息地就已经发生了，并不给人真正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基本的运行计划施加影响。同样意味深长的是，需求——作为与构形活动相应的目标计划——已经预言并引入参与经济系统的可能性。因此，卢曼（1988，第60页）所说的“将全体人口纳入经济的角度”指的正是需求。需求，无论是初级的、次级的还是排在第三位的，都以某种方式代表了合理的，即那些可以期待的、被许可的体验与行事可能的总和，只不过这些能否实现已经被社会或多或少地预先决定了[172]——就好像运河，通过把自然界的水引入人工水道使之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总之，“需求”的作用就好像自我封闭的、制订得极紧凑的小型行动计划，在涉及经济利益时将沟通与意识的协作直接联系在了一起。“排列有序的价值指导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行为，并表现为具体的吃、穿、住、玩的方式。”（Kyrk，1923，第22页）

需求还特别作为消费和投资计划的“客户接触端”，以肯定/否定链条的形式与具体的每一步决策联系在一起。在舍尔霍（1959，第89页）看来，由经济决定的、还没有真正普遍被满足的“需求”不仅包括了向市场提出的具体“要求”——这种要求已经具有了一种“对象导向的行为意图”，还涵盖了可以转化为购买力的“欲求”，以便最终在购买行为中实现、放弃或延迟某种结果[173]。消费和投资计划被分解为一个个步骤，从而使其定位更加容易，以便为决策做准备、提供建议甚至提前做出决策，由此产生一种自动化的行动，其理想状态则是形成免于意识参与“习惯化”[174]。因为作为“社会人，我们的行为经常是程式化的，也就是说已经习以为常且被仔细琢磨过的行为模式会‘自动’运转”（格伦1957，第104页）。在君特·维斯韦德（1965，第206页）的书里甚至能找到这样的话：

“减轻心理上的负担正是习惯化的积极意义。下意识的行为带来了减负的效果，完全不用意识参与进来，其意义要在影响更加重大的决策中才能体现出来。要不是免去了这种心理负荷，寻找动机的机制会不堪重负。”

其目标是使沟通与意识在经济领域尽可能顺利地合作。这让“需求”的建构在某种角度看来与18世纪对士兵的规训有异曲同工之处[175]。福柯也许会说，只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中涉及的是通过构造及塑造需求在经济上规训个体，并把个体建构为“经济主体”。[176]以下思考的目标就在于，用乔治·齐默尔（1908）的话来说就是，从经济独有的角度来理解“作为材料被社会塑造的人”（也参见Roth，1983；布迪厄等，1998）。赫尔穆特·黑泽（Helmut Haese）（1960，第8页）在这一点上的表述丝毫不加掩饰：“各种新人类被悄悄培养了出来，比如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粉丝、电视观众、滑雪者、开车的人、手工爱好者和游客，消耗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生命功能。”

但是，需求的形成和形塑会随社会形式的不同而不同，还会有不同的优先级（参见维斯韦德，1972）。在谈到卡尔·毕歇尔的三级模型时，这点就已经在社会与生产的关系上初露端倪了。在那个模型里，自产、定制生产和批量生产之间在不同社会中彼此的差异被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出来，在消费领域中仍然缺少这样一种比较。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发展一种与此相应的、社会形式与消费风格之间关系的三级模型。

社会形式和消费风格

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中，生产领域就已经得到经济史的极大关注，与之不同的是，消费领域长时间地被忽略了。“消费史自身没有历史，没有学术圈，也没有研究传统。”（麦克—克拉肯，1986，第28页）这也同样适用于经济科学：“消费问题一般来说比经济的其他主要领域更少被研究，这部分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就是所有人的偏好，而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偏好。”（Hoyt，1965，第295页）消费社会学仍然在艰难中前行，虽然它研究的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现象，一种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存在（参见Fine/Leopold，1993），这种情形在德国似乎仍然在持续着[177]。也就是说，还没有一种与毕歇尔的三级模型相仿的针对消费领域的系统理论。尽管如此，在社会形式、生产方式和交换范式的互动中仍然会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窥见在原始社会、高度文明社会和现代社会分别占统治地位的消费风格。消费“风格”在这里指的是一整套通过自身即可相互区隔开来因而可以被区分（也可以自我指涉）的行为。从外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行为的统一性，因而这样一套行为是与某种“内在的”、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消费观联系在一起的[178]。

（1）在原始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家庭经济原则，其关键词是自给自足。消费主要取决于能够获得的东西，如果有剩余也不是为了挺过困难时期而特意储存起来的。自产式生产首先是与农产品的消费相适应的，可以根据季节和收成做调整（参见毕歇尔，1924；松巴特，1928）。“这时的产出与消费是相互匹配的。”（Brunner，1968，第107页）也就是说，如果有谁占据天时地利不用辛勤劳动就可以获得满足自己需求的收成，那他就会偷懒，因为没有什么令他会生产更多（参见韦伯，1984，1985；博尔世艾德，1995）。他既不会努力生产出更多的剩余用来作为计划中的交易的交换物——这不符合道德训诫（参见Spahn，1992；博尔世艾德，1995），也不会让产量低于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最小值，这样才不会真正破坏社群的稳定。夸富宴那样的节庆并不算例外，它们会造成浪费甚至散尽家财（参见莫斯，1978；Gurjewitsch，1986）。虽然此时的耗费明显超过了需要的程度，这种类型的宴会仍然完成了一种功能，与其说它具有纯粹经济上的必要性，不如说更加着眼于政治/宗教层面，因为它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是为什么韦伯（1985a，第395页）把“过去某些时代的经济史也被称为‘非经济因素的历史’”（也参见Krockow，1996）。

这个任务也体现在相互性原则中，这一原则旨在通过互相负有义务来保持对称的社会关系的稳定，因为原始社会不允许有不同的生存状况。如果这种不对称蔓延得太广的话，整个社会便会从内部分崩离析。因此，消费在原则上以必要的需求为导向，这样的需求，无论是食品、服装还是家居陈设，对所有家庭来说都几乎是相同的，也在全社会普遍适用。“家庭消费曾经是由横跨几代人的企业负责的集体事务。”（麦克—克拉肯，1986，第13页）用需求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虽然需求自身的语义学还没有应运而生，但在原始社会，初级需求占据了日常消费的全部图景（参见卢曼，1988）。

“一个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个体经济中的成员为自己生产所有必需的日用消费品，这种经济形态也就不需要为各种需求提供存在的理由，因为需求的出现和满足需求的手段的生产乃是一体之两面。”（Ropohl，1996，第87页）

（2）如果我们只看大部分人的生存状况的话就会发现，高度文明社会的消费行为与上文所述的大同小异。因为到这时仍然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皮雷纳（1994）估计不少于90%——生活在农村，遵循着在农村一如既往的消费习惯，这些消费主要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来满足，并且仍然只包括最为必要的部分（参见Jacobeit，1988；Borst，1997）。反之，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就会发现基于定制生产和异地贸易的、更加铺张的消费形式，就像俗话说的：“城里连空气都是自由的”，虽然还只有手工业者、商人、贸易商和其他绅士阶层才能开销得起或是为了他们的体面而不得不如此。“城市经济本身注重唤起和满足精致的需求。”（Borst，1997，第408页）正式的和不成文的“城市法令”，比如区别对待本地贸易、异地贸易或者“生计”原则被作为预防措施，其目的在于避免公开场合的个体消费行为尤为突出的弊端，以维护整个城市非常脆弱的和平状态，这是因为城市远没有解决社会群体间的嫉妒问题，更不用说按照基督教倡导的教条生活了。

我们反过来说说中世纪的社会精英阶层，比如“宫廷社会”（埃利亚斯）。他们虽然在数量上只占高度文明社会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却代表着与农村和城市里消费方式的彻底断裂，它与原始社会的差异也一望可知。在宫廷之外，统治着大多数人的是一种必须保证满足初级需求的消费观，因为必要性压倒一切。而在宫廷内的生活则一心致力于穷奢极欲。维尔纳·松巴特（1996，第85页）表述得言简意赅：“每一笔超出必要的花费都是奢侈。”诺贝特·埃利亚斯（1989）与此相关地也谈到了“身份消费伦理”，消费时与自己的地位看齐，地位反过来又是由自身的消费所决定的。消费越多，权势便越大，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导致在与其他贵族家族的攀比中经常入不敷出，因此倾家荡产的也并不少见[179]。作为浪费的消费主要具有一种双重功能：消费首先用来满足初级需求，此外它还有以下含义，即通过浪费的程度了解能负担得起如此浪费的人的地位，通过“炫耀性地消费贵重物品可以为上流人士赢得统治者的面子”（凡勃伦，2000，第85页）。由此看来，如果观察第二种秩序，那么上层社会的家庭就会互相观察对方在什么程度上能负担得起这种浪费型消费形式，以此来推断它在阶层内的排位。消费的这个“第二用途”到了现代社会就有了更多的含义，其手段成了自身的目的。此外，贵族的浪费瘾与夸富宴仪式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因为就连皇亲国戚、有功之臣和封建领主也只有通过无节制地公开消费才能赢得名望、尊重和敬仰（也参见Gurjewitsch，1986；Borst，1997）——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赞赏这样的挥霍无度，虔敬之人尤其如此（参见Krockow，1996；Borst，1997）。这种奢侈的消费形式别人自然最多只能模仿个皮毛，因为只有少数人才有这么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才是能如此消费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不管怎样都只有在“宫廷社会”及稍晚出现的大城市中，才第一次产生因阶层而异的消费行为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在社会等级制的顶端才能看得最清楚，而且也正是等级制的顶端最强有力地推动了差异化，这可能是一直处于焦点的再分配原则所带来的好处。由于涉及的人并不多，因此精英的消费风格并不具有代表性。它只在这一点上有意义，即让我们能真正谈论一种消费“风格”，这种风格拥有可辨识的、自洽的结构和自身的语义学，并以此树立起自身，主要就是与环境区分开（参见Parkin，1983；松巴特，1996）。这种在社会精英阶层的消费观中自发形成的差异在他们面对社会大众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区别和增值功能。社会精英很少还在为初级需求（如食物、饮水和安全）烦恼，而是主要致力于解决其次级需求，这些需求不是源于匮乏状态，而是源于过剩状态。下等阶层特有的消费习惯就这样成了大多数人的消费习惯，哪怕这些习惯一直以来就被遵循抑或是受物资匮乏所迫，只有那时才专属于某个阶层。此外，这种区别让人们在整个社会层面第一次在阶层特有的消费差异中观察到了社会的初级差异化过程[180]。因此，高度文明社会中的消费观不再由人们的出身家庭所决定，而是由各自出生时所属的阶层决定。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如此定义的结果尤其适用于上等阶层，因为只有他们不仅关心需求和满足需求，还经常要琢磨和提炼出一套与自身相匹配的语义学（参见卢曼，1980；松巴特，1996）。

（3）尽管现代社会在18世纪突飞猛进，但是这种以必需消费和奢侈消费为依据、因阶层而异且根据不同阶层来定义的差异化模式在最开始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181]。只有到了19世纪才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再只满足于填饱肚子，而是也开始享受奢侈品的人，虽然这类东西起初只是些小玩意儿，比如布料、炊具、杯子、钉子、肥皂、蜡烛、茶或烟草[182]。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贯彻和推广，人们的劳动条件也得到改善，其收入情况稳步提升，商品供应的增长也有目共睹，许多原先绝对无力负担的物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183]。必需品与奢侈品之间的界限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人们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的界定往奢侈品的方向上大大拓展了一块（参见McKendrick，1997；Schneider，2000）。

在德国，这种大发展始于19世纪下半叶。随着这样的发展，短短几十年内消费领域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它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并被当作“独立的社会子系统”（Schneider，2000，第17页），而独立自主是消费水准给我们的承诺和安排[184]。这尤其适用于通过垄断定义来作出区分，各个阶层到那时还是把这种垄断作为判断消费水准的参数。虽然仍然会存在因阶层而异的消费观，并且在市场经济中需求生产也完全注意到了这种差异，还同时继续产生这种差异，但这么做也只是为了促进产品的销售。市场经济对其自身来说首要是“大众经济”（毕歇尔），因为它首先是面向所有人的，在消费者之间制造自我建构的差异只排在第二位。这种在现代社会才彰显出来的需求生产的自主性其实早就暗含在商品生产的原则中，这种原则不再以单个家庭或某个城市/农村共生体作为出发点，而是从作为其自身的“社会”出发，在这样的“社会”中，毕歇尔把国民理解为整个消费的“主体”，进而把全国市场理解为一级销售区。此外，商品生产仅仅取决于系统内部的选择标准，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供需之间的平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场中交易过程的完成也不需要个人声誉，只要这个人能消费得起。询问出身、性别和其他归属性特征的做法相应地被排除在外。如果在商品营销或服务营销时仍然诉诸阶层差异，那么最多也不过是在市场细分和筛选目标人群框架下的销售策略的衍生物，以此确保需求生产奏效而不会无的放矢。因此市场经济看重的是系统环境中的社会现状，而无论阶层、年龄、教育还是性别，统统涉及到只在能服务于产品营销时才会现身。市场经济在目的和动机的选择上是独立自主的，这表现在它把目的和动机都作为随机的来处理。

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就不仅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还发生了一场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消费革命”[185]。在现代社会，“简而言之，消费成了一个，如果不是唯一一个，主导性行为”（Fine/Leopold，1993，第70页）。从积极的角度看，需求生产所获得的这种自主性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意味着，对制造更多新需求的可能性的唯一限制将只来自市场经济本身。但几乎没有什么是用来自我限制的正当理由，系统的每一个约束都能立刻被看出是随机的，其服务的是“自我约束就是没有约束”的箴言——政治系统在差异化的阶段就已经碰到了这样的悖论（参见卢曼，2000）。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最终没有再给需求生产设置任何界限：一切都有可能，但也都不会同时发生。“为购物而生”（Brewer，1997，第55页）——消费革命的口号可能听上去会是这样的。此外，市场经济还背负着在世上建立天国的承诺，却又绝口不提何时兑现承诺（参见霍克海姆/阿多诺，1986）。作为除了政治之外的另一个收容了其他所有在别的地方不断涌现却没能得到解决问题的系统，人们尤其期待市场经济能通过持续不断地填补现代生活与生俱来的匮乏，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社会的合法性问题[186]。“看看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也许仍然要承认，如果没有物质的繁荣，很难想象人们会忠于民主。”（Schneider，2000，第21页）

为了保有控制自身的机会，受到约束的将不会是需求的生产，而是持有的货币。因为只要货币稀缺，就不能同时购买所有东西（参见卢曼，1988，1996）。人们只是有可能拥有许多需求，而不能一次满足所有需求。自我限制的责任由此就落在“经济主体”上，他们必须能够为自己决断如何在预算之内维持生计。这样就带来了消费自由[187]，只不过是在有限财力条件下的自由。考虑到市场经济中需求生产的自主性，人们要左右权衡绝不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知节制又不断自我超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要通过自我服务来满足需求。市场经济仿佛是一个充满了欲望的巨型商场，只要有足够的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些欲望[188]。单单这样的约束还不能阻止很多人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能阻止他们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需求，哪怕个人的信用额度早已不再能为这样的贪婪做担保时也是如此。等待着我们的结局就是其越发欲壑难填（参见Schor，2000）。

这一切都可以归为市场经济中需求生产的自主性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在好几代人身上推行的都是“过剩教育”（洪齐格，1972），这使得一种相应的消费观被社会普遍接受。克劳森（1964）甚至谈到“对消费市民的教育”，他们的消费观不再着眼于无法避免的匮乏，而是着眼于可能的过剩（也参见Fine/Leopold，1993）[189]。

“唤起需求和引导偏好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精细，消费者成了这些努力的目标。他/她开始生活在一个人造环境中，这样的环境让他/她的品味和偏好偏离了习俗和当地传统，并愈发陷入逐渐显现的市场力量的掌控之中。”（麦克—克拉肯，1986，第18页）

实际上，在涉及消费革命时，必然要面对的是与有上百年历史的传统决裂，让人们放弃在消费行为中固守前人立下的规矩。突然大量出现在市场上的事物有许多都是全新的、人们闻所未闻的，这还只是涉及不断发明新消费品时纯技术的一面，尤其是使用者对这些新消费品还不太熟悉[190]。当然，这样的革命绝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技术领域中。毋宁说人们的整个消费观在经过某种“再教育”后被革新了。

“消费者社会也是学习消费的社会，是接受社会提供的消费训练的社会。这就是说，有一种针对不断涌现的新生产力的全新的、独特的社会化模式以及对重构高生产率经济系统的垄断。”（鲍德里亚，1998，第81页）

从结果上看，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名为“消费者”的全新人类的产生过程，这类人有一个自己的、只与消费有关的经验和交易清单，而尽量把其他考量排除在这个清单之外（参见Cleve，1997）[191]。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甚至提议把这一特点作为整个消费社会的标志：

“（1）消费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给一个人解放自我和施展自我的可能性；（2）消费系统在简单直接的‘口腹之欲’以外给个人和集体展现了一套独特的话语和一种新的文化，以此来用一种消费社会的‘新人文主义’抵御大众消费的‘虚无主义’。”

对于现代消费风格的这一特点来说，消费革命意味着，如果说在原始社会所有人都表现出几乎完全一样的消费习惯，在高度文明社会充其量只有上等阶层提得出一种自觉形成并一以贯之的消费风格，且它首要的动机就是以凸显和再生产社会等级为目的的挥霍无度，那么在现代社会一大部分人已经把为了生活必需而消费远远抛在了脑后并且获得了这么做的自由，同时也获得了“新的必需”，即不仅“能够”为自己，甚至“不得不”为自己决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消费标准并论证其合法性（参见Wildt，1997）[192]。“事实上，消费者是一个丑恶丛林的主宰，自由选择是被强加给他的。”（鲍德里亚，1998，第72页）在理论上这使得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明各种各样的消费风格，但事实上一个人如今接触到的是大量互相抄袭甚至彼此混同的消费风格——它们的关键词是“聪明的消费者”和“大杂烩式消费”，尽管消费者的行为相互依存，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独立为自己做出选择，选择他们想要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因为这些都不再会从外部强加给他们了。

“整个消费意识形态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的人类‘革命’分开了苦痛的、英雄的生产时代和欢乐的消费时代，并最终让人和他的欲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鲍德里亚，1998，第82页）

独立建构消费的特权以某种方式扩展到了所有人（同时它也因此贬值），这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花天酒地，而是为了让人们在选择各自的消费观时留有足够的余地以使人们必须做出抉择，也就是说强迫人们自我绑定和自我限制，从而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商品大潮时不至于迷失方向（也参见舒尔茨，1992，1993c）。

这种始终伴随着消费选择的随机性的强迫使得个体性消费观成为可能，消费观成了可以被解读的、关于那个选择了如此消费观的个人的信息——因为他其实原本就能做出不同的选择。随机性的消解因而被看成一种决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是一种决定。

“我通过选择一件红色短大衣表明了自己没有选粗呢大衣、防雨大衣，没有选米色半长羊毛大衣，没有选裘皮大衣。红色短大衣在与所有其他大衣的对比中显出了自己的意义：不像粗呢大衣那样简约而超越了时代潮流，不像羊毛大衣那样颜色保守，不像防雨大衣那样中性，不像裘皮大衣那样阔气，因而它是时尚的（华丽的）、引人注目的、有女人味的。”（卡曼辛，1998，第190页）

这里可以说再次出现了功能的裂变，如同在高度文明社会上等阶层的奢侈消费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个人消费观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可以在这一点上看出来，透露出关于当时消费者的信息。这种获取信息的机会甚至会被消费者有意利用来分享关于自己的各方面，比如心情、计划和目标等。现代消费风格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将自己化身为大量或多或少且各具差异的消费风格，并且从这些消费风格中每个人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需求话语（可以说是品味和经历的各种机遇造成了千差万别），而且每种消费风格都可以像荧光屏一样映照出个人的信息和状况，无论这种可能性被刻画为自身的义务还是仅仅从外部附加的[193]。“个人风格成了个体用作参照以彼此区分的符号。”（舒尔茨，1992，第178页）

面对这样的发展，以下问题被再一次提出：这种需求生产的形式是由哪个方面主导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不止有一个选项。“宣称市场（或广告）是需求的一代在市场社会唯一的代理人将会是十分荒谬的。”（Lane，1978，第807页）因为每一个消费者都在经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过度影响。如果有人想要全面了解所有这些促进了需求生产的影响，那么马上就会让人想到要和霍克海姆/阿多诺（1986）一样把整个需求生产领域看成“文化产业”，这个产业仍然喜欢用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传声筒。最终，霍克海姆/阿多诺的观点是，现代消费者的整个机制都是从文化产业的概念而来的（也参见贝尔，1991；凯尔纳，1995；Steinert，2002）。“文化产业的地位越稳固，它在处理、生产、操控、规训消费者的需求及变得娱乐化时就会越草率：文化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任何限制。”（霍克海姆/阿多诺，1986，第129页）

有趣的是霍克海姆/阿多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得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化产业大部分被整合进了“宣传系统”（Adorno，1993），甚至与宣传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文化甚至可以在宣传中“永葆活力”[194]。从历史上看，这种解释是完全具有说服力的，因为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培育与商业广告是紧密相连的（参见O'Barr，1994；麦肯德里克，1997）。人们很早就可以在宣传中接触到需求生产的观念，正如在维克托·马塔亚（1910，第68页）的书中读到的：

“很久以来……生产者和商人不得不扮演大众教育者的角色。大家通常不太清楚自己的需求，必须有人向他们指出还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商人从远方、从不同的产地带来各种他们相信会有人消费的物品。要不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可能永远不会认识这些东西。最常见的往往不是需求导致供应，而是供应招来渴求。当商人和生产者出于职业需要把新事物教给大家的时候，刺激和引导消费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们身上。宣传就是文化衍生过程中最重要的引发途径之一。”

霍克海姆/阿多诺对上流社会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用鲍德里亚（1998，第72页）的话来说，“对需求的调节（尤其通过广告）已经成了消费社会最受欢迎的讨论话题”。加尔布雷思（1958）也有同样的看法，广告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和引发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需求（也参见波茨曼，2000）。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91，第82页）赋予了广告几乎神话般的属性，他写道：“广告是实物商品的认证标志，是新生活方式的榜样，是新价值的使者。”当社会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而熟悉的关系就在我们眼前失去意义时，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描述是多么贴切。

“一个在快速变化中的社会无法避免产生对行为、品味和服装问题的困惑。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找不到能告诉他如何‘活得比过去更好’的万能指南，他的指路人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在这个意义上，广告开始发挥着一种微妙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在改变习惯而不仅仅是催生欲望。女性杂志、家居杂志和更高档的出版物上的广告应该教导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布置房间，该买什么样的红酒，一言以蔽之，教给他们适合自己新身份的生活风格。虽然一开始发生变化的是举止、衣着、品味和饮食习惯，但这些改变早晚会影响到其最根本的行为模式：家庭中的权威结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独立消费者的角色、合乎道德的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的成效评价标准。”（贝尔，1991，第86页及之后）

广告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传递了新价值或在多大程度上让文化生生不息，这些都无关紧要。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现代社会中需求如何形成和形塑，就得重新关注广告，而这一次要从需求生产的角度出发。广告不仅为需求生产造势，而且一手完成了它，因为广告不断生成新需求，并通过所有大众传媒马上就能形成压倒性的影响（参见Kraft，1995）。总之，“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占有战略性地位”（鲍德里亚，1998，第126页），而教育则隐喻在这里发挥了核心作用。

消费者作为广告媒介

对广告的观察作为一种教育措施——它在我们消费者的眼前持续不断地展示“如何思考，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生活”（O'Barr 1994，第9页）——符合一种阅读方式，它已经被多次致力研究[195]。从整体而言，无须误解的是，唐纳德·W.尤根海姆尔（Donald·W. Jugenheimer，1996，111页）已对此有所表述：“明显的是，广告是一位强有力的教育家。”与此相反，罗伯特·鲁特（Robert Root）的表述更滴水不漏，善于外交辞令，当他在涉及一种针对钻石品牌戴比尔斯（De Beers）的广告时阐述道：“广告的一个明确部分就是其教育性——它告知新手关于钻石购买过程中的本质，并且促进戴比尔斯钻石品牌的形象，以一种有助的、开放的、可靠的方式，以及哪些对它们而言想为她们所爱的人做些事的朋友。”除此之外，广告还通常传达出，正如已经得以实施的一样，一种与一种服务相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且这一切本身就涉及以下问题：谁才是适用这种服务的正确的人——当然仅仅以一种最大限度的并且不完全是外化的形式，但是却倾向于涉及典型情况（参见舒尔茨，1992）。再引用一下鲁特的表述：

“对这些……广告的论证，基本上是一种省略三段论法：为你所爱之人买一颗钻石，因为它显示了你爱她的整个世界。这其中蕴含的三段论法是：以钻石为礼物显示了一位女士如何被其爱人/丈夫所看待的。你想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你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感觉。因此，你应该给她买一颗钻石。”

尤其形象生动的是广告的这种纲领化的、对正确行为所具有的引导性影响，表现在已经引用过的1899年的奥朵广告《谴责告示》（Strafpredigt）中，而且这一切也不是偶然的，骄横自大从广告流露出，对于当时的开拓精神，在这样一种“广告宣传”的先驱的，尤其还是在处女阶段，却恰好很典型的特点[196]。所以这样的广告准备好了用奥朵漱口水对“身体”护理进行使用推荐：有规律地在早晨、中午、晚上，按照一定的顺序使用。“这种漱口用以下方式固定下来：首先含一口奥朵漱口水2至3分钟（以便让奥朵漱口水的抗菌素能够被全面吸收）'；接下来再含一口漱口水，让奥朵漱口水在唇齿之间强力洁齿；‘然后漱口。”明显的是，在这里，相当正确的行为引导，如果不是——则是行为规则被告知，它被尽可能地建议需加以遵守，以便获得最佳效果——一种过程，它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作为一种选项却是在所有的广告信息中得以展示。这种“教育措施”，通过一种自我形成的词汇库，可以从一些表达如“口浴”（Mundbäder）、“奥朵化洁齿”（odolisieren）、“变成蛀齿”（Hohlwerden）、“勤奋的口腔护理”得以展读，它直接涉及漱口水及其使用。最终，人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得以借助对两种人以及生活方式的“类型”的区分被直面相对：一方面，那些对“医学方面的”警示做出回应的人，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有规律的护理，因此并不冷漠相待而是感觉健康舒适从而理性地行为处事；而另一方面，所有那些被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完全不具备彻底的积极的关联性“特点”的人，他们放任自流、不尊重自己，并且因此处于一种不合适的处境。

对于广告以及教育之间的亲属性而言，这些具备语义学的以及功能性的共性，持赞成态度。毕竟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涉及的同样是人及其行为的改变。因此卢曼曾将“教育”定义为“目的性强的交流”，其目的针对的是施加影响[197]。“所有的交流均应被视为教育，它在交互关系的教育企图之中被现实化。”（卢曼，2002，54页）但是这一切不仅仅适用于现场交流。值得注意的还有，针对实现此目标的教育已经构成一种自身的语义学，它特别针对的是教育中的“客体”和“儿童”，且儿童正是将这种语义学理解为平常/平庸机器，而这种“机器”正是应该对借助能预见的输出对预定的输入做出反应（参见卢曼，1991a）。从而，对一个孩子的教育以对外界行为的完全控制作为目的，而不用严肃认真地考虑其内在接受影响时的行为，因为一个孩子区别于成年人的特点是缺乏对自己足够的责任（也参见波茨曼，2000a）[198]。与此相对应的是，教育首先将这个孩子以一种体验的模式加以感知，是纯粹被动接受型的，并且试图对自己以行为引导的方式施加影响。

这种将一个孩子视为平常机器的视角是教育的一个诀窍，以便不必放弃对孩子可教育性的诉求（参见卢曼，2002）。因为从社会学的视角而言，教育被视为面临着控制以及自我指涉的疑难处境：一方面这个孩子应该（愿意）想做被期待做的事，另一方面他应该并且仅仅能够自己（愿意）去做，因为对一个孩子进行意识层面的影响和掌控是不可能的。从而，自由是教育不可放弃的前提。还似乎有必要考虑到的，是一种在以下意义上的“触发因果性”（卢曼，1996c）的方式，即对一个孩子而言，信息、刺激、引导以及要求的接受以何种方式出现始终也仅可能被提供和建议，令这些信息等美味可口而已，如果也没有能够通过孩子事实上对接纳、转化以及正确追随加以决定，否则一个孩子的自由可能会被暂时消除，并且从而作为教育前提的教育目的——自由，可能会被抽离。

如果人们将这个“孩子”在这一方式上视为一种语义学加以重新建构，而对这一语义学研究的开展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么它被视为一种“开放的，并且不确定（或者次确定的）的复杂性”（卢曼，1991a，35页），而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获悉其目的明确的决策，以及对这种复杂性进行削减的形式。“每个孩子身上现在可能出现任何可能性，并且以下问题迫在眉睫：应该如何在开放的可能性的这一领域中重新获取秩序。”（同上，205页）基于以上原因，卢曼（1991a，2002）也将孩子构想为教育的媒介——媒介在这里被理解为丰富的可能性，在其中各种形式（能够）被从外界加以烙印，通过这些形式，从这些提供给孩子的可能性财富中，少数几个能够被攫取并从而成为现实（也参见卢曼，1988）。各种形式的具有针对性的且鉴于随之而来的影响得以控制的烙印，对于作为媒介的孩子，尤其是通过目的性强的交流以及对于教育的影响，不断地获得成功，自然是没有任何成功保证的。因为孩子的自由随着这种媒介/形式—差异化，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被否认，但是会被作为一开始消极的、不确定的且需要决策地被对待，因为孩子不是以不确定而是以一种可被施加影响，并且从而具有学习能力以及可改变性的形式而出现的[199]。

如果人们基于这种背景回溯至之前的想法，即广告被视为教育，那么教育与广告之间的并行就非常明显了。这样一来，教育和广告就具备了以下共性：两者均促发了可施加影响力的交际出现，并具有清晰易懂的目标，用以改变人及其行为，这一切在对于儿童所做的广告中是如此表述的：“看我，买我，吃我。”[200]再者，在广告中——已作必要修正——贯穿着一种语义学，它特别涉及了广告的“目标客体”“消费者”，并且为此会一直全部包括，且必须也有必要包括可施加影响性的机会在内，如果广告从原则上应该能够遵守其施加影响的目标。那么，如果广告仅仅将其对成功的诉求减少至注意力产生的论据上，广告就会错误地出现随意性。最终，甚至会出现以下倾向，如同在奥朵广告《谴责告示》中示范式地表现出的，将消费者理解为一种平常/平庸的机器，它首先以一种体验的模式运行，并从外部接受直接的信息、刺激、启发以及要求，从而用以随后将这些信息尽可能地按照期望进行转化，即询问供给了什么——这种经典的一种平常机器的流程模式，仅仅通过一种线性的输入/输出关联作为特征（参见卢曼，1987；Bode，2000）。在此，这种教育隐喻毋庸置疑是具有自己的持久力的，只要涉及它在广告发展的前几十年的时间内。罗兰·马尔尚（Roland Marchand）（1986，115页等）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广告这样写道：

“一个20年内逐渐在广播领域内积累的经验，已经摧毁了作为一个广泛的教育力量的广告版本，而它恰能够把消费者提升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品味以及智慧能力上。首先是通俗小报以及教化杂志，然后是广播自身，已经透露给一位观众如此顽固的低品味，在所有的媒体上，以至于显得对于这种教育是如此无法渗透。”

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告却已经知道，对消费者作为一种平庸/平常机器的基本设想失之偏颇，因为仅对于少数广告宣传活动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成功言之过谦，这种成功对其而言正是其所需要的。以一种宣传标语式的表述表达：“广告想把我们当作孩子”[201]，但是我们仅仅是有条件地追随广告。明显的是，这种消费者的复杂性并不符合平庸机器之隐喻。“婴儿和小孩子可能会社会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令人渴求的消费者，但是这并不能让他们成为机器，既不是令人渴求的机器，也不是任何其他一种机器。”（博科克，1993，84页）在一开始，消费者虽然还被视为“消费之子”，而它用商品知识得以喂养并随之被驯服，去盲目地遵循广告的任何灵感（参见马尔尚1985），并且这一切可能与孩子们相对而言，还一直成为广告中的一种占有优势地位的所期望的立场[202]。在此期间，消费者对于广告的态度却逐渐转变成为一种“黑匣子”，因为消费者几乎不能以一种更为可估量的形式出现，并且在广告方面要持续地避免一种直接的被干涉及被应对。从广告从业人士的视角而言，消费者处于一种“幼稚的彼岸”，而它是长期强加于他身上的（参见舒尔茨，2002）。就结果而言，这种方式（也）看到了广告处于因果和自由之间的困境的对立面。

不考虑以上情况，消费者会继续被视为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或者被低于预期确定的一种复杂体，而这种复杂性对于广告针对需求而生产的供给政策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却不必失去其自主性。所留下来的是对信息、刺激、激励以及要求的确定的匮乏性，而这一切待确定的信息通过广告从外部得以广而告之，并且被消费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加工。就这点而言，消费者显示为广告的媒介。媒介在这被理解为一种潜力，是一种按照规定而出现的抽象的稀缺性，它以广告为前提，以便在其中塑造行为的特定形式，而这些形式最终（应该）导致对某种商品服务行为的购买——考虑到以下情况，即这种因果关系仅仅是一种建构，而且广告无论如何都有激发因果性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抗因果性。

对于其他的将消费者决定为广告的媒介的特点，可以阅读以下文章，它在卢曼（1990a）借助媒介与形式的区分，来观察公共观点。对此，卢曼将“意识系统的内在状态”视为一种媒介，这些内在状态耦合状呈现且并未为其自身证实为固定的结构。如果人们询问这些因素的方式及其同类性，而恰是这些因素构成这种媒介，那么就涉及意识的可能性、能力以及预备性，即准备将其注意力放置于不同的事件之上，并且随之对其进行校准，而且这一点同时涉及了交流领域的事件，如同在感知领域中一样。如果人们与此相反，将公共观点视为形式，那就关系到公共观点的特定主题，而意识的注意力恰好能够关注于此——在参照的情况下意味着，意识对于自身或多或少赢得了固定的结构：意识到了一些事。公共观点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在于对“约束效应”的激发：对读者、听众或者观众针对某一主题的注意力的获取，而没有对此预先做出决定，即人们是如何对此主题做出相应行为的——这种贡献型选择保留其偶在性。公共观点的一种媒介形式随后就会在一种意识中描述这种关注度连接。当然，这一点仅仅显示在公共观点的形式中，即交流交际中，因为公共意见的介质，即意识系统的整体性是不可察觉的。但是，意识作为交流的基础毕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作为交流的公共观点的集大成的主题的非随意性也在意识中获得自己的重要性，即使对公共观点的塑造仅仅致力于交流。

卢曼在这里对公共观点/公共意见所形成的观点，也能使用在广告上面，它也同样借助大众传媒得以传播。仅仅是在媒介方面，不涉及普遍意义的意识，而是涉及特殊情况下的消费者的经济拮据，而且作为广告的形式，可以看到与特定产品供给的联系，尤其是品牌——这一点已经由“忠诚”这一概念得以充分展示，这一概念仅仅在品牌中才得以使用。“品牌的成果/成功/成效/品牌服务会成为塑造人类网络的关键点，对这些人而言，其相同点在于，他们处于一种结构性积极的品牌关系中。这些人却不能形成一种无定型的稳固数量，而是鉴于它对品牌的链接彼此得以区分。”（戴克瑟尔1999，333页）

在这种关系中，对“体验社会”（Erlebnisgesellschaft）的研究是值得一提的，在这种社会中，格哈德·舒尔茨（Gerhard Schulze）（1992）已让现代消费者的语义学经受了一种阐释学的分析形式，而这种分析形式正是接近了让消费者作为广告媒介的一种设想。这样一来，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其消费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服务过程中，就首先涉及体验，消费者对它的希望是，这些体验能够让他（她）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前进一大步[203]。对此，舒尔茨（1992，14页）将这种期望值简明扼要地当作一种体验导向：“体验导向是寻找幸福的最直接的形式。”因为寻找幸福，它被理解为最为内在的体验，但在消费者的心中却没有找到稳固的支撑点，而这一点恰好令其不幸福，从而仅仅构成一种“漂亮，恰因其漂亮”的同义反复，从这种同义反复中也不可能真正发现对它的反射[204]，这样一来，消费者就面对着一种固有的内在空虚，而这种空虚感让他无助而且也无计可施，并且从而将其驱向外界，以便在那里寻找激励和供给来获得一种美好的、充实的生活（参见舒尔茨，1992；Müller-Schneider，2000）。恰好就在这一点上，广告切中人心，因为广告做出以下承诺：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且这一点坚定不移、日新月异。因为处于不可能性的原因，即那种完全的体验，能让人永远幸福的最后“一击”根本不存在，所以才会发展出一种持续的驱动力或者如同舒尔茨所说的“一种习以为常的饥饿感”，而且是针对所有一切能令变得幸福成为可能的预期。对此，广告就仿佛起到了那种传递体验并对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预言的永动机的作用（参见施蒂勒，1998；舒尔茨，1999）——并且这一点尤其在于，因为经济系统本身是直接指向持续的需求，从而得以持续发展：

“在现代消费中，强烈渴望扮演者的重要角色，因为如果没有消费者或者潜在的消费者，伴随着这种方式的社会化，即他们寻求对现代消费商品以及经验的满足，那么维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的社会以及文化关系就会被摧毁。”（Bocock，1993，75页）

最后，舒尔茨（1992）提及了一个“体验市场”，在这种市场上人们可以彼此相遇，以便——借助广告的介绍——通过关注到体验的各种可能性来平衡供给关系[205]。对此几乎不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借助广告在消费者中广为传播的体验商品，是复制品还是原件，至少对两种立场都存在着拥鼎者[206]。第一个极端观点出现在广告先驱人物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1984，26页）的文章中，他谨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广告反映了社会风俗，但对其并不构成影响。”另一个极端观点在弗里德里克·拜克尔贝德（2001，166页）的文章中出现，他借助自己的小说角色在迈阿密写道：“在迈阿密，广告不仅仅复制了生活，而且生活也复制了广告。”——一个表述，首先简明扼要地在为威士忌品牌Jim Bean所做的广告中出现，以“会给真正的朋友带来乐趣的一切事，您现在均可在广告中看到”为大标题[207]。但事实上，可能O'Barr（1994，13页）的文章中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当他对因果关系的循环进行比较时：“曾经首次出现的，无论是文化还是广告，一个循环很快就会得以稳固：广告描述了差异性，因为消费者期待这些差异，而且消费者期待差异，正因为……广告充分展示了它们。”

毫无疑问的是，广告的影响在最大限度上超越了纯粹的对注意力的吸引，并且广告正如它在私人领域中一样，对公共领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奥格威愿意让我们相信的要深得多，甚至尽可能地抵达感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之下，但是却不能让消费者马上对广告百依百顺（参见舒尔茨，1999；Grimm/Rota，2002）。“消费者没有被欺骗、欺诈，或者完全被操纵。”[208]更多的是涉及，在消费者方面揭示一种计划和安排，它似乎以一种很有道理的方式出现，赋予广告以教育目的，并且除非是出于促进感受性的作用[209]。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归属于一种矛盾的期望模式以及消费模式，它自发地——自由地——并且甘愿——参与那些信息、激励、刺激以及要求，即将它们移入这种自身模式[210]，正如同它们借助广告，出于传达传递支付动机的目的，得以提供及传播——在这种自我服务的意义上，在消费语义学的超级市场中得以实现（也参见Raffoul，2000），或者为了致力于一种大概更为古老的语义学：

广告“接受了原始阶段的童话讲述者的任务：广告为社会的学习进程，为想象中不同生活的消费状况做出了贡献。消费世界变得越复杂，这些精神性的消费试验就越重要。首先，通过广告，人们可以在其限度内收集数量繁多的消费商品，也不必非得购买不可。”（Streißler，1965，271页）

作为中期总结可以确定的是，消费的生产在现代社会，在特别的程度上，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广告上，而没有能把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称为“文化工业”的内容简单化[211]。因为许多事都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广告——马克思所指之意——已经承载了消费性生产的功能。因此，对于品牌社会学而言，将广告的重要地位提升到研究议程上来，是值得推荐的。

借助品牌广告塑造生活方式

一个社会的消费方式和方法与这个社会在当时的形式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消费风格似乎如同一张名片，人们得以在其中识别这个社会。对此，需要加以区别的是，在物质上可以获得的东西以及消费实践，而这种实践能表明一种令人惊讶的复杂性以及区分度。与此同时，几乎不能排除的是，现代社会以一种相比较而言独特的物质以及非物质的消费可能性的提升为特征。在这一切中，似乎笼罩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几乎一切都不匮乏，这一切都导致了消费的双重功能——如同在前现代社会构成精英阶层的特权的双重消费功能，即不仅仅满足初级的需求，而且也包含更高层次的需求模式，并且将这一点置于首要地位也并不少见，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成为普遍情况。贫穷和饥饿被驱逐到了社会的边缘，而对“超越必需品”（松巴特）的一切满足则决定了大部分日常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这种发展的后果是，“引人注目的消费”（凡勃伦）或者“竞争性消费”（朔尔），即针对优先权和获得认可的公共竞争，作为一种得以扩展的并且普遍得以接受的消费模式，不仅仅对于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人而言才得以稳固下来。竞争的这种形式，尤其是涉及导演以及形象方面的形式，却需要相应的象征，而这些象征能够在社会等级中将自身的位置，即是否达到或者预示趋势，迅速并确保自己的包容性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从中就生出对于众多实物以及服务型服务的象征性过度塑造得简直不可满足的需求，以便对这种在消费领域为了争夺赞许和认可的斗争持续地供给“军火”，并且这种供给许诺符合这种需求的程度越大，这种供给就会越供不应求。除此之外，对于各自消费风格的构建具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度，而这些自由度同时也隐藏着随意性以及无风格化的危险。因为在一切似乎均可能的地方，正存在着选择的痛苦。新的诱惑不断出现，时尚和场景的持续更迭，借助完全短暂的变化，淹没了公共生活，没有具备持续性和稳固性的安全。从中也形成了一种对于特定的实物和事务型服务的极大需求，而这一切服务已经从革新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流通中排除出来，并且说明了一种反对快节奏生活的构想。对此加以区分，就涉及同一性特征和差异之间的紧张张力，而同一性和差异正是更迭的方式彼此关联，而且其双极性是不可扬弃的（参见布迪厄，1987；Holt，1997）。

对于两种问题设定而言，即寻求差异的愿望以及对同一性的需求，品牌提供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因为品牌恰好凭借以下特征出现，即它们不仅仅传达出优先权，而且也允诺了持续性。最终它的垄断诉求也在于，它们一如既往地坚持高质量，对特定群体持开放的态度，并且所有这一切不是作为特价或特定供给，而是作为持续供给而得以提供。因此，人们能够在装扮自身的消费风格时，用品牌作为普遍被认可的消费象征——而这些象征的作用通过公共的使用对于任何人而言均是可以获得承认的，并且一部分几十年来就已经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能够对此加以信任，即人们通过品牌不仅仅获得一种显著的有差异度的资本，它有针对性并有区分度，而且人们也可以将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群体归属感的需求进行想象中的操控，只要人们参与这种游戏。这一点适合所有品牌，会大获成功的当然会是那些具有公共效应的品牌，比如香烟品牌、衣服品牌或者汽车品牌[212]。

“汽车远远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们被变形为象征符号——既具备现实性，也有远大抱负——是特定生活风格、社会经济背景甚至是特定人类个性的象征符号。它们扮演着‘社会符码’的角色，当它们被解码时，就会揭示所有者的生活风格、生活舞台的地位、职业、抱负以及梦想。”（Kavounis，2002）

对此，这种效果恰好在汽车品牌中，借助这些新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就已经出现的“品牌之国”再次被激发潜力，如同在德国北部的沃尔伯格的“汽车城”或者德累斯顿的“（瓷器）杯子工艺”（译者注：德累斯顿是德国著名迈森瓷器的产地），这两个地方均设有大众汽车场，在那里，消费者——类似在乐高之国或者“耐克城”一样——沉浸在一个被分隔的且紧紧围绕着这一品牌建设的艺术世界之中，似乎身处于品牌之中并深受感动[213]。

在消费社会学中，产品的这一功能——无论实物或事物型服务——对于每个人而言，无论是关注其他人的人，还是关注自身的人，很久以来就始终被讨论不休。为此，在这件事中，不存在眼中的区别，即使一种统一的语言规范迄今还没有得以挖掘。对此，安德烈亚斯·克纳普（Andreas Knapp）（1996）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对代表性效用——消费品的使用能具有针对其他人的效用，以及在对于每个人的自我关涉效用之间加以区分。他还将这种代表性的消费细分为自我吹嘘行为、地位的确保、群体归属特征以及能力展示，而自我关涉的消费则分为沉思、因控制而来的兴趣、追求占为己有、追求自我拓展和要求的一致性，它能够将实现梦想以及塑造个性作为缘由。与此相反的是，阿里安·施蒂勒（Ariane Stihler）（1998 a）则在象征性消费的表述性交流功能，同一性构成功能以及补偿性功能之间做了区分，它同样地细分为更多功能。露西亚·A.赖施（Lucia A. Reisch）（2002）重复地在一个综述性文章中同时列举了象征性消费的物种具有更多区分性的独立功能，即位置（向内符合，向外区分）、能力（购买以及使用行为）、表述（自我监管和自我注意力）、享乐主义（想象和模拟）以及补偿（幻象和自我价值证明），这些明确的或者相似的表述，无论是碎片化或者整体性上，都可以在许多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章中找到[214]。

在这种联系中，值得一提的尤其是马萨尔·萨林思（Marschall Sahlins）（1981）以及玛丽·道格拉斯（1982）的文章，在其中，特别涉及了消费商品的交流/交际功能。那么可以从马萨尔·萨林思（1981，252页）等人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即“人通过物的媒介与人类对话”。每个物体从而都承担一个意义，一个借助社会同时赋予它的意义，并且这种物品的意义附着性不断地适应于将物体拉近交际的目标，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中：“商品现象为一种客体符码（Objekt-Code），用于标识并评价人和事，功能和状况。”为此，这里也使用的是，人们简直不能不交流：只要购买或者使用一个物品被作为告知行为，交流就会出现，而且不依赖于一个告之意图事实上是否存在。

玛丽·道格拉斯（1982）将“货物理解为达成交流的一个系统”。为此，商品首先是用于在人员之间标记边界差异。“货物被用作对范畴分类意义上的标记，设定标记在此处是个正确的单词。”（道格拉斯/Isherwood，1979，74页）在其中，通常存在着物体的象征性功能，同时，消费的生产为此会面临着主动权。“消费使用商品，来实现对人员以及事件分类的流动性过程中的部分判断的控制以及可见性”（同上，67页）或者如同Leiss/Kline/亚利（1985，51页）所表述的那样：“由消费社会中的复杂工业技术所产生的商品，满足了在所有人类经济体中为之服务的双重功能：它们满足了即时性需求，而且它们制造并交流社会差异。”在最终的效果中，商品世界为个体的社会化做出了贡献：“如同时尚一样，作为被模拟商品的榜样，那些被释放为符号的产品促进了其社会性。”（Haudenschild，1989，272页）

除此之外，这种借助物品进行社会化的最后一个视角，对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欧根·罗赫博格-哈尔顿（Eugene Rochberg-Halton）（1989）而言，起到了核心作用。因此，围绕着我们的事物，为“塑造”我们的个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且它们还为此与我们建立起一种联结，当我们似乎在这些事物之中，或者当这些事物就在我们之中时。除此之外，事物——因为它所显示的象征内容——极大程度上被设定为与他人的“融入”以及与他人的“差异”（也参见Appadurai 1986）。

“人们习惯于……使用客体，用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来达成告知，或者为了研究特定的追求和目标。为此，不仅仅涉及能够动摇个体生活的动机和目标，而且也涉及这样的一些人，那些不断让动机和目标彼此接近——或者将其一分为二的人。”（契克森米哈赖/罗赫博格—哈尔顿，1989，54页）

对此，契克森米哈赖和罗赫博格—哈尔顿将事物的社会化功能从一开始就理解为一种社会化进程，他们称其为“文明化”（也参见Friese，1998）。

正是因为这一点，社会化，尤其是儿童幼年时期的社会化，现在也在品牌的主题化过程中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因为从中可以获悉的是，如果一个孩子越早与其建立联系，和一种品牌的连接就会越强，特别是当与品牌的连接成为每种品牌建设的明确的最终目标时。毕竟，孩子们在自己的心理结构、习惯、爱好和厌恶的事件中，还没有达到像成年人通常归属的那种程度。因为恰巧是孩子们显露出对于品牌广泛施加影响的极大接受性，并带有针对自身以及针对他人关系的相应后果。那么在孩子那里，就会越来越频繁地观察到一种“群体行为”，而这种行为涉及对特定品牌服装的拥有，而且这一点仅在成年人身上才被视为广泛传播的行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让青少年甚至儿童依附于这样一个强烈的时尚方面的群体强迫之中，他们通过特定品牌标识彼此。”[215]除此之外，这一点似乎甚至在两三岁的幼儿中就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在此期间，儿童的品牌认知不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个调查均显示：“8岁大的品牌拜物教主在德国学校里不再是少数。”（瓮弗尔察格特/胡勒尔曼，2001，85页）对此，10岁大的儿童平均认识最多12个品牌[216]。因此，如果一位儿童广告专家认为“今天的童年就是品牌童年（Markenkindheit）”，似乎也不是不合常理的了。（引自Heckel，1996）在这期间，甚至存在多个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品牌功能的市场研究论文，比如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Bravo青少年要素”“儿童以及青少年偶像国际研究”“儿童及青少年消费者分析”或者“儿童消费者分析”，因为孩子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已经被发现构成一种金融潜在的目标群体[217]。按照这些研究，许多青少年和儿童对品牌抱有极大的重视程度[218]。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孩子中的品牌使用情况不仅仅是作为激发标示和同一性而发挥作用[219]，还凭借小团体归属感的视角直接被反耦合[220]。为此，尤其是服装作为“准入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服装品牌能够令群体成员属性成为可能，顾及一种特定的群体同一性，并且借此一并提供行为引导以及特定的价值观：一个身穿居家男孩T恤衫的青少年或者儿童无论是在一个溜冰小组内部还是在其之外，行为举止都会像一个溜冰者那样，并发展出同样的价值观，如同人们认为溜冰者所应该具有的价值观一样；为了借此来适应这个团体，显示和小团体的团结，但也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团体，或者为了显示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有别。”（格拉波夫斯基）

如果人们在此背景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寻找针对消费、孩子以及品牌的关系的结论确凿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成果最初并不必为经济评价利益负责，那么，收获就是适度的。总体而言，这一主题领域迄今为止更多地被冷淡对待（参见Mayer，1998；Vollbrecht，2001）。作为例外的情况，对研究论文《消费——孩子》已经能够加以评判，在这项研究中，格林德·瓮弗尔察格特（Gerlinde Unverzagt）和克劳斯·胡勒曼（Klaus Herrelmann）（2001）对孩子的社会化中的意义和后果已经颇有建树。按照其观点，品牌对于儿童而言承载了导向性的功能，在传统丧失重要性的地方，品牌填补了一个真空，而这一真空恰是通过自古以来榜样的丧失而出现的，并且品牌传达了一种设想，即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那里人们可以询问，这种对未来生活所做准备的形式具有何种质量。由此，瓮弗尔察格特/胡勒曼（2001，20页）就对一些孩子的价值体系（Wertsystem）做了报道：

“没名气的好运动鞋——这比脚上没穿鞋还要糟糕。它必须是耐克、阿迪达斯或者至少是彪马——‘表达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就是我’，这些广告语是最有效的购买指令，更难以抗拒其诱惑力的人，就是那些已经学会相信只有一个特定的装备才能表达自我个性的人。”

首先，品牌为孩子们打开了感受归属感的机会，而他们如果没有品牌装扮就会被孤立封锁——tertium non datur（排中律，无第三种选择）（也参见Müller，1997；Bieber，2000）。“名人签名，高雅大方的首字母，赫赫有名的鱼骨架，扁平的逗号，或者运动鞋上的三条杠——所有这一切标志均等同于进入这个或者那个美好的社会的准入卡，在其中人们会愿意感受到其归属感。他们致力于一种特定的群体认同并且与此同时一并提供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瓮弗尔察格特/胡勒曼2001，21页），如同人们在这些群体中必须采取的言谈举止一样（也参见Rück，1997；Vollbrecht，2001）。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出现了一种“穿运动鞋的一代”的提法（Breyer，2001），主要就是关于运动鞋品牌阿迪达斯和耐克下的定义，还出现任天堂游戏“精灵宝可梦的一代”，或者也谈及将技术作为组建小团体的基础[221]。如果人们在此前提下寻求一种简明深刻的公式，它在此期间便构成“品牌”这一现象，并且这一点已经在孩子中形成，那么就可以借助瓮弗尔察格特/胡勒曼（2001，32页）的表述：“品牌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世界观。”

这种吸引方式，即对品牌的占据，并不是涉及到儿童和青少年的暂时效果，即使这种年龄阶段对于未来的与品牌相处的过程是具有完全的决定作用的，如同瓮弗尔察格特/胡勒曼（2001）多次强调的一样[222]。更确切地说，从中可以发展出一种趋势，一种成瘾化，以及最终发展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即使对即将到来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里也能促进团结合作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举一例证，可以注意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2000）提出的虚构的“高尔夫一代”这个概念[223]。伊利斯在他的处女作中，让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生的人——他自己也属于其中——遭受了一次“检测”，借助令人清醒的检测结果，即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拥有并使用正确的品牌，是对正确电视连续剧的观看和讨论，是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照料——所有其他一切均被置于‘引号’之内，以示保持距离。”这很疯狂，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用正确的品牌能够展示我们的阶级。”（伊利斯，2000，145页）而且“阶级”（Klasse）在这里明显是具有两种含义的，即“有阶级”和“棒极了”。

明确的是，这种对“高尔夫一代”的一个所属成员的自我观察，有时屈从于夸张的倾向，甚至喜好犬儒主义，而且特别是在这里关系到对某种确定的青年风格的更新：人们不愿意长大成人，或者仅仅踯躅不前，当人们知道“问题常在，而且这些问题不能提出，如果人们想继续毫无抱怨地生活下去”（伊利斯，2000，54页）。但是对人员、小团体或者整个社会的自我定义，就特定品牌而言，或者部分，或者按照一定份额，或者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恰好不仅仅局限于儿童、青少年和待成年人。更确切地说，通过品牌使用而达成的这种集体塑造效果也在其他年龄阶段得以观察[224]。

例如，鲁道夫·佐默（1998，100页）在《品牌心理学》——如果不按照年龄区分的话——得出以下结论，即“将品牌用作个性化以及自我导演的手段”，并且作为在特定生活风格群体中的“准入卡”以及在整体上广为传播。此外，佐默看到了一个使用品牌与个体价值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他也提出的观点，即品牌在此之间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文化的一种完整的组成成分。遗憾的是，这种数据材料对于这一调查结果而言并没有被公布，以至于人们和通常一样仅仅获得的是对问卷调查结果的评价，而不是其结果本身。此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几乎所有品牌在这几十年中几乎将质量论证通过持续性论证推移到包容论证上，而且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质量和持续性论证，基于对商品供给的量化校准，持续地在说服力以及吸引力方面受到损失，而包容论证似乎能够具有取之不竭的差异可能性。因为这种发展，自从传统的等级结构也逐步失去影响以来，与一种持续增强的对以下指导的需求——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人们应该归属于谁，不归属于谁所达成的一致不是偶然的。显而易见的是，这总是不断地需要新的想法、激发、榜样，人们应该如何并与谁生活，而不必仍存在普遍联系的预设，而品牌似乎为此完美地适应了这一点。

恰好是品牌已经赢得了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这种影响，这一点原因在于它的可靠性。因为通过持续尝试，让所有被投入到品牌建设中的交流措施彼此协调一致，并且自反性融合，那么就会与时俱进，发展出一种独立的、明显变得更为复杂的且更具差异化的品牌故事，而且品牌对自己的描述要同描述其目标群体一样多。出于品牌交际的这种自我动力，一个品牌就会在消费者眼中赢得主权和个性——如同在一个电视剧中所展现的一样，其中，主角的命运对自身生活的发掘越多，这部电视剧就会演的越久（参见Hickethier，1997）。因为一个故事持续得越长，它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多地局限于故事本身，所以它就会非常可信。在这里发生的事是通过自我生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自我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融合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不再是所有的一切都适合叙述链——而恰好是这一点意味着被融合，与此同时，打开了精雕细刻、深描浅出、丰富内容的新的可能性，恰恰是因为这个故事赢得了对整体的塑造，并且从而在结构被确定后得以继续演绎[225]。如同在电视剧中一样，能从中逐渐形成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联结，它在品牌狂热爱好者的生活引领中能够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参见Weis/Huber，2000）。

尤其是苏珊·M.福尼尔（1998，1999），在一个调查中追随了对这种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约束及链接效果的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有些消费者与有些品牌之间，那些他们规律地购买并使用的品牌之间，进入一种互动（Interaktion），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品牌被赋予真实的“关系伙伴”的地位[226]。其出发点征兆就是已经被提及的观察，即品牌被拟人化，并且被赋予了一种自己的人性特征。在这种开端中新展示出来的，就是在消费者中严重出现一种与品牌的事实上的互动，即品牌不仅仅是被人性化了，而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转变为一种日常交往的参照者（Als-ob-Bezugsperson）。在日常生活中，聚集了众多品牌的重要人物，它们提供帮助，随时可以效力，并且为此提供意义引导[227]。“品牌拼接成系统，消费者不仅仅塑造了系统，以便让生活更为轻松，而且也为了赋予生活以意义”（福尼尔，1999，160页），福尼尔甚至还更为尖锐地说：“消费者选择的不是品牌，而是生活。”如前所述，消费者似乎——只要他们继续不考虑品牌的纯粹经济意义——赋予这些品牌完全新的意义，与广告的目的相比，它们可以彼此理解并且能够在消费者眼中为这些品牌努力获取一种真正的自我生存。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容易加以识别，对于这些品牌忠诚的使用者而言，预设的断裂位置就在于，使用者让品牌遭受一种蜕变，并从这种蜕变中甚至形成一种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在品牌被撤销受损失时表现出来（也参见Fajer/Schouten，1995）。至少，福尼尔还如此描述了这种损失：“与品牌建立紧密关系的测试人员会感觉‘若有所失’，如果他们一段时间内不使用他们的品牌。这样的强势品牌被视为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特点，以至于被猜测会在撤离使用的情况时出现分离焦虑”。显而易见的是，品牌能够赢得引领自我人生的一种核心地位[228]。

如果人们追踪品牌，生活方式以及依赖性之间的这种联系，那么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2000）的文章《接近——财产的消失》值得推荐，在其中，他敢于前瞻性地对未来以一种趋势报道的方式加以阐述，以便引起对资本主义以及文化之间的逐渐强化并越来越强的限制和交融的关注，正如同他所述（也参见施瓦茨，1999）。里夫金（2000，224页）如此写道：“文化体验的生产……在21世纪，对于全球化世界大事的最先进形式而言，会成为主要战场”，这一点令人想起马克思的立场。里夫金设想的出发点是变得越来越强的租赁选择权、特许经营选择权以及俱乐部选择权[229]。对于众多消费者，甚至对于生产者而言，越来越少涉及对私人财产的获取，而纯粹的参与则越来越常见，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已获得的权利，即能够参与特定的经验可能性以及体验可能性，且也不必将这种权利与个人财产相连接。“核心商业不是集中到传统的工业商品以及商品服务行业，而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对体验以及经验的市场营销。”（里夫金，2000，14页）这一策略的目标是对于双方，即对于这些体验以及经验的供应方以及对于那些需要这些供应的人，不再仅仅是一种服务，而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更明确地说：是共同构建，而不是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责任的部分承担，成为谈判以及协议的对象（也参见Schmitt/Simonson，1998）[230]。在这种关联情况下，里夫金（2000，158页）从一个住房广告的购物目录中，引用了一个自设定义“Celebration”（典庆）：“如果您以庆典方式建造一所房子，那么您就不仅仅是在一块单独的土地上盖一座单独的房子，您在创造共同体。”购买一个建造许可证以及住在这片地区，也就意味着对意义深远的规章制度的一个整体目录加以接受，如同人们必须按照共同体的方式采取行为举止。当然，在这里，似乎仅仅明确地发生着那些一直已经发挥作用的事。与此相反，因为人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提出异议，即每个人，搬进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或者搬进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咸肉带”郊区（译者注：德国人称郊区为“咸肉带”，因为那里离不开车的日益肥胖者众多）的新建小区时，之前就已经知道，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规律定期的除草、在旷野烧烤、孩子在街道玩耍、与邻居不时好奇地彼此打量——而且正因为如此，人们纷纷搬出去迁往乡村。就这方面而言，这里没有发生很多新鲜事。但是里夫金（2000，153页）却在此洞悉到了一个重大差别到这种程度，即借此自身生活方式的许多问题被继续顺从于经济的强制：“如果我们存在的每一种角度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一种被支付的活动，那么人类生活本身就变成最强硬的经济产品，而且经济领域成为凌驾我们个人以及集体存在的最终主人。”因为经济不再仅仅以个体需求的生产为满足，而是从大趋势而言，承载着对整体生活意义上的生产。在便捷思想的意义上，不再仅仅是涉及单独的服务供应产品，它在传统消费的框架之下活动，比如美极的“待食用”半成品产品就属于传统消费，而且涉及生活方式的产品，它比起迄今为止的按照“为生活做好准备”的模式勾勒出的生活方式还要清晰得多，或者如同格拉尔德·萨特曼（Gerald Zaltman）（2003，227页）所言：“品牌是社会消费的集合，我们应被告知有段时间了，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都会购买那种指导‘如何生活’的部分，具有现实对象或者被赋予的服务。”如果转向文化批判的角度，人们甚至能够乐于声称：

“市场的惨无人道的摧毁之力，在一种几乎已经完全即将被赋予的意义上，指明了生活的机会，并且表述了其效能标准，按照这些标准，在社会中的社会认可便被分配。从这里，交换的逻辑就传播到生活世界，而且这种逻辑是作为对社会关系的使用，借助其消费，以一种明显陈腐的方式抵达那里。”（Neckel，1996，143页）

一种这样的未来现实的场景借助什么样的可能性才能先人一步，抢先出现，几乎不能预测。但是能够完全清楚显示的是，品牌在产生生活意义的过程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安德烈亚斯·布赫霍尔茨（Andreas Buchholz）和沃尔夫拉姆·韦德曼（Wolfram Wördemann）（1997，170页）的文章中，这一观点显而易见，而这种显而易见几乎还不能被超越：“品牌不仅仅赋予人类优先权和特权，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个性。”并且在马蒂亚斯·霍克斯和彼得·维佩曼（Peter Wippermann）（1998，15页）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读到以下内容：“当品牌狂热崇拜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文化就已经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受到各方面的欢迎。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2001，42页）在其畅销书《名牌？不！》中写道：“那些在未来会繁荣的产品，不再被当作‘商品’展示，而是被视为理念：品牌是经验，是生活方式。”因为品牌交流还从未将自身局限于告知意见产品的特殊质量，并一如既往地高度强调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从一开始就可被回溯到“生存世界的建构”的方法上（博尔茨，1994），而这种方法是围绕着品牌得以建设，以便通过构建来示范与品牌在正确环境中的正确相处方式，并且这一点一直还包括相关的指令，即谁才是正确地与品牌相处的人或者正好相反：对于谁而言，品牌才是合适的。在这方面，品牌完成了那种“资本主义精神过程方式”的前锋作用，里夫金（2000，43页）谈及这一点，认为“引领性产品会是通往人生时间以及经验世界的入口”[231]。或者如果纳奥米·克莱恩（2001，62页）所述：“这一点似乎恰好是那些品牌经理一直在追求的，即品牌悄悄地融入文化的心脏之内[232]。”因此，反品牌的抗议活动，比如“广告克星”也印象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担忧，即“对品牌的狂热崇拜”（Horz/维佩曼）会成为社会文化[233]。

“新的品牌政策的效果，即使不是一直提及其最初目的，也会在于将发挥主导作用的文化挤压到背景之中，从而将品牌制造成明星。这里不再关系到自主文化，而是文化本身。而且为什么不呢？如果品牌不是产品，而是理念、态度、价值以及经验，为什么它们不应该也是文化本身呢？”（克莱恩，2001，49）

这种想法就会导致对借助品牌广告形成的生活风格的影响甚至是创立。初步来看，这种问题设定已经让人联想到芭芭拉·赫尔舍（Barbara Hölscher）（1998）的论文《通过广告形成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篇论文的主题在于，对那些迄今为止属于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的发表论文加以系统化，但是在其阐述的最后，赫尔舍（1998，305页）再次采纳了由他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广告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对生活方式的塑造施加了影响。在这件事上，她得出一个更确切地说是暂时性的结论：“据猜测，广告从业人员以及做广告的人，作为在社交世界的部分社会化的行动者，虽然不是仅有的，但却是主要的‘品味制造者’（布迪厄）。”这种暂时性的小心谨慎的印象应该可以回溯到对此问题的研究情况还未兴盛繁荣的状况。其充其量存在的就是一系列指示、零散的表态以及众多推测。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明智的是，不立即将以下问题否定为不合理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广告，尤其是受到品牌广告的影响，可能受其引领并被打上烙印。因为从社会学方面而言，存在着确定的迹象，即共同体化形式形成的可能性——这些形式指明了一种有别于环境的明显更高的凝聚和联网，借助广告，从而彻底地彰显其意义，因为共同体化的传统形式在相反的关系上丧失自己的影响力，正如同它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一样。就这点而言，可能会很不错，即生活方式是否通过品牌广告得以激发的问题，会被积极加以回答。对此，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地对针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进行说明，这会过渡到下一章节以及本部分的最后章节的内容。

第五节　环境和品牌

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差异化致力于在宏观层面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采集和研究。若从探究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着手，那么马克斯·韦伯对于这一概念的诠释已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马克斯·韦伯秉承了前人指出的，个体生命有着通过不断调适以追求幸福生活这一前提，将生活方式这一概念解释为对所有生活中的外化表象进行系统化、体系化概述的一种尝试，也就是对生活中所有具体的，在个案中所观察到的实际行为所进行的汇总。按照这一理论，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通过从纷繁复杂的外化表象中抽象出共同的特性，从而获得系统而尽可能涵盖所有偶然要素的顶层概念。

而在另外一本书中马克斯·韦伯用“统一”这一概念为生活方式做了诠释。他认为，使用“统一”一词几乎可以描述出所有智者的生活方式。智者往往试图通过对生活细节极尽入微的观察，为他的生活方式赋予一种通行的意义。智者所谓的统一，就是与自己的统一，与他人的统一，进而与宇宙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描述了个体以怎样的方式生活，那往往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所确立的非随意性，其目的就是不必再表达内容：指出规则。这种非随意性或多或少地可以归结于一种有意识的自主行为，由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由此，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涵盖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个体生活的规律性为特征的非随意性，是可被观察到的事实。玛利亚·雷里希（Maria Rerrich）和格尔德—冈特·福斯（Gerd-Gunter Voss）（1992，253页）在自己著作的相关章节中，也将它称为“形式”：“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的内在联系的结构、形式抑或形态被定义为生活方式。”

其二，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中提及的统一指的是来源于个体自发行为的统一，意味着该个体对所有与其生活相关的行为所进行的有缘由的选择及控制。生活方式中追求的统一并不单单局限于纯粹的下意识行为，或者迫于外部客观条件的必要性，更多的则是个体刻意呈现出的态势，即他在清晰地做着选择。“生活方式是被每个个体所创造，获得以及每日必须践行的存在方式。即使存在着来自外部社会的高度迫使，但生活方式始终是个人主动的行为构建。人们在主导着自己的生活，尽管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却是这样做的。”（雷里希/福斯，1992，254页）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包含了对个体生活轨迹非偶然性的归因，即归因于他们的参与，这是无论通过主体观察或是他者观察都能得出的结论。

基于这种完全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对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然而，仔细观察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处在微观的层面上，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往往会具有相似性，而种种相似性却不能完全归结于偶然现象。而只有当我们站在更高的宏观层面上，才会真正出现所谓的不可复制的个体生活方式。每个人各自的生活方式往往通过与周围人的不断协调及共变而最终形成，其结果就是产生出一些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普遍的模板。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差异性研究，以为数众多的依照不同特征所划分而成的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其各个群体内部均呈现出相似的生活模式。因此，如何定义划分特征直接决定着将人群做出怎样的划分。

韦伯将划分特征分为两种：基于生活方式的类型或是基于对于某些特定财物或服务的支配权对一组人群所进行的划分。如若生活方式的类型是划分人群的基础，那么涉及的就是社会地位；如若以对于某些特定财物或服务的支配权作为基础，韦伯将它称为阶级地位。简单地说，阶级的划分依据的是个体同生产及获取物品的不同关系，而社会地位则反映了个体在构建其个性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所秉承的财富消费原则。由此，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优先被它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占据的先天客观地位决定的。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则更多地取决于他的观念、社交方式、人际交往以及社会认可等由于出身、继承及后天教育所形成的诸多因素。

无论人们是否会由于特征烙印的不同而使用地位、阶层或阶级这些概念，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长久以来都认可阶层关系，这种阶层关系是在聚居于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相互之间形成的。这个假设如今获得了可观察的例证，因此进一步地、不可挽回地导致了如下的观点，即现代社会的结构——从不平等的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垂直构建的。同时，近几十年来的变化也带来了这样的疑问，即这个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否会保持不变，就像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最纯粹的表达形式所阐述的那样[234]。

特别是赫尔穆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这些著作中他认为，至少在德国存在一种“去阶层化”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垂直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的扁平化而失去了迹象。这种扁平化的进程进一步地给阶层区分（截至目前的支配性的社会结构）的现状带来了间接的影响，谢尔斯基用一个雄辩的问题来表述：这种阶级间的鸿沟还是我们社会事实中最显著的一面吗？对于这个问题，今天的社会学家们一定会否认：如今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了。在这个扁平化的过程中，谢尔斯基进一步地期待，德国的社会结构会碎片化为更小得多的众多单元，甚至小到家庭的数量级上。然而这种阶级结构的消解并不能阻止人们在自我描述中继续使用阶级意识或者阶级归属这样的概念，除非这种自我描述因社会的结构变化而在很长时间以来被证明为一种时代错误——一种语言相对于结构的迟延效应。考虑到扁平化进程的发生条件，谢尔斯基认为，截至目前用来归纳阶层的因素，例如出身、教育、职业以及收入会由于同化作用的结果而失去效力。与此同时，对生活消费的参与以及生活方式本身都会发挥着更加显而易见的作用，因此消费者的地位会成为一切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从前的那些上流社会也开始充分享用的消费品、便利条件和娱乐的大量生产，以及工业社会里阶级结构被最有效地加以消除的状况，都决定了它们自身在生活方式和社会需求中的普及化。”（谢尔斯基，1979，第337页）

谢尔斯基的观点并非没有共鸣，然而它确实超越了所在的时代。直到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3年的社会学家大会上提出的报告《超越地位和阶级？社会不平等、社会的个人化进程以及新的社会形式和身份的出现》之后，严格阶层化构建的阶级社会的消解才再一次成为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的议程，并且直至今日依然占据着最热门的地位——这是在谢尔斯基30年之后的事。因为从那之后，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讨论就几乎一直围绕着迄今为止仍然是开放的问题：如果阶层假设不再站得住脚的话，人们应该在这个学科里就什么样的单位——而不是阶层单位——达成一致[235]。在这个讨论中，很多谢尔斯基曾经提出的观点又被重新接受，除了不能预见哪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慢慢出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阶级社会——尽管截止到70年代或许一直被视为对德国居民结构的合适描述——在它的严格阶层划分方面越来越软化，导致了一种扁平化的或者说中和形式的产生。“西德的社会环境草图显示了阶级意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而它的更现代的形式已经被广为接受。”（Vester，1993，第7页）

最后的问题是——在这一点上谢尔斯基也是超前的——阶层和阶级是否仍然代表着具有决定性的、作为今日社会事实的主要决定者和未来发展的主要引领者的社会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当今社会主要是靠形式原则“功能划分”来定义的——这一点谢尔斯基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社会不平等虽然不会消失，但也会退居次要地位。社会不平等从主要划分原则的位置上被拿下，对区分的形式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都不会没有影响。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功能划分同社会不平等两种原则之间的关系如何规定。

社会差异化和社会不平等

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在1964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提出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区别（洛克伍德1969）。系统整合概念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社会整合概念包含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把社会及社会子系统中的人彼此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概念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从而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差异化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从属关系或相互依附关系进行描述[236]。

对于这种区别，卢曼（1997）提出了以下建议：无论这个社会是史前社会、高度文明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始终用融入与排斥的区别来替代社会整合概念，而把系统整合概念作为一个社会首要的差异化形式[237]，因而一个社会中的不平等就取决于这三种社会形式分别是如何调节融入与排斥之间的关系的。

（1）我们已经说过，史前社会主要是由相互平等的部落组成的，后者又由家庭或亲属网络构成。部落的相同性体现在，它们在内部表现出极为相似的差异化方式。在这种相同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长者原则，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父权原则。这些原则不管在元老院还是在部族首领位次这样的部族在总体结构上都有所体现。

人随着出生融入一个部落，一旦融入就要终其一生接受安排，包括某种生活方式的极不可能性、某种生活方式的极大可能性以及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在生活方式中几乎不存在偶然性，因为每个部落的结构以及社会的结构都没有为此预留下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通常都是按照计划生活，大部分事件、际遇和经历是通过被流传和沿用的传统和仪式预先决定了的，不允许有严重偏离常规的情况出现。如果出现了意外，那就是命运、神秘力量或者神在起作用，具体是什么则取决于一个部族社会有什么样的宇宙论。在史前社会中，融入遵循“个体融入”原则（卢曼），一旦遭到排斥，这种融入形式往往意味着被部族社会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部落之外的人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那么在一个部族社会里，社会不平等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方面，部落根据一个人在家庭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表现出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部落内的社会不平等在部族层面上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因为对部族生活的内部和平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持部族成员之间相互平等的印象。就这一点而言，在史前社会存在着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只有少数几个人，比如首领或者巫师，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成为例外。

（2）接下来是高度文明社会，其首要的差异化原则本质上也是等级制，因此生活方式的社会不平等也像醒目的标志一样让人一望而知。作为支配高度文明社会的秩序原则，等级制要分出至少两个层级，这两级垂直分布，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各自都展示了一种与对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形式。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由于与其他阶层有差异，某个阶层的人只能与同阶层的人交流，至少人们在自己的阶层之外遇到其他阶层的人时是这么自我描述的。

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人们也是通过出生在某个阶层从而融入社会的，并且通常一生都属于这个阶层，但在发生排斥时，人们却仍然有可能游离于阶层边缘或夹在两个阶层之间并且生存下去，而不是立刻完全脱离整个社会。此外，只有较高阶层——主要通过内部通婚在大家族之间反复融合而形成——才拥有一个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以明确规则为标志的生活方式，而社会中剩下的大多数人只知晓一种虽然与上述生活方式不同，但对自身却没有同样严格约束的生活方式。如此看来，较低阶层是大量人口的收集槽，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聚集在这里，处于最糟糕的情况中是由于他们身上都发生了失败的厄运。

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同样也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各个阶层，尤其是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力图让自己和同类聚拢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并且要维护他们的在很多方面都相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当人们试图跨入整体社会时，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印记却开始起主导作用，因为阶层和生活方式的严格划分在这里统治了一切。

（3）最后来谈谈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首要形式原则是功能性差异化，社会不平等因此也属于日常形象的一部分。根据功能性差异化原则，现代社会被划分为彼此既相同又不同的功能系统。说相同，是因为它们在对社会的重要性上都占有同样的地位；说不同，是因为它们分别负责不同的责任领域。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就会发现在此起主导作用的是横向的影响，因为在各个功能系统之间不存在结构上固定的等级制，而每个功能系统在内部都有自己的内在差异化形式。这首先满足了系统参与的可能性，以这个功能系统特有的方式融入现代社会：每个功能系统都自己决定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参与到系统中。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原则上每个人只要满足了参与条件，就必须达到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次性融入，而是（只）存在着反复融入。这种反复融入不同的功能系统中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此外，人们在系统内部的行为种类和行为方式对于其他系统中的行为没有强制性的影响，因为任何功能系统都不能不受挑战地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至于排斥，反复融入带来的后果就是也相应地有多次排斥，从一个功能系统中排斥出去，但并不会导致在另一个功能系统中也被排斥[238]。

社会不平等单从以下事实就可以看出：每个功能系统都给出了其他人可以依之行事的参与条件。在法律系统中涉及的是归因能力，在经济系统中涉及的是支付能力，在科学系统中涉及的是好奇。宗教需要虔诚，爱则需要热情与投入。除此之外还可以确定的是，存在家庭及与阶层或阶级相似的沟通形式，只不过这两种沟通形式对于现代社会中根本的差异化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家庭在前现代社会代表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融入和社会化机制，但在现代社会，家庭可以说明显“丧失了垄断地位”（迈耶，1993），因为虽然其规模扩大了百万倍，但它（也）被降格为一个功能系统[239]，许多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功能如今另有其主[240]。家庭“除非偶尔，否则不亲自参与大部分经济生产，它在政治权利系统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单元，它也不是融入更大社会的主要直接中介。家庭中的个体成员参与了所有这些功能，但他们是‘作为个体’参与的，而不是以家庭成员的角色”（帕森斯，1955，第16页）。除了繁衍之外，家庭的功能还在于它是私密经验的最后庇护所。因此，按照阿诺德·格伦（1957，第57页）的说法，家庭仍然是“唯一的‘共生’社会形式，它的这种垄断地位要归功于它在如此急剧变化的文化中非同寻常的稳定性，家庭好像是一切公开性的对立面，是隐私的避难所”。在卢曼（1990c，第208页）看来，只有家庭负责一个人的完全融入：现今，我们基本上仍然只能在家庭范围内或和亲密的朋友无时无刻地畅所欲言，而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是因为如卢曼所说的，保守和维护秘密首先关系到的是家庭的统一：“家庭依靠这样一种预期存在，即人们在这里对所有与他相关的人都既有聆听的权利，也有回复质疑的义务。”在这方面，哪怕在脱口秀上鼓励敞开心扉或在《Big Brother》这样的节目上通过大众传媒公开隐私也没有带来太大改变（古根贝格尔，1988；Göttlich/Krotz/Paus-Haase，2002）。我们在家庭中肯定也会碰到社会不平等，但这与整体社会相比几乎不再重要，如果说它还有些重要性，充其量也只在于它属于那些与阶层或阶级相似的沟通形式。

鉴于阶层和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卢曼把阶层视为高度文明社会的首要差异化原则，而阶级对于他来说则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发展进程，它只有在从层积化（Stratifikation）向功能性差异化的转变中才会出现。根据卢曼的观点，这种原因在于，阶层主要靠阶层成员间的互动来调整从而实现确立，由此才能够产生一个全社会统一的层级制度。与之相反，在现代社会里不再可能在互动中只以该阶层特有的方式来行动，因为功能性差异化不再承认各阶层在互动中有不同的独特性，与此同时，互动在大量并不专属某一阶层的场合发生。此外，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个体在互动中的异质性而把该阶层对阶层外的人隔绝起来变得几乎不可能了，这样就削弱了共同性。因此，阶层沟通纯粹通过互动调节来达到统一变得不可能了，互动中所看到的也不足以认识使阶层边界的再产生变得困难重重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增加了，无论这种选择是否是在效仿成功人士：似乎人人都能这么做，不用担心一旦失败会有什么影响。这在时装领域尤为奏效且早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如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1991，第96页）所言：“人们是不是靠衣服把自己装扮的，重要的是穿上人尽皆知的服装在大街上被关注的愿望。”张扬的生活方式变得时兴起来，超前消费的生活也不再稀奇。这种情形最终导致阶层——这个通过互动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逐渐被阶级取代，而它的代价就是关联性和聚合度越来越低。

其研究的结论就是，阶级成了阶层消解后的产物。尽管在现代社会还能观察到阶层化效应或阶级效应，但并不代表还要继续社会结构分析，这也得到了卢曼（1985a，1997）的肯定。只不过到现在，仍然有效的再生产技术以及阶层行为数百年来的统治地位远远没那么理所应当了。除了家庭以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现代社会的首要形式原则是功能性差异化的话，阶层到底为何还存在？阶层差异或阶级差异存续的原因在于，尽管发生了首要差异化活动的转换，层积化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结构跨越数百年仍然统治着社会，它要完全从眼前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人们可以使用布迪厄的“滞后”概念，把它当成一个惯性环节。当现代社会还在谈论阶层划分时，尽管这一结构原则早已褪去了光环，但它作为惯性环节仍然会在现代社会的自我描述中出现。我们可以和卢曼（1995）一同谈论语义学的“退化”，这种退化的语义学被暂时用来重复、加工、强调和加强一种对社会的自我描述不再适合的形式，以便把过去的事物中仍然足够有效的东西作为过渡现象来利用，直到新的关系得到巩固。作为从沟通角度理解的现实，阶层化最终走入历史只是个时间问题[241]。

不应忘记，在这个社会的其他地区，阶层关系和阶级关系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个主题绝没有被抛出世界（社会）之外，这种说法也在卢曼（1985a，第149页）的意见里得到了支持。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在自我描述中仍然被描述为阶级社会，因为把它说成已经完成了功能性差异化有些言过其实了：“始终用上下之别来描绘社会的统一性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因为它足够简单。这种上下差别如果不再是地位之别，至少也是参与利益分配时的差别。”在这种观察背后是这样一种观点：除非不得已，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描述总是倾向于简化实际关系，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差异化，没有系统的自我描述能与系统本身丝毫不差。“每个自我描述都是自我简化。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系统中完整地展现该系统是不可能的。”（同上）已经在功能上具有差异化的现代社会尤其难以把自己描述为在功能上差异化了，因为它的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被用来完全再现整个社会，因此人们见到的现代社会的自我描述总是多种多样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重提现代社会的过渡形式，如阶级社会所示只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是先有一个自我描述，这个自我描述不仅要满足功能性要求，还要照顾到社会不平等问题。但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作为现代社会差异化原则的层积化仅仅是个过时的模型，它在大众的感知中越来越式微。

撇开这种可能性不谈，还有一系列其他指标为功能性差异化自发使用某些阶层化特有的系统所形成的可能性服务，阶层化作为岔路上的系统类型仍然有自己的意义，但更多的仅仅是作为过去时代的遗存。在这里我们想到的是通过组织进行的人员募集，这种募集通常要考虑人们的出身。通过一个人来自小康之家还是毫无背景，可以有一定准确度地预言他出任某一职位的资质。阶层化在某种程度上在选人问题上起了选择标准的作用。这从学校里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职场中愈演愈烈[242]。同样应该考虑到，政治系统向左右两极的符码化与阶级表象有较密切的关联。尽管阶层和阶级在消失，层积化语义学作为取向标准对政治沟通本身仍然在发挥功效。阶级差异和阶级冲突，无论多么缓和，对于大众传媒都是天赐的新闻盛宴。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要求一门专门为了功能系统目的的过时的语义学继续发挥作用，只要它仍具有可联结性，就不必在乎这门语义学在社会结构中是否有现实的对应。

总的来说，只要联结的可能依然存在，尽管每个功能系统都以自己的方式、从各自的考虑出发，不受强制地根据社会现实调整其余的用途，功能性差异化仍在自动帮助专属于阶层或阶级沟通形式的语义学剩余物保持活力并被再生产。在这些可以把阶级语义学的剩余用途归入其中的次要动机外，也不应忽略功能系统在自身也会出现一些有助阶级结构自主再生产的效应。在功能系统内部也有一系列迹象表明，出现了植根于功能系统并产生出相应阶级现象的不平等，这些阶级现象一部分与已经存在的结构相协调并涌入其中，一部分又超越了这些结构并催生出形成阶级的新维度。卢曼（1985a）对此举了三个例子。

他首先说到财富阶级，其特点是占有大量钱财，却并不通过诸如消费行为花钱，更不用说处处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迹象表明，高收入者更喜欢与高收入者相处，彼此分享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不会在不管是体育运动、度假还是文艺活动中尝试接触低收入者，后者也同样只和与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卢曼举的第二个例子——组织阶级——的情况也很类似。它原则上由在组织中拥有较高地位和较大决策权的人构成，比如经理、市长、主治医生、个体经营者等。当人们遇到出身环境接近的人时，用分享行为产生联结的概率也同样更高。卢曼最后提到的是名人阶级，名人阶级通过在大众传媒上不断曝光被再生产出来，这个阶级中的人彼此之间也表现出与其观众相比更高的相似度（Peters，1994）。

以上三个阶级都是在产生功能系统内部的不平等结构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且在功能系统之外都找到了再生产与自我闭合的可能性，却没有互动调整的可能，只有通过互动才能达到完全独立。这些阶级的产生和再生产仍然要依靠功能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不断生成不平等。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以某种方式寄生[243]于原初差异化过程并攫取其中产生的差别用来再生产社会不平等（Schwinn，1998，2000），其结果就是不仅再产生出了传统阶级甚至传统阶层的沟通方式，还再产生出了新的沟通方式。阶级的形成缘起于功能系统本身，这让人不禁要问，有了财富阶级、管理阶级和名人阶级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实际情况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很可能还有其他解释阶级形成或至少说明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产生的观点有待研究。

尽管有前述阶层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瓦解，阶层或阶级语义学是有效的这一观点依然站得住脚。如果真如此，那么最终仍有待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需要关注阶层和阶级的原始功能，也就是说要关注一个正确的也与阶层或阶级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规定和引导作用。每个功能系统都只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规定人们在其中应该如何行事，这些行为规定却无法以任何方式成为引导人们朝向一种普遍正确的生活方式且适用于所有功能系统的一般指导，更不用说要它们传递“生命的意义”（卢曼，1980，第145页）了（Lübbe，1990）[244]。就连家庭也无法完成分配的任务，家庭虽然希望实现整个人的融入，但如同以碎片化和阶层化方式差异化的社会里的情形一样，它无法给人们一个可以普遍化的榜样，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因此人们特别谈到“私人家庭主要是指，它不再替参与者决定生活形式，也不再以公开、理性的形式起作用，而是接受个人选择各自的生活形式，并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卢曼1995b，第142页）。

当涉及相应生活方式的配置与统一时，现代社会的功能性差异化没有产生任何缺陷。让每个人自己在与别人的争论中产生自己的统一性不太可能，对此有太多的替代方案。没有人是社会原子主义者：偶然性空间和挑选时的选择成本以及正确生活方式的配置都太大了。因此需要沟通性支持、建立合适的语义学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构建系统，用以保证这样的个人模型和生活方式模型在社会中的建立和传播，只不过不再有跟阶层和阶级一样与时俱进的构成系统的形式了。

在讨论“阶层或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仍适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平等社会学内部出现了术语及理论的转换，现有的垂直分布的生活形式虽然没有被否定，但社会不平等的总体分布已经向水平维度拓展，这种转换尤其与社会环境概念联系紧密[245]。

环境、场景、传媒

社会环境这个概念虽是19世纪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M.莱纳·莱普修斯（M. Rainer Lepsius）（1973）在他的一篇关于政党体系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论文中，曾着重提及社会道德环境这一概念，但也受到了同样的冷遇。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社会环境这一概念范围理应比阶级概念范围更广，其涵盖内容也应有所不同。而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复杂性和差异度，才使得社会环境这一概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逐渐取代阶层和阶级的概念。但是莱普修斯的社会环境概念却和谢尔斯基的关于打破阶层隔离的观点一样，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一学科领域始终无用武之地，最终不了了之。

时至80年代初，社会环境这一概念才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差异研究方向真正意义上被接受了：在斯特凡·哈迪（Stefan Hradil）的《发达社会的社会结构分析》一文的研究中，第一次将社会环境这一概念系统地与社会学中的差异理论相结合。哈迪提出的建议是，用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概念来取代阶层和阶级概念。根据哈迪的理论，社会地位指的是可以依据事实客观衡量的生活条件，比如收入、社会声誉与名望、职业资质、居住条件等。但是现如今，由于经济条件之外的影响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同于在从前的阶级概念里面那样，客观生活条件是造成社会差异的主因，对它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这些客观生活条件最多只能看作个人在为自我和所处环境独立塑造个性化生活环境的一些外部条件而已。因为每个人都在自主地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外部的生活条件虽具有一定的影响，却已经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了[246]。据此理论，客观的生活条件只能有选择性地作用于主观的生活塑造上，因为客观条件虽然排除了一些任意的因素，但是却并未完全去除偶然性：即使处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每个人仍然有权对生活自由地进行权重评价，进而自由地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参见哈迪，1983；Eckert，1990）然而，恰恰在相似的生活方式相遇的那一刻，社会环境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了：它泛指相似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具体涵盖了相似的兴趣、喜好、反感乃至于相似的个人情感。

在1992年出版的格哈德·舒尔茨关于“体验社会”的研究可以被看作社会环境这一概念获得知名度的契机。在这篇研究论文中，舒尔茨试图仅通过运用社会环境的概念去勾勒社会阶层的差异性问题。舒尔茨将社会环境的概念理论基础深化并不断扩展，更把阶层和阶级的概念定义为社会环境的特殊形式。（参见舒尔茨，1990，1992，1993）从这种意义上说，舒尔茨的“体验社会”理论为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差异性结构建立了统一的理论，实则为社会学中的差异性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舒尔茨的社会环境模型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还在于，他并没有将社会环境简单地定义成一个统计学上的人造产品，而是将它解释为一种交流性的生活关系。他对社会环境的定义是：“社会环境是指一个拥有着群体专属特质的存在方式以及能够进行深度内部交流的人群。”（舒尔茨，1992，第746页）在这一理论中，深度的群体内部交流正是社会环境的决定性标志。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生存方式的部分共性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深度的内部交流得以体现，更会不断地借此产生新的共性。（参见Holt，1997）“只有通过内部交流，具有相似性的群体才能被视为具有重大社会学意义的客观存在。因为，唯有这样的群体才能获得稳定性——每个人都会以他人为镜，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在观察和感知的过程中进行模仿，进而越来越相似。”（舒尔茨，1992，第174页）此外，每一个社会环境还通过它特有的内部交流区别于其他社会环境，这不仅为每一个成员在环境内部将自己视为本族人，而在与其他社会环境的界限区分过程中，将自己视为其他环境的异族人。因此，这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环境内部的交流有助于加深每一位成员对自己作为该环境一员的自我认同。（舒尔茨，1990）舒尔茨并不认为社会环境具有能够涵盖全部自我的功能。因为社会环境在功能性差异的涵盖缺失方面是否具有无能力性代偿的能力还有待商榷。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环境这一概念在构建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方面发挥了作用，并且为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塑造提供了支持。在分工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极为复杂，而社会环境这一概念恰恰可以降低这种复杂性。（参见Krockow，1985）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环境的功能定义为：为个体建构自我——以至于在一定趋势上也为个人参与整体存在形式的建构——提供着相应的支持。它并不类似于功能系统中所关注的部分性，这里更加强调整体：一切皆包含在其中，各个方面都被潜在地顾及，并且被引入到自我呈现中。“一切为了达到下述生存状态所作出的理性体验的行为方式都将被考虑进去：工作和赋闲，社交和自闭，成家和单身，旅行和居家，选择和放弃选择等。”（舒尔茨，1992，第420页）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意义的，可以说社会环境是一个人在社会意义上的家和世界观的象征地。

某些特定的形象象征对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交流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这些象征可以使快速（重新）识别成为可能。舒尔茨也把它称为“通过特定方式进行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划分界限和展示归属感的时候十分重要[247]。“这些象征定义了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行为准则，调节存在形式的适应方向，并被视为进行制裁时所适用的标准，它可以为社会环境内部的交流提供便利，且对跨环境的交流起到阻碍作用。”（舒尔茨，1992，第170页）年龄、教育以及特定的环境归属标志构成了其框架条件。这些所谓的社会环境归属的标志特征十分显著，一目了然，具有高度的可区分性。例如语言中的方言、口音和行话术语就是这种标志，还包括很多比较明显的、在公众场合一目了然的行为方式。例如：打招呼的礼节、餐桌礼仪、交谈的方式和庆祝活动等。同时，消费产品在社会环境的自我呈现和他者观察的过程中起到无法忽视的作用。

“在风格形成的竞争过程中，产品消费占据着中心地位：以时装、运动时尚、休闲时尚和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等领域为主的消费产品可以为直观地呈现独特的、具有可辨识度的社会环境风格提供必要条件。”（Haudenschild，1989，第269页）

上述规则尤其适用于从最开始就是以特定社会环境的归属感为特征性导向的服饰、服装时尚和服装商标[248]。

“当面对一个我们并不相识的人时，他的着装可以立刻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性别、职业、国籍和他的社会阶层方面的相关信息。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早在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的性情和说话方式之前，暂时确定对他采取何种态度。”（Flügel，1986，第208页）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来自英格丽德·奥斯瓦尔德（Ingrid Oswald，1999）的例子。在1900年初，瑞士的立法联邦议会期间，观察议员所戴的不同种类的帽子就可以得出很多有用的信息。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大礼帽来断定这个人是一个上层市民阶级的自由民主党人，通过圆顶黑礼帽来断定这个人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人，通过一个宽边软呢帽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一个民主人士，但是仅仅依靠这三个“社会道德环境”（莱普修斯）里的人会戴不同类型的帽子来判断其归属还是不够的。除了帽子的类型，点头时帽子倾斜的角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点头的角度达到20度时，大礼帽已经滑落，而圆顶黑礼帽一般会在点头角度达到45度时滑落，带宽边的软呢帽则在达到90度时才会滑落。如若探究这几种选择的不同功能，尤其是选择大礼帽的人，大多不是为了美观，尽管大礼帽不论对于戴着它的人还是观赏者看来都是美观优雅的。其实，尽管通过对帽子的选择能简明且确切地表达出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甚至没有各类帽子对于动作幅度的限制来得重要。因为大礼帽的倾斜角度很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佩戴者的行动十分受限，这也因此赋予了大礼帽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因为这表明了戴大礼帽的人不适合从事实际操作型的手工劳动。正因如此，大礼帽就以一个大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并且认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环境——这个道理对于其他两个不同的帽子式样也是适用的。（参见凡勃伦，2000）[249]根据罗兰德·吉尔特勒（Roland Girtler）的理论（1990，第284页），大礼帽正是以一种分外清晰的方式证明了“不动原则”，这种原则同样也适用于身份高贵的人的衣着。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种归类和区分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理查德·森内特（1991）就致力于研究17和18世纪期间严格按照阶级来划分的服饰制度的瓦解——而这种制度曾经严苛到违背便会遭到惩罚的程度。尽管这种制度已经有了逐渐瓦解的趋势，但至少到20世纪为止，富人那种通过奢侈的服饰来彰显其闲适的倾向显然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正如美国经济学巨擘托斯丹·凡勃伦（2000，第167页）所描述的那样：

“着装上无可挑剔的良好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唤起一种闲适生活的印象，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着装，富人宣扬自己与任何一种手工业或工商业方面的工作没有个人联系，当然这种作用不能完全归于相关环境。一双漆革皮鞋，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衬衫，精心打理的大礼帽或者一根拐杖——这些都是一位天生的绅士的代名词。这些象征形象的吸引力主要可以归功于它们可以很明显地说明一位如此穿着的人不可能从事一种可以带来利益的工作。优雅的着装能够满足其目的，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着装一般比较昂贵，更因为这种穿着闲适。这些着装能够充分证明它们的主人可以消费相对较高的金钱，而且表明他们有能力在不必从事生产劳动的前提下进行消费。”

最后，甚至涌现出一系列着眼于着装所具备的交流功能的研究课题[250]。不久前，科尔内利娅·博恩（Cornelia Bohn）（2000）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中就将服饰作为交流的媒介来研究。因此，虽然服饰在这里不是像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1986）所认为的那样，像语言一样拥有无限拆散和再重组的能力，但是服饰在博恩的论文里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具有象征含义的普遍性的交流媒介，拥有自己的编码（可被穿的/不可被穿的）和可以被更换的程序。“着装像语言或是文字一样作为一种完整的符号体系，是一种社会交流的媒介。”（博恩，2000，第114页）这里的交流指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关于服饰的交流，而是通过服饰所进行的实际交流。借助服饰有助于对交流中的信息进行区分，因此服饰在社会学领域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但是，消费行为作为彰显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工具绝不仅仅局限于服饰。一些被我引注的作者，例如萨林思（1981）、道格拉斯（1982）、契克森米哈赖/Rochberg-Halton（1989）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形式的物品都可以被使用这个物体的人群充当交流的媒介[251]。“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因为商品是在交流中实现自我认同的主要渠道。人们通过他们所拥有和展示的商品和实践经验给他人传递相关信息，并据此定义他们自己。”（Warde，1997，第10页）

如果像舒尔茨一样认为有社会环境存在的话，那么一个关于社会环境的自我指涉式的再生产问题便会被提出。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环境不具备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没有足够的自我选择性以及吸收和排斥的能力，即使不会出现随意性，也存在由于缺乏划分界限和维护界限的能力而引发的界定模糊的危险。如果按照卢曼的观点来说，互动调节只可能在阶层内部存在的话，那么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成功地进行自我再生产？所谓互动调节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交往方式、衣着时尚、语言规则通过在交流中产生的相互影响力不断地出现循环、重复和逐渐趋近，而它的存在也能够导致一个阶层自我参照式的封闭性。事实上，仅通过纯粹的互动调节几乎不可能实现社会环境的自我确立，至少不是以全体成员均会参与的周期性的集会以及见面的形式确立的，舒尔茨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他针对上述理论中通过互动调节即可实现阶层自我确立的观念，将一个关于场景的理论构想作为社会环境的功能性等价物，引入到自己社会环境的模型中。根据舒尔茨的理论，这所谓的场景从根本上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并且频繁出现。而与此同时，场景又能够为社会环境界限的自我重塑提供帮助。

“场景指的是把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范式带上由参与者共同表演的舞台，每一个人既是演出者也是观众，所有人彼此预先定义了哪些符号应该归属于哪一种日常美学范式的符号储存库。”（舒尔茨，1992，第466页）

在场景中，一个环境对于自身和其他环境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清晰地辨识。因为，社会环境可以很清晰地在场景中显现，并且能够借此对环境的结构进行适应和调整。舒尔茨的场景概念一共具有六个特点：形象化、联系紧密、均一性、社会环境特有特征的直观性、社会环境特有特征的显著性以及关联性。运用场景的形象化特征能够清楚地看到，场景是与阶层内部的相互间交流最相符合的。因为共同点的再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这些共同点的被感知。在这种层面上，场景极大地促进了特定社会环境特性的再产生。除此之外，场景还使得同种社会环境下成员之间的交流愈发紧密。人们彼此碰面，互相交流信息并借此扩展了关系网，因此也可以推断出相同场景下大众的均一性和交流内容的趋同性。这种趋同包含了在同一社会环境里的一切场景下的类属概念、事实构想、对于社会环境边界的定义以及对普通交往形式的设想。不仅如此，场景还可以使那些互相强化和互相支撑的外部可见的社会环境特点更为清晰明确。那么，快速分辨出是否归属这个社会环境就十分容易。此外，社会环境还在其场景内部对自己特点的重要性进行排列——依据这些特点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排序，这种排序尤其会延伸到消费行为。“场景是自我驱动和自我反馈性的系统，并最终会决定场景内部成员的消费行为。”（施帕尔，1996，第55页）最后，场景还可以超越地点、机缘以及社交动机的多样性，减弱社会环境的分散性，从而使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融合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场景可以被看作一系列的契机或是频繁光顾的相遇地点。在这样的契机下，在这样的地点，总是可以显现相同的社会环境。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社会环境却少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还应区分媒介和形式。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环境就好像是一个媒介，自身并不能直观可见，因为它从未统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大多在场景中显现其形式[252]。就算范围会缩小到一些特定的事件中，比如滑雪者或者电子摇滚乐的场景中，这种场景的交互碰撞至少也能提供一种机会，将这个社会环境从其“正常的”隐性状态——至少是暂时的——调整到对于所有在场的人都显性的状态。而且一个社会环境能够实现的这种形式的场景越多，这个社会环境就越能够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当然，每一个社会环境的场景的存在和用途是不一样的，比如能自我实现型的社会环境可以在场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在和谐型社会环境里就不能。

如果说，不是每个社会环境都具有建立和稳固场景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场景的社会环境是如何解决自身内部自我确立的问题呢？大众传媒作为另一种功能性的等价物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为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或是娱乐报纸以及杂志提供了重复出现的自我观察的机会，并营造出虚拟的碰面地点。社会环境成员至少能够以这种虚拟的方式间接地碰面，就像人照镜子一样。他们可以互相观察，并借此保持自己外在举止上的联系和相似性。（参见吉森，1991）说白了，社会环境的自我确立其实是通过一种接收调节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可以胜任社会环境的建构垄断。因为大众传媒无处不在，并且具有对常识知识库的统领职责，但是这种猜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研究得以认证呢？

借助大众传媒社会化

和教育不同，社会化指的是非目的性地接受一切形式的社会结构，它同时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理期望结构的形成及其外在行为[253]。因此，社会化从出生就已经开始，在家庭中就可以经历到。这种原则尤其适用于前现代社会，其时家庭被视作实现社会化的核心阵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所有关于该社会的认知都是在家庭内部或者通过家庭得以传播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已经失去了作为社会化核心阵地的殊荣地位。因为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家庭已经无法仅仅依靠自身来完成一种足够全面的社会化，以使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从容应对[254]。因此贝格尔和卢曼（1987，第157页）也得出结论：“家庭在次级社会化中的作用在逐步递减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我们无须对此抱有遗憾。”正如家庭曾经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如今整个大众传媒系统负担起了绝大部分社会化的职责[255]。

“大众传媒在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在对价值观、观念和需求的改变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因为大众传媒能够将规则的有效性或是无效性以及现状公之于众，使它具有可观察性以及可交流性。”（施密特/施皮斯，1996，第88页）

总的来说，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主要任务是将各种类型的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播（参见卢曼，1981，1996），这种传播的前提条件是一系列的技术发明。这些技术发明能够对信息进行技术上的加工处理，使其在近乎无视时间和空间阻隔的情况下被瞬时传递。（参见Baacke，1973；Hickethier，2000）这就是大众传媒的一个特性：信息在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的时候，其实不需要直接交流，因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发出者并不一定在场。此外，大众传媒系统是所有功能系统中入场门槛最低的系统。这种特性在电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对参与者提出了可以想见的最低要求的入场条件（参见波茨曼，2000a），它也因此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递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对于格尔德·哈伦贝格尔（Gerd，Hallenberger）（1997）来说，电视甚至是我们这个社会全方位的媒体[256]。在这种背景下，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1995，第43页）得出以下评估：“社会化其实是媒体的社会化。”正如有关电视媒体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对孩子的影响尤为明显[257]。因为尽管孩子们的社会化进程主要在自己的家中或是在同龄人的圈子里或是在学校里进行，但是电视在对孩子进行的社会化和教育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在加速扩大的。“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例如图像、声音和动作。这就使得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13岁以下的孩子在社会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Roth，1983，第334页）据“儿童—消费—分析”的调查数据显示，有94%的儿童认为电视就和他们的朋友一样重要[258]。因此，波茨曼（2000，第178页）将电视称为“儿童的课堂”。“我认为，一个课程就是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信息和引导的体系，其目的在于影响、教育、塑造和培育年轻人的理智和个性。”有一本与此相关的专业杂志的标题甚至就叫“在娱乐和电视教育之间”（参见Schlosser，1999）。当然网络在未来发挥的作用亦无可限量。

而且，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不仅对儿童而言已然成为一个社会化进程中重要的权威机构，成年人也总是借此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定位。（参见Hickethier，2000）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和布丽吉特·施皮斯（1996，第126、127页）就在他们关于电视广告的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

“回过头来看，电视之所以能够雄踞于市场，其背后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电视已开始成为社会化、交流、情感和价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汽车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的机动性一样，电视俨然成为带来信息技术以及文化领域的机动性的一大工具，而且电视也开始改变着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种观点是有自己的原因的。无论如何，电视在没有完全将印刷媒体和收音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成为认识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手段[259]。“电视已不再是单单阐释和演绎这个世界了，电视就是这个世界。”（里夫金，2000，第264页）或者借用一个电台节目主播的话说：“您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就能给您整个世界。”（波茨曼，2000，第140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感受这个全世界作为大社会的统一性。因为大众传媒凭借以天甚至以小时为计的快节奏为广大受众实时更新报道着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社会化能够超越年龄、性别、教育背景、收入和国籍的界限[260]。这种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被电视杂志HÖRZU的一则广告展示为：“所见即所是。”

因此，在不断创造出以林林总总的不同形态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新的知识这一方面，大众传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前，想要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找准方向，必须借助与其他人的交流和互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建立起一个相对较小的、清晰透明的，并且往往通过直接互动而形成的交际圈。与此不同的是，现在社会中的人则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自我定位。那些在大众传媒中呈现出来的时下新鲜的、重要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大众传媒的观众那里或多或少地被接受、被模仿或是被批判。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无疑都体现了人们对媒体信息的密切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会集中在印刷媒体和电视里的广告、体育和娱乐新闻上。（参见波茨曼，2000a，第145页）“从前，大家会在文学沙龙里面谈论时下最流行的小说；现如今，大家谈论的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观点和行为。”（巴克，1973，第207页）此外，大众传媒系统还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自我和与他人互相观察的机会，通过这一过程可以了解到别人是如何生活的。这就像是一面镜子，借助这面镜子，即使在直接的交流活动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确保相互之间的观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哈伦贝格尔（1997）认为电视有“生活助手”的功能也是十分有理的。约·赖歇茨（Jo Reichertz）（2001，第854页）甚至将电视看作宗教功能的等价物：“电视为主体在身份认同、找寻意义和阐释世界的艰难时刻提供了大量不同角度的有现实意义的、不过分苛求的感性构想。换句话说，电视是一种有助于学会如何解释世界的机构。”

如此说来，大众传媒似乎可以在社会环境建构的过程中成为直接交流的有益补充，甚至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大众传媒也因此在传播社会环境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层面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涉及的大众传媒首先须具备瞬时传播海量信息的能力，同时必须在促进社会环境的进化方面具有巨大的激励潜能。而这里涉及的信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要求或是改变——对自我进行批判性的拷问，换一种方式生活或者像之前一样生活。大众传媒无疑在对生活方式以及同一种生活方式下的归属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传统的生活模式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方向的确定性在逐渐降低。那些曾经在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时被奉为信条的传统价值观遭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不受等级制度局限的独立的价值观。如此一来，各个独立的价值（就像卢曼已经为阶级所作出的预测那样）便被允许自由地运用到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从而一个全社会统一性的等级排列便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价值均等（为了避免使用价值无序这个词）的情况下，形成了规模或大或小的不计其数的集体组织形式，社会环境和场景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地从社会结构中破土而出。这些环境和场景不必追求统一，经常只是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几乎无法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负责，仅仅是可能的生活方式的实验品，且大多数是因为受到大众传媒的激励而产生的[261]。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2001，第81页）认为：“因电视连续剧和热门电视节目而组建的电视家庭、网络上的临时性社交团体、现实生活中的临时组建的社会群体以及共同爱好者集体（例如恐怖电影俱乐部）都是新涌现出的社会关系形式。这些新形式不断地尝试在已知的方案之外所获得生存和成功。”同样属于这种现象的还有Pokémon-Bomm现象，英语中称为“迪莉娅效应（Delia effect）”[262]，在美国持续很长时间的“捉鬼布菲热潮”[263]或者是每周拥有5600万名观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观众）的现在却日益衰落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社团”[264]。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给这种投机式的社会环境的形成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概念——“原型共同体（Proto-Gemeinschaften）”。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那些只是基于某些特殊的契机聚集而成的暂时性群体。同时，作为这种契机的产物，这些群体也在客观上、时间上以及社会性上与这种契机保持关联性。威利斯（1991，第175页）也就因此将“原型共同体”描述为“更平缓”的——也就是说，这种共同体均是水平延伸的，而且强烈抵制一切从上至下的垂直交流。”原型共同体几乎都不是完全彻底组织化，经常是“阶段性”的，没有连续性的需求。因为这种共同体不需要交流（的调节），而关注更多的是如何经由大众传媒对自己的风格模式进行再塑造。这种共同体也就由始至终都缺乏统一性，多数是碎片化的，并且一直以来比较容易引发误解，故而其原型共同体只能作为稳固的社会差异性的社会结构之外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参见Vogelsang，1994）。

“原型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说能够揭示权力、阶级和经济利益的分布中的根本变化，不如说是在描述上述方面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被感知时的一种方式上的变化。如此说来，这种共同体一方面能够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工作以及创造性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又能限制其全面发展。集体性可能会逐渐依靠“主观的”因素起作用——可能通过共同的文化兴趣和倾向，通过共同的利益、排除障碍，通过获得更多对文化资料和条件的使用权方面的共同兴趣——而不是通过客观存在的“客观”因素（例如工厂和邻里间的共同生活）。”（威利斯，1991，第176页）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原型共同体和场景有着共同点：它们都像社会运动一样立足于单一的事件。根据托马斯·施帕尔（Thomas Spar）（1996，第53页）的观察来看，共同体和场景都产生于某一个特定的话题，形成后与这种话题密切相关，也相应地对此保持一种依赖关系。如果共同体或是场景没有及时更换话题的话，话题的消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导致场景的解体：

“对德国大都会中各种不同的年轻场景的调查研究表明，每一个场景都会有一个‘场景主题’。这种主题是形成场景的主要原因，塑造了这个场景的主导思想、场景编码、仪式和崇拜对象。不仅如此，一个主题还为相应的场景过程提供了发展方向和进程。”

此外，在环境形成的过程中，高度变化性和缺乏稳定性这两个特征常合并出现，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三种进化机制：变化、选择和稳定化。我们一般认为，传统阶层和阶级主要倾向于稳定这一方面，在社会环境的概念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系统形成的过渡阶段。而与此同时，其主要由于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总是呈现出多变的特性。此时，变化、选择和稳定三个机制之间并未建立起一种系统性的联系，除了可能会出现的对传统模式持续不断的侵蚀——这就像是海浪不断拍打海岸时对海岸线的侵蚀一样。在新的生活模式的影响下，旧的“共同体形成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打压，因而并没有留出时间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以及由此在变化和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现存的定位模式在新鲜事物的冲击下被击碎，但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产生新的且具有类似稳定性的模式，这就导致了一种随意性（“任何事都是可行的”）的氛围不断扩散。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越来越短的周期内重复出现，例如在时尚圈，毫无稳定性和持久性可言。而这也是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和布丽吉特·施皮斯（Brigitte Spieß）（1996，第349页）在对前西德的电视行业变化进行研究时所得出的结论：围绕着社会环境和场景产生的“体验社会”变得无法估算了。新的形式代替了经典的结构模式和价值系统，而且无法估计这种新的形式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

到目前为止尚无法估计这种发展趋势究竟会去往何处，因为很多事情现在都还在发展变化当中。但是事实表明，大众传媒对社会环境的构成和对现存社会环境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会日益加深。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大众传媒，尤其是广告可以影响生活方式，甚至是和社会环境类似的构造要素，为自己打上烙印，甚至是塑造它们[265]。至于这种影响会怎样长久地发展下去，当然几乎不会再和我们对于阶层和阶级以及社会环境的理解有太多的相似。“现在逐渐产生了新的有着严谨消费习惯的组织。这种组织比阶级、代际和教堂要小，尽管如此却依旧可以观察到高度管制的适当消费模式。”（Warde，1997，第14页）

品牌神话

本章的出发点是以下问题：品牌广告能不能或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生活方式的形成。为此，必须首先详细地解释社会差异化、社会化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一是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便日益增加；二是大众传媒对于社会化的影响力也在增大，与此同时，广告的作用不容小觑；三是场景和原型共同体的不断形成，一方面使得社会环境的再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产生完全自我的共同体形式。虽然这种形式的共同体总体而言具有高度自治性，但仍然显得相当脆弱[266]。

如果以上述问题作为背景的话，可以出现一系列的论述用以证明——借助广告的传播——品牌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克劳斯·布兰德迈尔和亚历山大·戴克瑟（Alexander Dechsel）（1991）提到，产品的品牌像邻里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环境一样都在个性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克里斯托弗·卢切尔纳（Christoph Lucerna）（1999）也谈到品牌对生活方式的强制性的影响力——品牌通过影响人的自我身份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价值。如此一来，使用同一种品牌的人就会形成一种共通感。这种感觉不仅会给这些人带来一种无可取代的情感上的增值，而且能够很明确地划分圈内和圈外的界限。迪尔克·齐姆斯（Dirk Ziems）（2002，第62页）甚至将品牌看作已经消逝的社会文化的替代品：

“尤其是像Rama人造黄油、大地之爱牛奶（Landliebe）、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Dr. Oetker）或是美极调料（Maggi）这样的食品品牌，充分展示了一种已经消逝的日常生活文化遗产，即一起烤面包、做饭、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这种品牌常被视为一种对已经遗失的社会文化的象征意义上的替代品形式：例如大地之爱牌（Landliebe）的布丁就可以唤起人们对于系着围裙的慈爱妈妈和骑着木车的小孩子的那个年代的怀旧情绪。再比如用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制作的俄罗斯松饼也能为烤蛋糕镀上一层怀旧的色彩氛围。”

斯坦芬尼·许特（Stefanie Schütte）（1999）认为，如果大家从上到下配套穿着某些特定品牌的服饰，并且仅在与这些品牌相关联的意义范畴内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些特定的（时尚）品牌便很适合作为他们生活风格的剪影。最后，一直以来以观点大胆新颖而著称的盖尔德·格肯（1993，第501页）在提到生活风格与品牌间的关联时说道：“品牌服务于生活。”格肯把诸如“生活服务（Life Service）”“生活商品（Life ware）”或者“自助商品（Selfware）”这些概念与品牌所具有的体现消费模式和生活风格模式的能力相联系，人们以此为参照，定位属于自己的消费模式和生活风格，风格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借助品牌的传播便有可能产生共同的生活方式。格肯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曾提道：“生活服务可以为生活构想服务。”（格肯，1994，第583页）因此，格肯认为品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产品的具有交流意义的外包装，甚至认为品牌具有帮助消费者实现自我生活构建的能力。“品牌对于人们来说也是生活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品牌来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通过品牌开展与他人的交流，通过品牌制定自我规划，通过品牌实现精神和心理上的自我进化。”（格肯，1995，第105页）此外，格肯（1995，第50页）还认为，品牌会成为消费者的伴侣。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和与他身边的朋友的相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观点福尼尔（1991）也曾提到过。最后格肯（1998，第302页）还考虑到品牌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还兼具着长期影响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任务。如此一来，在使用同一个可以作为媒介的品牌商品的消费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的形式及影响是源于品牌的，并且不断地被品牌再创造。那些日渐增长的需求早已不再单单源自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带来的功能性，而是越来越多地源自在共同使用同一品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67]。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内容可以作为补充，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阐释。所有这些观点至少有一条是共通的：品牌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便捷思维”指导下的让生活变得更轻松。品牌更多的是指一种激励和追求高雅，也就是一种对体验可能性的追求，这种追求甚至可以为建立共同体提供机会。此外，有关品牌的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品牌还有一种被阿诺德·格伦称之为“魔法”的效果——形成团体和共同体的一种影响。因为按照格伦（1963）的说法，在前现代社会里的魔法之所以能作为技术的雏形十分出彩，是因为魔法有一种可以对环境施加影响，并且获得对环境的掌控力以及减轻压力的功能。以习俗形式出现的魔法——借用迪尔海姆（Durkheim）（1981）在自己新版著作中的论述——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形成群体，明确责任义务[268]。当瓮弗尔察格特/胡勒尔曼（2001，第29页）提到“品牌的魔法”的时候，说的其实是品牌能够创造一种归属感、一种共性和一个联盟共同体。有些品牌甚至被狂热崇拜，对这种品牌的消费于是就变成了一种仪式[269]。品牌广告在这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广告将某个特定群体在拥有这个品牌之后所产生的归属感放到了它们宣传的中心[270]。

可是，如此便会引发一个问题：以上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谨慎地谈到这种观点的阶段性。尽管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几乎不会留有任何疑问，但还是缺乏能够证明其生活方式和品牌广告之间相关性的实验性社会研究，充其量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领域中散布着些许较为详尽的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这些在上一章节已经作为研究开篇语进行列举过）。与此相反的是，有关成年人的认知现状仍主要局限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加工——例如关于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社会环境研究。在这里就必须提到弗洛里安·伊利斯（2000）的《高尔夫一代》、弗里德里克·拜克尔贝德（2001）的现实讽刺作品《39.90》，以及美国小说家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2002）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美国精神病人》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那条充斥着品牌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纽约华尔街上。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考究的着装，那必是出自知名的品牌，例如阿玛尼（Giorgio Armani）、美国男装品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德国男装品牌波士（Hugo Boss）、巴宝莉（Burberry）、意大利男装品牌切瑞蒂1881（Cerruti 1881）、美国服饰品牌CK（Calvin Klein）、美国品牌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法国著名设计师品牌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护肤品牌拉兹洛（Lazlo）、毕加索品牌（Paloma Picasso）、华伦天奴（Valentino）、范思哲（Gianni Versace）。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最快地表明自己符合这个社会环境的喜好以及属于这个高度外向型的社会环境。除此之外，化妆品、身体护理和健身、内饰陈设及配件、饭店、饮食、绘画、音乐、度假，甚至是话题谈资和行为方式以及交流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布波族》（Die Bobos）一书中对于“活体解剖实验”的描写也证明了研究匮乏的问题。《布波族》一书主要描写了这个族群的真实社会环境，作者本人也生活在其中。这个社会环境中的成员就像是在《美国精神病人》里面的主要人群一样拥有巨大的财富资源。这个圈子里的人享受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对昂贵名牌的疯狂追求。

布鲁克斯（2001，第11页）将他这种参与式的观察手法称为“社会喜剧”。他在这本书中主要的被观察对象是他眼中的处于新千年转折点的美国当权派：“信息时代新兴精英的代表人物是中产阶级式的波斯米亚人，简称布波族，他们是能够给我们这个时代订立基调的人，他们是新的权贵。他们的文化极为混杂，所包罗的范围极为广泛，能够创造出我们必须呼吸的氛围。他们的地位象征支配着日常生活，他们的道德价值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标尺。”从年龄上看，布波族指的是出生于1955到1965年间的人。这些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享受过一流的教育，从事着高薪的职业，例如律师、设计师、谈判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从年龄、教育和职业的角度来看，布波族和《美国精神病人》中的人物群体是相似的，只不过时代晚了10年而已。由于这群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所以不会存在拮据的问题。因此，这些人能够为自己买到任何自己内心想要的或是这个社会环境所要求的东西，其限制只有一个：“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销，只要他们买到的东西能够当成工具畅行无阻，就好比花65000美元买一辆路虎。”（布鲁克斯，2001，第97页）这背后隐藏的是关于功能性以及身处顶层寻求突破的思维，但是这种思想却带有严重的弊端，例如布鲁克斯（2001，第99、100页）就曾经谈到过典型的布波族的厨房陈设：

“布波族的厨房仪器设备绝对符合星级厨师的要求。进去之后，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镀镍的原子能反应堆，仔细看一下才知道是一个炉子，但其实做饭是在1.5米处的一个由六束射线、双倍驱动的火箭推动器的平台上面进行的。此外，一个现代厨房还要拥有一个火山熔岩烤肉架、一个黄铜制成的自带煤气点火装置的锅（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用铝锅。）……冰箱要和小型运输机的尺寸和大小一致，冰箱至少要有两个门，其中一个要给冷藏区，如果人们想要将其中的一个单间作为单身公寓转租的话就可以用到。”

这里的口号是：只有最好的才是合适的，而且这种口号认知已经影响到整个消费领域，不论是食品、服饰、化妆品、汽车、住房还是娱乐活动。所有的东西都要无比精细，但是却又不欲使之显得过于富丽堂皇或是附庸风雅——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很让人厌恶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超出了原始的欲望，更重要的是指向个人的教养问题，正如作者写道：世俗的事物现在被膜拜。在顶级生活中追求极简成为诸如艺术家、从事创造性行业的人和有文化的企业商人这类相对小众阶级一致追求的目标，品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往往会繁荣发展。如果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做品牌的实验性调查研究的话，一定会证明格肯的猜测：品牌不仅控制人的消费行为，而且还会控制整个社会环境的生活方式。

可以确定的是，社会的差异性无疑可以在对特定品牌的持有上得到解读。甚至可以想象出，一个人消费的所有品牌和非品牌中存在一定的家族相似性（Familienähnlichkeit），而且这种效果——散布在社会差异的各个角落——可以在每个人身上被观察到。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同样也能在人们使用的品牌或是非品牌商品的统一性中得以体现[271]。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如果品牌以传达意图为目的，在引入品牌作为沟通这一概念时，主要指的是关于品牌的沟通还是通过品牌进行沟通？还是说涉及在一个社会体系层面上的关于品牌的沟通？首先，第一个可能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很显然一定会有关于品牌的沟通——本文说的就是关于品牌的问题；其次，关于第二种可能性：通过品牌进行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采纳科尔内利娅·博恩（2000）的观点的话，很显然会有通过服饰所进行的沟通，尤其品牌服饰——不论是在成年人还是在儿童身上——都极大程度上被用作沟通的工具。关于品牌的研究也多次证明存在通过品牌进行的沟通，正如里科·克雷尔（Rico Kehrer）（2001，第46页）曾说：

“品牌产品可以用来作为交流性言语。独立的个体可以通过这种言语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经验，以求被其他共享这种象征性功能的人所理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品牌可以被看作用来满足划分社会等级以及社会分化任务的一种工具。”

第三种可能是将品牌沟通描述成社会体系，这可能会更加复杂。尽管也有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一些零散的观点——克里斯托弗·卢切尔纳（1999，第370页）解释道：“如果一个品牌成功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消费者心中，以至于成为消费者群体的一个仪式对象的话，就可以将其定义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活着的系统，这种系统可以为自我的再生产和自然的品牌发展提供一切前提。”可即使是这种自我生产性的概念显然指的仍旧是一个社会意义群体的自我再生产性，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理论或是实证方面的研究去具体论证一个品牌的自我生产是否可以看作系统或是如何被看作一个系统。

品牌研究中的系统概念

系统概念在品牌研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里首先得到重视：这个研究方向将“品牌商品作为销售系统”[272]。根据乔治·贝格尔勒（Georg Bergler，1961）的观点：“品牌商品”这一销售系统是由多个互相关联的特征组合而成的。对于销售的观察是从生产商的视角来进行的，故而“品牌商品是一种由生产商首创出来的销售系统”（汉森，1970，第64页）。这种观察方式覆盖了整个生产和销售系统，也就是说，产品出自生产商之手，然后直接销往终端消费者，然而此过程中所经的途径全部在生产商的掌控之中。“显然，品牌商品本身就是一个销售系统，是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生产者根据自己的合法财产状况可以在他生产的品牌去往消费者手中的过程中对这个品牌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梅辛，1984，第57页）

系统概念在品牌研究的第二个范式阶段没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只是随着80年代末新的范式转换才重新引起研究兴趣。将品牌描述成一种沟通，这使得系统概念重新得以流行。当然，如果是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就远达不到概念的深度[273]——那就更不可能出现不仅运用系统概念，而且还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自我描述的可能性了，其例外情况一只手都能数出来。这其中包括位于日内瓦的品牌技术研究院的创立者和工作人员及同一观点的学者所著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会引用汉斯·多尼茨拉夫的理论，这尤其表现在大众心理学和完型心理学的理论语言上。将品牌描述成一个“形象系统”的亚历山大·戴克瑟尔（1996，1997，1999）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他的观点，品牌是一个首先为其产生和历史负责的完整的整体。也就是说，一个品牌的来源其实已经昭示了它的未来。因此，这种品牌概念会相当保守，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结构上相当保守：在实践操作中要尽量避免对品牌概念化，以防影响品牌的形象（Peitgen，1997；Quelch/Kenny，1997）。如果改变势在必行的话，也要十分小心翼翼地进行改变。在这里也很适合将品牌看作活着的系统[274]，因为对一个活着的系统进行干预比对一个机器进行干预要冒险得多。此外，在这种将品牌作为一种形象系统还有几处措辞非常精确：

“品牌是超有机的生物，品牌诞生于人们对于一种形态突然产生的构想。在这种构想中，物体、人类、工作，产品、效能、态度在一种或多或少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中得以发展。在最初的寻找阶段过后，他们便以极高的承载能量，也就是或以密集投资的方式将这个最初的突发奇想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原本的能源存储者就成为属于这个系统的顾客群体。原初的曲调最后逐渐增强变成一篇乐章，衍生出自己的乐团，并在观众中为自己创造回声区——而作为主旋律的品牌电池也由此产生，现在可以间或关闭最初用来充电的发电机，只需要随后及时进行充电加载即可。现在，可以降低成本的信任便产生了——这是在市场中最经济的结盟。能源的反馈过程必须遵守自我相似性的自然原理：必要的变化是可行的，但是偏离主流必会受到警告。生物不断地更新着细胞，但是要尽量阻止癌细胞的产生。这种原理不仅适用于有机生物，同样也适用于超有机生物。如此一来，自我相似性就成了市场销售的调节准则，并为公司的日常营业提供了行动指南，企业文化会按照各自形象的独特原则构建自己最优的价值创造系统。换言之，形象系统使世界变得更有序——品牌塑造了世界。”（戴克瑟尔1997，第245、246页）

由托马斯·奥特（Thomas Otte）（1993）所著的题目为《作为系统的品牌——品牌凭借自身动力调节市场》一文和戴克瑟尔有着相似的研究领域。在奥特看来，汉斯·多尼茨拉夫、奥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y Gasset）、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和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社会学领域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文中有关于研究作为“更高级”或者“超有机生物”的品牌的转述。奥特甚至对“集体和社会”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品牌即最想被获得的东西：它同时是喜好、习惯和记忆的产物。”如果以中期结算的角度去谈品牌的话：“品牌首先具有社会本质，而且是整体的、处于与外界环境不断交换的系统，有着明显的想要自我保存、发展和整合所有参与者行为的诉求。”（同上，第95页）如此看来，我们会很想知道究竟品牌如何才能做到整合这么多参与者的行为。因为，品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品牌能够培养出一批顾客，就像戴克瑟尔（1994）表述的那样：“仅仅一个品牌就可以将消费者在结构上压缩为顾客群体。产品能够撕开买家的关系，然后重新将其整合为顾客，唯有品牌能够造就顾客群体。”但是奥特没有再继续解释这种联系。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关于协作作用和自我组织（Selbstorganisation）的研究结果的接受，对于研究整合顾客行为的问题十分具有推动性（奥特，1992）。因为根据激光技术和散逸性系统领域里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对元素的整合是如何通过外部的刺激和内部的自我组织进行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个自然过程的观察，对于社会过程的研究究竟有何益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不过，奥特认为自然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源性，而这种同源性可以允许将自然界的现象引申到具有社会本质的品牌身上。奥特随即做出如下表述：

“消费者和其他的品牌参与者可以组成一个网状的散逸性系统，这个系统由参与者和品牌及其随之产生的设想构成。因此，品牌在其中扮演的是可以调动参与者产生同类型设想的秩序维持者角色。也就是说，品牌在这里可以产生一个更大的宏观秩序。与此同时，作为维持秩序者的“品牌”依靠消费者的行为、设想和感觉以及其他与品牌相关的因素得以生存，维持秩序者和处于奴隶地位的下层系统在存在方面互相决定。”（奥特，1993，第49页）

但这种认知究竟如何才能具体地应用到经营品牌的社会实践上这一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种同调性难道还可以延伸到将消费者按照在整流过程中的液体分子那样进行调控吗？奥特（1993，第49页）的一些表述却实现了两个学科领域间的平滑过渡：“很显然，品牌系统建立了一种典型的结构形式，其中包含质量（=产品）、能源（=金钱）以及能源等价物（=构想）。”令人遗憾的是，在涉及关键的阶段过渡及其可能的条件时，奥特使用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公关式的口吻——使用诸如“不知怎么地”一类的表达方式。同样，这种情况也涉及“自我相似性”原则的论述。根据自我相似性原则，经营一个品牌务必使这个品牌的所有特征在一个特定的变化范围之内做出改变，以防品牌的统一性受到质疑。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或是什么时候才算是越过这个允许范围呢？却一直没有明确论述。必须肯定奥特的一点是，这样的阶段过渡本身在自然界中也是几乎无法预测的。由于这种跨学科性，奥特的论文最终导向了启发学。但是在这样一种无法预测的同调性的情况下，如果奥特能够将他论文中的趋势进行更加明确的阐释的话，就会更有意义。如果将品牌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而不仅仅是对自然界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接受性的模仿的话，将“品牌看作一个自我组织的系统”这种观察方式最后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

人们在研究“一体化的品牌沟通”时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福尔克尔·哈尔斯滕贝格（Volker Halstenberg）对此进行研究时，试图将心理分析与成功的品牌经营下的系统论相结合。其中他明确表示，他所说的系统论其实只是卢曼在经过自我再生理论转折点之后的著作中所论述的系统论。因为哈尔斯滕贝格其实并没有仔细区分系统论中的自生理论和它的“特异反应性”之间的区别，这也表现在他对品牌的定义上：“品牌是一个在它的心理和生理的核心特征维度中生出来的交流系统。”（哈尔斯滕贝格，1996，第80页）只是交流在系统论中和心理上以及生理上的特征有什么关系呢？其原因可能存在于与心理分析法的联系当中，从中产生出十分独特的理论结合，但是这种理论的结合其实只是部分地完成了哈尔斯滕贝格在初期雄心勃勃地接手系统论研究的预定目标。因为系统论是一个关于社会系统的普遍概念的理论，因此这种理论会尽可能地避免内容和实体上的定论，这种理论策略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具有极高的分解和重组的能力。然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研究者务必会受到来自实践和预测方面的极大的限制。哈尔斯滕贝格试图通过系统论将心理分析法“吞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想要得到的效果其实是想将心理分析法用作一个动机丰富的并且能够强力指导实践的理论。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将这种心理分析法和理性选择理论相提并论，其主要是出于补偿，给系统论在内容上“充电”，并且弥补系统论在论述过程中不尽翔实的问题。因为哈尔斯滕贝格（1996，第18页）像其他在品牌研究领域里的人一样，其研究目的是为品牌经营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持续提高一个品牌以及营销成功的概率”。也就是说，要求系统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具有实践指向性，并能为品牌的日常经营提供行为指导，但这却与系统论对自身的自我理解以及要谨慎对待上述期望的危机意识相抵触。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会给人一种系统论相较于心理分析法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印象。因为系统论无法满足对于接近实践的期待和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的要求，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篇论文展示了一种试图将两个大相径庭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全面尝试。这在品牌研究领域中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地大胆。但是由于这两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互不兼容，这就导致了系统论在最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且系统概念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要谈一下曼努艾拉·图尔姆（Manuela Thurm）的论文。她也像福尔克尔·哈尔斯滕贝格以及克里斯托弗·赫尔曼（Christoph Herrmann）（1999）一样，深受品牌研究领域理论不足的折磨。她的论文题目言简意赅，就叫“品牌经营”。这同样表明了她对于卢曼系统论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不仅表现在她在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对于系统论跨学科理论构想的接受，而且还表现在她在论文结尾中，不顾这种理论结合带来的风险，而提议将系统论看作研究品牌经营时权威性的范式。在结论中，图尔姆十分赞同将品牌系统理解为一个独立的交流系统。这种交流系统包括公司系统、消费者系统和意识系统之间产生的交流，但是相较于这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以一种统一体的形式出现。这个建议有一点没有说清楚：到底这种形式的系统是如何通过交流来实现的呢？毕竟在公司和终端消费者之间是没有直接的交流存在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往往仅是通过大众媒体和市场调查而展开的相互之间的、无互动性的陌生观察。不仅如此，在关于品牌系统是如何再生产的这个问题上，图尔姆（2000，第206页）十分严格地恪守了卢曼的理论：“最主要的是，始终要建立交流和交流之间的相互联系，此外品牌再无其他的目的。如果品牌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联结交流，它面临的就是死亡。”随之，她列举了一个失败的联结交流例子：一则手工工艺传播服务的广告——这则广告在观众中最终导致了交流的中断。在这里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大众媒体的交流方式（在这里也包括广告）本身的特点就是它在大众眼中近乎是没有效果的话，图尔姆是如何准确地断定这种形式的交流就是失败的？这种类型的成功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并不适用于大众媒体。如果大家像图尔姆一样认为品牌形成系统依赖于交流系统的话，换句话说，假设在形成品牌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公司系统和消费者系统之间的交流，这时图尔姆的论断才会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交流伙伴“消费者群体”在场的话，就不会形成“品牌系统”这样一个交流系统。但是这样的话，是否有交流就不再重要了。

最后，图尔姆转向关注品牌系统的基础选择机制问题。文章开头，她便引入了编码这一概念，并使用“价值”和“额外价值”来说明编码的两个方面。其中她将“价值”这一概念主要依据卢曼的理论理解为具有象征性的可普及的交流媒介。“品牌作为自主的、可以自我生产的系统，可以经由价值期望自身创造出价值单位。”（图尔姆，2000，第212页）但是关于这个不能说没有争议的提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文章并没有继续进行讨论。因为价值虽然从鉴别象征性这个角度上来看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其领导力却是最小的。价值虽然能够对优先权作出规定，但优先权的使用却是完全自由放开的——因为价值无法在使用优先权的过程中保证具有排他性。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伴随着这样的特殊性质，价值究竟还适不适合像它在对社会系统做出自我界定时一样不可或缺地去完成这类区分任务呢？

在第二阶段，图尔姆试图借助乔治·斯宾塞·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的关于形式的概念去描述她眼中的品牌概念。事实上，这样的借用是非常适合的，这是因为斯宾塞·布朗的理论中关于形式的概念主要用来区分“差别”“明显的”和“不明显的区域”，也就说主要区分“品牌标记”（名称）、“已经被标记的”以及“未被标记的”三部分，同时也定义了区分的标准单位。图尔姆的这种概念转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主要还是因为“已经被标记的”和“未被标记的”领域恰恰可以转化成对于“品牌”和“其他品牌”、“非品牌产品”和“其他特性”的区分。此外，图尔姆和斯宾塞·布朗特别强调的“描述出区别所在”进行了具体化，其途径是在对“已经被标记的领域”进行区分和命名的时候，常常将产品的名称和它具有的典型特征作为品牌的根基。随后，图尔姆（同上，第215页）以梅赛德斯A级轿车为例来说明前面所述的区分是如何进行的：

“例如，梅赛德斯集团将A级车型与其他类型的商品（例如，自行车、摩托车和家具等）进行区分，主要是通过将这种车型命名为‘梅赛德斯A级’品牌下的一款小型私家车（不是梅赛德斯CLK，也不是宝马的私家车或是其他）。随之再细化到产品的特性，该公司使用了诸如“未来/过去”“进步/保守”“个性/跟从”等的差异性特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界定，才能实现对一个品牌的确认以及将品牌和它背后所隐含的特征属性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但是如果使用上述方式区分、描述和观察一个诸如梅赛德斯A级小型私家车这样的次级品牌时，实质上居于“被标记的区域”中心位置的不是图尔姆在编码概念中提议的价值概念，而仅仅是那个被生产商预先设定的产品名称罢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产品功能特性的列举与“被标记的区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相关性？虽然价值在编码概念的框架下，作为一个纲领性的程序概念本可以被恰当地运用，但是图尔姆却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还有，图尔姆虽努力区分了媒介和形式，但是直到最后，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比如说：媒介的形式（单位）和形式指的是什么？又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再借用价值概念，当然，图尔姆在此处也没有明确地做到，那么媒介各要素的共同性又会体现在哪里？

品牌作为系统以及品牌的系统

曼努艾拉·图尔姆的研究尤为突出地表明：尝试把品牌沟通作为系统来描述，这在理论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人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一个社会系统的呢？系统究竟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系统理论把“是什么”的问题扔进了旧式欧洲语义学的故纸堆之后，我们是如何并依据什么来确认一个系统呢？正如卢曼在提出“前自我再生阶段”时所做的那样，我们是经由结构概念进入讨论的。

总体说来，结构即期望。我们是带着期望观察这个世界的，看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我们的期望。结构在此起着类型传感器和选择器的作用：它探测世界，从诸多可能性中选择出符合自己选择标准的一定范围。只要结构能够激活这种选择性，或者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发现这种选择性所属的结构，我们就能谈论一个系统。“系统”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各个系统，只要这些系统是（足够）独立的，自己便能够决定什么属于系统，什么不属于系统。为此它们需要某些结构，选择合适的事件作为系统要素的能力可以被算作这种意义上的结构。回到这个问题：从哪一个时刻起，人们可以说一个系统已经存在了？也许我们可以提个要求作为回答：“找出那个能让系统与环境自动区分开来的特殊结构！”

如果我们聚焦自我再生的理论阶段，再次提出“系统是什么”的问题，需要满足的要求则会明显增加。自我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系统由许多要素构成，并且该系统能够通过这些要素再次产生自我，任何属于这个系统的单个要素因而都必须具有（再）生产系统的能力。由于要素概念经历了完全的时间化，因此一个基于要素而存在的系统，纵观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由各个要素环环相扣的连续序列所构成的。在这个序列中，每一个要素都是紧接着它的下一个要素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再）生产系统的所有重担就落在了每一个要素上，因为在各个要素上都汇集了确保一个系统具有可联结性的所有重要条件。此外，每个要素在发挥再生产系统的功能时都具有了一种行为的属性，行为本身就是在事实行为时的系统，它同时也影响着系统能否着眼于未来的可联结性。对于“从哪一时刻起人们可以断言，一个系统已经存在”这个问题，今后需要满足的要求就是：“找出通过那个系统可以自我再生产的特有的行为。”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行为，那么系统就缺少了每时每刻再被生产的可能性，所以，系统存在与否的问题由此归结为这样的行为能否发生的问题。

在系统理论的研究列表中，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社会系统显示其拥有典型的系统要素，这三个社会系统是社会、经济和组织。社会作为统括所有社会性之物的社会系统，只由沟通构成，并在从沟通到沟通的过程中被自我再生产，这与涉及的是何种主题无关。而在作为功能系统的经济中，担负起自我确立任务的是“支付”行为。紧跟着一次支付的是下一次支付，如此继续下去，就是这样的支付过程的序列再生产了经济系统。最后还有“组织”这类系统，它不再使用成员与非成员的区别来实现强制性的自我确立行为，而是使用“决策”行为[275]。“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递归的决策连接，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作为决策的沟通或为了决策的沟通发生的。”（卢曼，2000，68页）除了社会、经济和组织以外，迄今还没有发现更多的社会系统，为此需要找到一个不仅专属于该系统，而且具有与上述要素的形式具有对等功能的行为方式。

卢曼（1992，2002）在处理教育系统时使用了另一种论证策略。根据这种策略，评判一个系统是否实际存在，完全不取决于是否在事实上可以找到一种行为形式，它可以在紧密性以及在沟通、支付、决策的“操作性”上与此前的系统相媲美。更多的是，似乎只要发现有教育意图就足以被称为教育了。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策略下，人们同样可以说，只要观察到告知意图就存在社会，只要观察到支付意图就存在经济，只要观察到决策意图就存在组织。因此，构建系统最终会碰到归因问题，不管是谁在某种情况下观察到了告知行为，并把它归为一个特定的系统参照物，由此所建构的不仅仅是沟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还有在归因环节中的具体系统。其他归因过程也以这种方式进行，它们形成了主题上的同向关系。只有如此，系统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存在，但和同类型的序列一样，仍然要满足一个条件，即系统所依赖的各个归因过程都要遵循同一个系统参照物。我们如何并依据什么来确认一个系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此又回到了前再生形成阶段的要求：“找出那个能让系统与环境自动区分开来的特殊结构！”

如果人们赞同对系统构建之可能性条件问题的这些理论思考，那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应用到品牌沟通上，还需要很多参数指标才能让我们认真考虑品牌的系统地位。首先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品牌沟通属于一种双重编码，既在外在关系上严格地运作，因为品牌与非品牌被严格地在逻辑上区分开，又在品牌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相似的规则，即除了表明是一个品牌外（这样就与所有非品牌区分开了），还要区分出优质品牌和劣质品牌。此外，品牌兼具与货币功能对等的任务，即同样能传递购买动机，从而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仍然保证成功实现购买。只有这一点还不足以把品牌称为社会系统，可我们却并不缺少拥有悠久传统、充满故事和回忆的品牌，这些对一个系统的独立都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品牌成功地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整体性、融入性的品牌形象，通过巧妙诱导，以至于会产生出一种品牌与产品浑然天成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能自主地决定什么是适合它的，什么是不适合它的，这不单单是从那些表示出强烈销售兴趣的人的角度出发的。但是这样就足够认为把某些品牌，通过自身就能实现再生产的沟通系统了吗，即使它们已经像万宝路、IBM、英特尔、诺基亚或耐克一样成功？

另一条看上去更加可行的路径是，不是把单个品牌，而是把所有品牌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观察，这样的现象从外在上给人以具有极大闭合性和内在秩序的印象，从而具有了系统的属性。如此，和卢曼（1996）口中的“大众传媒系统”一样，我们也就能够将它称之为“品牌系统”。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社会系统来进行运作，但不是像在大众传媒系统中那样作为一级功能系统，而是作为次级功能系统运作（参看Baekker，1994；福克斯/Schneider，1995）。个别品牌除了仅仅表现为某些特殊的形式之外，甚至还可能成为系统的子系统，从而使人们能看到一个在它之上的作为整体的品牌系统（这里可以参考媒介/形式的区分）。

不把每个品牌都在系统理论中抬到独一无二的地位，不给每个品牌都赋予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是笼统地谈论“品牌系统”，这样的想法在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中得到了支持。这种沟通形式尤其在科学系统中被使用，其特殊性在于它关涉“声誉”的获得和利用，后者在对品牌符号的研究中已经成了研究主题。对于上述关系不无启发的是，卢曼（1990）已经把声誉的总体分布称为“声誉系统”。以此为契合点，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式谈论“品牌系统”，因为它只有在总体表现上才被看作一个系统。在这里，声誉在原则上被当作品牌的功能等价物，因为我们知道，品牌也对市场有导向作用，它提供了将“品牌”与“品质”挂钩的机会，而货币媒介——真相媒介中声誉的功能对等物——简化了产品之间的比较，提供了额外的购买动机及信任。这类功能等价物的出现，卢曼（1990，245页）曾经无意中提到过：

“更仔细地审视后我们会发现，在任何通过媒介传递的沟通中都会碰到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观察提出过高的要求，媒介构成了动态的系统。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但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来追踪当下发生的以及蕴含着机遇或危险的事件。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象征，它可以缩短定向的过程。”

当涉及科学时，这样的象征就是声誉，而涉及经济时，品牌就成了象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谈论的才是“诸品牌的系统”，或者简而言之“品牌系统”。这里的目的与全书一样，是为了提供一系列建议，从而促使品牌社会学的研究计划将来向实证研究的形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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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899年发表于《花园凉亭目录》，再次发表于费特—欣茨的书中（198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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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参见Kirchner 2001。一个与这个类型十分相近但是却相对较早出现的现象是“星舰家族”——这是科幻电影星际迷航的粉丝团。参见Domzalski/黑尔曼/克莱恩，1997。

[264]参见Mikos，2000；Bunz，2001；Hupertz，2002。

[265]参见凯尔纳，1995；Mayer，1998；Bleicher，2001；Vollbrecht，2001。

[266]参见梅施希，1994；格肯，1996；Richard，1999；Gussmann，2002。

[267]德国品牌研究方向德高望重的学者梅菲特（2002，第74页）认为：“人们越来越善于根据自己使用的品牌进行自我定义。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青少年会根据自己牛仔裤和手机品牌的选择对自己进行定义，成年人也会根据他开的车进行自我定义。”

[268]参见Rook，1985；Steuten，2000；Wulf，2001。

[269]参见霍克斯/维佩曼，1998；卢切尔纳，1999；Bieber，2000；Bickert，2000；克雷尔，2001；许特，2001；Muniz/O'Guinn，2001。

[270]以特定的消费产品为中心的小群体同样也属于此列，例如柏林城郊的东风日产俱乐部“Smoke，Jumper”，参见Hanika，2001。此外还参见Kuhna，2001；Halbrock，1997；以及1999年8月24日《法兰克福汇报》第195期中的一篇文章“哈雷摩托车和德国宝莹的灵魂”：“潮流研究者认为变成一种受崇拜的品牌应具有灵魂和神话的内核，购买这种品牌的人想要展现的是对一个特定群体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归属感，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感。此外，从系统理论的角度上来看，格伦的魔法概念其实可以追溯至交流行为的较为简单的指向性能力，这种交流行为可以通过一种对特定物体的特定的使用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特定的使用方式不仅要求相互之间的感知和重新认知，也因此能够减轻整体的内部交流负担——只要这种类型的社会环境归属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哪怕是仅仅是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技术中的小把戏同样也具有魔法效力。”

[271]此外，结合福尼尔（1998，1999）的研究工作，还应该考虑到这种关系不仅仅适用于消费者和品牌之间，还适用于品牌与品牌之间。因为，如果将每一个品牌看作独立的、有相当程度教养的，并且相信它拥有独立品格的话，就可以完全想象品牌不仅仅可以同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流，还可以和其他的品牌之间发生联系。因此，品牌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和家人、朋友、熟人、邻居或是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一样，只不过这些是虚拟存在的、有着特定强势与弱点、偏好和倾向性的人而已，此时就要认真考虑是否存在像皮埃尔·布迪厄（1985）所说的“品牌的场域”：因此，每一个“场域”指的是一些位置，这些位置的特性是由一些容积大小不同的资本类型组成的。这样一种“品牌的场域”必然包括经济层面的资本（也就是说这个品牌的价格）、文化层面的资本（指的是一个品牌的质量）、社会资本（这个品牌消费群体的特权）以及象征意义上的资本（就像是一些成为“崇拜”对象的品牌所具有的“灵韵”），最后还需要一个持续性的因素作为时间层面的资本，但是布迪厄没有提到这种资本，参见黑尔曼，2002b。此外，还会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将所有这些资本的类型概括为“品牌资本”呢？许多研究项目也将这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或许将之称为“品牌的社会”会比较恰当。这种社会分别由不同的品牌组成“家庭类型的社团”。特定品牌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像相互认识的人会通过加强彼此沟通的频率来增进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直到形成“强烈的羁绊”（Granovetter，1992），但是这些品牌也会因此断绝与他们周围环境中其他品牌之间的往来，这样的研究尝试性地出现在了区分人和其角色之间的基础性研究中，参见黑尔曼，1996b。

[272]参见阿斯特海默，1932；莱特雷尔，1955；埃特默，1959；舍费尔，1959；威廉，1960；贝格尔勒，1961；Alewell，1974；Angehrn，1974。

[273]参见Angehrn，1980；Schöttmer，1982；桑德勒，1983；Erke，1984；格肯，1994，1995；卡曼辛，1998；博尔茨，1999；赫尔曼，1999。

[274]参见里格尔，1985，1987，1990；布兰德迈尔/戴克瑟尔，1991；戴克瑟尔，1993，1994，1997a，1998，1999a，2001。

[275]但在卢曼那里也能看到这样的话：“决策就是组织视为决策的所有东西。”这就预设了人们至少知道从哪里可以识别出组织，但就算组织通过一串特殊的决策链显现出来，人们还会不停地在“决策”和“组织”这两极之间来回摇摆。卢曼（1988，171页）令人意外地表示：“构建组织预设了一条认识规则，它允许系统确定哪些行为从哪些角度可以作为系统中的决策，这条认识规则首要地是一条给予成员资格的规则。”这就倒退回了那条卢曼原先也曾支持过的社会维度上的陈旧的成员/非成员的结构规则。






结束语

品牌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品牌是一个消费社会的象征。其他象征都没有像消费品牌一样如此系统地被赋予意义并在社会的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鲍曼等，1998，168页）为了弄清楚品牌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具体是什么，本书的第一部分着眼于品牌研究，以使读者对“品牌”这一主题有直观的了解。第二部分则围绕一个问题，即社会学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和契合点，来把“品牌”这个主题以适当的方式纳入专业研究。全书以一个简短的总结结束。

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在以品牌为主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进程中，前后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起初，品牌和品牌管理被认为是纯技术性的，就好像人们造了一台机器，一旦启动只要定期保养，让它维持运转、不出毛病就行。到了第二阶段，品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被当作“人物”，并且人们很快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在第三阶段，沟通理论对品牌的解释开始走上了讨论之路。相应地，品牌被看作信息，它由输出者、生产者发出，被接收者、消费者以某种方式感知和评判。在最后一个阶段，品牌完全变成了一种“超商品/元商品”（林），它本来只是指代某种商品，却从外部取代了它，并受到其自身的生产和展示条件的限制。

大家逐渐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认识并承认品牌也是一种交流。由此，消费者——作为品牌信息的接收者——最终来到了品牌研究的中心。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交流这个概念仍然有些含糊不清，但仅这一概念的迅速传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项品牌策略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因此，品牌研究尝试去发现和理解品牌沟通的成功条件，这就意味着去理解进而在品牌管理中重视消费者是如何理解品牌的。

如果把品牌当作沟通来观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品牌纳入社会学，就会出现很多通向品牌社会学的结合点。一种沟通形式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社会学有责任研究这一课题。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观察到把品牌主题化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指向经济方面。就此而言，品牌这一课题显然要被归划到经济社会学负责研究的领域。本书第二部分的中心议题就是从这个预设出发，通过功能分析，在经济社会学中找出能适当地接纳品牌这一课题的结合点。为此，我们对“经济”“市场”“货币”“广告”以及“消费”等领域都做了历史和理论的广泛阐述，如果以广告为例，简单地说，我们在功能分析中认识到的东西就是：广告需要致力于引起能带来后续行为的注意力，并从大量商品中正面突出想要达到的效果。广告不仅要博得有后续行为的注意力，还要赢取信任。由于广告毫无个性的表现方式只能通过名人出场部分地弥补，因此广告很容易被认为有操弄和欺骗的嫌疑，最终显得不令人信服，从而永远不会转化为购买行为。与此弱点相关的是，品牌似乎总要高举起信任的大旗。从广告的立场来看，在它力求实现可信任的沟通过程中，品牌被认证为广告的固有价值。这些价值提出了一项对信任的特别要求：通过不断重复一个品牌所代表的东西，在事实、社会和时间的层面上，一些商品在日积月累中变成了广告沟通的一种尤为可信的形式。[书ji分 享V 信shufoufou]

如果人们把“品牌”现象以这种方式同广告及所有大众媒介都会遇到的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那么品牌就如同一种补偿机制，它可以弥补广告的缺点，如缺乏互动、匿名性和信任悖论。此外，品牌还以类似的方式对货币有补偿功能。大量研究表明，虽然价格机制的优点是无须经济之外的因素就能够平衡供需，但它在消费者眼中并不包含所有足以导致购买决定的信息。这与市场上充斥着复杂多样的产品有关，它们的价格差异太小，以至于不能仅仅以此来实现一个有效的购买决定。价格差异再加上寥寥几句话只能部分地让人了解到产品的品质差异，品牌正是在此发挥了功用。因为从一开始，品牌广告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仅仅告知产品的价格上。更确切地说，广告传递了大量的信息，比如商品的产地、功效和品质。与它们相比，价格往往被排在后面，这当然也不过是一种赢得信任的手段。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弄清楚，作为元商品的品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被购买商品的附加信息，这些信息的根本作用是使价格的机制失效。此外，品牌还是极佳的购物动机的制造者，因而被归为货币媒介的纲领层面。

此外还有建立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的努力。从50年代起人们就在关注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讨论及其研究进展。人们愈加明显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度工业化的民族国家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不平等的革命。革命一开始进展得很缓慢，几乎不被人察觉，从70年代开始则越来越让人们困扰。在这场革命中，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碎片化结构即使没有取代，也至少补充了前现代社会模式中阶层和阶级的垂直分布。与之前的社会不平等模式相比，这些环境和生活方式更少依赖等级制结构中的上下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共同体化”（韦伯）模式的加速独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自由地出现了共同体的其他补充形式。这还发生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也就是说人数更少，循环也更短，同时涉及日益增多的产品。正是在这一点上，品牌才再次大显身手。因为品牌天生就是为了激发共同体的效果，哪怕为数众多的效果只是“效果的累积”（卢曼）。与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相比，这些效果在激发人们产生认同感这一方面具有不弱的作用。由于在青年人中更受欢迎，有的人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穿着某些品牌服装，比如阿迪达斯或耐克的夹克、裤子和鞋，就能建立起具有相应归属标志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年轻人的小圈子。这些标志尽管更新很快，影响范围也不大，却显示了社会环境的功能与结构。这些效果告诉我们，不仅存在关于品牌的沟通，还可以通过品牌来沟通。

在本书中，对概念工具的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概念才能指导研究有序进行。“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爱因斯坦）接下来应该做的是把这个品牌社会学的研究计划推广到实证中去。






内容和品牌索引





	Absatzsystem
	销售系统



	Adidas
	阿迪达斯运动服装



	After eight
	After eight薄荷巧克力



	Aldi
	阿尔迪超市



	Alete
	阿勒特雀巢儿童食品



	Allzweckgeld
	多用途金钱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卡



	Appollinaris
	阿波纳里斯矿泉水



	Apple
	苹果电子产品



	Aral
	亚拉润滑油



	ARD
	德国国家电视一台



	Asbach-Uralt
	阿斯巴斯白兰地



	Aspirin
	阿司匹林止痛片



	Audi
	奥迪汽车



	Aufmerksamkeit
	关注度，关注，注意力



	Auslösekausalität
	激发因果性



	Bärenmarke
	熊宝牛奶



	Bahlsen
	百乐顺饼干



	Beck's
	贝克啤酒



	Bedarf
	需求，诉求



	Beduerfnis
	需求，需要



	Beduerfnis-Produktion
	按需求生产



	Birkel
	佰克尔面条



	Black box
	黑盒子，黑匣子



	BMW
	宝马汽车



	Bosch
	博世电器



	Braun
	博朗电器



	Breguet
	宝玑表



	Camel
	骆驼



	Clarins
	娇韵诗



	Clausthaler
	克莱斯勒啤酒



	Coca-Cola
	可口可乐



	Code
	符码，编码



	Codierung
	编码



	Consumer Insights
	消费者洞察



	Convenience
	便捷



	Daimler Chryler
	戴姆勒-克莱斯勒



	Danone
	达能食品



	Design
	设计



	Deutsche Bahn
	德国铁路



	Deutsche Post
	德国邮政



	Deutsche Telekom
	德国电信



	Dienstleistungsmarken
	事务型服务



	Discountmarken
	打折品牌，折扣品牌



	Disney
	迪士尼



	Dr. Best Dent
	Dr. Best Dent口腔卫生用品



	Dresdner Bank
	德累斯顿银行



	Dr. Oetker
	欧特家博士烘焙原料



	Ehrmann
	爱尔曼奶制品



	Eigenwert
	内在价值，特殊值，自我价值



	Einbettung
	嵌入，迁入



	Einfluß
	影响



	Entschichtung
	去层级化，非成层结构



	Erdal
	Erdal皮具护理



	Erziehung
	教育



	Esso
	埃索润滑油



	Evolution
	进化，演化



	Exklusion
	外延，外在



	Faber Castell
	辉柏嘉铅笔



	Familie
	家庭



	Ferrari
	法拉利汽车



	Ferrero
	费列罗巧克力



	Flops
	失败



	Focus
	焦点



	Frosch
	菲洛施家居清洁剂



	Funktionale Analyse
	功能分析



	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
	功能性区分



	Funktionssystem
	功能系统



	Geld
	金钱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



	Generation Golf
	高尔夫一代



	Gerolsteiner
	德劳特沃矿泉水



	Gesellschaft
	社会



	Gesellschaftsfähigkeit
	社会能力



	Gesellschaftsform
	社会形式



	Gewerbefreiheit
	工作自由



	Gillette
	吉列刮胡刀



	Glaubwürdigkeit
	可信度



	Glaubwürdigkeitsparadoxie
	可信度悖论



	Golf
	高尔夫汽车



	Grundnutzen
	基本效用，基础功能



	Habitualisierung
	成瘾化，习惯于



	Handelsmarken
	贸易品牌，商业品牌，交易品牌



	Hansaplast
	家庭创伤护理品牌汉莎普拉斯特



	Haribo
	哈瑞宝软糖



	Hauswirtschaft
	家庭经济



	Herstellermarken
	生产者品牌



	Hipp
	Hipp儿童食品



	Hochland
	Hochland奶酪制品



	Hohes
	Hohes高维C果汁



	Hyperzyklus
	超循环



	IBM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glo
	Iglo冷冻食品



	Ikea
	宜家家居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formationsasymmetrie
	信息非对称性，信息不对称



	Inklusion
	内涵



	Inklusionsindividualitaet
	内涵型个体



	Innovation
	革新，创新



	Integrierte Kommunikation
	可融合的交流，已融合交际



	Integration
	融合，一致性



	Intel
	英特尔



	Interfusion
	混入，混合



	Ivory
	象牙皂



	Jägermeister
	野格牌利口酒



	Kaffee Hag
	哈格咖啡



	Katastrophe
	灾难



	Kathreiner's Malzkaffee
	卡特琳娜马尔茨咖啡



	Kellogg
	家乐氏谷物早餐



	Klasse
	阶级，阶层



	Klosterfrau Melissengeist
	修女牌纯天然草药酒精混合药剂



	Knorr
	家乐牌汤料



	Kommunikation
	交流，交际



	Kommunikationsmedium
	交流媒介，交际媒介



	Komplementärmedium
	补偿媒介，补充媒介



	Konsum
	消费



	Konsumfreiheit
	消费自由



	Konsumrevolution
	消费革命



	Konsumstil
	消费风格



	Krise
	危机



	Krups
	家电品牌克鲁伯



	Kühne
	冠利芥末



	Kultivation
	文明化



	Kulturindustrie
	文化工业



	Kunde
	顾客，客人



	Kundenbindung
	联结顾客，连接顾客



	Kundenproduktion
	按顾客要求生产



	Kundschaft
	通知，探寻，咨询，顾客（总称）



	Kupferberg
	酷菲堡金樽起泡葡萄酒



	Kybernetik
	控制论



	Landliebe
	大地之爱牛奶



	Lange & Söhne
	朗格表业



	Langnese
	琅尼斯冰激凌



	LC
	LC酸奶



	Lebensführung
	生活方式



	Lebensstil
	生活风格



	Lego
	乐高玩具



	Leibnitz-Cakes
	莱布尼兹蛋糕



	Leistung
	成果，成就，成绩，服务，服务商品，商品服务



	Leitz
	利市文具



	Leukoplast
	胶布



	Levis
	李维斯牛仔服



	Lindt
	瑞士莲巧克力



	Lufthansa
	德国汉莎航空



	Märklin
	马克林玩具



	Magie
	魔幻



	Maggi
	美极烹饪汤料



	Markenbeziehung
	品牌关系，品牌联系



	Markenbindung
	品牌联结，品牌责任，品牌约束



	Markencode
	品牌符码



	Markenerfolg
	品牌成就



	Markenevolution
	品牌进化，品牌演化



	Markenführung
	品牌引领，品牌建设



	Markenfunktion
	品牌功能



	Markenidentität
	品牌同一性，品牌同一性特点，品牌身份认同



	Markeninnovation
	品牌革新，品牌创新



	Markenkapital
	品牌资本



	Markenkenntnis
	品牌认知



	Markenkindheit
	品牌儿童时代



	Markenkommunikation
	品牌交流



	Markenkontinuität
	品牌持续性



	Markenmerkmal
	品牌特点



	Markenpersönlichkeit
	品牌个性，品牌广告中的著名人士



	Markenpolitik
	品牌政策



	Markenprogramm
	品牌纲领



	Markenrecht
	品牌权利



	Markenseele
	品牌心灵，品牌精神



	Markensprache
	品牌语言



	Markensystem
	品牌系统



	Markentechnik
	品牌技术



	Markentransfer
	品牌转换



	Markentreue
	品牌忠诚



	Markenvertrauen
	品牌信任



	Markenwert
	品牌价值



	Markenwesen
	品牌业，品牌行业



	Marketing
	市场化，市场营销



	Markierung
	标示，标识出，品牌化



	Marktentnahme
	市场获取



	Marktforschung
	市场研究



	Marktführer
	市场引领者，市场领导者



	Marktfunktion
	市场功能



	Markenmonopol
	品牌垄断



	Marktprinzip
	市场原则



	Marktplatz
	市场，市场广场，市场场地



	Marktproduktion
	市场生产



	Marktprogramm
	市场项目



	Marktregeln
	市场规则



	Marktsegmentierung
	市场划分，市场分割



	Marktsystem
	市场系统



	Marktwirtschaft
	市场经济



	Marktzeiten
	集市时间，市场时间



	Marlboro
	万宝路



	Massenmedien
	大众传媒



	Massenpyschologie
	大众心理学



	Massenpsyche
	大众心理



	McDonalds
	麦当劳



	Mediamarkt
	Mediamarkt电器市场



	Medium
	媒介



	Melitta
	美乐家咖啡机



	Mercedes
	奔驰汽车



	Metaprodukt
	超产品，元产品



	Microsoft
	微软



	Miele
	美诺家电



	Milieu
	环境



	Milka
	妙卡巧克力



	Milram
	Milram酸奶



	Motiv
	动机，主旨



	Motivation
	动因



	Motivationsmaschine
	动因机器



	Motivbedraf
	动机需求，动机诉求，主旨需求



	Motivforschung
	动机研究，主旨研究



	Motivrepertoire
	动机集合



	Motivsemantik
	动机语义学



	Motivversorgung
	动机关注，动机供给



	Müller
	穆勒牛奶制品



	Nachkaufsicherheit
	后购买安全



	Nestle
	雀巢



	Nike
	耐克



	Nivea
	妮维雅



	Nokia
	诺基亚



	Odol
	奥朵漱口水



	Opel
	欧宝汽车



	Otto
	德国奥特在线购物



	Ovomaltine
	瑞士阿华田巧克力



	Palmolive
	棕榄洗护用品



	Paradigma
	范式



	Pelikan
	百利金钢笔



	Persil
	宝莹洗涤用品



	Persönlichkeit
	个性，著名人士



	Person
	人，人员



	Peugeot
	标致汽车



	Philip Holzmann
	菲利普-霍茨曼建筑企业



	Porsche
	保时捷汽车



	Preishierarchie
	价格层级



	Preisbindung
	价格约束



	Preisführerschaft
	价格引领



	Preisfunkton
	价格作用，价格功用



	Preismechanismus
	价格机制



	Preisvergleich
	价格比较



	Preisversagen
	价格拒绝，价格否定



	Preiswürdigkeit
	价廉物美



	Premiummarken
	高端品牌



	Pringles
	品客薯片



	Produkt
	产品



	Produktkommunikaion
	产品交流，产品交际



	Produktneueinführung
	再次引入产品



	Programm
	纲领，项目



	Qualität
	质量，品质



	Qualitätintransparenz
	质量透明性



	Rama
	人造黄油



	Red Bull
	红牛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Reputation
	声望，名誉，名声



	Reziprozität
	互惠性



	Ritter Sport
	瑞特斯波德巧克力



	Rolle
	角色



	Saab
	萨博汽车



	Sachmarken
	实物品牌



	Sachprogramm
	实物纲领



	Salamander
	萨拉曼鞋子



	SAP
	思爱普软件



	Serialität
	系列化



	Seven-Up
	七喜清凉饮料



	Siebel
	西贝尔软件



	Siemens
	西门子



	Skil
	Skil电动工具



	Sonderzweckgeld
	特殊用途金钱



	SOS-Kinderdorf
	SOS儿童村



	Sozialisation
	社会化



	Sozialprogramm
	社会纲领



	Stadtsparkasse
	城市储蓄所



	Stadtwirtschaft
	城市经济



	Stollwerck
	施多威克巧克力



	Systemvertrauen
	系统信任



	Szene
	场景



	Tausch
	交换



	Tempo
	德宝卫生用品



	Tesa
	德莎胶带



	Thermos
	膳魔师水壶



	Thomys
	托米沙拉酱



	Toblerone
	瑞士三角巧克力



	Toyota
	丰田汽车



	Trivialmaschine
	平庸机器，平常的机器



	Tropon
	Tropon衣服



	TUI
	途易旅游集团



	Ubiquität
	无处不在，普遍存在



	Underberg
	德宝力娇草药酒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Varta
	瓦尔塔电池



	Verbrauchererziehung
	消费者教育



	Verbraucherverstehen
	消费者理解



	Verkehrsgeltung
	交流效用，交际功能，沟通效果



	Verpackung
	打开包装



	Vertauen
	信任



	Viala
	Viala葡萄酒



	Villeroy & Boch
	唯宝餐具



	Visa
	Visa信用卡



	Vivil
	Vivil糖果



	Volkswagen
	大众汽车



	Volkswirtschaft
	国民经济



	Wahrnehmung
	感知，感受，接受，看见



	Warenkenntnis
	商品认知



	Warenproduktion
	商品生产，货物生产



	Warentest
	商品检测



	Warenzeichen
	商品标识



	Warenerfolg
	商品成就



	Werbesystem
	广告系统



	Werbung
	广告



	Wert
	价值



	Whiskas
	伟嘉猫粮



	White box
	白盒子，白匣子



	Wirtschaftssoziologie
	经济社会学



	Zahlung
	支付



	Zeitprogramm
	时间纲领



	Zielgruppe
	目标群体



	Zunftmarken
	行会品牌



	Zunftwirtschaft
	行会经济



	Zusatznutzen
	附加效用，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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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poh, F. J.
	费尔斯珀，F.J.



	Vogt, Victor
	福格特，维克托



	Voltmer, Wolf D.
	福尔特默，沃尔夫·D.



	Wadle, Elmer
	瓦德勒，埃尔默



	Weber, Max
	韦伯，马克斯



	Weinberg, Peter
	魏因贝格，彼得



	Wichmann, H.
	维希曼，H.



	Wiezorek, Heinz
	维措雷克，海因茨



	Wildner, Raimund
	威尔德纳，雷蒙德



	Wilhelm, Herbert
	威廉，赫尔伯特



	Willems, Herbert
	威廉斯，赫尔伯特



	Willis, Paul
	威利斯，保罗



	Winkhaus, Hans-Dietrich
	温克豪斯，汉斯-迪特里希



	Wippermann, Peter
	维佩曼，彼得



	Wischermann, Clemens
	威舍曼，克莱门斯



	Wiswede, Günter
	维斯韦德，君特



	Zaltman, Gerald
	萨尔特曼，格拉尔德



	Zahn, Ernest
	察恩，厄尔内斯特



	Zelizer, Viviana
	泽利泽，维维安娜



	Ziems, Dirk
	齐姆斯，迪尔克



	Zurstiege, Guido
	楚尔施蒂克，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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